




两个新栏目与若干旧做法

卷首语

可以说，认识论转向以来，近代哲学 400余年始终在探究一件事：知识是什么

以及如何获得可靠的知识？统其大略者，从经验论到唯理论，从科学主义到建构主

义，从逻辑经验主义到现象学，从归纳法到演绎法等，缠绕纷纭却殊途同归：以什

么样的方法获得可靠的知识？如果不认为学术研究需要方法，那么就可以认为这

400年的哲学研究几无价值。

因此，本刊将新开一栏目“方法与理论”，专门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方

法，兼及讨论那些被作为研究视角的理论。这似乎很容易被扣上“唯方法”的帽

子，现在的情形只要被扣上一个“唯”字，似乎就失去所有的正当性了。但在方法

意识薄弱如斯的情形下，祭出该帽子正如“何不食肉糜”一样有趣。在大量的经

验、随想、感想、体会、议论、评论面前，是想“唯方法”也“唯”不起来的。我

们过去和将来都不过是提倡：知识有来历，从不唯方法。

我们还将新开一栏目“重要概念辨析”，专门厘清一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甚

至完成对一些新的重要概念的建构。概念是理论的砖石，准确地使用概念是学术研

究的入门功课，但目前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的概念使用方式也较为普遍。我们

希望通过这个栏目不但厘清对一些重要概念的理解，也影响到形成良好的学术思维

习惯。

上述两个新栏目并不一定每个月出，有了合适的文章就推出来。采用约稿和来

稿两种方式，来稿同样通过网上投稿系统（www.ixinwenjie.com）投送。衷心地欢迎

大家投稿到这两个新栏目。

上次的年初卷首语还是 2018年 1月了，已经过去了整整 4年，不过当时提到

的那些做法，今后还是会继续，因此原文抄下来吧：投稿一律通过网站进行袁 不要
发给编辑个人袁 也不要发往本刊的公共邮箱 渊xinwenjie66@163.com仅用于事务联
系冤袁 以免疏漏遗忘曰 所有投稿一律外送匿名评审袁 进程与结果亦可关注网站动态曰
避免投送或推荐非本学科文章尧 较为牵强的文章尧 非学术性文章袁 以免耽误作者的
时机曰 因定位原因袁 一般不刊发综述类尧 书评类文章遥
这其实算不上卷首语，而只是我们对作者和读者坦率地报告一下打算。这是很

有必要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得到了大家非常热情的支持，我们由衷地表示感谢。

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业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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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闻业的起点是“数字化”，这是计算机技术进入到新闻生产系统的结

果。数字新闻业发展的过程中，机器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从专门的计算机设

备，到手机、智能家居设备、传感器等智能终端，再到各类应用软件、算法等软

性“机器”。机器既存在于内容生产端，也存在于内容传播的路径中，还广泛存

在于用户端。机器既是工具与渠道，也成为了新闻系统中的行动主体，它作为一

种关键要素深度参与并影响新闻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研究数字新闻系

统中人与机器的多种关系，是理解数字新闻业的机制及影响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基础结构层面机器因素与人的因素的互动

数字时代新闻业的一个关键变革，是原本封闭的专业化体系被打破，新闻系

统的基础结构及要素发生了变革，这包括参与主体及其角色、主体间的关系模式

与权力结构、内容生产与传播网络及机制等各方面。对于数字新闻业基础结构的

形成，机器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人对机器的理解与应用，以及人 -机相互作

用，也会影响到基础结构的运动。

（一）机器推动的基础结构变迁与权力中心运动

数字新闻业的全面形成，主要得益于互联网，互联网成为了数字新闻业的关

键基础设施。互联网的终端结构也必然影响到数字新闻业的基础结构。

从诞生之初，互联网就采用了开放性结构，在互联网中，没有中心交换点，

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多条途径通往其他节点，任何一个节点被破坏后都不会

影响到其他节点之间的信息交换。这也意味着互联网各节点之间的连通性。

数字新闻业中的人 -机关系 1)

彭兰

1)基金项目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野数字新闻学理论尧方法与实践研究冶渊20&ZD318冤遥

摘要 今天机器既作为工具尧 渠道袁 也作为行动主体参与到数字新闻系统中袁 成为其关键要素遥 机器对于
数字新闻业的基础结构具有重要影响袁 这种结构的运动也离不开人-机互动遥 在数字新闻生产中袁 机器思
维开始普及袁 但它们不能替代人的思维袁 而是需要与人的思维相互补充尧 共同作用遥 在新闻价值的评价
与赋予机制中袁 人-机互动也日益深化遥 而从用户角度看袁 他们正在走向人-机一体化袁 这也会在多个方
面对新闻系统产生作用遥 从多种层面看袁 机器在数字新闻业中获得了重要权力袁 它们也影响着各种人类
主体的权力袁 以及各种主体间的权力互动遥
关键词 数字新闻业曰 人机关系曰 机器思维曰 算法曰 机器权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 彭兰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袁 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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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中的计算机节点承

担的功能，开始向公共信息传播领域扩展，门户

网站构建了第一代互联网公共信息传播网络，也

完成了对媒体垄断的公共传播渠道的一次分权。

由于建立在开放、连通的计算机网络结构上，

加之 WWW中的超链接应用，门户时代的内容网

络也是开放、连通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后，

一些大型的门户网站逐渐在内容网络中凸显出来，

形成了一定的“中心”地位。当然，这种中心地

位主要是基于其承载的信息量和信息价值，以及

其他网站与之产生的链接数量（从社会网络角度

来说，链接越多，其“点度中心度”越大，权力

也就越大）。这些网站不是封闭的，其中的很多超

链接都会指向其他网站，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

意愿随时切换到其他网站。那些不处于中心地位

的网站，也有自己的内容定位与用户群体。各类

门户网站，共同完成了信息的生产、筛选、传播，

包括对传统媒体内容的重组性传播。因此，即使

有一些中心性的门户存在，整个内容网络还是具

有分布式的特征。

当机器应用走到社会化媒体阶段时，互联网

中个体用户也拥有了个人化的节点，这种节点的

地位也得到提升，成为“个人门户”，即内容生

产、传播、消费的基础节点。社会化媒体应用也

促成了人的关系网络扩张，使得无数个体的关系

网络连接起来成为公共信息网络，个体及其关系

网络进入到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基础结构中。传统

媒体在内容生产中的垄断地位也受到极大冲击，

封闭的新闻业系统进一步被打破，内容的分布式

生产与分布式传播成为常态。媒体也不得不进入

这样的传播网络，以争夺从传统渠道流失的用户。

而一些非媒体机构也因此拥有了自主进行信息发

布的权利，它们也进入到数字新闻系统中。当然，

在这样的传播网络中，节点的话语权力也有落差，

这种落差是在群体性、公共性的互动中逐步产生

的。

移动互联网应用主要基于 APP模式，它与门

户网站有着不同的技术思路，各类 APP进入了公

共信息系统，但 APP之间的连通性却在降低。对

用户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更容易被固化在一些

APP里。一些大型、综合性 APP由于其内容与服

务的丰富度、对用户多元需求的满足能力，以及

对用户行为习惯的塑造等，形成了比以往门户网

站更大的影响力，成为内容生产与传播的超级中

心。尽管这些超级中心的起点不尽相同，例如，

有些起源于社交应用，有些起源于视频应用，但

最终它们都完成了内容、社交、服务的全链条扩

张，从而增强了对用户的黏性，强化了自己的地

位。

在技术的演变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主体加入

到新闻系统中，各种技术应用的累积作用下，多

种主体、多重渠道、多种传播模式共同构成了一

个开放的、网络化的新闻生产、传播系统，它总

体上呈现为分布式特征。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个网

络中所有节点都绝对平等，也并非完全的去中心

化。虽然在计算机网络结构层面，各节点在信息

交换上具有平等性，但从对用户的影响能力以及

在传播格局中的话语权来说，各节点并非平等的，

仍然存在着一些权力中心，其中一些甚至成为了

超级平台，超级平台不仅吸引了规模巨大的用户，

也吸纳了多元的内容生产者、服务提供者。这些

平台也会用某些方式来设法巩固自己的中心地位，

包括通过软件界面来强化用户的惯性。

开放性网络中的权力分化，与应用者对机器

的理解与应用能力直接相关。一些应用者充分认

识了机器的潜力并将之挖掘出来，从而脱颖而出，

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由于种种原因，最具话语

权的平台都是由新媒体企业构建的，传统媒体在

数字环境下的内容网络中，并没有占据这样的地

位，相反，它们也需要向超级平台靠拢，受制于

这些平台。

当一个节点形成中心地位时，由于马太效应，

其他同类型节点对它形成挑战越来越难，一步领

先、步步领先，中心性平台会越来越强势。但当

技术应用走到新的阶段时，这种权力格局会被打

破，新的技术会带来新一代的平台，用户也会随

之向这些新的平台迁移，新平台可以较快地瓦解

旧一代平台的中心地位。

总体而言，在数字环境下，依附于机器的相

关应用技术，影响着每一代传播的基础结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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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传播结构中的权力中心的形成。技术的更

迭，会带来内容网络的更迭，随之而来的还有权

力中心的流动。虽然机器的因素只是推动权力流

动的动力之一而不是全部，但没有来自机器方面

流动的技术因素的冲击，数字新闻生态中的权力

格局可能更容易固化。

（二）机器对基本节点权力的提升

机器应用的发展，使得用户节点成为内容生

产与传播的基本单元，在这一前提下，如何赋予

这些节点更大的“权力”，而不是仅仅是“权利”，

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权力落差，同时明晰节点的

责任，也成为技术正在探索的问题。

区块链技术正是这样一种思路。区块链是由

多个独立节点参与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也可以

理解为分布式账簿（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简

称 DLT），它由参与节点共同维护。其特点是不易

篡改、很难伪造、可追溯。区块链记录所有发生

交易的信息，过程高效透明，数据高度安全。凡

是需要公正、公平、诚实的应用领域，都可以应

用区块链技术。[1]

区块链技术的透明性与安全性是建立在每个

节点的贡献基础上，它强调了每个基础节点的作

用，这也意味着节点权力的增强。而每个节点既

体现为相应的机器，也对应着使用这一机器的人。

当每个节点都由机器赋予了更大的权力，也

意味着每个节点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区块链

技术下，发生错误时可以直接定位到产生错误的

具体节点，节点的责任得以明晰，节点的信誉也

容易被评估。

区块链的应用有很多方向，新闻传播研究者

对于它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也寄予了希望。喻国

明等提出了以区块链技术构建新的新闻生产系统

的设想———所有人共享一个新闻公告板，它汇聚

了各个方面、各个视角的信息，有助于人们全面

了解事实真相。当所有信息汇聚在公共的新闻公

告板时，则所有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全新的新闻机

构。在这样的系统中，可以通过共识机制实现

“技术把关”，从而取代过去的“价值把关”，以确

保新闻公告板的事实的客观性。[2]

对区块链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研究者

还有更多的期待，如：确保数据采集的真实性，

纠正报道者的刻板印象和“媒介的偏向”；确保报

道的安全性，抵御技术等力量的干预；准确跟踪

内容流向，保护内容版权；利用虚拟货币获得新

的众筹商业模式。[3]

即使有各种理论上的可能，区块链技术在新

闻生产与传播中的应用仍然非常有限，理论上的

设想，还很难完全落地。或许商业公司还未能从

区块链在新闻领域的应用中找到强大的营利模式，

相关应用的大规模开发热情也就不高，而管理部

门出于对这一新技术的敏感，也很快介入到这一

领域，这也会加大相关应用的不确定性，商业力

量在开发时会有更多顾虑。

但至少区块链技术提供了增强基础节点权力

的思路，这一思路也许还会在未来其他的技术应

用中得到体现。

（三）连通性网络中的“断连”因素

数字新闻业建立在具有连通性的基础结构上，

但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机器网络和内容网络中

都有可能出现“不连通”或“断连”的现象。

这首先体现为人为因素对某些节点的屏蔽，

通过技术手段使得某些节点不能访问，封掉某些

账号，或者使某些节点发出的内容仅自己可见，

就会使得这一节点生产或承载的内容也“被消

失”。这既包括机构性的节点，也包括个体性的节

点。

另一种断连来自平台之间相互设置的人为障

碍，例如不允许信息在不同平台间的转发、分享。

这意味着不同平台的用户之间难以形成直接互动，

群体性互动就会局限于平台内部。

如果平台在某些时候出现故障，例如服务器

崩溃，虽然不会导致整个网络的断连，但这些平

台也会出现暂时的断连，用户间的互动也会暂停。

中心性的平台出现故障时的影响更为明显。

除了这些显在的断连外，数字空间中的人群

也会出现一些断连。理论上互联网可以将所有人

连接在一起，但在实践中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相似人群以某些方式汇聚，而异质的群体之间可

能会越来越疏远。这不仅会影响到社会的整合，

也会影响到数字空间中的意见表达与新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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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发生，首先是因为技术本身具有

一定区隔效应，特定应用技术及其平台会吸引具

有相应兴趣或特质的人群，不同平台会带来人群

的自然区隔。即使平台之间不设人为障碍，人们

行为惯性和惰性也会导致他们容易封闭在某一个

平台。社会化媒体的传播模式，也会带来传播的

“圈”“层”化，强化同质人群的聚合。算法在人群

的区隔过程中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显著。具有相

似性的人，通过算法中的标签被连接起来，他们

获得的信息更加趋同，同质的内容将同质的人连

接起来，而不同人群也因此可能渐行渐远。

另一种断连来自用户的主观愿望，当他们意

识到连接可能给他们带来负担甚至威胁时，他们

也会希望离开某些内容、某些环境或某些人。但

在技术的强制下，他们的断连愿望不一定总能实现。

当然，我们并非要简单地对“断连”现象作

价值判断，而是要意识到，机器结构的连通性，

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与机器、人与内容、人与人等

所有层面的连通，连通也并非所有人的愿望。机

器铺垫了数字新闻业的基础逻辑，但在人 -机互

动中这些逻辑也会不时被打破，这也增加了数字

新闻生产中的不确定性。

（四）未来结构中机器权重的进一步增加

正在发生的技术变革让我们看到，机器正在

作为一种主体或行动者（而不是工具）直接参与

新闻生产，在未来新闻业的基础结构中，它的权

力及其权重也会进一步增加。

物联网时代，万物皆媒，各种机器、智能物

体 （包括传感器）也成为了新闻信息的采集者，

它们采集的信息不仅会成为媒体重要的资源，甚

至可能直达用户。在某些类别的信息采集方面，

机器也会有自己的优势，例如，用于公共环境监

测、全天候工作的摄像头，对于某些新闻事件真

相的发现，会起到重要作用。

除了信息采集外，在智能化的信息加工、处

理，包括机器新闻写作、智能化音视频生产、智

能化信息过滤与审核、智能化反馈、智能化分发

等方面，机器的作用也在与日俱增，参与程度也

在不断加深。

在未来的新闻系统中，社交机器人的作用也

会更为突出。社交机器人巨大的生产能力，可以

操控的定向内容生产，以及它们的伪装性，使它

们可以制造某些网络节点的权力假象，甚至使这

些权力假象变成真实的权力，从而辅助一些权力

中心的形成。社交机器人发布的信息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到整体信息环境。此外，社交机器人

也可能通过与用户的直接互动进行信息采集、信

息分发。因此，社交机器人在新闻系统中的介入

也会越来越深。

当新闻生产面对着越来越大的数据量、越来

越多的计算任务时（这不是简单体现在新闻报道

层面，而是体现在整个新闻生产系统），一些计算

任务也会从媒体内部向外部转移，也包括“云”

端，云计算也会成为未来数字新闻业的一种基础

设施性要素。

从技术上看，云计算是以虚拟化技术为基础，

以网络为载体提供基础架构、平台、软件等服务

为形式，整合大规模可扩展的计算、存储、数据、

应用等分布式计算资源进行协同工作的超级计算

模式。[4]云计算将原本存储于个人电脑、移动设备

等个人设备上的大量信息集中在一起，在强大的

服务器端协同工作。它也能够将巨大的系统连接

在一起，实现资源共享，提供各种计算服务。[5]

研究者也将“云”分为三个层面：基础设施

层面，由各种服务器、数据库、存储设备、并行

分布式计算系统等组成；平台层面，由运营、支

撑和开发三个平台组成；应用层面，提供软件、

数据和信息等各种应用。[6]无论是哪个层面，都与

机器能力相关。而拥有“云”能力的，更有可能

是商业机构。

在未来的技术条件下，新闻生产、传播网络

会进一步扩张，这个网络的参与主体，既有媒体

机构、个体和各类非媒体机构这样的人类主体，

也有各种机器主体。虽然这些机器主体永远不会

取代人类主体，但是，在它们的强项与优势领域，

权力中心会逐渐向机器转移。

二、新闻生产中机器思维与人的思维的共同作用

计算机等机器不仅影响着数字新闻业的基础

结构，也以工具或主体的方式直接参与到新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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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这不仅带来了新闻加工环节的数字化，

更带来了新闻生产起点的变化，即认识世界、呈

现世界的思维方式的改变。

机器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数据思维（或者

说量化思维）的普及与强化，也就是将万物映射

为数据，通过数据来揭示事物的某些状态或特质。

数据思维在人类思维中一直存在，只是过去

它适应的对象有限，今天计算机数据分析能力的

增强，使得数据思维应用到更广泛的层面，数据

思维因机器而强化，也成为机器思维的一种代表。

在新闻生产中，数据一直被作为新闻事实的

呈现方式或观点的论据，在各类新闻中被引用。

而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的数据新闻则将数据

的作用上升为驱动力，即以数据为出发点，来发

现与揭示新闻事实，因此，数据新闻常常也被称

为数据驱动新闻。数据新闻可以通过对状态、特

征、冲突、异变、规律、关系、原因、趋势等的

分析与揭示，来呈现新闻主题或事件。

今天的技术为新闻生产所需的数据提供了更

多采集与加工手段，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

到物联网技术，再到移动终端与可穿戴设备等。

这也意味着，过去很多不能量化的对象，今天可

以变成数据加以呈现。

数据思维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以数据来达到

“客观”呈现。对于新闻生产而言，数据可以超越

记者的个体视角和人的感官局限，提供新的认识

事物的线索，丰富人们对于新闻对象的认识。大

数据更是可以反映事物的宏观与总体状况。某些

时候，客观的数据也可以证实或证伪人的主观判

断，为报道提供更准确的依据。

但数据能否真正达到“客观”这一目标，却

要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数据应用本身有一整套

的规范，如果不遵循这些规范，或者在数据应用

中出现了漏洞而未能察觉，所谓客观数据也会出

现大的偏差，貌似客观、准确但实际传达的是假

象。从数据采集中的样本偏差、脏数据的污染、

分析模型的错误、分析能力的局限到数据解读中

的失误，数据应用的每一个相关的步骤，都存在

着导致假象的因素。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也都

存在人工干扰、干预的可能。

即使数据是准确的，但只有数据这一维度的

新闻呈现是单调的，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新闻表

达中来自记者的主观观察、主观体验，有时也需

要他们的主观评价与个人化的观点。

除了数据思维，今天算法思维也在成为新闻

业越来越多采用的一种思维。以算法来进行关系

的匹配与调节（如内容与用户之间的匹配、平台

上的内容流量调节），以算法来进行批量化内容生

产（如用算法来写作新闻稿件、用算法来进行视

频剪辑），以算法来进行决策（如计算广告、基于

算法的策划等），已越来越常见。

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业的普通应用，

会使得某些内容生产的效率大大提升，例如，体

育、财经新闻等领域可程式化写作的新闻类型。

过去由于人力的限制，媒体主要关注那些公共价

值更高的新闻，而在机器提供了大规模生产力后，

小众的、个性化的事件或话题也可以被机器“报

道”。但这会使信息超载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算法也解决了信息与人匹配的效率问题，它对信

息环境的影响，无论是个体视野中的还是公共平

台中的，也会越来越突出。对于决策而言，算法

既可能提高某些方面决策的精准性，也可能使决

策陷入机械化、套路化的误区。

算法本质上也是一种计算思维，即通过约简、

嵌入、转化和仿真等方法，把一个困难的问题阐

释为求解方案[7]，算法将模糊的对象变成明晰、精

确的数据，将主观的感受变成客观的信息，将抽

象的原则变成具体模型和可执行的过程。但这种

思维也会将原来复杂多面的世界的某些维度简化

掉，算法模型、算法相关的数据采集与计算环节

等，同样可能存在失误与偏差。

可以预计的是，智能化时代，新闻生产中的

数据思维、计算思维、算法思维等机器思维会越

来越多地进入新闻业，这些机器思维在某些方向

打开了人们的想象力，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的窗

口，但我们也要警惕它们变成对人的思维的禁锢。

在智能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看上去是机器在不断

模仿人类思维，实际上人类思维也可能因此越来

越多地受到机器思维的影响，过度依赖机器可能

导致我们原有的一些认识方向与通道被阻塞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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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趋向单调———将一切建

立在数据及其计算基础上。

数字新闻业，既不能是对人的旧有思维的固

守，也不能是对机器思维的盲目崇拜，当然也需

要打破两种思维的对立，我们更需要的是两种思

维的结合、互补。机器强化的客观、程式化、模

型化思维与人类特有的主观、直觉思维，两者相

互映照、相互补充，通过它们的结合更完整地认

识与反映世界、更好地进行决策。

但实现这样的结合仍有很多障碍。现实中，

控制着机器的，多是那些拥有技术的组织或个人，

他们多存在于媒体外部，而媒体内部主要仍是传

统新闻生产模式训练出来的媒体人，他们对于机

器思维的接受、理解与应用能力有限。即使有些

媒体内部也有具备数据新闻生产或其他数据处理

能力的人，但他们如何与擅长传统生产思维的人

合作，也是一个挑战。传统媒体与外部技术力量

的合作，也需要跨越很多障碍。

三、新闻价值的评价与赋予机制中的人机共动

在数字化新闻业的语境下，我们也有必要对

新闻价值及其生成、评价机制进行重新认识。

以往，新闻价值衡量主要依据的是媒体单方

面制定的静态指标，沿用的是的一些传统标准。

但数字传播环境下，一条新闻的价值大小，

并不完全由媒体或首发者预设，而是由传播网络

的节点共同决定的，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个体用户

节点。每个参与传播的用户节点都基于自己的需

求来进行内容的选择与解读，而这是在公共性与

私人性需求叠加的坐标体系下进行的。用户的选

择不仅决定了他们自身看什么内容，也决定着哪

些内容可以在社交网络中得到广泛传播，哪些内

容的传播会受阻。这样的传播过程可能是对价值

的唤起、增强与再定义，也可能是对价值的抑制

与削弱。每个用户都以意义生产、建构的方式参

与到了新闻价值的赋予过程。这也意味着，今天

对内容的新闻价值的考量，还需要关注它们作用

于用户时产生的意义。

虽然在传统时代，用户也存在私人化的信息

选择与解读，但由于传统时代人们的社交网络规

模有限，社交网络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有限，

因此，人们的私人化行为难以被连接起来，也难

以产生持续的公共性影响。但数字时代，由于机

器的作用，无数个体的社交网络被连接成一个巨

大的公共网络，这个公共网络又成为了公共信息

传播的常态性“基础设施”时，个体行为就很容

易集合成为大规模的群体性行为，用户在新闻价

值判断与赋予中的“权重”大大增强了。

用户的“价值赋予”之所以能被“看到”，也

是因为机器可以对用户阅读、分享、评论等数据

进行直接的统计，甚至可以根据某种算法生成排

行榜。媒体人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来审视自己所做

的专业判断与用户的评价是否一致。为了市场影

响力，媒体也会越来越多地参与数据的竞争，追

求“10万 +”等“好看”的数据，这也意味着在

机器统计的数据推动下，媒体人某些时候会向用

户的价值判断靠拢。

机器提供的数据反馈越来越精准且实时，它

们对媒体产生的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而整个平

台也可能会形成“马太效应”，那些拥有“10万+”

数据的内容成为生产者追捧的目标，越来越多类

似风格的内容被生产出来。以往媒体人的经验性

判断，受到来自机器的数据性评价体系的冲击，

媒体也会越来越多地向数据体系倾斜。

在传播网络中，机器还会以推荐算法的方式

进入到新闻价值的评判体系中。目前的算法主要

以个体的兴趣、行为为依据来进行信息推荐，虽

然算法的依据是人的既往行为，是对用户某一段

时期惯性的揭示，但如果这种惯性被算法固化为

长期行为“规程”，就会使用户面临的信息环境日

益封闭与趋同，人们在新闻选择、解读与利用方

面的主动性被不断抑制。当人们被动接受来自机

器推荐的内容时，也失去了自主选择中的价值判

断与价值赋予机会。原来用户主动完成的多样化、

流动性的意义构建，也可能最终走向单一的、静

态的意义“继承”。

当然，这样的算法并不代表全部，这只是分

发算法的“1.0”版。今天的内容推荐算法也在向

其他思路延伸，例如，对用户流动的需求的关照，

对公共性内容的推荐，对平台内容的平衡性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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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期待，未来的推荐算法还会有更多元的推荐

模式。好的算法，需要为平台提供更优的内容生

态，也需要在为用户减小内容选择、获取成本的

同时，为他们保留开放性与自主性。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模式，算法对内容流向与

流量的调节结果，都会以数据指标的方式体现出

来，这些指标也会成为内容价值评判体系的一类

参数。而在更高的层面，这些数据指标会影响到

整个平台的内容生态，平台内容生产者越来越多

地以数据为导向。如果一些数据存在人为的操纵，

对内容生产者的干扰或误导也会更大。

智能化媒体时代，机器对于用户反馈的揭示

还不限于上述表层的行为数据，而是可以深入到

生理层面的数据，例如，脑电波数据、眼动数据

等。这些数据也会将内容对用户产生作用的过程

揭示得更精准，甚至可以呈现出动态的作用过程，

例如某个时间点的状态、某个微观的信息单元产

生的效果。

在这样的数据支持下，对一条新闻的价值判

断，将不再停留在一个整体作品层面，而是深入

到具体的时间、微观的信息单元层面。这也会反

过来促成媒体在微观层面做更多的精细调整，以

提升内容的新闻价值或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是这

样一种在机器指导下的精准生产，究竟是会起到

有效优化的作用，还是使内容生产陷入机械化的、

零件式加工的思路，甚至使创作者失去自主判断与

自主决定权，我们也需要在未来做更深入的研究。

四、人 -机一体的用户

从用户这端看，随着智能终端的发展，人与

机器正在走向同一化，人机一体的赛博格也在变

成现实。这样一种新的用户，在数字新闻生产系

统中，也会出现新的行为特质，这些新特质也会

对系统产生新的作用。

作为赛博格的用户，他们的各类信息消费行

为可以通过智能终端量化，这些数据也成为传播

效果的重要衡量依据。与传统时代整体性的传播

效果衡量数据（如收视率）不同的是，人机一体

的情况下，传播效果的测量可以精确到个体，并

且与用户行为惯性、手机品牌、所在区域甚至精

准位置等个人信息结合在一起，因而能使得传播

效果的分析可以深入到用户背景等层面。

人 -机一体的用户不仅为传播效果的测量带

来新的可能，也会推动面向个体的精准传播的深

化。这种个性化传播不仅仅是基于算法对用户行

为的简单分析，而是会纳入用户身体相关的物理

性变量（如空间位置）、生理性变量（如视线、大

脑的兴奋程度等），将物理空间、体验环境、社会

情境、用户实时状态、用户生活惯性、社交氛围

等多种要素共同组成的传播场景作为个性化传播

的依据。

人 -机一体的用户也意味着“自我传播”的变

化。以往在人体内部进行的传播，因为身体上的

各种智能设备在一定程度上被外化。人们的身体

指标、情绪、注意力等可以被量化，被自己和他

人看到。人们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监测，来进行自

我评价，并试图进行更精准的自我控制。可预期

的是，可穿戴设备和传感器的进一步应用，人的

自我传播的外化也会更为频繁。

自我传播外化的同时，它与人际互动、群体

互动甚至公共信息传播之间的相互渗透也会加深，

自我传播这一新的“变量”的加入会如何影响数

字新闻生产、传播与消费，也将是我们需要研究

的新问题。

作为赛博格的个体，也使得数字空间的具身

传播有了更丰富的体现。

具身性传播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具身认

知的研究启发。具身认知以具体的身体来表征抽

象概念，身体可以作为一部分认知的内容存在于

认知加工过程之中，而且身体状态的不同也可以

改变其他认知加工的内容[8]，身体的物理结构对认

知具有直接的塑造作用，身体的感觉 -运动系统

经验及其心理模拟在认知加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9]，

它也会影响到人的态度、社会知觉、情绪[10]，甚至

影响人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 [11]。以往的一些研

究，也证明了这些判断。

传播学研究在传统上较少关注身体与传播的

关系，新媒体环境下的虚拟性，更使得我们容易

忽视身体在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但事实上在虚拟

环境下，传播中的身体并没有消失。即使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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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可以缺席的虚拟互动，其实质也只是身体与

某些虚拟交流情境的分离，但在个体这端，身体

与终端、内容的互动仍是存在的。身体操作终端

的方式、熟练程度，身体面对终端与人机交互界

面的反应模式等，都是具身传播的体现。

当人机一体时，身体的轨迹、状态等可以全

方位数据化并能被服务商或平台掌握，具身认知

的身体，不仅是身体的外部状态与反应模式，还

可以是身体的各种数据。这也会导致具身传播产

生新的含义。

进一步，在 VR/AR营造的空间里，人也会有

类似现实空间的身体在场和感知，包括方位、距

离等。从对现场还原和人的在场感的营造角度看，

VR/AR 空间里，“第一人称视角”被交还给了用

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改变视角与观察

对象，这也意味着身体的运动。物理空间中的具

身认知模式，也会在虚拟空间中体现。而对于新

闻体验来说，这也会使得以往由摄像、导播决定

的现场，变成用户自己探索的现场，他们对新闻

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也会出于自己对现场的认知，

新闻现场因此可能会变得“千人千面”。

五、权力关系下的机器与人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机

器在数字新闻业中获得了种种新的权力，机器权

力在不同人类主体那端，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或

反应模式。

（一）数字新闻业的机器权力

对于数字新闻业中机器权力的认识，以下一

些线索尤其值得关注，当然它们之间也会存在一

定的交叉。

1.作为基础设施的权力。没有机器及其网络，

就没有今天的数字新闻业。无论是作为新闻生产

的工具或主体，还是新闻传播的渠道，机器都在

极大地影响着新闻业整体。而每一个具体的媒体

机构、商业平台，它们所拥有、掌控的机器资源，

也是决定它们的生产能力、影响能力的重要因素。

这些基础设施层面的机器权力，还直接影响着数

据资源，无论是数据量，还是算力、算法。创新

性互联网应用的开发者，也可以凭借其应用营造

出具有巨大话语权的平台，一些平台也成为了用

户眼里不可或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一旦基础设

施出了问题，新闻系统的运转就会出现障碍。

2.作为“可供性”展示的权力。近年来，“可

供性”（affordance）也成为国内新媒体研究的一种

新视角。

美国学者吉布森最早提出“affordance”概念

以讨论环境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指的是环

境所能够给予动物的相对于其行为机会的信息 [12]，

但这一概念自提出后就存在很大的争议[13]，在传播

学领域引入这个概念，也存在着不同的解释。

潘忠党用可供性来衡量媒体的“新”“旧”，并

提出了可供性的三个维度，即信息生产的可供性

(production affordances，包含可编辑、可审阅、可

复制、可伸缩、可关联)、社交可供性 (social affor-

dances，包含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

和移动可供性 （mobile affordances，包含可携带、

可获取、可定位、可兼容），在三种可供性上水平

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14]如果从

这一角度理解可供性，那么，除了这三种可供性

外，另一种不可忽视的可供性是体验的可供性，

未来这一维度的影响会更为明显，技术的发展也

许还会带来新的维度。可供性维度的扩张、可供

力的提升，都与机器及其应用技术直接相关。

对于“affordance”这个概念，也有研究者认

为，它更应该被译作“示能”，也就是说，技术 /

物不再是“客体”，而是复杂的行动者网络中的非

人类行动者（actants），它可以向人类行动者“展

示”自己的潜能。[15]

无论是哪个角度去认识“affordance”，我们都

会意识到，在数字新闻时代，机器向我们展示了

其作为一种基础要素甚至主体参与、影响乃至改

变新闻业的多种机会与可能。人对这些可能性的

理解与运用能力，决定了他们在全新的新闻业格

局中的位置，无论是对于机构还是对于个人而言。

另一方面，技术本身的特性也决定了人对其应用

的边界，人的应用能力总会受到技术特性的约束，

这也是机器权力的体现。

3.对数字新闻业基础结构的影响权力。机器不

仅作为一种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示能”，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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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着行动者网络本身，而这是通过对基础

结构的影响体现的。这种权力有必要加以特别关

注。

如前所述，加载在机器上的应用技术的更新，

会带来传播网络的变化，不同的传播网络对应着

不同的传播主体、传播模式与传播结构，节点间

关系、不同类型节点的地位与作用也会因此而发

生变化。因此，不同阶段的技术会构建不同性质

的行动者网络。拥有不同技术能力的人类行动者，

在网络中扮演的角色和权力大小也不尽相同。

4.对人的认知、行为与思维的形塑权力。机器

权力对用户的作用，最终会体现在信息获取及认

知、态度，以及人的行为与思维模式等层面。这

也是以往传播效果研究所关注的层面。

例如，人们的认识、思维越来越碎片化，与

今天的传播模式、传播终端的变化有着一定的关

系。人们在数字环境中的信息视野与平台结构、

传播机制、算法等相关，人们的态度、立场受到

数字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这背后，也有机

器的因素。

人 -机交互界面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会驯

化、固化人们的行为模式，甚至思维方式。

5.对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的影响权力。今天的

新闻生产、传播、消费很多时候是在某些关系结

构下（包括私人关系与群体关系等）的互动中进行

的。同样，机器在这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权力。

机器可以带来以往没有的关系连接并强化这

些关系，带来人的关系网络拓展。但同时，也可

能带来一些关系的切断。数字环境下的人群分化，

包括前文所说的种种人群的“断连”现象，虽然

有很多时候缘于人为因素，但也并非与机器无关。

技术平台特性，也会影响人们的公共互动模

式。虽然在互联网兴起之初，人们对它寄予了哈

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的期待，但是，目前

互联网中各种类型的平台，似乎都难以达到那样

的一种公共领域所需要的理性商谈环境。这虽然

与时代背景、人性的弱点等不无关系，但也与技

术平台的影响相关。看上去开放的平台，实质上

容易产生权力分化，因此，并不能完全提供充分、

均衡的信息与意见。今天平台提供的互动模式，

也容易产生抱团取暖的意见“同温层”或同质人

群的“回声室”，从而使人们强化自己的态度。哈

贝马斯也指出，平等与没有制约两个特征使得新

媒体下的交往变得碎片化，并形成一个个圈地自

萌的小圈子。[16]未来的技术是将继续顺应甚至强化

人性的弱点，还是克服人性的弱点促成理性交流，

目前我们还不能简单地下定论，当然我们更希望

看到的是后者。

（二）机器影响下不同主体的权力演变与权力

互动

拥有了多种权力的机器，对人的权力带来的

影响也是多种方向的，有些方面是增强，有些方

面则是挑战、削弱甚至剥夺。但人的权力并非对

应着一个抽象的“人”，而是对应着很多类型的人

类主体，从新闻生态角度看，主要包括普通用户、

职业内容生产者、非媒体性质的机构、机器拥有

者（包括平台）以及管理机构等。不同主体与机器

权力的关系及反应模式不尽相同，这些主体之间也

会有权力的博弈，这些博弈的中介往往也是机器。

在普通用户层面，机器赋予了他们在公共信

息环境中的表达权利与参与权利，并且使表达与

参与的门槛不断降低，一些个体也将这些基本权

利转化为了公共话语权力。无数个体的权利集合

起来后也会成为一种权力并对媒体的权力产生冲

击。机器也给用户提供了更广泛的信息渠道，使

他们在信息选择方面的权力加大。

但另一方面，机器也在赋予平台更大的权力，

个体用户的权力在平台权力面前又会受到压抑，

个体很多时候只能受制于平台，或者为了兑换自

己的权力不得不让渡某些权利甚至隐私。在软件

与算法面前，个体用户常常也是十分无力的，表

面上看，今天的用户有足够广泛的选择空间，但

很多时候用户的选择却可能变成机器的选择。面

对机器的权力，用户某些时候也试图表现出自己

的对抗，但对抗的方式及其效果也是有限的。

数字时代的职业内容生产者既包括媒体，也

包括一些以内容生产为职业的个体或团队。机器

为那些非媒体背景的生产者赋权，使他们拥有了

职业化地参与新闻生产的可能。而在各类平台中，

在机器因素的作用下，职业内容生产者的权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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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再分配。特别是在基于机器统计数据的

量化评价体系下，那些遵循传统新闻业生产思维

与法则的媒体并不能天然地处于优势，有时反而

处于劣势。一些新闻生产任务也需要技术力量的

加入，内容生产者也会受到技术权力的制约。更

大的技术权力约束，则来自平台。

非媒体性质的机构，在数字时代也成为新闻

系统的参与者。以往它们需要借助媒体进行宣传、

公关，但今天机器给予了它们自主进行信息发布

的可能，这也是一种赋权。但是，如果不能理解

公共信息环境、公众心理以及相关传播规律，这

种权力也可能反过来变成一种负担，甚至变得

“烫手”。机器对公众的赋权也会使这些机构处于

更多的被监督风险中。当然也有些机构试图借助

平台、管理机构的权力来控制风险，但这种方式

并非总能奏效。

数字新闻系统中的机器拥有者，包括计算与

算法能力的拥有者、应用的开发者及平台运营者

等，他们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由机器所赋予，当

然这也来自其对机器的理解与应用能力。他们在

应用中会放大机器赋予的权力，也可能通过应用

规则的制定、资源的垄断或交易、界面的强制

（如内容的捆绑、广告的强制推送）等进行权力的

再生产，这会带来对公共传播秩序与信息环境的

影响、对个体主动性的压制、对用户隐私权的侵

犯等种种问题。虽然平台也会考虑多方权力、利

益的平衡，但其自身利益必然是首位。对他们的

权力的约束，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于管理机构来说，机器权力是对其权力的

一种挑战，为此，它们会通过行政手段从底层结

构上来干预机器权力，例如对建设或不建设哪些

基础设施的决策、对某些节点的屏蔽等。对于机

器权力的继承者或代理者，特别是平台，它们也

会进行监督与制约，这也会影响到平台上包括个

体、职业内容生产者和各类机构这样的主体的权

力。对于数字新闻业来说，管理者的权力仍是至

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无论怎样，机器权力的加入，改变了新闻业

中传统的权力格局。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

今天在很多时候也需要借助机器来完成，因此，

对机器能力及权力的认识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不同主体的权力大小。

机器虽然并不能决定一切，但它的确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今天新闻业的基础结构、生产思维

与模式、价值评价体系，也影响着新闻系统中的

各类主体特别是用户，新闻业的权力格局也因为

机器这一因素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未来的智能

时代，机器对新闻业还会有更多的作用方式。数

字新闻业也是在各种人 -机关系模式下，在各种

人 -机互动以及以机器为中介的人类主体的互动

中，不断向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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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新闻学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呈现出繁荣态势，这主要得益于数字新

闻学（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新范式的崛起。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

2021年度主流英文期刊上刊登的新闻学研究论文进行主题聚类，以一种相对客

观的形式把握观察周期内新闻学文献的语词、摘要和主题的自然分布及其语义关

联，尝试梳理新闻学在过去一年理论发展的脉络。

根据最新的 2020年《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我们从

传播学大类的 SSCI收录的 92种期刊中选取影响因子排名前五的新闻类期刊作为

文献来源，通过科学网（Web of Science）进行期刊检索并获取其发表于 2021的

所有文献的信息数据，检索时间为 2021年 12月 31日。最终，获取用于分析的

英文论文（剔除书评和编辑部文章）为 687篇，其中包含 Digital Journalism（135

篇）、Journalism（200篇）、Journalism Practice （191篇）、Journalism Studies（115

篇）和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46篇）。

基于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文本，我们使用了当前文本挖掘领域常用的 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模型推测研究文献的主题分布（具体操作过程和

代码参见链接）。为了便于解释和主题命名，我们首先从文献数据中提炼出 18个

数字新闻学的崛起：2021年全球新闻学研
究综述 1）

常江 黄文森 杨惠涵 刘璇

摘要 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袁 对 2021年度全球新闻学研究做出全面的综述袁 尝试以此为基础归
纳新闻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和趋势遥 总体而言袁 数字新闻学新范式的崛起显著地推动了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袁
体现出了三种基本趋势遥 第一袁 新闻学研究正逐渐超越技术工具论的视角袁 而融入了更多思辨逻辑袁 体现
出了技术哲学和媒介生态学思维日益深入的影响遥 第二袁 对 野以数字为背景冶 的新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考
察是新闻学研究最具理论活力的范畴袁 印证了数字新闻学在理念上对经典新闻学袁 尤其是新闻社会学范
式的延续遥 第三袁 现有的新闻学研究体系对规范理论的探讨是不充分的袁 数字新闻伦理研究尚未很好地融
入数字新闻学的一般性理论体系袁 这或许会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遥
关键词 数字新闻学曰 数字新闻曰 研究综述曰 新闻学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常江袁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尧 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袁 广东深圳 518060曰
黄文森袁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员尧 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袁 广东深圳 518060曰
杨惠涵袁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广东深圳 518060曰 刘璇袁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袁 广东
深圳 518060

1冤基金项目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野数字新闻学理论尧方法与实践研究冶渊20&ZD318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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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主题，并将其大致归纳为技术、行业、规范、

实践、参与和社会的六个研究主题，以此为线索

回瞰过去一年全球新闻学研究的知识图景。不难

发现，数字技术和文化的兴起，正在全球范围内

变革新闻业的制度、组织形式、生产实践及其与

社会的关系，并进而改变了新闻学研究的风貌。

一、技术引领的新闻创新

（一）新闻与媒体创新

在数字新闻时代，作为“类型”（genres）的

新闻以全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出现，“传统”与

“创新”的话语时刻处于关乎新闻业“持续与转

型”讨论的紧张关系之中。新闻创新形式包括但

不限于沉浸式新闻、结构化新闻、数据新闻、自

动化新闻、新闻游戏、虚拟或增强现实新闻，等

等。Carlos Lopezosa等人回顾了近五年（2015-2020

年）关于数字新闻新形式的学术文献，发现该领

域处于快速增长时期，以“交互性”（interactivity）

为关键词的新闻研究最多，其次是结构化新闻、

沉浸式新闻和视觉新闻，虚拟或增强现实新闻较

少；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新闻新形式的特点

和用途，自动化技术的前景，对读者的影响，以

及潜在的伦理和规范问题。研究还指出以数字技

术为重要载体的新闻创新实践将主要影响新闻的

四个面向：信息和内容、受众、方法和资源，以

及新闻媒体公司。[1]当前来看，从组织内部和外部

探照和反思新闻创新的行动者应对创新的需求、

态度和实践的研究尤为显要。Patrick Ferrucci 和

Gregory Perreault试图从数字记者的角度考察新闻

编辑室对技术创新的概念化，以及如何感知技术

创新对实践的影响，发现大多数记者认为创新只

是市场驱动下（主要是为吸引年轻受众）而由管理

者决定实施的，对实现新闻的规范目标并无益处。

研究者借用“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理论解释记者对创新的轻视乃至抵抗的现象，认

为新闻业固有专业主义文化导致这个领域难以拥

抱技术创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创新）似乎

以牺牲现有从业者为代价，他们缺乏必需的核心

竞争力，甚或没有利用创新来实现理想的想法”。[2]

JoséValero-Pastor等人则将观察视角上移至数

字新闻媒体的管理层，基于对美国和西班牙的两

家纯数字新闻媒体（Quartz 和 El Confidencial）的

观察和访谈，探讨“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如何促进新闻创

新，即管理者鼓励专业人员理解变革的紧迫性，

识别商业目标并主动接受它们，以此培养组织内

部的创造力和协作文化。随着“变革型领导”越

来越被重视，传统新闻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亦

将从中获益。[3]在日益网络化的新闻领域，组织之

间的协作和分享成为解决媒体创新的具体方案。

Mijke Slot考察荷兰新闻场域中不同组织参与者应

对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的方式，通

过访问新闻领域相关管理者、创业者和研究者并

进行定性主题分析，发现所有组织都有非常高的

创新需求，传统媒体（incumbents）主要从竞争的

角度看待创新，其创新的过程是内向型的（intro-

vert），较少向组织外部寻求创新项目；而新的竞争

者或更小的组织被认为更加外向（extravert），对协

作创新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然而，多方参与者

在创新项目中的合作并不多见，其更多地表现为

“一种散漫的实践，而非实际的目标”。[4]

（二）社交平台与可供性

数字技术所塑造的社交平台为新闻使用、新

闻消费和情感互动提供了重要的环境，而“技术

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的概念为越来

越多的研究者所使用，以此理解在社交媒体环境

所提供的可能性或机会如何限制或促进人们的行动。

从“新闻使用”来看，研究者对“使用”（use）、

“用户”（user）等术语的启用暗示着将新闻受众视

作“主动接受者”，而不是赋予他们生产内容的角

色，实际上受众也只能以平台所允许的方式“主

动”（接受）。[5]Bente Kalsnes等人在考察挪威传统

的与超党派的媒体行动者的在脸书上的新闻内容

及其使用的关系研究中，以这些方式衡量新闻用

户参与的程度，发现政治议题尤其是负面新闻在

国家选举期间引发了最多的用户参与，超党派媒

体与传统媒体相比虽然影响力有限，但借助脸书

的分享功能获得了惊人的曝光度；同时，一种新

的超越既定功能的“个人分享”方式（即在新闻

评论区标记朋友以提醒其阅读）正在发生，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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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而不显眼的”用户参与方式对于追求吸引社

交媒体用户的新闻生产者的意义尚有待探究。

针对社交媒体的“偶遇新闻消费”（incidental

news consumption）现象，Adrian Vergara等人采用

眼动跟踪方法探索用户与脸书内容的视觉交互的

机制，研究揭示被试者在社交媒体中“偶遇”新

闻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受到平台算法、注意模式

和视觉刺激等机制的影响：一方面，社交平台的

算法通过操控新闻如何出现以及谁能接触，在新

闻偶遇中扮演着“算法把关人”（algorithmic gate

keepers）的关键角色；另一方面，对新闻的偶遇

消费可能与个体对多模态刺激相对浅层的处理过

程有关，而且新闻消费不完全由主题的相关性引

发，也受到视觉刺激的影响。研究认为，“偶遇消

费”概念的合理性存疑，因为其暗含了用户偶然

接触新闻时所具有的行为相似性，这与该研究所

发现的用户多样化的新闻交互模式的结论相左。[6]

随着数字新闻学研究出现“情感转向”（affec-

tive/emotionalturn），社交平台的可供性被解读为强

化公众感知政治极化和媒体偏见的情感燃料。

SturmWilkerson等人在探索超党派政治新闻与受众

参与关系的研究中，引入了“情感可供性”（affec-

tive affordances）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基于表

示离散情感（discrete emotions）的技术功能用语的

情感关系设定（relational enactment of feeling）”，研

究者将“脸书表情”（Facebook Reactions）视为一

种情感可供性：使受众能够藉由平台预先设定的、

有限的情感选项表达与内容相关的感受。他们发

现，情绪化内容最有可能引发情绪反应，并激发

受众对超党派媒体内容的分享和评论，然而自由

派和保守派在风格和情感诉求上的显著差异，可

能使政治话语的参与者一步极化。[7]

（三）算法新闻与新闻选择

算法作为新的技术元素形塑数字新闻的产品

形态和生产流程已成事实，新闻受众如何认知和接

受算法嵌入的新闻（业）尤为关键，其中对算法新

闻可信度与新闻选择的研究较为深入。Anja W lker

和 Thomas Powell调查了欧洲新闻读者对自动化新

闻（automated journalism）的看法，证实了公众对

人工、自动化和组合生产信息和来源的可信度感

知并无明显差异，仅在体育类新闻中，自动化内

容比人工内容被认为更可信。 [8]Wonseok Jang等人

采用实验法进一步考察了人类作者与算法的关系

如何决定算法生产新闻的说服力，再次证实由人

类、拟人化算法和算法生产的新闻具有相同的新

闻可信度。基于此，实验结果还显示与阅读算法

新闻的参与者相比，阅读人工和人性化算法新闻

的参与者对故事表现出更大的情感卷入。尤其当

人类作者与人性化算法形成“伙伴 -朋友”关系，

而不是“仆人 -主人”关系时，参与者认为新闻

是更可信的，其情感卷入也更强。[9]

然而，算法环境下受众潜在的新闻选择机制

仍不明朗。W lker和 Powell的研究已经发现自动

化新闻的可信度感知并不影响读者的新闻选择，

表明新闻消费与否不能依据对新闻可信度的评估

来预测。因此，其他的新闻特质变量（如可读性）

对选择性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索。GlenJoris等人关

注新闻受众如何理解算法“新闻推荐器”（news

recommender），并为其区分了三种新闻选择机制，

即内容的相似度、协同相似度和内容的多样性。

前两者分别通过用户自身以及相似用户的新闻使

用情况来推荐新闻，后者旨在增加新闻内容的多

样性来推荐异质性的新闻内容。这一项基于芬兰

新闻受众的社会调查显示，受众通常更偏好于基

于内容相似性的新闻推荐，这正迎合了为人们提

供感兴趣新闻的商业逻辑，但却不利于民主社会

“观点自由市场”的建立。因此，呼吁开发“个性

化多样性”（personalized diversity）的公共服务算

法，利用基于相似性的新闻推荐的个性化优势，

渐进推动新闻消费的多样化。[10]

二、技术视野下的新闻业变迁

（一）媒体市场：从宏观结构到微观举措

在全球范围内，新闻媒体的商业模式已经从

广告收入向读者收入转移，传统媒体通过数字订

阅、捐赠、会员等方式营收，数字读者收入（dig-

ital reader revenue）市场正在形成之中并不断扩大。

当在平台公司还在专注于向广告商出售受众注意

力时，西方经济体的新闻出版商已经开始对数字

新闻内容收费，以提振疲弱的收入。Myllylahti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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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描绘了过去十年以数字订阅为核心的读者收

入市场的结构及其演变，揭示少数几家拥有全球

受众的大型新闻出版商如何主导市场，并通过与

谷歌、脸书等平台建立的新型合作关系———平台

支付（platform payments）进一步固化了现有的媒

体市场结构，即加强“赢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

和国内新闻品牌）并削弱“输家”（包括地方性新

闻出版商和独立新闻机构）。[11]

鉴于此，为应对这股数字化浪潮对地方新闻

业的冲击，尤其在北欧媒体市场，独立的、小规

模的地方性报纸开始积极寻求连锁或集团化出路，

通过建立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降低成本，融入

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驱动的未来。Helle Sj vaag等

研究者深度访谈了挪威西南部城市媒体并购案中

的报纸编辑，分析作为“代理”的地方报纸与作

为“委托人”大型企业之间的关系，以阐明企业

所有权对合并后的报纸市场的潜在影响：就战略

匹配（strategic fit）而言，尽管全面推行“数字优

先”（digital first）战略可能降低印刷版的重要性，

但合并有助于报纸数字产品的货币化；然而，在

组织适应性（organisational fit）方面存在隐忧，公

司决策者可能倾向于为所有报纸制定标准化的模

式，而不是满足个别新闻编辑室的特殊要求。[12]

合并与收购模式为传统媒体的“数字化生存”

提供了宏观的解决方案，而从微观层面（如订阅

的营销策略）探讨读者收入市场结构转型的研究

并不多见。对于美国新闻业，大部分数字新闻采用

免费增值（freemium）模式，以至于订阅策略取向

的报纸陷入流量与生存的两难境地。为了考察报纸

如何构建其对订阅者的价值主张，Efrat Nechushtai

和 Lior Zalmanson对美国报纸网站上发布的订阅促

销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发现许多新闻机构不仅向

读者承诺提供高质量的信息，还将新闻作为一种

多维产品进行营销：有的报纸强调了情感和人际

相关的收益，如建立或强化社会关系；有的报纸

则将规范性效益，如促进共同的价值观和规范，

为广泛的社会目标做出贡献等，作为说服读者订

阅的理由。[13]媒体机构的营销策略体现了重新包装

一个传统产品的努力，以期适应数字新闻市场日

益激烈的注意力竞争和生存游戏。

（二） 品牌策略：新闻的“品牌”与品牌的

“新闻”

在媒体市场的语境中，新闻媒体机构或企业

也可作为“品牌”而为社会所识别或认知，由此

定然引发针对商业逻辑与新闻理想的矛盾之争。

其中“新闻品牌”（news brands） 与“品牌新闻”

（brand journalism）并非争辩焦点的两面，但却始

终与平台竞争、战略沟通、新闻标准或专业规范

等问题缠绕在一起。为了探讨社交媒体如何影响

新闻品牌，Victoria Chen和 Paromita Pain检验了报

纸出版商使用脸书作为新闻分发平台对其品牌意

识和品牌忠诚度的效应，研究表明平台与报纸的

关系是互惠的，双方均有助于对方品牌忠诚度的

建立，可是平台的品牌效应主要倾注于重要的或

精英的报纸，而较小的或不知名的报纸受益甚浅。

此外，由于读者习惯于从平台而不是新闻网站上

获取新闻，这可能会造成他们对新闻品牌产生某

种虚幻的忠诚。[14]新闻媒体使用社交平台引发的另

一个担忧是，技术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可能影响新

闻品牌认同，继而影响新闻编辑室的标准及其内

容生产。在 Juliane Lischka关于社交媒体新闻制作

逻辑的研究中，新闻编辑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适

应了脸书新闻动态（Facebook News Feed）的算法

逻辑，以最大化受众参与的方式选择和编辑新闻。

与此同时，新闻品牌类似于一种企业或新闻编辑

室文化，启发从业者新闻应该被如何处理和编辑，

其与传统新闻标准构成了相关联的价值体系，指

引着社交媒体编辑的新闻决策：二者的功能在于

为严重的用户参与导向设定界限，以避免过度迎

合用户偏好并向新闻娱乐化转变。[15]

非媒体组织以新闻为导向进行内容创作或寻

求与新闻机构合作，“品牌新闻”应运而生，其在

内容、语言和设计上与新闻媒体越来越来相似，这

有可能破坏专业新闻的理念和规范。Michael Serazio

深度访谈了美国从事原生广告和内容营销管理和

实践的从业者，试图了解他们所信奉的专业原则，

以及从传统编辑职业转向商业的适应性。研究认

为，品牌新闻威胁到美国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基

石，例如客观性已成为追逐企业赞助的新闻机构

的一种可销售商品，这一建立公众信任的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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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正因私利而被出卖。当受众已经很难区分

“真”新闻和“假”新闻，他们便会降低对新闻的

重视，公民基础为此进一步破裂。[16]品牌新闻也被

视为战略沟通的工具，代表和合法化组织的利益，

旨在改善品牌形象，建立客户关系或促进销售，但

却模糊了新闻与战略沟通之间的界限。Thomas Koch

等人以品牌记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工作惯例、

职业角色感知以及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分析发

现大多数品牌记者追求自主的工作流程以及公正

和平衡的报道，但当主题与客户利益和需求相关

时，这种准新闻（quasi-journalistic）方式通常会遭

到破坏；同时，他们还身处介于新闻与公关的灰

色地带中扮演一种混合角色（hybrid role），但对公

关利益的考量可能优先于新闻规范和价值。[17]

三、数字时代的新闻规范

（一）倡导性新闻：从客观到激进主义

数字时代的新闻环境和制度正在经历更迭，

新闻（学）的概念化也在发生改变且尚无定论。例

如，与“客观性”相对立的“倡导性”（advocacy）

概念及其新闻实践的变化已经成为数字新闻研究

的新议题，尤其是社会运动或冲突语境下的新闻

工作者的自我定义有助于重新审视新闻客观性，

以寻找新的替代性框架。

倡导性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也称为“鼓

吹性新闻”，经常与少数族裔和社会正义联系在一

起，其中黑人报刊（Black press）通常被认为是一

类倡导性媒体，一直以来推动非裔美国人的社会

政治进步，直到近年来却出现新闻娱乐化的趋势。

Miya Fayne通过访谈和焦点小组的方法调查黑人报

刊编辑及其读者，区分了倡导性新闻的两种不同

类型：硬倡导和软倡导。前者是对这一概念的传

统解释即有赖于政治内容的存在，如政治激进主

义的报道，后者通过娱乐提供非裔美国人的正面

报道，并增加他们生活的表征。硬倡导依旧是黑

人报刊的重要功能，但如果编辑将名流置于更大

的社区利益之上，并降低硬新闻的比例，娱乐可

能会压制政治思想，限制非裔美国人的社会参与。

因此，可取的做法是在保证硬新闻的基础上提供

娱乐内容，而不是用后者取代前者。[18]

Rana Arafat采用数字民族志的方式观察流亡海

外的叙利亚记者如何保持与祖国的联系，以及如

何在遥远的地方倡导跨国人权和政治改革，并通

过深度访谈调查这些倡导实践如何塑造流亡记者

的角色认知。研究发现，“海外倡导新闻”（dias-

pora advocacy journalism）挑战了传统新闻范式，因

为记者的角色已经超越了常规的新闻活动，并扩

展至请愿、建立跨国团结、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

开展机构工作等实践。流亡记者将叙利亚政府和

政府控制的媒体称为“对手”，却拒绝将他们工作

归类为“激进主义”，而是在建设性新闻（construc-

tive journalism）的框架内将其定义为“倡导”。[19]由

此可见，新闻记者既是“把关人”又是“倡导者”

的身份认知将会成为新闻实践和研究的新常态。

新闻教育领域也在发生与之相适应的改变，

新闻教育工作者试图在课堂上平衡传统客观性与

倡导性。Sheila Peuchaud发现在涉及种族、性别和

媒体的课堂中，客观性和倡导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出现在个人、人际和结构层面。不少从事过新闻

工作的讲师对高级新闻学课程中传统的客观性的

价值提出了质疑，但他们也没有彻底接受激进主

义或倡导活动。研究认为，新闻教育如果对媒体

呈现和重塑权力的方式缺乏批判性意识，可能会

滑入培养学生生产服务于强化现有的权力结构的

媒体产品的陷阱，故而应该为学生提供理论工具，

以理解当前不平等的根源，并提出可替代的解决

方案。[20]

（二）有限的规范：透明性与可信度

新闻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从新闻编辑室的“黑

箱”中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度被奉为圭臬的客观

性准则由于难以实现，而成为媒体机构与受众之

间的障碍。透明性（transparency）则通过“解释和

展示新闻是如何制作的”，日渐发展成为一种现代

的新闻规范，以解决媒体与受众脆弱关系背后的

可信度问题。过去一年，透明性和可信度之间的

（有限的）积极关系被更多的研究所证明。尤其对

于美国的新闻业而言，恢复受众对媒体的信任有

助于激励他们的新闻消费和社会参与，以重塑媒

体促进民主社会的根基。Gina Masullo等人聚焦于

特定透明性形式对媒体可信度评估的影响，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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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了三组实验以测试新闻报道中“透明框”的效

果。研究发现，在报道中添加解释记者如何报道

新闻的文本框，可能作为一种认知启发或思维捷

径，对于提高人们对新闻媒体可信度评估具有一

定潜力，但这个“框”必须足够突显才能产生效

果，且效果也不具有普遍性。[21]

然而，透明性的影响路径或链条可能更长，

为此研究者关注可信度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对于受

众新闻参与的意义。Alexander Curry 和 Natalie

Stroud对 1182名美国人进行了 2（透明性元素）×

3（新闻话题）的在线新闻实验，证实了增加透明

度（通过向新闻消费者提供关于故事的写作原因

和方式、作者细节等信息）可以有效地增加可信

度评估，并间接影响受众的新闻参与意向。研究

还发现，无论是新闻主题还是参与者的政治意识

形态都没有调节透明性的效果，由此启发在美国

媒体信任处于极端分化的当下，新闻机构提高新

闻透明性，亦不必担心消极意识形态的反弹，或

更多政治话题的差异化影响。[22]

为了更准确把握透明性与新闻参与之间因果

关联的有限性，Jason Peifer和 Jared Meisinger采用

2（透明性）×2（来源）×2（主题）被试间实验设

计，经过有调节的中介检验部分证实了基于信息

披露的透明性的价值，并强调了透明性效应由媒

体重要性感知所划分的边界条件：对新闻报道上

下文信息的披露有助于提高信息的可信度，而可

信度的提高则进一步影响受众的新闻参与；然而，

可信度的中介效应受到感知媒体重要性的调节，

即受众感知媒体越重要，透明性的间接影响新闻

参与的效果最强。 [23]这说明透明性并非“灵丹妙

药”，仅强调透明性原则似乎不足以促进新闻可信

度、公众信任和新闻参与，未来研究还应该进一

步努力探讨什么样的透明性、在何时以及在多大

程度上是有效的。

四、作为实践的数字新闻

（一）记者角色及其报道实践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新闻业的形塑与改造是生

态性的。记者作为这一行业的关键行动者，其行

动模式与内容书写逻辑在这一生态性的转变之下

面临着新的变化和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不确定、

不平衡和不平等的新闻实践语境下，对记者的角

色认同和职业规范的讨论较多。

金融危机之后，财经或商业记者被认为应该

发挥更积极的监督作用，以一种方向或解决方案

为导向的新闻形式，帮助决策者和广泛公众应对

新的市场趋势的机遇和风险。Nadine Strau茁在一项
研究中观察到，大多数财经记者在“可持续金融”

报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记录员、情报员和教育者，

而未能扮演本应充当的“监督者”（watchdog）的

角色。考虑到气候危机的紧迫性，由专业金融新

闻机构主导的针对金融精英的事件驱动型新闻，

往往使记者陷入道德两难的境地（moral dilemma），

一方面要履行记者的职业责任，以客观和中立的方

式报告市场趋势，另一方面又要警惕为该行业诸多

未经证实的说辞提供一个“漂绿”（green washing）

的平台。[24]

在艺术新闻领域，Kelsey Whipple 和 Renita

Coleman分析了美国新闻中与女性音乐家相关的主

题和修辞，试图理解女性记者在对抗或延续对女

性音乐家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中所扮演的角

色。研究认为，女记者和男记者一样，在延续陈

规定型观念方面负有同样的责任，这表明职业社

会化对刻板的女性形象的结构性压制，超越了不

断变化的社会习俗、道德要求和新闻编辑部日益

多样化的影响。因为在男性主导的组织中，被社

会化的女记者习惯于像男性一样书写，而这样的

惯习与偏见是隐形的、难以被察觉的。[25]

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的记者在社会实践中角

色认知也得到了较多关注。基于对叙利亚媒体从

业人者的访谈，Omar Al-Ghazzi运用“情感距离”

（affective proximity）的概念来解释媒体从业者与他

们所参与和表现事件之间的想象空间，通过分析

“革命”的话语，激进主义和新闻之间不断变化的

界限，以及暴力的经历来理解国家苦难下的新闻

实践。研究启示，对全球新闻中的情感的研究应

该被放置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而正是这种不平

等的权力关系塑造了新闻业的角色和表现方式。[26]

Hon Sophia S. Balod与 Michael Hameleers则研究菲

律宾的记者在应对错误 /虚假信息（mis- and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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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时的职业角色，发现传播者和监督者

的角色被认为更重要，记者倾向于将自己视作真

相的斗士和社会改革的倡导者；同时，在确定影

响这些预期角色实现障碍的基础上，记者将错误 /

虚假信息视为新闻（作为一种实践和机构）变革

所面临的挑战。[27]

（二）社区新闻与实践社区

“社区”（community）作为一种本地化的新闻

实践，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与方向。

Nick Mathews提出了社区“守护者”（caretaker）的

新闻角色概念，基于对美国密西西比州移民执法

突袭行动报道的文本分析，试图揭示小型新闻机

构为其社区提供的内容服务和独特功能。当地周

报充当社区的“守护者”，维护了社区声誉，保护

了地方当局以及处于事件中心的企业和居民，展

现了一种“突出社区积极品质的日常新闻”。在社

区新闻的语境下，守护者的角色通常不在“日常”

而是在危机时刻突显，而且新闻机构不仅保护社

会精英，还保护整个社区及其在外界和众多普通

公民中的声誉。[28]

数字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公民参与到记者制作、

传播和分发新闻的过程之中。公民新闻已成为新

闻消费者提供和接受有价值信息，以及参与社区

公共生活的重要方式。这些活动被描述为，对公

共领域的讨论做出贡献的个体，生产简单信息、

聚合、报告或意见的实践形式。Deborah S. Chung

和 Seungahn Nah调查了美国社区报纸如何吸引社

区成员，以及编辑如何看待公民参与和协作实践

的挑战。研究显示，美国新闻界的读者参与已经

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参与的机会也更多，其中

尤以在社交媒体上传照片和新闻提示最有成效。

然而，此类公民参与也被证明是一把复杂的“双

刃剑”，公民协作虽然使得大量新闻被整合并发展

成有意义的社区故事，但同时也带来了伦理和规

范等方面的问题。[29]

在当前媒体环境下，新闻工作者需要更新他们

的技能经验和日常工作，以便跟上动态变化中的新

闻业的发展。“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ractice）

被定义为“一个具有共享的关切、问题集，或对

特定主题热情的社群，通过持续的互动增强社群

成员在该领域的知识和专长”。[30]与本地化的、线

下社区的新闻实践不同，Anja Salzmann等人考察

了一个专注于移动新闻的全球网络社区“Mojo

Community”，从埃蒂纳·温格（Etienne Wenger）的

“实践社区”概念出发，探讨在新闻实践中以创新

和变革为旨趣的社区形成的领域、结构和角色。

该社区最初由专业记者发起，并逐渐吸引新闻以

外的行动者，他们基于对视觉新闻和内容生产的

移动技术的共同兴趣，在社交媒体空间和年会聚

集中有机地发展起来。社区成员均认为，移动新

闻作为一种的新的新闻实践的正在迅速演进，并

打破现有的惯例和组织结构。[31]

（三）广电新闻的转型实践

数字技术创新、受众细分以及丰富的媒体实

践现状对传统广播电视新闻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迫使传统机构对数字环境快速做出反应。数字革

命在改变新闻机构内容生产与分发方式的同时，

也引发了组织结构与受众关系等更深层面的变革。

V侏ctor Garc侏a-Perdom通过观察哥伦比亚两大电视新

闻机构（Caracol TV和 Citytv）如何利用社交媒体

和网络视频吸引电视观众，发现社交媒体尤其是

Facebook，正在改变新闻机构对网络视频和观众参

与的传统观念，社交媒体不仅在视频分发与受众

参与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还通过改变视频内容

制作方式和衡量标准对新闻机构的决策产生影响；

此外，研究还探讨了新闻机构内部的传统力量和

来自数字平台的技术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32]在另

一项研究中，V侏ctor Garc侏a-Perdom更加深入地探讨

了电视、网络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

者指出，尽管新闻从业者对整合传统媒体和网络

媒体充满热情，但由于数字化改革植根于传统媒

体实践，传统与在线媒体之间复杂的组织安排制

约了数字技术的采用、电视媒体网络化的过渡，

以及在线内容的制作，两类媒体之间并不平衡的

关系，造成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进程缓慢。[33]

对于如何缓解传统广播电视新闻机构在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与压力，苏珊·格林伯格

（Susan Greenberg）于 2007年提出“慢新闻”（slow

journalism）的概念，以应对当代主流媒体中普遍

存在的快节奏新闻状态。Janet Fulton和 Paul 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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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观察视线聚焦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远程社区

项目（Remote Communities Project），针对如何理解

“慢新闻”这一问题与来自该机构的记者、制片人

和经纪人进行讨论，以思考如何应对数字技术对

传统新闻实践带来的冲击。研究揭示，新闻从业

者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去深度挖掘社区故事，以促

进深度调查、面对面交流、真实客观等新闻业基

本价值实践的回归。[34]

（四）协作网络与权力关系

在数字时代，新型新闻协作关系和模式形成

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新闻从业者的新闻实践不再

被物理空间所局限，并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实现跨

境或跨地区的协作。在 Annett Heft和 Stefan Baack

关于跨境新闻实践案例的研究中，记者个体可作

为“中介”推动跨国或跨境协作关系网络的形成，

依托网络增强自身实践能力与跨境工作经验，但

从业者所属的组织结构与背景也决定了不同成员

的工作参与程度，其中的权力运作也可能滋生出

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与竞争现状。[35]除了在跨境协作

中提供基础网络支持，数字技术在新冠疫情流行

期间也发挥出其对新闻业的建设性作用，Jose A.

Garc侏a-Avil佴s在关于西班牙新闻机构管理者如何应

对疫情下新闻实践的研究中发现，虚拟网络空间

重新配置了新闻从业者之间的关系，使新闻编辑

室中人员的协作网络更加紧密和复杂，塑造出了

新型的新闻实践方式与通信协议。[36]同样地，美国

费城的地方新闻媒体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也采取虚

拟空间协作方式，以地方社区为中心调控各媒体

组织节点内部及之间的信息流通，以满足社区信

息需求。[37]

数字化虽为新闻实践带来了虚拟协作环境与

新的协作方式，但新闻从业者所能提供的信息与

其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Milda Malling指

出，新闻从业者的多元社会关系与其潜在的社会

网络的权力结构，反映在新闻从业者所能够获取

和选择的新闻线索之中，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尤其

体现在政治领域的新闻实践中：一方面，这种多

元化的社交关系能为新闻从业者提供报道捷径；

另一方面，也可能引致新闻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失

衡。[38]类似地，有关权力介入政治领域中的媒体实

践也引发诸多关注，如 Swati Maheshwari 与 Colin

Sparks关于印度大选中媒体与政治精英成员之间关

系的研究，[39]以及 Ross Tapsell对菲律宾总统如何

管理控制媒体方式的考察，[40]均揭示出政治与媒体

场域之间的权力关系。正如 Gino Canella在关于新

闻权力研究中的论述所指：新闻从来都不是中立

的，真相从来都不是无私的。新闻从业者的认知

实践深受其工作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中所嵌入

的动态权力的影响，数字媒体中的政治经济因素

使新闻记者的真相报道复杂化，甚至颠覆新闻惯

例，并重新定义这一领域。[41]

五、数字新闻参与及其挑战

（一）舆论及媒体偏见

数字新闻业为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

塑造了共同参与的公共领域，然而消极的意见环

境、“有偏见”的新闻生态以及对媒体偏见的感

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个体对客观世界的体验，

妨害或改进了公共意见表达空间和新闻参与实践。

过去一年，新闻学研究者对舆论与媒体偏见的微

妙关系表示热切关注。

新闻网站的用户评论是公共参与和意见表达

的直接表现形式，个体对意见气候的感知通过影

响李普曼所谓的“脑海中的图像”，可能会助长舆

论的极化。为了阐明新闻评论对个体意见的影响，

Eun-Ju Lee等人通过对韩国的新闻用户进行被试间

实验，考察了用户评论可能影响新闻用户个人意

见的两种不同的认知途径：感知公众意见和感知

新闻立场。结果证实，接触用户评论不仅影响了

参与者对舆论环境的感知，也影响了他们对新闻

立场的感知。以评论为形式的新闻参与凸显了网

络新闻日益模糊的边界问题，经常被极端言论和

情绪所淹没的新闻评论区更是为新闻界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42]新闻媒体反映并塑造了舆论，但

研究者对其如何描绘舆论却知之甚少。为了考察

新闻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呈现了公众中存在的多种

观点，Kathleen Beckers和 Patricia Moy对传统媒体

的日常和选举期间的新闻进行内容分析，区分了

五种不同的舆论描述（portrayals）：民意调查、随

机采访、推断、抗议和社交媒体引用。由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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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通常以单一方式代表公众及其意见，描

绘他们所理解的“大多数意见”；当舆论以多种方

式被描绘时，并非以一个更复杂或微妙的故事呈

现，而多是以推断舆论的方式与其他描述的简单

组合。

正是由于不能描绘公众对政治结果的多样性

观点，新闻媒体经常被指责是有偏见的。在另一

项定量调查研究中，Kathleen Beckers等人进一步

探究比利时的记者是如何感知舆论的，通过将记

者的舆论感知和基于调查获取的关于“真实”民

意的证据，与记者们提供的定性解释相结合，发

现记者对舆论的感知有系统性的右翼偏见，认为

公众比实际情况更加保守。即使记者明确自己中

间偏左的立场，但在感知舆论时却过度补偿和高

估了其与舆论之间的差异，以至于在新闻制作中

陷入自身与受众的偏好之间左右为难。 [43]反过来，

当公众认识到媒体偏见时，他们可能会“纠正”

在公共领域中所感知到的“错误”的影响。为此，

Alcides Velasquez等人测试了群体意识、媒体偏见

感知、选择性接触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发现

群体意识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媒体偏见感知和选

择性接触的链式中介效应，表明群体意识可能驱

动着拉美裔美国人的纠正行为，对有偏见的移民

报道的感知促使他们寻求态度一致的信息，进而

影响其政治参与和行动，这一结论可以推广至其

他边缘或少数群体。

（二）公众信任与虚假信息

过往的信任研究文献多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

不断精细化媒体信任（trust）和可信度（reliability）

的操作化和衡量标准。尽管普通公民作为“信托

人”（trustors）被放置于信任研究的中心，但却鲜

有从受者的视野去理解新闻媒体信任。

为了考察公众如何概念化新闻媒体信任，Erik

Knudsen等人使用半监督文本分析技术对在线调查

内容进行主题建模，发现被调查的挪威公民对新

闻媒体信任的理解可以分为四类不同的主题，即

真实性、彻底性和专业性、偏见、独立性和客观

性。这些主题与学术和专业语境下对媒体信任的

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体一致的，唯独公众对

偏见的描述在新闻记者或学者的观察中鲜有涉及。

研究指出，察觉媒体偏见的人对民主的满意度越

低，表明了媒体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的这种联系

可能与反精英主义有关，因为新闻媒体通常被视

为权威精英的一部分，从而介入“精英”和“人民”

之间的敌对关系。 [44]在 Karen McIntyre 和 Meghan

Sobel Cohen的媒介信任研究中，以公众为标准的

重要性被进一步挖掘，媒体及政治信任的关系被

再次印证。研究者通过对卢旺达首都城市居民进

行焦点小组访谈，发现受过教育的年轻公众高度

信任当地新闻媒体，尤其是国营媒体。研究强调，

媒体信任的框架应该从公众角度看待媒体信任，

并考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因为信任本身就是政

治文化的一部分，两种信任之间可能存在内在关

联；同时，深入思考不同社会政治背景下的信任

概念，重视媒体保护和推动国家的良善意图，而

不仅仅是对媒体表现的准确性、责任和独立性等

既有规范的判断。[45]

新闻受众对媒体或新闻内容的信任不仅与媒

体表现或对政治文化的态度有关，还受到新闻参

与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其中，“信任关系”

（trusted ties）在虚假信息或假新闻传播中的作用已

经在 Pere Masip等人关于新闻参与的研究中有所涉

及。基于 6 个焦点小组的研究结果显示，Whats

App平台用户参与的是新闻话题或新闻故事，而

不考虑特定的媒体品牌或新闻机构。平台的社交

可供性使得新闻发送者成为决定用户如何参与和

信任媒体内容的关键要素：发送者 -接收者的关

系纽带强化新闻的可信度和社交“背书”（social

endorsement）。但值得担忧的是，用户习惯于阅读、

信任或转发朋友分享的故事，而不会核实收到的

潜在假新闻，继而分享并放大了虚假信息的影响

范围。为应对假新闻、极化和其他问题而提出重

建信任的策略，Sue Robinson等人在探讨信任与新

闻素养之间的联系时引入了“倾听素养”（listening

literacies）的概念，其理念是在新闻交流中，所有

参与者在制作、分享或消费新闻时都必须注意信

息交流的动态。其关键在于，将受众放置于新闻

的中心倾听公众的需求，关注以社区为中心的动

态，进行本地化的新闻素养（生产）实践，以建

立信任项目并消除虚假信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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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线新闻评论：积极或消极的参与

在线新闻的评论区可被视为全球新闻机构最广

泛采用的“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形式之一，因为其内容生产由媒体和他们的受众

共同完成。关于新闻评论的参与形式、内容和社

会后果等研究虽寥寥可数，却已然生长为一个不

可忽视的话题。

新闻中的错误信息和新闻评论中的不文明行为

是影响在线社会互动的两个突出问题。Ji Won Kim

和 Gina Masullo Chen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医保计划

为背景，探讨了社交媒体上新闻评论的语气（文

明或不文明）和内容（纠正或强化错误信息）对

感知评论和新闻故事可信性的影响。实验结果揭

示了评论语气在影响可信度感知方面的价值：参

与者认为文明的评论比不文明的评论更可信；同

时，参与者认为纠正新闻中错误信息的评论，比

强化错误信息的评论更可信。然而，在评论的语

气和内容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交互作用，表明人

们在判断评论的可信度时单独考虑这两个因素。[47]

网络新闻评论为公民提供了公共参与的便捷

途径，但也有学者对网络评论的民主价值持保留

意见。Anders SundnesL vlie等人对挪威四家报纸

的在线评论版块的贡献者进行定性和定量调查，

以期了解用户如何表达和解释参与在线讨论所经

历的“反弹”（repercussions）影响即消极反馈（如

招致骚扰、威胁等）。研究考察了性别、匿名性、

对编辑控制的态度和议题争议是否与这些经验有

关，发现除了性别，其余三个维度都展现了显著

的相关性，说明匿名评论者和对严格编辑政策持

怀疑态度的人，以及对争议性问题（如移民和伊

斯教）评论，均增加了经历“反弹”的可能性。[48]

相较于民主背景下的经验观察，目前研究者

对威权语境下新闻评论的参与方式、原因和效果

知之甚少。Florian Toepfl和 Anna Litvinenko将威权

政治下批判评论的公众被理论化为“投入性制度”

（input institutions），后者以“响应式”或“咨询

式”的专制治理形式促进公民的反馈。批判评论

被认为对威权政体的领导者制造了风险，但也带

来了超越风险的收益。经过对三个威权国家

（阿塞拜疆，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 46家新闻机构

在 7个平台上的评论环境的观察，揭示大量的批

判评论公众积极参与了政治生活，而且其中相当

比例的公众由国家统治精英监控下的新闻机构扶

植和培养。然而，藉由国家控制的平台，政治精

英们可以轻易地屏蔽或严格审查发表批判评论的

公众。[49]

六、新闻与社会的紧张关系

（一）冲突：框架选择和记者实践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性制度同时对社会稳定、

冲突构成影响，其本身的实践也受到相应社会环

境的制约。Chunyan Wu和 Jian Xiao调查了从 1949

年到 2009年，英国国家日报如何构建所谓“藏 -

中冲突”，通过内容分析与定性框架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表明报道框架在近 50 年的时间里不断演

变。在冷战时期，报道反映了反共意识形态；在

后冷战时期，它使用人权框架将中国政府描述为

人权侵犯者，其归因于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内部或

外部新闻因素，展现了新闻框架如何成为记者构

建现实的工具。[50]另外，与构建冲突的报道框架相

对应，和平新闻框架的崛起也成为研究对象，并

被作为媒体承担社会责任和积极社会建构的方式。

如 Mathew Charles分析具有情感素养的新闻报道经

由讲述边缘群体故事，以促进社会凝聚力，为社

区内的冲突和解奠定基础，体现了报道理想主义

对于社会现实的引领，“随着记者成为和平代理人，

在哥伦比亚的地方新闻业预计将成为一股变革力

量”。[51]

此外，还有研究聚焦冲突作为媒体报道的环

境，揭示社会对新闻的形塑。其中，冲突成为揭

示新闻媒体和记者隐含困境的重要维度，体现在

报道内容上则可能显示新闻报道客观规范、理想

主义与现实的差距。Tania Ouariachi等人聚焦于叙

利亚的冲突性环境对于记者报道实践的影响，一

方面指出冲突的危机环境为公民新闻带来爆炸式

的增长，公民越来越作为新闻贡献者被得以重视，

因为他们能够提供专业记者无法访问或无法收集

的内容，而处于冲突环境中的叙利亚公民也通过

培训，获取在紧急环境下向外界传递事实的能力，

以“唤醒世界让其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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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战争成为专业记者和公民记者进行新闻报道

实践的破坏性中介，记者在制作新闻时受到心理

和身体暴力威胁，会导致其客观性愿景与实际报

道存在差距，利用记者作为“诠释社群”（inter-

pretive commnunity）的概念，强调了新闻与解释、

文化、情感、偶然性、集体记忆、危机和视觉性

的交叉。[52]Britt Christensen等则关注在国际新闻机

构和媒体公司工作的冲突报道记者，调查揭示了

数字工具如何帮助专业记者无法接近现场时与信

源沟通交流，像Whats App这样的加密通讯应用程

序在提升沟通、保护潜在来源和验证信息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53]

除此之外，编辑室也作为一个更加微观的冲

突性环境影响着新闻记者实践，Anja Salzmann等

人研究了传统媒体面临新闻业的视觉化和移动新

闻的变革，使许多新闻记者不得不改变工作方式，

学习使用新工具，分析了记者的心态变化因素和

过程。[54]Manuel Goyanes等人的研究也提出新闻工

作的实践和结构条件为新闻编辑室冲突的出现提

供了肥沃土壤，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工作者之

间差距的加剧等，重在考察塑造这些冲突的结构性

和个体性因素，以指导新闻媒体内部调解策略。[55]

冲突环境对于报道实践的影响，反映了数字技术

可供性作用，以及媒体报道框架和专业范式背后

的复杂因素，展现出数字新闻报道实践本身的社

会意义和研究价值。

（二）社会抗议与政治运动：影响力和制约因

素

新闻媒体在社会抗议与政治运动中，有时表

现出对社会抗议中暴力冲突的奇观报道范式和对

运动的边缘化，左右了社会参与的态度。Rachel R.

Mour o等人借助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研究迈克·

布朗被警察枪杀事件所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

（BLM） 运动相关报纸报道，阐释了新闻框架

（journalistic frames）与抗议运动的倡导框架（ad-

vocacy frames）之间的关系，其中倡导框架来自抗

议者的官方沟通和社交媒体对话。研究显示出媒

体将集体行动描述为奇观的报道模式，延续了暴

力和越轨行为的“抗议范式”。随着时间推移，新

闻记者逐渐以更主题化的报道为抗议诉求提供空

间。然而，虽然记者引入了包括“种族”“警察军

事化”等倡导框架，但由于“合法化”新闻框架

出现的低频率，还是很难将这些倡导框架明确为

抗议者议程的一部分。研究展现了美国全国和地

方报纸媒体依然在通过框架选择和对倡导框架的

遗漏来边缘化抗议者。[56]

Rachel R. Mour o和 Danielle K. Kilgo在最新的

研究中进一步分析 BLM运动媒体报道与社交媒体

抗议活动的关系，指出“新闻的合法化故事可以

增加对运动的支持，而正是这种支持有能力扩大

BLM的在线影响力”，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对抗议内

容的参与取决于态度的转变，这直接受到记者愿

意就抗议运动中的不满和要求发表深度文章的影

响。研究展现了新闻媒体遵循新闻生产的规范和

常规，在社会政治运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与

前互联网时代抗议范式研究人员所概述的过程没

有太大不同。 [57]Yotam Ophir等人也指出媒体对社

会抗议活动的构架可以影响舆论和政府反应，并

关注到一个媒体突出的政治框架（political frame），

其可被称为“特朗普对抗议活动的处理不当所造

成的政治后果”。[58]Summer Harlow等研究者聚焦新

媒体平台，考察了脸书用户参与度和报纸抗议报

道之间的关系，发现和记者比其他人更能使某些

抗议运动合法化一样，记者和用户的社交媒体行为

也能在群体中发挥作用，以引起对某些运动的更多

关注，反映了社交媒体上社会斗争的等级制度。[59]

媒体在社会抗议中的角色取决于其所在的更

大的政治和媒体系统。Lindita Camaja对影响因素

的考虑则更加细致，考察了黑山共和国新闻媒体

对 2019年反政权抗议活动的报道，探讨在两极分

化的社会中围绕有争议民主转型轨迹的媒体表现。

借助“政治平行结构”（political parallelism）和“媒

体工具化”（media instrumentalization）概念，阐明

了在两极化的媒体系统中，媒体抗议活动报道的

结构与个体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彰显了个人层

面意识形态和新闻文化的作用。研究强调，在抗

议框架上施加的结构性压力，不仅来源于管理层

和编辑，即记者们被要求使用政府正式的信息补

贴，还受制于内部同事和外部信源，比如与政府

接近的记者会被反对派领导人拒绝提供信息。[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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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机新闻：业态与职能

新闻制度的社会性还表现在结构性和突发性

的危机环境对新闻业造成的损害。新闻业显然被

认为是出现危机已久的行业，表露出媒体利润下

滑、裁员甚至倒闭等一系列症候。Nikolas Dawson

等人分析澳大利亚新闻业就业市场数据，聚焦新

闻业供求问题，证实了新闻业危机的存在以及新

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下状况的明显恶化，并发现新

闻业性别不平等加剧，以及伴随着这些危机，新

闻业对技能尤其是新媒体技能的需求明显在持续

增加。与此同时，其他行业在疫情中遭受的危机，

也造成了新闻媒体广告的进一步枯竭，这对地方

媒体的影响尤其严重。[61]反过来，地方媒体新闻业

利润下滑也为当地社会带来影响。Richard Jones认

为地方新闻的关键规范性职能之一是法庭报道，

亦即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核心部分，而

媒体财务危机削弱了法庭记者的报道能力，建议

政策制定者通过公共资金提供支持。[62]新闻业危机

是新闻与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互动的体现，

进一步凸显其业态发展与社会稳定（尤其是地方

媒体与社区稳定）的动态关系，与前述媒体边缘

化抗议活动的论调形成呼应。

社会危机形塑新闻媒体报道，对媒体履行规

范性角色产生影响。Phillip Santos对 2018 年津巴

布韦大选期间的媒体报道进行框架和修辞分析，

发现政治危机很容易使新闻媒体两极分化，并诱

使媒体在报道时采取积极的党派姿态，将意识形

态作为默认框架，说服受众接受其立场，对媒体

履行规范性角色的能力产生负面效应。[63]值得一提

的是，Craig T. Robertson聚焦了新闻受众这个第三

维度，其同时也是理解社会与新闻媒体动态的中

介化角色。研究通过新闻受众访谈，调查他们对

疫情危机下新闻媒体的态度，强调语境对于新闻

定义的影响———新冠肺炎大流行促成对新闻媒体

更高依赖程度，而受访者在生活中的感受塑造了

对新闻和新闻工作的看法。[64]

新闻报道层面的危机叙事和引导应对，延伸

出新闻建构社会危机和履行促使社会危机解决的

两条道路。Kozakowska和Wilk对茶党的民粹主义

新闻文本进行研究，分析民粹新闻如何塑造新闻

价值以激发公民参与，其中危机修辞被视为吸引

读者关注的重要手段，并从这些价值建构中看到

新闻消费的新趋势，提醒“民粹主义交际逻辑”

逐渐殖民社交媒体的现状。[65]另一方面，也有研究

者对新闻业在社会危机中进行调节和提供希望表

示期待。Metin Ersoy等人聚焦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媒

体报道，强调和平新闻对于减少和预防卫生危机

的作用。由于和平新闻有助于诊断出错误信息和

仇恨言论背后是否存在某种类型的暴力（直接的、

结构性或文化的），并提供解决方案，因此可以营

建“最有利的政治气氛”，帮助受众对问题产生更

深刻的理解和友好解决问题的兴趣，但也对媒体

的社会责任提出更高要求。[66]此外，还有研究关注

了新闻在帮助大众理解社会犯罪问题方面的功能。

Janine Little注意到澳大利亚父母弑子犯罪具有较

高发生率，认为新闻界有及时予以解释的公共使

命。研究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分析弑婴罪案报

道，发现既有报道受到社会传统性别文化影响，

塑造出参与谋杀的继父和养父“被剥夺权力人”

的形象，并将其与失败的国家儿童保护机构相提

并论，建议记者更多地与弑婴学术研究者合作以

增加原因复杂性解释。[67]

（四）社会表征：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在新闻学语境下，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

tation）研究试图解释媒体如何塑造共同意识的过

程，并形成或撕裂将群体或组织联合起来的社会

纽带。研究者主要从媒体实践或实践对象层面，

探讨新闻与表征对象（如性别、种族或宗教）之

间的不均衡的互动及影响。

在 Andrea D. Wenzel的研究中，通过结合民族

志观察和访谈的方式，以美国公共媒体一项旨在

改变白人（whiteness）文化而增加有色人种代表的

项目为背景，对新闻场域中传统客观性及其中心

化白人的后果进行批判性反思。研究指出，传统

上新闻编辑室中白人领导者和编辑居多的状况依

然明显。在信源选择上，如果记者不加批判地从

与权威有关的机构（如大学里的教授）中选择新

闻来源，而不是在社区中寻找多元化的专家，这

些新闻报道往往会导致过度代表的白人声音被进

一步扩大。而在社区参与实践方面，记者们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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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了一种维持“中心 -边缘”关系的合谋，他们

的报道仅仅是“关于”（about）社区而不是“为”

（for）社区而报道，他们在“我们的自己网格”中

潜在地代表和定位“其他文化”。[68]

新闻记者对其他文化或种族群体的表征实践

不仅受到传统惯习的影响，还与记者自身的政治

身份和价值观念直接勾连。Ozan Asik关注的是土

耳其记者如何想象与表征库尔德人的“他者”角

色。研究发现，政治影响新闻制作的方式比过去

的研究所承认的更复杂、多变和非线性，记者对

库尔德问题的解释以及他们对相关新闻的报道都

带有个体政治信仰与价值观的烙印，记者的世界

观之间或冲突或一致。政治世界观、政治经验和

政治背景这三个因素主导着新闻生产的各个阶段，

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记者采取何种策略对库尔德人

进行表征，这一选择过程具有极高的自主性。因

此，要求将主流新闻视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

场所，为竞争激烈的新闻领域的记者赋予积极、

动态和战略性的角色，使其以符合个人世界观的

方式来生产新闻。[69]

当群体的宗教身份与职业地位均处于社会边

缘时，新闻媒体的表征缺位可能更加严重。Muham-

mad Ittefaq等人发现，全球的环卫工人在新闻媒体

和社会中正在被边缘化。尤其当这些工人在穆斯

林占多数的社会（例如巴基斯坦）中属于宗教少

数群体时，这种歧视会被进一步放大。在社会表

征和社会认同的理论框架下，研究者阐明了巴基

斯坦主流媒体对基督教环卫工人的表征现状，被

访者认为缺乏媒体代表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而这

可能是大多数人（即穆斯林）选择避免与他们接

触的结果。虽然媒体逻辑（media logic）更关注广

泛影响公众的问题，但亦负有责任让边缘的宗教

少数群体进入主流视野，更毋论在他们本身就被指

派必要的公共服务任务并对媒体怀有合理期望。[70]

七、结语

综观 2021年全球新闻学研究的主流脉络，不

难归纳出如下一些基本趋势。

第一，对于数字时代的新闻、新闻实践和新

闻业的研究，正逐渐超越技术工具论的视角，而

融入了更多思辨逻辑，体现出了技术哲学和媒介

生态学思维对新闻学日益深入的影响。越来越多

的实证研究将对数字技术的批判性反思融入从前

提（premise）、设计（design）到推论（deduction）

的全部环节，这些研究的结论相较过去也更加

“激进”，有一些甚至鲜明地指向了对传统新闻学

理论的颠覆和重构（比如关于新闻规范的大量研

究）。尽管限于篇幅，我们并未对过去一年新闻学

研究和传播学研究的总体情况做出比较，但仍可

透过观察得知，在国际学界，新闻学长期以来

“从属于”传播学，因而相应地主要由来自政治学

和社会学理论资源主导的状况，业已发生显著的

改变。思辨性及至批判性色彩的增强，令新闻学

研究不断提出根植于自身独特性的新概念和新理

论，而在形式上越来越少体现为“以新闻为经验

检验已有传播理论”，这在客观上提升了新闻学相

对于传播学的独立性。这实际上也是数字新闻学

新范式的崛起带来的一个总体性的结果。

第二，对“以数字为背景”的新闻与社会之

间关系的考察，是新闻学研究最具理论潜力的研

究范畴之一，这体现出数字新闻学在理念上对经

典新闻学，尤其是新闻社会学范式的延续。从本

文所分析和解读的文献来看，有约三分之一是

“理论外向型”的，即直接探讨数字新闻业的社会

建构或社会影响的。其中，新闻与社会参与、舆

论、社会运动以及总体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

是主流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议题；这些研究的结

论则在更大范围揭示了以新闻（业）为中介的社

会认识论相较以往的巨大变化。从学术发展的角

度看，对数字新闻（业）介入社会变迁的新方式

的解释，是数字新闻学体系完善、理论成熟的一

个标志，因为对这一议题的深入考察要求研究者

对核心概念拥有基本共识，并有意愿跳出“向内

阐释”的理论“舒适区”，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

检验既有理论，甚至对理论本身做出批判性的反

思。这也表明，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新闻学的范

式创新仍然遵循着同类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即

从“本体论”到“社会学”再到“批判理论”的成

长路径。

第三，现有的新闻学研究体系对规范理论（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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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ve theory，与前文提到的“新闻规范”是不同

的）的探讨是不充分的，大量以数字时代新问题

或新现象为起点的研究，其理论化的路径和对解

释经验材料的方法，往往缺少对伦理维度的充分

考量（而对伦理问题的重视恰是中国本土数字新

闻学研究的特点）。以经验主义为底色的欧美新闻

学研究传统对于“先验”的知识始终持有审慎的

态度，从而使得新闻伦理研究往往“自成体系”，

与新闻学一般性理论体系关系疏离。既有的为数

不多的关注伦理的研究，也倾向于将核心议题界

定为“数字媒介伦理”或“数字伦理”，较少将新

闻作为一种公共信息产品天然的独特性作为一个

基本前提。这表明至少在当下，数字新闻伦理研

究与数字新闻规范理论的发展仍然处于脱节状况，

亦即学界对于形形色色的新新闻实践的“应然”

面向未予足够的重视。对这一“缺失”的弥补，

或许会在可预见的将来成为新闻学理论发展的新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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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信息传播的数字化进程及其社会影响持续吸引着全球研究者的注

意力，成为传播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

2021年度主流英文期刊上刊登的传播学研究论文进行主题聚类，以一种相对客

观的形式把握观察周期内传播学文献的语词、摘要和主题的自然分布及其语义关

联，尝试梳理传播学在过去一年理论发展的脉络。

本文从 2020年《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传播学类的

SSCI收录的 92种期刊中选取分区为 Q1的 21本期刊（除去两本新闻学专题期

刊，即 Digital Journalism和 Journalism），通过科学网（Web of Science）进行期刊

检索并获取其发表于 2021的所有文献的信息数据，检索时间为 2021年 12月 31

日。经过清洗和筛查，最终获得用于分析的英文文献数量为 1453篇。

以文献的标题和摘要作为文本语料数据，本文在 LDA主题模型基础上对传

播学研究领域进行主题聚类（补充材料详见链接）。经过模型训练和参数调试，

我们从文献语料中拣选出 14个主题聚类，基于对关键词与文献的关联性把握，

将 2021年的传播学研究版图进一步聚合为六个热点领域，即政治传播、人际传

播、公共参与、传媒经济、文化教育和新媒介技术。不难发现，对“数字化”

理解数字信息生活：2021年全球传播学研
究综述 1）

常江 黄文森 狄丰琳 潘露

摘要 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袁 对 2021年度全球传播学研究做出全面的综述袁 尝试以此为基础归
纳传播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和趋势遥 本文认为 2021年全球传播学研究呈现出三种基本趋势遥 第一袁 研究的
基本单位正在从 野信息冶 或 野模式冶 转向各种类型的 野关系冶袁 致令传播学对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
的理论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遥 第二袁 立足于智能算法和数据科学对固有信息传播模式的重塑袁 批判理论
实现显著发展袁 对平台尧 数据主义和算法机制的反思将引领传播学批判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遥 第三袁 现有
研究新议题衍生能力较弱袁 难以突破经典理论设定的框架袁 传播学研究应当积极拓展乃至重新厘定 野传
播冶 这一概念的边界袁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突破遥
关键词 传播学曰 数字技术曰 信息生活曰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常江袁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尧 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袁 广东深圳 518060曰
黄文森袁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员尧 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袁 广东深圳 518060曰
狄丰琳袁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广东深圳 518060曰 潘露袁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袁 广东
深圳 5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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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ization）之于传播过程与体系的影响的考察主

导着上述热点领域的研究实践，这使得 2021年传

播学研究的图景呈现出鲜明的技术分析色彩。

一、政治传播研究及其新方法进路

（一）政治选举：情感政治与视觉取向

在政治传播的实证研究中，一个传统核心的

研究问题是对选民态度的测量。伴随着电视、网

络新媒体中介化的影响，更多研究开始关注政治

候选人的视觉传播和情绪化呈现对于选民态度的

作用，相关研究方法也有赖于算法工具的进步。

例如，Boussalis和 Goan利用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

觉技术，自动化地提取视频中候选人的面部表情，

并采用焦点小组的方式让实验参与者观看竞选视

频，使他们用手持设备自主记录下对听到内容的

同意 /不同意态度，以分析政治传播的非语言元素

如何影响选民对政客的直接印象。最终，研究发

现特朗普和卡西奇的愤怒 /威胁对焦点小组观众实

时支持有正向影响，而女性候选人表现出攻击性

（或任何明显的情绪信号）则可能适得其反；另一

方面，呈现幸福、愉悦在引起观众反应方面的效

果则要差得多。[1]为了提升结论的可靠性，采用随

机实验或引入更多额外的控制变量被认为是有效

的，如考虑候选人的声音特征和环境影响等。

除了对候选人情绪表达的视觉分析，其他对

情绪的研究则聚焦于观众自身的情绪影响，并同

样借助自动化技术来对人的面部情绪表达进行分

析。Fridkin和 Gershon基于既有心理学研究结果，

即唤起情绪可以导致注意力、观点、行为变化，

来分析观众观看辩论时的情绪反应如何影响其态

度转变。研究采用对照组实验，依靠自动面部动

作编码（FACS）系统持续监测被试者观看辩论时

的情绪反应。研究发现，愤怒和快乐不会使参与

者对候选人的评价有太大改变，但恐惧和悲伤的

情绪更容易影响态度改变，并使人们对对立候选

人态度的两极分化显著下降，其支持的观点是恐

惧和悲伤可以让人吸收辩论中的更多细节，研究

总体呈现了情绪反应对于竞选观众的态度转变有

重要意义。[2]

候选人形象已经被发现受视觉情感因素影响，

其视觉印象生成和效果也受到不少研究者重视。

而媒体对候选人视觉化的镜头分配成为一种政治

传播权力的分配。Patrick Stewart等研究者分析了

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辩论中的摄像处理，评估

候选人在他们的镜头时长（视觉启动）和出现在

画面中的类型（视觉框架）方面是否受到差异对

待。通过依靠开源视频注释软件 ANVIL的内容分

析法，研究发现排名靠前的候选人有更多出镜时

间，这也暗示了观众谁是更具优势的候选者；此

外相机拍摄构图受到候选人舞台位置影响，而舞

台位置又间接受到政党活动人士和资助媒体活动

的捐赠者的影响，反映幕后操作如何结构选民注

意力和记忆。[3]此外，有研究关注了对候选人的何

种印象会让受众产生意见倾向。

Jason Coronel等使用眼动测试来确定在候选人

的面部照片与其党派身份标签配对的环境中，个

人如何分配刻板的政策立场给候选人。基于人们

可以迅速从面部提取性别类型的研究观点，文章

主要联系了性别和党派两种产生刻板印象的维度。

结果发现，政治知识水平较高的个人对候选人的

刻板印象更多来自党派信息而不是性别，这意味

着如果一名女性共和党人支持堕胎合法化，那么

她就需要努力公开和强调这一立场，以抵消党派

偏见。[4]该研究也展现了在多模态环境中（包含图

像和文本）研究刻板印象时使用眼动测量方法的

优势，和前述研究一样显示出自动算法技术对于

政治竞选效果测量的支持。

（二）公共政策：数字方法与政策传递

与传统两级传播理论框架所描述的不同，社

交平台上媒体与公众在政策议程上互动日渐常态

化。数字技术或工具的出现不仅改变公共政策传

播的环境，尤其是自动化分析和计算方法的应用，

还改变了我们理解媒体与政策呈现关系的方式。

Wen Deng等人聚焦于新媒体时代“谁”在制定政

策议程和形成舆论的问题，通过文本挖掘分析，

调查了《人民日报》与个人用户之间关于计划生

育政策问题的微博互动。分析表明，官方新闻网

络关于该主题的微博帖子和公众的评论在持续谈

判下相互影响，其中包含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效

应，体现出社交媒体在提供讨论空间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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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LDA 模型，研究确定了主要的潜在主题集

（女性工作权、家庭文化 /传统、法律 /法规、社

会福利 /福祉），并注意到性别差异对用户评论主

题的影响。[5]社交媒体带来了政策传播新的动态，

同时大众媒体设置议程的角色则并未改变。Fred-

heim的研究聚焦于媒体作为政府挑战者的角色，

认为“即使在数字时代，新闻媒体也是寻求影响

政策和挑战资源分配的行动者的核心战略舞台”，

研究关注媒体与消息来源的互动，分析行动者框

架与主流媒体框架之间的关系，发现行动者会随

着媒体框架的发展而积极与之互动，并适应媒体

对个性化、冲突化、简单化和情感化的需求。[6]

此外，结合算法和人工编码技术的研究路径

也被运用于考察媒体对政策传递的准确性和传播

效度等议题。Lindsay Dun等学者提出可以应用层

级词典计数（hierarchical dictionary counts）和监督

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来测量美国大众媒体对

国防开支变化的报道。由于监督学习方法能够考

虑文档中不同位置的多个单词之间的关系，可能

比简单的基于词典的单词技术方法更能够捕获单

词出现的上下文语境，因此该研究采用了基于词

典的学习方法和监督学习方法的结合———应用分

层词典和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机器学习算法

的组合，对用词典提取的句子进行训练，并人工

编码———称其为“词典 +监督学习”方法，以保

证如果发现媒体没有反映出开支变化，暴露的将

是媒体报道的偏见，而不是大规模内容分析方法

上的困难，从而提出将这种方法改进所提供的报

道研究机会作为未来政治传播研究的方向。[7]Lu和

Pan则聚焦“诱捕点击”（Capturing Clicks）这一政

府在数字媒体背景下吸引受众的具体标题策略，

发掘数字技术对政府信息传播的影响。研究结合

民族志和计算方法，用三个月时间与中国地方政

府宣传人员共同工作，并收集 213个市级政务微

信号近 20万条推送的标题和元数据，使用主题建

模、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和大规模人工编码进行分

析，揭示了“点击诱饵”（clickbait）的激增，其在

政府微信号上的流行程度与商业、名人账号不相

上下，且远超其他吸引点击的策略 （如情感诉

求）；“点击诱饵”策略被发现确实与更多阅读量、

更多点赞和账号及内容的更大传播范围有关。研

究表明，数字媒体正在改变政府宣传，使政府宣

传人员通过制作非宣传内容来增加在线可见性，

但并不以掩盖政治内容为代价。[8]

二、社会参与研究中的关系维度

（一）社区互动：故事网络和在线参与

在社会参与研究中，（现实的或虚拟的）“社

区”是观察人们建立社会联系和参与社会议题、新

闻活动的空间和情境。Eujong Kim 和 Yong-Chan

Kim的研究关注移民社区现有的传播资源所起到的

作用，分析公民导向的社区交流和对当地移民社

区的积极参与如何影响移民的跨国适应。研究使

用了通信基础设施理论（CIT）的概念框架，认为

获取用于制作和分享社区故事的传播资源，是积

极参与社区活动的关键因素，而“通信基础设施”

就被定义为一个社区故事网络 （community story-

telling network）。该网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讲述当

地故事，还带来生活资源方面的资讯，其中发挥

关键桥梁作用的讲述者可能是政府、政府支持的

组织、宗教团体等，当地社区媒体也受到较大范

围资助、管理并与主流媒体等机构建立联系，因

此可以帮助移民联通移民社区以外的广阔社会。

根据对居住在首尔的 506名朝鲜族华人移民的深

访，研究最终指出移民为解决问题的积极社区参

与———基于公民导向的社区故事讲述———促进了

移民对当地社会的有效适应。[9]Seungahn Nah等学

者则进一步关注了（通过互联网、社交和移动媒体）

使用表达性数字媒体（expressive digital media）在

社区故事网络与公民参与之间的调节作用，捕捉

变化的媒体环境和个人的媒体使用模式，如对脸

书（Facebook）小组的使用。基于对一个种族同质

化大都市地区的美国成年人的在线调查，研究发

现表达性数字媒体的使用是社区表达故事网络进

一步促进在线公民参与和社区表达的必要条件，

并且在线上和线下展示出不同的调节作用，为公

民行动提供了相应独特的支持，丰富了 CIT的理

论内涵。[10]

除了具有地方特性的本地社区，消解地域感

的线上虚拟社区也成为研究者观察的田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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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关注虚拟社区平台的支持和人们的信息

披露对身份认同、沟通效果、社会参与的影响。

Greta Jasser等学者对另类技术运动（Alt-Tech）中

兴起的 Gab平台进行考察，发现 Gab平台特性培

养了意识形态扭曲的极右翼社区。该平台缺乏内

容审查和约束，任何极端言论都可以自由输出，

加上匿名文化、模仿推特（Twitter）架构的便捷分

享等功能，支持促进了右翼共享身份感的发展。

用户通常以分享“受到网络迫害”（如被大型社交

媒体封号）的感受来获得在 Gab平台上的参与认

同，“识别共同的敌人”、将外群体确定为暴力目

标是凝聚社群的重要策略。[11]

此外，Aimei Yang等研究者认为，过去研究工

作聚焦用户间的互动，通过将在线社区作为孤立

的意见回声室来研究分裂 /两极分化的情况，而社

区之间的互动较少被讨论。研究一方面证实，在

社区内的网络隔离（cyberbal kanization）可以将社

区团结在一起，引导成员“封闭”在他们的意见

环境中；另一方面则证实一个社区关心的话题可

能会为其他社区设定讨论议程，虽然这并不意味

着社区层面的互动可以改变不同社区成员对问题

的态度，但确实表明这种互动改变了公众关注的

焦点。源社区的规模也对目标社区的话语主题演

变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大型、稳定的社区更能对其

他社区的话题产生更大影响，这些互动和对话题的

规模化参与可能最终塑造网络空间的公共话语。[12]

（二）政治参与：媒介影响及个体感知

政治参与作为一项公共领域中的集体社会活

动，沟通关系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从传统的新

闻媒体传播，到现在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人际

联系、传播个人观点，都可能刺激个体政治参与

的动机、影响政治参与的表现。Kim 和 Ellison基

于过去认为社交媒体促进线下政治参与的观点，

进一步挖掘这一关联背后的机制，即社交媒体可

能会鼓励政治参与的社会学习。研究遵循对社交

媒体可供性的研究路径，通过 2016年大选前的两

次调查建立理论模型，结果显示用户在社交媒体

上观察他人的政治活动，激励自己的模仿行为，

从而促进线下的政治参与。另外，研究还发现政

治观察和社交媒体上政治活动之间的正向联系对

于政治同质化网络中的人来说更强。 [13]Thomas

Johnson聚焦于移动应用程序依赖对线下和在线政

治参与的影响，指出应用程序不只用来快捷获取

新闻，其互动性的社交功能也可促进对于政治事

件的对话。研究的路径模型表明，对应用程序的

依赖与政治讨论有关，而政治参与受到线上讨论

而非线下讨论的影响。[14]

相关研究展示了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会化联系

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同时整体的文化语境，以及

个体的心理感知也在发挥作用。Yuanhang Lu等人

聚焦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动力，发掘中国社会中社

交媒体使用与权威主义导向相互作用的程度，建

立与政治参与的联系。研究试图阐明，社交媒体

政治表达使用与政治信息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存

在正向的间接关系，并受到个人权威取向程度的

影响，从社会文化视角揭示心理特质如何改变社

交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然而，研究

不能表明权威主义取向与政治参与直接的联系，

文化背景和心理取向的其他方面都有待严谨的检

验。[15]此外，Yariv Tsfati等学者则关注政治活动家

利用媒体与个人建立的“政治准社会关系”（polit-

ical para-social relationship，PPSR），分析这种个人

与媒体人物（政客）的想象互动模式，及其产生

的亲密感对于政治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认为，

在目前的混合媒体生态中，最初对政治家的准社

会情绪仍然在主流渠道上得到煽动，而在社交媒

体上与政治家的亲密程度有所加剧。以 2019年 4

月和 9月以色列大选活动为背景，研究者证明对

内塔尼亚胡的 PPSR是投票支持其集团的积极预测

因素，且 PPSR在推动对候选人政党的投票而非反

对方面具有更强的积极作用。在该研究看来，投

票是对像朋友一样的政治家的社会承诺行为，而

不是意识形态下的理性选择。[16]

三、人际传播视角下的亲密关系研究

（一）代际关系：家庭联系、影响及积极情绪

在全球范围内，出生率下降加上快速的工业

化、城市化，大规模人口流动、社会福利多元化、

家庭结构变化等因素造就了现代家庭代际关系的

变迁。代际沟通对个人行为与社会生活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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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成为人际传播领域热切关注的核心对象。数

字时代的代际关系研究更突出了其媒介使用、家

庭影响与情感交流等维度。

Barui Waruwu以复媒体（polymedia）和展示家

庭（displaying family）为理论框架，阐明智能手机

使用对在香港做家庭佣工的印度尼西亚母亲的跨

国家庭的意义和影响。研究发现，智能手机作为

多媒体，使移民母亲能够在物质和话语上对母亲

角色、关系和仪式的展示宣示权威。借助媒介化

的（mediated）家庭展示这一概念，研究认为正是

通过日常和例行的媒介接触，社会行动者将其活

动的意义赋予“家庭”的象征性标记。例如，受

访者早上给女儿的看似平凡的短信或每晚与儿子

的视频聊天，可被理解为他们在特定时间相互确认

关系的亲密方式。[17]Bahareh Badiei和 Anna Popkova

同样在复媒体理论视角下，考察了伊朗学生如何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s），在旅行禁令或穆斯林

禁令造成的长期离家的情况下维持与父母的关系。

研究指出，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积极地与

父母进行对话，以弥补他们的缺席，而视频通话

是其与父母联系中的首选方式。通过听到和看到

他们的父母，同时解释语气和面部表情所提供的

额外信息，使得虚拟视频通话成为家庭虚拟交流

的主要媒介。[18]可见，对复媒体的讨论处于跨国主

义、家庭关系和媒体技术可供性的交汇点，对不

同的跨国互动的多样化后果的深入分析，有助于

获得对媒体技术与家庭维系关联性的细微洞察。

考虑父母在子女生活中扮演的独特角色，对

理解代际关系中的影响模式至关重要。Margaret M.

Jaeger等人发现，父母用以干预其子女健康相关行

为的两种最常见的策略是有意塑造（间接影响策

略）和社会控制（直接影响策略），这两种广泛的

影响形式都能使孩子的健康行为在整个童年和青

春期发生变化。父母可以通过建立和执行基于他

们自己的偏好的规则来行使社会控制，即他们希

望孩子参与哪些具体的健康行为。[19]看电视以及其

他社会化因素可能培养儿童的物质主义世界观。

基于此，Cristel Russell和 Shrum通过完成两项针对

美国 14-17岁儿童的亲子关系的研究，测试了父

母影响的两种社会化途径。一种是直接的途径，

即父母将自己的物质主义传给子女，而父母的物

质主义至少部分是父母涵化效应（cultivation effect）

的结果（父母涵化）；另一种是间接的途径，即父

母将自己的电视观看行为传给子女，而子女的物

质主义水平又能得到积极的预测（子女涵化）。研

究结果支持第一种路径，但不支持第二条路径：

父母的电视观看和儿童的物质主义之间的关系是

通过父母的物质主义来调节的。孩子看电视与其

物质主义呈正相关，但当父母的物质主义被控制

时则不显著。[20]

在代际关系中，情绪也是值得考量的重要维

度。西方国家盛行的积极育儿处方鼓励父母调节

并展示更多的积极情绪，这种做法对儿童发展的

有利影响已被记录在案，但对其可能给父母带来

的代价的研究却少得多。Gao-XianLin等人借用了

组织心理学中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框架来

研究这个问题。结果显示，父母认为情绪展示规

则（即需要在孩子面前表达积极情绪和控制消极

情绪），这与更高的调节努力有关，也更容易引发

父母的倦怠。考虑到表面上调节情感 （即表面行

为）比真正的调节（即深度行为）更有害，因此

研究者呼吁育儿研究人员尽快找到调和父母利益

和儿童福祉的方法。[21]社会互动是人们寻求心理沟

通和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方式，特别是积极的家

庭互动通常被认为与积极的情绪体验有关。社会

情绪选择理论表明，虽然老年人的社交圈在缩小，

但他们更关注从亲密关系中获得情感满足。为此，

Xingyu Zhang等人考察了中国老年人与亲密伙伴

（如子女、朋友和亲戚）交流过程中社交互动和情

感体验之间的关联性，发现他们在与子女和亲属

的交流关系中，互动质量与积极情绪呈正相关，

与消极情绪呈负相关。也就是说，老年人与家庭

成员的互动质量与情绪体验密切相关。[22]

（二）亲密关系：冲突、质量与满意度

心理学中将两个相互影响和依赖的人共同建

立的一段关系称为亲密关系，恋爱关系是亲密关

系最常见的一种。过去一年，亲密伴侣之间的关

系的冲突、质量与满意度等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关

注。在关系冲突方面，当恋爱伴侣的个人目标之

间发生冲突时，可能会对个人目标结果产生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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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为此，Laura M. Vowels等人调查了在COVID-19

大流行期间，伴侣之间的目标冲突和对目标冲突

的否定是否与目标结果（进展、信心、动机）有

关，以及伴侣使用何种策略来协商目标冲突。研

究发现，较高的目标冲突与较低的目标结果有关，

而成功协商目标冲突与较好的目标结果有关。此

外，由于大流行期间目标冲突较低，伴侣往往能

够协商目标冲突，从而获得更好的目标结果。[23]多

媒体或混合媒体（如面对面沟通、文本、电话和

社交媒体等）的使用，为伴侣管理冲突提供了新

的方法。Nicole Kashian通过对一项为期 5 天的日

记法研究，检视媒体使用对伴侣 （夫妻、情侣）

冲突不同效应的影响，并揭示负面的溢出效应和交

叉效应：被观察者报告了更多的负面情绪和夫妻矛

盾，以回应他们自己和伴侣的日常超负荷的增加。

按照媒体同步理论（media synchronicity theory），伴

侣在冲突中使用的同步性媒体（synchronous media）

越多，他们解决的冲突就越多。伴侣可能受益于

同步性渠道细分，以管理与溢出和交叉效应相关

的冲突。[24]亲密关系中的暴力问题也得到了传播学

者的重视。Eleonora Crapolicchio等人对受暴力侵害

的女性进行了问卷调查，试图研究心理的和关系

的变量（如依赖性、宽恕和希望等）能否解释女

性为何会与施暴的伴侣和解。研究发现，通过善

意的宽恕和改变伴侣的希望，关系依赖与回到暴

力伴侣身边的意图间接相关。宽恕的积极方面

（如仁慈）可能代表了暴力循环的一个阶段，在此期

间，对伴侣改变的希望可以增加和解的可能性。[25]

关系质量是亲密伴侣积极 /消极互动和关系稳

定性之间的语境调节变量。Sarah Killoren等人在研

究伴侣的体重批评、亲密关系质量、性别和拉丁裔

年轻人的亲密关系不稳定（relationship instability）

之间的关联时发现，伴侣之间的消极互动，例如

当一个伴侣批评另一个伴侣的体重时，会损害关

系质量和稳定性。而且，伴侣的体重批评和关系

不稳定之间的联系取决于消极的亲密关系质量

（如冲突、对立），而不是积极的恋爱关系质量

（如亲密、喜爱、获得支持）。此外，对于男性来

说，与高水平的消极关系质量相比，在低水平的

消极关系质量的情况下，体重批评与关系不稳定

性之间的关联也特别强烈。[26]一些学者对患有精神

疾病的特殊群体的亲密关系质量感兴趣。Katherine

Knies等人研究了注意力缺陷 /多动症（ADHD）患

者和其伴侣（未患有 ADHD）的关系质量，发现焦

虑型依恋（anxious attachment）与较低的亲密关系

质量有关，但回避型依恋（avoidant attachment）与

更积极的关系结果有关。同时，ADHD症状对关系

质量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因伴侣的高度焦虑型依恋

而加剧。[27]

在伴侣关系中，关系满意度是关系双方满足

对方需求和愿望的程度。恋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已

被确定为关系满意度的一个关键先决条件。考虑

到人们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交流的显著增加，研究

它们在亲密关系中的崛起是很有必要的。Meredith

David和 James Roberts调查了恋爱关系中的伴侣低

头症（partner phubbing）如何影响关系满意度，发

现在伴侣在场的情况下使用智能手机会引发另一

方的猜忌或嫉妒，并最终降低关系满意度。然而，

伴侣低头症的负面效应似乎取决于被冒犯的伴侣

的依恋类型，比如焦虑型依恋者在面对其恋人“低头

症”的行为时会产生嫉妒的心理，从而降低其关

系满意度。[28]在充满压力和不确定的 COVID-19大

流行时期，Catalina Enestrom 和 John Lydon通过对

一线医护人员的调查，探讨了伴侣支持和共享现

实（shared reality）与关系满意度的关系，并发现

共享现实和伴侣支持都与医护人员和其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s）的关系满意度呈正相关。借助

有中介的主客体互倚模型方法，研究进一步证实

了由于医护人员感知到来自其伙伴的支持，共享

现实与更高的关系满意度存在间接的关联性。[29]

四、传媒经济的关键词：消费、品牌与广告

（一）消费者及其影响者

当下的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站极大地影响了受

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年轻一代的数字原住民更多依

赖于社交媒体和其他消费者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

消费行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影响者营销的有效

性，以及社交媒体影响者（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如何通过战略性地制造真实性和相关性来施加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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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chim Scholz 使用市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对千禧一代和 Z世代的美容消费者进行观察，探

索消费者是如何“消费”影响力的，即消费者如

何从影响者提供的信息中获得价值，研究总结出

消费者消费影响力的六种不同方式，同时将影响

者营销作为一种概念和营销工具进行了介绍。 [30]

Taeyeon Kim和 Yongjun Sung将影响者营销的研究

范围进一步缩小，将目光聚焦于品牌首席执行官

（CEO）的自我披露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研究将自我披露（高与低）与关系规范（交换与

公共）作为被试因素进行 2×2因子设计，揭示了

CEO在社交平台“照片墙”（Instagram）上的自我

披露水平与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关系规范类型，

及其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反应的影响之间的相互

作用。[31]

另外，一些研究将非人类中介物视作“影响

者”，探究其作为中介者在影响消费者态度与行为

方面的作用，如 Ridhi Agarwala等人以符号互动论

为理论框架，研究印度广告中宗教标志的存在对

消费者品牌评价和购买意愿的影响。 [32]Godofredo

Ramizo Jr则关注平台算法与消费者消费策略之间

的联系，对数字平台、消费者策略与算法系统的

联系进行了分析梳理。[33]Veronica Thoma与 Kendra

Fowler发现人工智能影响者也可以产生类似于人类

影响者所带来的积极品牌效益，但人工智能影响

者与人类影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消费者不太可

能将他们视为独特的实体，这也影响着消费者对

该品牌的认知面向。[34]

尽管社交媒体影响者在消费过程中无处不在，

且对营销过程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作用，但人们

对促使消费者关注影响者的心理动机知之甚少。

Jung Ah Lee等人则针对消费者关注影响者的动机

进行研究，调查结果揭示了消费者在“照片墙”

应用上关注影响者的四种动机———真实性、消费

主义、创意灵感和嫉妒———这四类因素对消费者

的信任度和购买频率也有着不同的影响。[35]

（二）品牌传播和策略

在传媒市场语境中，产品的品牌形象影响着

消费者的认知、态度与行为，品牌可见度一定程

度上代表着产品的社会可识别度，以至于企业在制

定品牌传播策略时也更为谨慎认真。如 Bernadette

Kamleitner和 Eva Marckhgott在针对品牌分发的周

边促销商品对消费者反应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发现，

消费者在偶然使用带有品牌标识的促销产品，尤

其当消费者不熟悉陌生品牌时，其品牌接触反应

会更加积极，且相较于广告刺激物等直接的视觉

暴露方式，这种偶然的视觉暴露更为有效。 [36]另

外，品牌可通过设置咖啡厅、餐厅、展览等文化空

间为消费者提供品牌体验，促使消费者在社交媒

体上制作用户生成内容（UGC），Jihye Yu和 Eunju

Ko通过收集并分析“照片墙”中的 UGC传播效果

发现，UGC营销属性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和访问

意愿存在正向影响。[37]

随着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到来，众多品牌在经

典营销策略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与创新，以应对危

机时期的特殊市场环境。Federico Mangiò等人基

于对意大利的七个不同行业的 76个领先品牌的约

1.2万条推文的分析，考察了疫情期间各品牌在推

特上采用的修辞诉求的演变过程。研究发现，不

同品牌诉诸以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色彩的情感诉求，

以调动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参与中的积极性。事实

证明，这种诉诸情感的修辞策略对消费者产生了

可观的说服效果。 [38]更进一步地，Bur ak Ertimur

和 Gokcen Coskuner-Balli的研究探究了新冠疫情下

的品牌如何通过广告表达同情与关怀，经过对美国

发布的 200多个关于流行病相关的广告进行扎根

分析，发现各品牌广告主要集中于三类主题，即

团结、信任与适应力，并强调“感受和回应生活中

不可避免的苦难，广告使得品牌更具人性化”。[39]

（三）广告研究的视觉向度

广告中使用的视觉元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

费者对品牌的认知。Jingjing Ma等人在奢侈品牌广

告诉求的研究中将广告元素划分为两类，即抽象

无形的生活式元素和具体有形的功能性元素，生

活元素在消费者形成购买兴趣阶段发挥着积极作

用，功能性元素则在消费者购买决策阶段更为有

效。[40]在抽象与具体两种元素类型中，Hye Jin Yoon

等人针对三个国家中抽象的广告幽默元素进行研

究，根据美国、韩国、克罗地亚三个国家不同的

文化倾向与市场环境分别进行研究后发现，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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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两个国家，美国人在广告中更多地使用攻

击性幽默，并且对喜剧暴力广告的接受度更高，

研究结果证明，广告幽默元素能够作为一种可行

的营销策略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 [41]另

外，Saleem Alhabash等人通过调查美国酒精类品牌

广告中的模特年龄与消费者认知及行为结果的关

系发现，广告中更为年轻的模特使用会增加消费

者的饮酒意愿，模特作为广告中不可或缺的具体

元素，直接影响着广告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意图

的辐射效果。[42]

在常见的广告视觉元素之外，新兴数字技术

为广告行业创新注入了新动力，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与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广告正

成为重点关注对象。Rodrigo Uribe 等人的研究发

现，AR广告在广告接受度、品牌态度和购买意愿

方面均优于传统广告，同时 AR广告依据消费者的

人格特质存在体验差异，不同个体会调节广告接

收的不同倾向，如娱乐感知的外倾性、信息评估

的角度以及广告态度的体验性。 [43]在 Hayeon Song

关于 VR广告影响的研究中，揭示了 VR广告中自

我虚拟表征（virt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self）的缺失

对用户对广告品牌产生好感有积极影响，而且自

我存在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介，能够调节自我虚拟

表征与用户对广告品牌的体验之间的关系。[44]

五、传媒教育及文化议题研究

（一）传媒与教育：从基础性到结构性问题

数字传播媒介和技术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

交流提供了平台和支持，为关于初等教育、中等

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和议题。

初等教育是为受教育者奠定知识基础，培养基本

文化能力的关键阶段。Fernando Fraga-Varela等人

研究了在初等教育课堂上使用严肃游戏（serious

games）的影响，其中严肃游戏指的是以各种形式

的教育（各种形式）而非娱乐为主要目标的游戏。

研究者对 284名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实施了一

项前测后测的设计准实验研究，发现使用严肃游

戏后，学生的数学流利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研

究显示了使用专门为学校环境设计的严肃游戏的

潜力，并对既往关于教师代际障碍的工作提出了

挑战。[45]数字技术裹挟下的教育实践为我们重新理

解现代教育的功能提供了新的场景。

针对中等教育阶段，Ola Erstad等人分析了在

挪威、智利和西班牙的公立初中实施的自下而上

的教育改革举措，研究发现，在中学培养变革性

机构有可能让学生参与到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探索中，

而数字连接可以促进学校与青年生活轨迹和社区

的连接。这项关于转型机构和数字连接的研究，指

示了一条新的教育转型之路，可能引起以某种方式

参与世界各地教育系统的所有人的兴趣。[46]对于高

等教育而言，知识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是大学学术环境中各种教学和管理实践整合的基

础，信息通信技术（ICTs）是促进 21世纪组织知

识管理进程的手段，帮助学生将数据资源转化为

有用的信息和知识。旨在西班牙大学生的知识管

理的关键过程，并评估 ICTs在过程中的支持程度，

ElenaFerrero-de-Lucas等人对 200名大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分析了 14种 ICT工具和知识管理的四个

维度。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年龄和学位的大学

生对知识管理的使用和认知存在差异，比如与工

程专业学生相比，教育专业学生对知识管理流程

能力的认识更高。[47]

传播与教育实践的顽固症结可能存在于市场

或社会结构及传统观念之中。Alison Harvey发现女

性在游戏制作中所面临的障碍已经根深蒂固，包

括大量的骚扰和结构性的物质歧视（如性别薪酬

差距）。与此同时，游戏行业人才缺乏多元化：依

赖于高技能、高天赋和高资质的人来创造游戏，

故一般要求应聘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但学习计

算机科学或游戏编程课程的女性比例很低。对此，

研究者在英国的五所提供本科和研究生水平的游

戏课程的大学展开混合方法研究，基于对访谈的

主题分析，认为在女性缺乏的话语下“进入”

（get in）科技空间的努力，并不能解释这些环境如

何要求被边缘化的个体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应对

排他性规范而得以“留下来”（stay in），似乎“只有

那些能够忍受痛苦的人才不会从管道中‘泄漏’

出来”。[48]

（二）受众变迁与群体认同

受众的角色及其观察视角的变迁是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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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要线索，也是思考新媒体传播问题的密钥。

许多传播学者都从不同的话语角度将“受众”与

其他同义词互换，比如大众、社会群体、市场、

消费者、权利主体、公众、受害者、人民、生产

者、“后受众”、用户，等等。随着数字化的深入，

“受众”的概念被研究者拓展至“用户”，以期理

解融合背景下对新媒体使用者的传播实践。Brit-

tany Davidson和 Adam Joinson发现在线环境中，当

用户从一个在线系统转移到另一个系统时，他们

的行为会有所不同。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身份在某

种程度上不是真实的或可靠的，而是说身份本身

是动态和变化的。因此，对于许多用户来说，社

交媒体是一种多样化的体验，不同的媒体服务拥

有不同的受众，并且需要多种策略来管理多个平

台上的多个受众。研究者采用的半结构化访谈与

凯利方格法（repertory grid technique）相结合的研

究方法，深化了我们对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

行为的理解。[49]

多数关于网络媒体的使用和影响的研究假设

了一个被赋权的、积极的受众，其能够根据自身

需求选择任何媒体。然而，也有研究者不以为然，

主张个体被强大的、无形的传播基础设施所制约。

为了回应这种对立的观点，Angela Wu等人开发了

一种关于受众形成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同时考虑

了个人用户能动性和结构性权力，强调简单的赋

权概念是一种错觉。研究认为，数字媒体架构微

妙地引导着公众注意力的流动，将用户引向信息、

娱乐和商业。这些机制作为思想市场和广泛领域

的无形的仲裁者，缓和或加剧各种媒体效应，甚

至能够影响到参与式民主的核心。[50]

在传播学语境下，受众的身份定义更多是从

研究者出发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少数群体的身份

认同则源于文化主体对“自我”的认知和描述。

已有研究藉由社会认同理论来探索促进性别认同

的发展，扩大了既有的认同范式，并对不同的认

同经验提供更多的阐释。Hetzel和 Mann关注了人

际关系和社会互动中的跨性别者和性别不适者

（gender nonconforming）身份的形成、协商和肯定，

包括自我验证（他人对自己性别身份和表现的认

可）和确认（他人的一致对待）。研究者还建议修

改目前对性别角色和关系的看法，承认跨性别者

和性别不适者作为性别群体内部及外部变革推动

者的价值。[51]对于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

恋者、跨性别者、间性人、酷儿或对其性别感到

疑惑的人来说，互联网已经被认为是一个肯定、

倡导、自我表达和社会支持的空间。Weishan Miao

和 Lik Sam Chan考察了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同性

恋社交应用公司（Blued）。作为一个典型的酷儿组

织，约 200名员工中超过 80%的人（包括创始人

兼 CEO耿乐）公开其同性恋倾向。通过对该公司

的民族志和深度访谈，发现员工积极地将其性别

身份融入到职业身份之中。企业文化 （包括公司

里随处可见的彩虹旗、不分性别的洗手间，以及

会议和日常谈话中关于同性恋的笑话）通过在日

常工作层面的灌输以强化员工的身份认同。[52]

此外，身份认同的建构还可能与商业、文化

或社会价值相互勾连。Tobias Raun 和 Maria Bee

Christensen-Stryn 发现在“照片墙”平台上，少数

族裔身份被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一种流行的自我品

牌策略。社交媒体用户 （如跨性别者和残疾人）

在成功构建身份认同后，制造并面向受众销售非

物质的东西———情感和影响、个性和价值。研究

认为，个性化形象在主流 （网络）文化中展示和

广泛流传成为身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少

数族裔的身份及其为身份认同所进行的斗争是成

功建立一个真实品牌的重要因素。[53]

六、新媒介技术研究：游戏、社交与伦理

（一）电子游戏：关系、性别与社会视角

作为一种数字媒介形式，电子游戏在 2021年

得到了传播学界的关注。对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

后可以发现，针对电子游戏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层面：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与互动，基于

性别的电子游戏与情感研究，以及电子游戏与社

会公共议题。

首先是，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研究。Iulia

Coanda与 Stef Aupers从“他者”这一社会文化概

念入手，在后人类主义的视域下对电子游戏（The

Witcher and Dragon Age）进行了研究。作者构建了

“主体（玩家） -技术他者（NPC）”的二元对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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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NPC（即电子游戏中的非人类角色）被玩家通

过各种文化想象———道德模糊、情感和不完

美———赋予了人性，而玩家在游戏中与 NPC进行

多种有意义的互动则会影响玩家的社交与人际关

系，在此过程中，玩家与“技术他者”之间的联

系变得更加牢固，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现实 /虚

拟和人类 /非人类的二元独立架构。[54]与为既有非

人类玩家赋予人性要素不同，Dorothy Finan对日本

数字偶像养成游戏中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研究

则更进一步，主张玩家不仅仅是玩游戏的人，还

充当着日本偶像养成行业内的“把关人”与决策

者，将他们个人针对这一行业的态度代入了游戏

中。文章指出，偶像养成游戏不仅应被视为虚拟

和模拟的窗口，而且应作为结合日本流行媒体格

局的偶像养成这一复杂行业的投射，而这既折射

了某种社会焦虑，又反映了制作人在偶像养成产

业链条上的主导地位。[55]

其次是，基于性别的电子游戏与情感研究。

长期以来，游戏研究团队往往以男性为主，较少

关注到电子游戏中呈现、暴露出的社会议题。值

得关注的是，2021年针对游戏的大量研究大多是

从性别研究的视角出发的。例如，Elisa Sarda 与

Oulmann Zerhouni等人关注了电子游戏中的性别歧

视现象，即将女性表征为性对象（sexual objection），

将男性表征为超男性化（hyper-masculine）。研究

表明，对于高度认同男性角色的参与者，性别歧

视游戏可以增加自我与男性气质的内隐关联。[56]反

思和批判游戏中以仇恨、厌恶、友情等情感要素

通常是研究电子游戏与社会互动的主要取向，然

而 Christine Tomlinson则切换一个视角，探讨浪漫

（romantic）这一与女性气质相关联的情感要素，并

将其作为建立在更广泛的叙事考虑之上的重要元

素。研究者观察到，浪漫为电子游戏故事增添了

情感基础，其包容性可以让玩家完全参与其中，

使叙事感觉真实化，让玩家感到更接近并投入到

游戏世界中，并为玩家提供了在游戏之外与彼此

建立联系的新机会。[57]

最后是，电子游戏与社会公共议题。这一层

面的讨论往往针对某一具体的电子游戏，例如

Adriana等人希望能够分析基于全球定位系统（GPS）

的手机游戏（Pok佴mon Go）如何更普遍地塑造玩家

的社交、娱乐及移动性实践。该研究选择里约热

内卢和内罗毕的玩家作为研究对象，这两个城市

有着不同的历史、经济、文化和种族背景，同时

也具有许多相同的影响城市交通的特征：社会经

济的不平等、混乱的交通和城市暴力。在这些城

市中，城市交通往往与游戏鼓励的交通不一致，

这对于探索城市交通的社会政治面向或将游戏作

为相关场所等具有重要意义。结论显示，盗窃、

暴力和性暴力以及种族、阶级歧视影响了玩家们

在城市空间中的移动方式、对特定时空的选择、

如何处理性别和种族不平等，以及在游戏中的社

交方式。[58]

（二）社交媒体：政治、民粹主义与网络化

社交媒体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数字时代传播学

研究的重点，但对其的研究纷繁复杂，过去一年

中，国际传播学者关涉社交媒体的研究大致可以

归为以下三个向度。

其一，社交媒体与政治实践研究。传播学界

对于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讨论主要集中在

这一层面。近年来，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纷纷呈

现出与社交媒体不断纠葛的政治实践图景，多数

研究都以党派争斗、总统选举展示出的社会问题

为切口，对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政治传播进行细致

观察。Shelley Boulianne在可供性理论的框架下分

析了 2019年联邦选举期间加拿大三大政党领导人

在脸书、推特和“照片墙”三大社交媒体上发布

的帖子，并强调到社交媒体是在候选人和选民之

间提供直接联系的重要工具，不同类型的信息在

不同平台上产生共鸣。[59]在政治生活已然被数字技

术“媒介化”的当下，社交媒体已然成为领导人

与公民之间进行政治沟通的中间环节。研究不止

局限于政客们的政治传播活动，部分学者还对社

交媒体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信息获取和学习

行为进行了研究。例如，Minchul Kim等人在一项

研究中分析了脸书的社交网络异质性对公民政治

竞选知识获取的影响，研究表明，网络异质性促

进了竞选信息的曝光，具体来说就是，一个更加

多样化的社交网络与竞选兴趣水平较低的人的竞

选知识呈正相关，这说明社交媒体有可能缩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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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关注和政治不关注者之间的知识差距。[60]

其二，社交媒体与民粹主义研究。与前述学

者对具体政治传播实践的研究与讨论不同，有的

研究借助可供性理论框架，将社交媒体与某种特

定社会文化思潮（民粹主义）的抬头、流行联系

起来。Michael Hameleers讨论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客

的社交媒体内容发布所触发的线上互动，以审查

民粹主义政客是否比主流政客引发了更多的互动，

以及是否与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相关联。研究发现，

与引发互动的实际文本内容相比，民粹主义政客

的媒介使用行为（情绪化、第一人称引用）已成

为一种风格，而且右翼民粹主义政客通过社交媒

体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往往比主流政治家更成功。[61]

此外，Roberta Bracciale等人从传播的角度对民粹

主义进行了探讨，同时也对 Hameleers的观点进行

了佐证。研究指出，民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

态，更是一种传播策略：民粹主义在竞选活动中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更多地与使用个性化、激进

和情绪化的沟通策略相关，并建基于社交媒体的

可供性之上。[62]

其三，社交媒体与网络化数字实践。数字技

术与政党运动的组织生活交织在一起，重塑了政

治竞选及其组织方式和文化。Jordan Mc Swiney的

研究探讨了脸书和推特这两个社交网络平台与澳

大利亚极右翼组织行动者实践网络的关系，发现

这些政党主要使用社交媒体来构建集体身份以及解

释框架的发展和传播，各方均试图通过其数字实

践创建活跃的追随者网络，利用社交平台的连接

架构来开发不区分会费成员和支持者的互动参与社

区。[63]Chih-HuiLai与 Sophia Fu基于共生可持续性

模型，调查了离线协作网络（collaboration networks）

与组织在社交媒体上的表征网络（representational

networks）之间的关系，检验了多样化的离线协作

网络与在脸书上建立的多样化表征网络关系的正

向相关关系。[64]

（三）数字技术的功能及其价值

2021年，国际传播学界对于技术的研究围绕

“trust”“value”“privacy”和“issue”等关键词展

开，其中绝大多数对于技术的谈论主要集中在对

于大数据、数据主义与数据化的研究，同时得以

略窥传播学技术研究的两条路径：一是功能主义

视域之下，讨论特定媒介技术对于人际关系、社

会信任和价值观的形塑作用；二是在伦理学范畴

内，对技术所隐含的风险和危机所进行的批判性

反思。

首先是，特定媒介技术功能与影响方面的研究。

Ashlin Lee探讨了大数据和数字技术背景下主体关

系，并基于已有的“信息人格”（informatic person-

hood）的理论框架，将信息人员置于在信息环境中

以更好地对主体及其关系进行概念化。 [65]Bal佗zs

Bod佼认为“信任与技术”有望成为未来几年技术
讨论的核心主题之一，并表示技术给人际关系和

机构信任关系带来了全新的、未知的社会信任危

机，因为传统的制度与人际逻辑无法适应数字技

术盛行带来的风险。研究还描述了数字化的媒介

如何改变了人际信任和机构信任形成的传统逻辑，

创造了新的中介化的信任机制。 [66]Becky Kazansky

与 Stefania Milan在一项研究中调查了社会正义活

动家（social justice activists）、人权主义者（human-

rights defenders）和技术论者（progressive technolo-

gists），试图颠覆占据主导地位的算法技术想象。

其主要观点为，社会生活的数据化改变了个人和

社区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对公民的全面监控催

生了一种弥散的监控文化，大多数人似乎已经接

受了国家和企业对大数据的利用；然而，在这种

背景下，部分公民正试图颠覆数据化的主导做法

和观念，将关键问题灌输到公共话语中，并提供

技术干预来对抗监控，而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大

量的思想、实践、价值观和符号系统。[67]

最后，是数字技术及其风险的伦理学研究。

随着数字革命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企业及政府等

机构、组织存储了越来越多关于人类行为偏好等

数据，“全景数字监狱”等术语表明这一现状背后

潜在的技术风险———以往对于政府的、中心化的

信任被分散至对私人组织、政府机构和研究人员

等数据收集者之上。对此，Christine Horne与Wo-

jtek Przepiorka针对数据隐私问题提出了三点假设

并得到了证实：（1）一种可能侵犯隐私的技术的

流行，使个人期望他人认可隐私侵犯的合法性与

合理性，同时增加了使用者对技术提供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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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类似技术侵犯隐私的程度导致用户存在

特定技术会侵犯隐私的预设，这会降低用户对该

技术的信任；（3）对特定技术的信任和他人对侵犯

隐私技术认可的期望增加，而对其他类似技术可

能侵犯隐私的预期下降，这会导致用户使用某项

技术的意愿下降。[68]

同样是基于对数据与隐私的考量，Marcus

Carter表示了对虚拟现实技术（VR）隐含风险的

担忧，研究考察了 VR教育技术公司如何不受监管

地构建、使用和分析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被收集

的行为数据，同时指出了潜在的一系列算法偏见、

数据歧视和技术监控等问题。 [69]除了对数据主义、

数字技术本身所携带的隐私风险等进行反思以外，

还有研究以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大型跨国科技巨

头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例如，Toks Dele Oyedemi

认为谷歌（Google）公司在尼日利亚“让全世界的

穷人都可以上网”的 FREEWIFI计划核心目标是

探索尼日利亚数据挖掘的市场潜力，即发挥其庞

大人口优势，“通过这种空间扩张来攫取其部分通

信空间的资本积累”。研究者提出，大型科技巨头

对尼日利亚等欠发达国家数据挖掘潜力的关注，

让人联想到殖民时代侵略者在殖民地争抢香料、

黄金、橡胶、石油和钻石，而这可能带来数字时

代的一种新型殖民方式。[70]

七、结语

综观 2021年全球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脉络，我

们得以归纳出如下一些基本趋势。

第一，总体而言，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正

在从“信息”或“模式”转向各种类型的“关

系”，包括但不限于日常人际交往中的亲密关系，

以及在人们在数字化信息生活中形成的新型政治、

经济和文化关系。对数字信息关系的测量、验证

和解释，为当下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

动力。大量研究成果亦专注于这些新型关系对既

有的社会实践、惯例及制度的影响 （如家庭和政

治选举）。不过，以关系为基础分析单元，传播学

对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依赖程度进

一步加深，“十字路口”成色更加鲜明，这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目前传播学研究尚未形成关于数字化

的、基于信息和媒介自身规律的成熟理论体系，

仍以“借来的经验”为主要形式。大量研究具有

鲜明的探索性特征，不同研究之间的关联性较弱，

理论凝结尚待时日。

第二，由于技术发展迅猛，尤其是智能算法

和数据科学对固有信息传播模式的重塑，批判研

究在过去一年有显著的发展，并产生了一系列具

有说服力的成果。这些研究从伦理、文化分析和

政治经济学等角度切入，以“揭示”技术在信息

传播系统中（很多时候是不可见的）运作机制为

目标，从不同的维度勾勒出技术在社会不同领域

产生的风险。全球传播学研究者于总体上表现出

对技术可能诱发的非理性行为及文化的担忧，并

保持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对高科技巨头和全球性

媒体平台加以严肃审视的敏感。在可预见的将来，

对平台、数据主义和算法机制的反思仍将引领传

播学批判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并以更具干预性

的话语策略影响主要国家的传播制度与政策走向。

第三，从具体的研究议程来看，当下传播学

研究无论在选题视角还是方法论上仍较为僵化，

尚未突破经典理论设定的框架，新议题衍生能力

较弱。这一点，从政治传播，尤其是选举行为研

究的巨大数量中可见一斑。事实上，人类信息生

活的数字化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催生了一系

列新的行为模式和商业模式，这理应启示研究者

应当走出理论的“舒适区”，积极探索能够令理论

实现增长的新议题与新范畴。在这个意义上，

2021年全球传播学研究固然不能算是乏善可陈，

但也仅仅是中规中矩。技术的发展作为令人震惊

的变量，或应带来一种结构上的革新，而不仅仅

是对原有结构的精细化雕饰。如何把握“数字化”

这一关键的历史条件，拓展乃至重新厘定“传播”

的边界，是传播学理论在数字时代实现长足发展

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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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以《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平台建设、内容科技等

方面持续推动内容聚合分发、舆论引导能力提升；以芒果超媒、河南广电等为代

表的市级媒体，立足本地生活，拓展业务模式，探索深度融合的地方路径；以长

兴传媒、分宜县融媒体中心等为代表的县级媒体，则做强区域宣传、强化本地服

务，立足分众传播，打造新闻 +政务 +商务综合平台。

同时，今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辛亥革命爆发 110周年、九一八

事变 90周年、2020东京奥运会延期后正式举办等重大事件频发的一年。本文以

2021年中国新闻业典型案例、重大事件和行业数据为基础，梳理新闻业发展变

化的年度特点，并立足数字新闻业发展和现代传播体系建构，对 2021年中国新

闻业的实践特点进行分析，继而提出发展建议。

一、新闻业发展变化的年度特点

（一）媒体转型与应用传播实践创新

1.主流媒体移动化转型加速，推动内容业态升级。从 2014年的《关于推动

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中的重大事件主题报道 1）

———2021年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

张志安 谭晓倩

摘要 本文以 2021年中国新闻业典型案例尧 重大事件和行业数据为基础袁 梳理本年度新闻业发展变化的
主要特点遥 文章重点聚焦以建党百年为代表的重大主题宣传尧 以抗击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公共危机传播尧
以东京奥运会为代表的全球事件报道等三类重大事件主题报道袁 从内容尧 形式尧 渠道尧 传播效果等方面
展现本年度新闻业的报道表现袁 并立足数字新闻业发展和现代传播体系建构袁 对 2021年中国新闻业的实
践特点进行概括遥 头部中央级媒体持续引领袁 部分省市媒体加快转型袁 一批县级融媒体中心迭代升级袁
现代传播体系构建加速推进遥 未来袁 在智能传播新技术的驱动和互联网平台基础设施化的影响下袁 中国
新闻业需要培育出一批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主流媒体和更加健全的现代传播体系袁 强化原创内容生产尧 发
挥议程设置功能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遥
关键词 数字新闻业曰 现代传播体系曰 新型主流媒体曰 重大事件主题报道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张志安袁 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袁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袁 中国新闻史
学会应用新闻传播研究专委会会长袁 广东广州 5100275曰 谭晓倩袁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广东广州 5100275

1冤基金项目院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野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
防范体系构建研究冶渊16JZD006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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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到

2020年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

见》，媒体融合转型的发展目标从“打造”新型主

流媒体深化为“做强”新型主流媒体。[1]在此目标

的引领下，中办、国办加大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

单位、重点新闻网站等主流媒体的客户端建设，

以移动互联重构内容生产流程、以传播矩阵建设

提升引导能力。

一方面，传统媒体强化客户端建设，整合资

源、深化服务，通过自建平台和入驻第三方平台

两种方式增加用户、扩大影响。2021年初，人民

网研究院对我国 600百多家中央及省级城市主要

报纸、广播、电视台的融合传播力进行评估发现，

中央级媒体融合传播力继续领跑，广东、北京、

江苏媒体综合传播实力强，各省市媒体融合传播

各有所长。除广播频率在聚合视频客户端的入驻

率较低外，报纸、广播和电视的网站、自建客户

端等自有平台的开通率，以及在微博、微信、聚

合新闻客户端、聚合音 /视频客户端等第三方平台

的入驻率都较高，超过 67%。各大媒体在聚合视

频客户端的覆盖率明显上升，其中报纸和电视入

驻聚合视频客户端的账号数量分别增加 51个和 53

个，增幅均超过了 30%。[2]以《人民日报》、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等为代表的央媒集中力量做大、做

强自建客户端，其中人民日报客户端在 9个安卓

应用商店下载量为 3.5 亿次，总台的电视客户端

“央视影音”和广播客户端“云听”，在 9个安卓应

用商店下载量分别为 6.08亿次和 3,226万次。

另一方面，主流媒体继续巩固内容优势，突

出特色定位、强化服务价值，构建网上网下一体

化发展，推动内容业态升级。以新华社“两报两

端”为例，经过改版升级的 《新华每日电讯》

《参考消息》和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 1月份全新

亮相。改版后的《新华每日电讯》实现传统报道、

新媒体报道“跨媒介互动”，打造“融媒之纸”；

《参考消息》坚守原有定位和特色，突出纸媒“精

细化阅读”优势；新华社客户端从新闻聚合平台

走向“权威资讯第一发布平台”“主流资讯汇聚分

发平台”“社会治理信息集散反馈平台”于一体的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新华网着眼于以构建新型

“新闻 +政务服务商务”平台为目标，打造新型

“网上通讯社”。[3]通过差异化定位和多元化产品，

新华社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资源和条件更加充沛。

此外，省市级媒体扎根本土、服务基层，通过网

上网下联动、提升本地舆论影响力。如《广州日

报》打造了根植街区的微信公众号矩阵平台，推

动基于互联网的全新融合媒体产品，进而建立起

网格化的媒体传播与服务平台，强化用户粘性，

服务基层社会。[4]

2.新闻叙事适应网络传播特征，创新话语方式

和内容形态。以可供性理论做考察，当微博、微

信等社交平台，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成

为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渠道，主流媒体在社交矩

阵账号上的内容表达和新闻叙事则必须把握平台

运作逻辑、算法推荐机制和网络话语体系。

在话语方式上，主流媒体更加善于采用年轻

人易于接受的、符合网络文化特点的流行用语，

还借势培育“网红”记者或主持人，改变往日相

对严肃的语态和气质，给网民带来新鲜的主流传

播话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用年轻态、融合化的

方式传递主流声音，打造了“央视美女记者”王

冰冰，推出了 《主播说联播》、“康辉的 Vlog”、

《冬日暖央 young》等融媒产品，以更接地气的传

播方式拉近与用户的距离，产生不错的宣传效果。

据 CSM发布的《2021 年短视频用户价值研究报

告》显示，86.4%的用户看过电视主持人发布的短

视频，“观点表达、知识分享”仍是用户最期待看

到的内容，“与网友互动”相关短视频内容期待值

提升最大，排名升至第二位。[5]

在内容形态上，主流媒体更加注重视觉化呈

现方式，以适应小屏移动化、碎片化观看特征，

“无视频、不传播”的短视频新闻已成常规表达。

通过摘录现场音及特写画面，配以文字解说或背

景音乐的短视频新闻形式，短时间内能迅速为读

者呈现重大事件中最具视觉和情感冲击力的片段。

加之视频剪辑拼贴技术的利用和背景音乐的效果

给人临场感，振奋人心、令人感动或发人深省，

都能以故事模式、情感模式强化信息模式、政论

模式的宣传效果。此外，随着视觉化呈现方式日

趋主流，以中长视频为代表的 vlog新闻通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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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的观察记录，强化沉浸感和真实感，也成为

一些时政新闻的表现形式。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

《中国青年报》、大河报·大河财立方等中央和省市

主流媒体，均推出记者看两会 vlog栏目，通过记

者第一视角带着用户走进两会现场，感受代表参

政议政的热烈氛围。

3.优化智能时代算法分发的主导模式，主流媒

体积极打造主流算法。利用算法进行信息分发是

智能时代内容分配和流量触达的主导模式，通过

大数据驱动对目标用户进行全方位画像，建立传

播量、浏览量、点赞量等量化指标，基于用户、

内容和场景要素的协同过滤机制是算法推荐的主

要逻辑。在以今日头条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以

算法推荐获得用户和流量优势的同时，主流媒体

也更加积极运用算法推荐，尝试解决“信息茧房”

等问题，助推时政新闻的个性化和精准化分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例，推出“央视专区”

时，便在组合推荐算法中融合了主流舆论引导因

子。随着“5G新媒体平台”的建设，总台进一步

提出了“总台算法”，即除了传播量、浏览量、点

赞量等流量指标以外，还加入了价值传播因子、

动态平衡网络、社会网络评价体系等更多和正能

量相关的指标，试图在千人千面的基础上传播更

具意义价值的内容。 [6]基于对算法推荐局限的反

思，主流媒体在探索主流算法过程中，尝试将主

流价值观与主流算法相结合，既利用算法提升内

容审核效率，过滤掉灰色或黑色内容，又通过融

合更多推荐指标、扩大优质内容池等方式，努力

为受众提供更综合、更优质的内容推荐阅读体

验。

4.积极采纳先进传播技术，打造智能化编辑

部、提升传播效能。智能传播技术的运用，可全

方位提升主流媒体的生产效率和传播效能：AI技

术运用于新闻生产领域，提高了新闻生产的速度；

3D、AR、VR、MR等技术推动媒体报道形式的更

新，强化了融媒体产品的视觉和交互体验；5G、

8K等技术推动直播及视频技术的高速、低延迟、

高清化，更新了媒体即时传播的速度要求。

5G+4K/8K 超高清呈现、“智能云剪辑”“5G+AI”

报道、AI直播拆条、AI合成主播、区块链新闻编

辑部等新技术被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采用。智能

化编辑部的打造，实现了智能工具在新闻策划、

采集、编辑、反馈等全流程过程中的应用，形成

更加智能化、模式化、标准化的新闻生产机制。

2020年 12月，《人民日报》发布了“创作大

脑”，将内容优势与人工智能和算法等整合创新内

容共享生态，这个全媒体智能创作平台拥有包括

直播拆条、在线快编、智能字幕、智能写作、新

闻追踪等在内的全媒体智能工具箱，以及集纳海

量图、文、音视频资源的智慧媒体云，利用人工

智能助力新闻内容的高效生产。[7]2021年 1月，新

华社客户端将 AI合成主播升级为“AI合成主播超

市”，8位 AI主播供用户点选播报新闻。两会期

间，AI合成主播雅妮运用多分身跨场景技术在人

民大会堂进行现场报道。6月，新华社推出了全球

第一位数字航天员“小诤”，她完成了穿越三大空

间站进行报道采访的工作。10月，北京广播电视

台发布了中国首个广播级智能交互———真人数字

人“时间小妮”，与以往数字人产品集中在虚拟主

播领域不同，“小妮”侧重于用户服务功能，以

人工智能和情景对话的形式为用户服务。12 月，

《每日经济新闻》与小冰公司联手打造的全球首个

全流程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视频直播电视栏目

“每经 AI电视”全网正式上线，实现了虚拟主播

在财经新闻移动分发场景中的常态化生产。

（二）媒体角色与社会功能的多元拓展

1.紧扣重大议题，巩固舆论主阵地、助推社会

治理。2021年，主流媒体围绕全国两会、建党百

年等重大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主题宣传和融合报

道，充分发挥议程设置的作用，强化主流价值观

和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夯实主流媒体的舆论影响

力和引导力。据 CTR媒体融合研究院对 2021年上

半年主流媒体机构网络传播力的评估显示，截至

2021年 6月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

和新华社在新媒体渠道的最大粉丝量均在亿级以

上，且三大央媒融合传播效果位列前三。[8]

在服务国家和社会治理方面，主流媒体积极

探索“新闻 +政务 +服务”的模式。“人民号”作

为人民日报新媒体的内容聚合平台，定位于向用

户传播高品质的内容，政务号、媒体号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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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平台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贡献了近一半的

内容。整合不同系统资源，“人民号”积极开展与

政务部门的合作，打造出多个政务 +服务合作标

杆案例，包括与国家反诈中心合作的“全民反诈

防骗季”系列直播、与全国各地博物馆合作“奇

妙漫游云逛展”等。“人民号”不仅在传播设计上

更互联网化、更年轻态，也因互动服务模式更亲

民、便民、利民而得到网友认可。[9]

正面宣传之外，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也是媒体

职责所在。2021 年,也涌现出一系列深度调查报

道，如 《新京报》对餐饮品牌“胖哥俩”的暗访

调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山东某县存在骗取

医保资金的调查，《三联生活周刊》对重庆幼童坠

亡事件以及国产玻尿酸产业等的内幕调查。此类

深度报道，通过专业媒体记者深入现场的采写，

调查事实还原真相，以小切口披露方式呈现社会

发展中的难点和症结，助推了社会治理。

2.数字新基建夯实，短视频用户规模持续增

长、消费与生产并重。互联网基础资源加速建设，

为网络应用和产业发展夯实基础设施。目前，我

国已拥有全球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并在 5G商用

发展实现规模、标准数量和应用创新三方面走在

领先水平。第 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止 2021年 6月，我国网民规模超

10亿，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 9.44

亿，占网民整体的 93.4%。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

为 8.88亿，较 2020年 12月增长 1,440万，占网民

整体的 87.8%。

另据《2021年短视频用户价值研究报告》显

示，短视频年轻用户规模增长放缓，50岁及以上

短视频用户占比从 2020年的 14.2%飙升至 27.4%，

超四分之一，“银发 e族”贡献主要规模增量。此

外，50岁及以上用户发布短视频的比例也由去年

的 20.4%飙升至 30.0%，“银发 e族”通过短视频

建立社交连接的需求更强。[10]2021年 1月，新华社

客户端 8.0版全新上线，推出“全民拍”社会治理

交互平台等功能。《2021年短视频用户价值研究报

告》指出，短视频满足了个性化、视频化的表达

意愿和分享需求，用户自制或上传短视频的比例

攀升至 42.8%。用户主动参与短视频内容共创，其

中“个人生活记录”为主要内容类型。[11]

（三）媒体生态：强化平台主体责任，互联网

信息监管力度持续强化

10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互联

网用户账号名称信息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提出互联网用户账号使用者在注册、使用账号名

称信息中应当遵循的主要原则。此规定规范了互

联网内容信息主体账号的注册和使用，进一步明

确和限制了自媒体账号的内容信息发布，避免了

自媒体账号违规使用组织机构身份，有利于抑制

虚假新闻或新闻敲诈现象。该规定还从互联网平

台的责任出发，要求互联网平台积极履行账号注

册和审查责任，设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账号的

注册门槛，确保互联网新闻信息内容提供的专业

性。

此前，国家网信办还发布了《压实网站平台

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意见》，敦促网站平台发挥

在保障信息安全、规范传播秩序、维护良好生态

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切实提升管网治网水平。当

前，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平台、以阿里巴巴为代

表的电商平台，日益呈现基础设施化的趋势，为

此，互联网平台需要承担起规范信息传播秩序的

主体责任。实际上，越来越多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

信息内容生产和分发的枢纽渠道，已兼具商业属

性和公共属性，在坚持正确价值取向、保障网络内

容安全、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等方面需有更多作为。

8月 27 日，国家网信办启动清朗·商业网站

平台和“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信息专项

整治行动，主要商业网站平台迅速行动，开展自

查自纠，集中整治扰乱财经领域网络传播秩序 8

类违规问题。目前，已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

2,929个，清理有害信息 47,153 条，关停封禁账

号 1,793 个。 [12]以腾讯为例，9 月 16日腾讯公告

了第三批被查处的违规自媒体账号，共清理违规

内容 29,160条，处置账号 2,320个，其中不乏一

些“篇篇 10万 +”的自媒体号被永久禁言。[13]伴

随互联网信息内容审核和平台监管的力度的增

强，媒体生态和网络空间总体上呈现出国家督

办、平台自纠、自媒体账号注册和运营更加规

范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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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事件主题报道的创新实践

（一）以建党百年等为代表的重大主题宣传

建党 100周年、“十四五”规划、全国两会等

是今年主流媒体宣传报道的重大主题。围绕这些

主题，主流媒体通过一系列原创报道，以音频、

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在新闻网站、新媒体客户

端以及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上快速发布、

广泛触达，逐步形成中央媒体联动地方媒体、专

业媒体联动互联网商业媒体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针对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报道，主流

媒体运用情感化、故事化、年轻态的叙事特征，

在全平台推出和分发短视频、H5等新媒体作品，

同时发起了一系列建党百年的庆祝活动，提升传

播的互动性、增加用户的参与度，在主题宣传中

增强公众的政党认同和制度自信。

在创新报道形式上，新华社推出报道《这一

个动作，告诉你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以生动

形象、可读性强的漫画，讲述了红军长征路上剪

下一半被子送给当地百姓的故事。该报道展现了

共产党人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精神，用

一个故事、一副漫画传承了红色基因，重温了党

的信仰和意志。报道被国内主流媒体和商业媒体

转载，传播覆盖网站、电子报纸、“两微一端”等

全媒体渠道，达到了深入人心的传播效果。在创

新叙事方式上，新华社精心制作微视频 《望北

斗》，敏锐抓住摇光星距地球约 100 光年这个契

机，与党的百年生日结合在一起进行叙述。东方

红一号卫星、十一届三中全会、香港回归、北京

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被流畅地串联起来，最终

汇成片尾浩瀚星海中的党徽标识。该视频还启用

了电影《流浪地球》的视效团队，通过对 CG动画

等视觉特效的大量应用，让一个微视频达到了电

影级的效果。上线 2小时，《望北斗》全网传播量

迅速破亿，微博话题“今天的北斗星光来自 100

年前”阅读量超 16亿，视觉冲击和情感传播的有

机结合，实现了政治传播有效的“微表达”。[14]

在中央和地方媒体之间联动、线上线下联动

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广播

电台共同推出特别报道《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

选取革命斗争时期、共和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

时期和社会主义新时代关键性历史瞬间，共回顾

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 365个关键性历史瞬间，

以每集 2-3分钟精心制作的“短音频 +”形式进行

呈现，并在全国各地广播电台正式播出。此外，

《百年瞬间》还走进中小学校园，通过校园广播、

党史公开课等形式，为学生们普及党史知识。这

个系列作品的全面铺开和广泛触达充分发挥了广

播的技术优势，以原声重现历史，以瞬间直击人心。

互联网商业平台也积极助力建党百年重大报

道的传播和互动。如新浪新闻借助推荐策略为人

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主流媒体加权提效，扩

大建党百年相关权威资讯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同时还通过专题报道、主动策划、联合创意等形

式，吸引用户关注及互动，营造浓厚庆祝氛围。

截至 2021年 7月 1日，新浪新闻建党百年相关主

题与策划总点击量达 2.2亿次。在全国两会举办以

及“十四五”规划出台之际，主流媒体通过全媒

体矩阵推出系列文字、图片、H5等报道作品，且

通过全平台分发达到数以亿计的传播效果。比如，

全国两会期间，《人民日报》推出 106个版面、531

篇报道、203张图片，《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 81

个版面、263篇报道、186张图片，人民日报全媒体

方阵共推出两会报道近 2万篇，全网总传播量超

180亿次。《人民日报》全社报、刊、网、端、微、

屏等平台渠道进一步打通，策、采、编、评、发

一体化格局进一步深化，同时统筹国际部、海外

版、英文客户端、人民网 9个外语频道、《环球时

报》以及境外社交媒体账号等外宣平台和资源，

网上网下、内宣外宣一起发力。[15]

（二）以抗击新冠肺炎等为代表的公共危机传

播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持续扩散，国内疫情形

势不断出现反复，抗击新冠疫情是 2021年的重要

议题。此外，河南水灾、沈阳爆炸等公共危机事

件也引发了人们高度关注。

经历了 2020年的集中关注，2021的抗击疫情

报道体现出常态化、数据化特点，且兼顾服务价

值与人文关怀。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

主流媒体及时公布全国确诊病例、重点地区抗疫

进展，以果断有力的数据和清晰可感的政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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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大局。其中，主流媒体一些小切口、小故事

的作品，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例如，@人

民日报在微博上发布了话题 #迪士尼烟花绽放时

他们逆行防疫 #，报道了 10月份迪士尼灿烂的烟

火秀下，投入到紧张有序的核酸检测的工作中逆

行的医护人员和民警，用童话和现实结合的方式

展现了防疫工作人员的艰辛工作，引发大量网友

点赞。截止 12月，该话题下讨论达到 10.1万次，

阅读达 4亿。网易新闻的报道 《浙江疫情流调报

告曝光，道尽成年人的悲欢：原来，每个人都不

容易》、自媒体账号“王耳朵先生”发布的《新冠

2年，我在 140多份流调报告里，看到了中国人最

真实的人生》等文章，也从个体视角展现出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普通人的生活。此类文章中的普通

人，尽管面对艰辛却依然乐观，其精神力量更容

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中国主流

媒体报道既密切关注美国、日本、印度等海外抗

疫进展，也积极借助智库产品，扩大中国国际传

播话语权。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天目新闻客户端发

布“全球抗疫排行榜”，设置了疫情指数、疫苗指

数、社会经济指数等三大维度，共 12 项评判指

标，全方位评价全球主要经济体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表现。据《天目全球抗疫排行榜》显示，中

国综合抗疫表现排在榜单第一位，新加坡、日本

紧随其后，美国排名 22。这份榜单彰显了全球疫

情叙事的中国话语，有利于打破西方媒体主导的

垄断话语权。

2021年河南暴雨导致的洪涝和次生灾害发生，

主流媒体和商业互联网平台快速响应，通过图片、

视频、直播等方式传递灾区险情。其中，初期一

手信息主要由灾难亲历者提供，主流媒体迅速启

动响应机制，通过二次剪辑和文案编辑进行发布，

随着特派记者深入到新闻现场后，马上开启直播，

直击现场情况。新浪新闻等智能信息平台对汛情

及求助信息进行推荐加权，通过信息过滤和精准

匹配等智能技术，为重大自然灾害事件救援贡献

了重要力量。基于便民工具、辟谣科普等内容产

品，以及平台的全景生态分发能力，充分体现出

数据抓取及智能分析等技术在发现和整合险情中

的作用，也彰显了互联网商业平台的社会价值。

关于河南暴雨引发洪涝灾害的传播，主流媒

体扮演记录者、服务者、影响者多重角色。不少

媒体发起暴雨互助话题、开辟求助通道、传递互

助信息，并通过社交媒体的大众和人际传播渠道，

连接资源、助力救灾。例如微博 @大象新闻发布

#河南暴雨互助 #微博，为河南民众提供了便捷的

求助通道，在微博端获得 83.7亿阅读量，2,000多

万讨论，并登上热搜。人民日报客户端则通过 H5

小程序，开通“河南暴雨紧急求助通道”，为受灾

群众提供信息救助通道，灾民有紧急救援需求可

填写表单一键发送，求助信息将被第一时间转交

给相关部门。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网友

还自发创建共享式文档，通过共享编辑的形式及

时分享和传递灾区求助信息，呈现出以平台用户

为节点、以互联网平台为信息中枢的传播形态，

使互联网商业平台发挥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传播

的信息中枢作用。

除重大事件及时报道、重大政策精准解析、

重要资源有效连接外，对重大灾难中小人物的个

体命运呈现、对救灾处置中存在问题的理性监督，

也是主流媒体灾难报道的常规作品。《中国青年

报》冰点周刊的特稿《生死五号线》，以细腻的笔

触还原多位受灾者的心境和处境，详细地呈现了

灾难之下的人性和情感，表达出对生命的敬畏与

慨叹，文章发出后在社交媒体刷屏，阅读量达 10

万 +。四川红星新闻记者在河南暴雨现场深入采

访，结合地铁轨道专家的观点，推出了报道 《郑

州地铁 5号线“进水口“调查》。该文独家披露了

政府通报之外的两个进水点，点出地铁停车场区

域位置低洼容易积水等隐患。报道发出后，多家

媒体跟进，公众将视线从关注地铁遇难者命运延

伸至追问进水原因，对郑州 7·20调查组的工作起

到积极作用。[16]

（三）以东京奥运会等为代表的全球事件报道

延期举办的 2020东京奥运会是全球性体育赛

事，主流媒体充分发挥“场景传播”的优势，调

动丰富资源、强化融媒形态，采用图片、短视频、

直播等视觉化形式，以自建客户端和互联网平台

分发为渠道，进行即时报道和整合传播。中央广

年度观察

51



ENVIRONMENT驭ECOLOGYENVIRONMENT驭ECOLOGY

淤参考叶新闻记者曳2021年第 10期叶数字新闻学引论曳专题遥

播电视总台凭借着独家版权资源，通过旗下新媒

体客户端央视频对东京奥运会进行实况转播并联

合本台演播室进行现场评论。17天内，共派出了

近 800人报道团队，实现了 500场电视转播、超

7,000场新媒体赛事直播。截止 8月 8日，通过总

台全媒体渠道收看东京奥运会人次达 479 亿次，

刷新总台近十年来体育赛事触达人次新纪录。其

中，央视频客户端赛事视频观看量累计达 25.8亿

次，单日视频观看量突破 3亿人次。[17]

10月，CCTV-16奥林匹克频道上线，这是国

际上首个以 4K超高清和高清标准 24小时上星同

步播出的专业体育频道，频道上线仅 23天观众破

亿。[18]这标志着我国在 4K高清电视技术上已走在

世界前列。此外，央视体育客户端与 CCTV 4k超

高清频道互动，计划对北京冬奥会赛事全程 4K制

播，实现开幕式、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项目 8K

制作，加上央视数字平台对微信、微博、客户端

等多渠道的全网布局和覆盖，受众随时随地可以

感受冬奥会魅力。

如果说全球性赛事的报道重在给用户提供身

体和视觉在场的体验，那么全球性重大时政事件

的报道，则体现出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影响力和

话语权。2021年，在阿富汗、几内亚局势等全球

事件报道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依托以往长期

准备建设的记者站点，迅速响应和启动，通过关

键信源完成直播连线、进行融媒分发，极大提升

了国际报道能力。

比如在阿富汗报道中，总台多次抢占先机，

成为全球重要信源，冲破了西方媒体对重大国际

新闻的垄断，扭转了中国媒体长期充当“二传手”

的局面。8月 31日塔利班新闻发布会上，代表中

国媒体的话筒被放置在主席台正中间。8月 19日，

CGTN主持人田薇独家专访了塔利班发言人苏海

尔·沙欣，总台成为第一个独家专访沙欣的中国媒

体。中东总站记者李超撰写的首篇手记《总台记

者喀布尔见闻 |揭开神秘面纱的塔利班发言人》在

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出，以喀布尔报道员法耶兹的

视角白描式呈现了塔利班首场新闻发布会情况。

手记发出后 20分钟内点击量突破 10万，迅速登上

微博要闻排行榜。截至 8月 23日 14时，央视新闻

客户端、微博等平台新闻总浏览量超过 9,840万，

相关话题总阅读量突破 3亿。[19]据统计，总台共完

成了 12次塔利班官员专访，13次前阿富汗官员专

访，通过 44种语言对外传播到 95个国家和地区，

1,599家境外电视台对总台报道引用播出，其中 G7

国家媒体占比高达 75%。[20]此外，在几内亚局势发

生变动时，总台非洲总站立即启动重大突发事件

应急响应机制，打破各记者站常态分工，与国内

各部门深度联动，以一切能采取的方式触达几内

亚现场，获得大量一手信息。[21]

三、现代传播体系建构与新闻业价值坚守

路透社新闻研究所曾对 2021年新闻媒体行业

趋势进行预测：2021年将是数字领域发生深刻而

快速变化的一年，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将呈现出新

闻编辑室更加强调专业性，更多关注数据和视觉

叙事格式，新闻业将重新聚焦于事实、解释和专

业研究等变化和趋势。在 2021 年 Twipe 主办的

“未来 10年新闻业”主题峰会上，全球媒体人经

充分讨论也提出了未来的新闻业将产生越来越多

更加注重实效的记录型媒体，并将向服务型媒体

转型等观点。

面对数字新闻业的变革和发展，新闻学界提

出了物质性、可供性、空间转向、情感转向、实

践转向、关系转向等研究视角①，其中新闻业的功

能、角色、价值始终是新闻业运作的根基[22]，也是

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深度媒介化的互联网社

会中，面对动荡变化的国际形势、全球抗疫的重

大挑战、互联网平台兴起的结构重塑，新闻业的

核心价值和社会功能如何维系、拓展和可持续发

展将显得更加重要。参照本年度中国新闻业的变

化特点可知，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离不开新闻业

对专业精神、社会功能的坚守，新闻业正在融合

转型中完成技术采纳的升级、多元角色的拓展和

舆论影响的再造。

国家政策始终是中国传媒转型和新闻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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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推动力。与 2015年“十三五”规划建议中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表述不

同，中共中央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由“推动”

到“推进”，从“融合发展”到“深度融合”。[23]国

家力量驱动下的中国媒体融合，被赋予特定的社

会使命和时代期望，要求媒体通过可持续发展成

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核心资源。媒体融合转

型的战略目标在于构建现代传播体系，这一体系

的建设意味着媒体在发挥传播、引导、服务、治

理的作用中不断提升舆论引导力，助力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发展。因此，媒体融合需要在政策引导、

内容科技、数字转型、供需结构及社会治理等多

维视角中谋求创新。[24]

媒体深度融合是持续推进现代传播体系建设

发展的关键路径，而建立一批有影响力的新型主

流媒体则是现代传播体系形成的关键指标。从横

向看，现代传播体系的建设需要主流媒体、商业

互联网平台在互为助力和技术驱动下实现资源协

作和生态共建。从纵向来看，则需要从中央到地

方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现代新型媒体格局，

要打造出一批中央和省级新型主流媒体，同时在

基层建立起一批服务社会治理的区域综合平台和

融媒体中心。

当前，从中央、省市、县级媒体融合的实践

和进程来看，中国特色现代传播体系的建设呈现

出这些特点：少数头部中央级媒体打造新型主流

媒体，增强舆论引导的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

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部分省市级媒体在立足区

域发展进行宣传引导，打造民生综合服务平台、

助力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批县级

融媒体致力于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基层自治、

服务地方外宣。总体上，以中央级媒体持续引领、

省市级媒体广泛发力、县级融媒体迭代升级为特

征的现代传播体系正加速推进。

下一阶段，现代传播体系建构和推进，重点

是“内涵建设”，即进一步实现新型主流媒体组织

变革、文化再造和影响力持续提升。简言之，新

型主流媒体的建设主要面临两项任务：一是以技

术为支撑，从体制机制、人才培养、内容生产、

经营创新等各个角度进行调整与转型，建立真正

的“新型”主流媒体；二是在互联网舆论主战场

上抢夺主动权与主导权，扩大国内的主流价值影

响力版图，提升国际的传播格局竞争力。[25]从《人

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央媒的融

合转型中可见，坚守主流价值观、技术驱动媒体

升级、建立多媒体矩阵、扩大舆论影响力等是核

心关键词，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技术升

级主要依赖外包，自身缺乏对智能传播技术的研

发和掌控能力；主流媒体也有“头部”效应，少

数媒体综合力显著，多数媒体的数字化转型仍需

加快等。

主流媒体的深度融合，还需要从生产流程改

革与突破、组织结构再造与重构、机制体制融合

与创新等三个方面持续推进。生产流程上，进一

步发挥智能技术在新闻生产、分发、反馈全流程

中的作用，实现优质内容和移动分发的有机融合

和精准触达；组织机构上，进一步整合资源、精

简机构，灵活推进项目工作室、个人 IP孵化、多

元投资和激励机制等运营模式的重构；机制体制

上，进一步发挥“新闻 +政务服务商务”的社会

功能，在解决可持续营收基础上强化具有实效的

舆论引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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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出现以来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大数据、智能化、移动化已经具象为各

种新型运用。新近的“元宇宙”热潮，已经被互联网产业界视为一次新型革命。

元宇宙是具有社交性质的空间，是现实与幻想的融汇。所谓理想的元宇宙，是不

停运转的、和现实同步的世界，人们在元宇宙中所拥有的一切都在现实世界中有

相对应的映射。澎湃新闻挑选了字节跳动、腾讯、Roblox、Meta、Epic Games、

Microsoft 6家中美公司，盘点其在元宇宙方面的投资、收购和开发等行为，从不

完全统计中可发现，从 2021年开始，各大企业明显提速布局元宇宙。作为“移

动互联网的继承者”，它仍是应用程序运行和存在的地方[1]。

在新闻传播领域，不仅元宇宙相关技术的运用逐渐增多，而且元宇宙相关的

公司所布局的领域，也已经与新闻业相关。因此，有必要密切关注元宇宙这一新

兴技术热潮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元宇宙关涉的技术，如何在改变新闻传播业？与

新闻原则之间存在何种张力、它会重新定义新闻吗？其作用于用户的机制是怎样

的？存在什么样的风险？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现在和将来探讨。

一、虚拟世界里的新闻业

21世纪以来，虚拟世界与新闻业的交叉汇合若隐若现。在美国，2002 年

Linden实验室上线了一个基于因特网的虚拟世界，即后来风靡数年的“第二人

生”（Second Life）。注册过的用户成为那里的“居民”，可以通过虚拟化身互相交

“新闻”的再定义：元宇宙技术在媒体中的
应用 1）

陈昌凤 黄家圣

摘要 虚拟现实技术作为元宇宙的核心技术袁 正在驱动一场数字新闻业的变革袁 在近十年新闻业的颠覆式
创新中袁 它已经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袁 催生了沉浸式新闻遥 沉浸式新闻正在改写新闻的定义要要要野新闻是新
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冶袁 在沉浸式新闻中袁 新闻成了用户对重构的事实的临场感知遥 与此同时袁 新闻的特
性和功能袁 也随之发生了改变遥 沉浸式新闻的作用于用户的机制是怎样的钥 存在什么样的风险钥 这些都
是需要学术界研究的问题遥
关键词 虚拟现实曰 元宇宙曰 沉浸式新闻曰 智能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陈昌凤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袁 常务副院长袁 北京 100084曰 黄家圣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北京 100084

1冤基金项目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野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引领研究冶渊18ZDA307冤曰清华
大学计算与智能传播实验室项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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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闲逛，参加个人或集体活动、发生性关系，

建立社区、经营企业，制造和相互交易虚拟财产

和服务。人们可以自己定义与别人交互、玩耍、

交易、交流的独特方式。它被当作虚拟世界潜在

社交应用的试金石，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游戏，

因为它没有设定的叙事。它的唯一目的是创造一

个用户可以参与的世界。

“第二人生”这个虚拟世界有着繁荣的新闻

业，有 3份发行量达到 10万份的报纸。2010 年

《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上刊出了学者对

于“第二人生”新闻业的研究论文，指出每份报

纸都重视与读者的互动，都重视使用各种新闻策

略来教育和告读者。[2]“第二人生”中的新闻业最

初的社区成员在匿名、多重身份的世界中尝试从

事新闻工作；随着“第二人生”的经济发展，以

及宝马、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美国服装公司等

“现实世界”公司开始在这个虚拟空间内运营，路

透社也开设了一个虚拟部并指派两名记者报道有

关“第二人生”虚拟货币和运营业务的故事，即

现实媒体公司在其中办新闻业[3]。

Linden实验室在开发这个应用时，是受到计

算机朋克文学运动的启发，尤其是尼尔·斯蒂芬森

(Neal Town Stephenson)的小说《雪崩》（Snow Crash）

的影响。Linden实验室说他们的目标是要创造一

个像斯蒂芬森描述的“元宇宙”那样的世界。实

际上“第二人生”的成长和影响比许多人预期的

要更有限，虽然许多人从虚拟经历中获得意义，

但那只是作为一种“平行体验”，为人们的“第

一”生活的局限性提供一个解放的出口。如今新

一代虚拟现实技术尤其是智能 3D，拥有的计算能

力、屏幕分辨率和刷新率，远远超过一二十年前，

人们可以在便宜小巧的便携式设备中使用，如耳

机、头盔、手机。新一代虚拟现实技术寻求的虚

拟体验的社会影响和对人的生理影响，对新闻业

的影响要深远得多。

二、虚实互动、沉浸体验：新闻业的颠覆式创新

目前的元宇宙相关的公司所运用的技术，主

要涉及虚拟现实（VR）、智能 3D及相关应用。新

世纪以来，在新闻业的颠覆式创新中，元宇宙关

涉的技术，已然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一）元宇宙技术在媒体中的运用

元宇宙技术目前最常用的是智能 3D、虚拟现

实（VR）、增强现实等。在此以 3D技术为例，回

顾一下新闻传播业中使用相关技术的历程。

3D技术运用于新闻传播，较早引发关注的是

报道体育运动。2010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和 2010年

南非世界杯足球赛，都已经尝试过 3D转播。世界

上第一个 3D电视频道 SKY3D由韩国数码卫星广

播公司于 2010年元旦开播。著名体育频道 ESPN

在南非世界杯的开幕前夕，也于 2010年 6月 11日

在美国开播 ESPN3D频道。2012 年伦敦奥运会，

则成为历史上首届采用 3D 电视技术直播的奥运

会。英国 BBC、美国 NBC、ESPN等 14家电视机

构进行了 3D转播。这不仅是电视业的一次变革，

也把观众带入到 3D时代。我国中央电视台首次购

买了伦敦奥运会的 3D转播权，并启用了“3D试

验频道”。

BBC 最早的一部虚拟现实的产品是纪录片

《复活节起义：抗议者之声》 （“Easter Rising: Voice

of a Rebe”），2016年上线后被视为开创了 VR纪录

片的先河。12分钟的 VR视频引用户置身于 1916

年爱尔兰都柏林战火中硝烟弥漫的街头，纪录片

通过年轻士兵的录音带以嵌入式叙述的方式，带

用户亲历了这场持续 6天的惨烈大战。传统概念

已经难以定义 VR新媒体叙事。这部 VR纪录片里

没有“摄像机”的概念。通过沉浸式体验，纪录

片中的“现场”深烙于用户头脑，留下的画面和

激动人心的记忆令用户难以忘却。

2016年路透研究所与牛津大学发布的研究报

告表明，2016年媒介机构计划将更多的注意力放

在全景视频、直播视频及“沉浸式报道”上，即

基于 VR技术的虚拟现实新闻报道。

（二）沉浸式叙事，新闻报道创新

虚拟技术运用于新闻业，在 2010年以后逐渐

增加。2015年以后，虚拟技术真正运用到新闻媒

体中。

《纽约时报》在做了数年的互动、模拟沉浸式

等尝试的基础上，2015年初推出了第一部虚拟现

实的短片 《行走的纽约》（“Walking New York”），

专题：元宇宙与新闻传播 《新闻界》 ISSN1007-2438 202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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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观众在直升飞机上俯瞰人们行走过一幅艺术家

创作在曼哈顿大街上的巨型作品的场景。2015年

11月，《纽约时报》又推出了与谷歌合作制作的第

二部虚拟现实作品 《流离失所者》（“The Dis-

placed”），11分钟的纪录片讲述的是乌克兰、黎巴

嫩和南苏丹的三个难民儿童的故事，故事由这三

个孩子讲述，VR 让观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沉浸

感、能够环顾四周、感受到孩子们所置身的环境，

其中大量的现场拍摄于偏远和危险的地区。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是，在这部作品问世之际，《纽约时

报》同时于 2015年 11月 5日推出了移动手机 VR

应用程序（NYT VR），计划打造成未来虚拟现实项

目的中心。为此，报社向印刷版用户赠寄 100万

个谷歌纸版 VR眼镜（Google Cardboard），并提供

了桌面版本的虚拟现实作品，没有 VR眼镜的观众

可以在一般屏幕上用 360度视频的形式阅看。

2016年 1月，《纽约时报》根据前一个月拍摄

的总统竞选活动的镜头制作了一部虚拟现实电影，

观众沉浸入竞选活动的礼堂、餐厅、宴会厅，有

机会与总统竞选人交谈几句，看到、听到甚至感

受到“现实”中的人群、他们的尖叫、吵嚷；通

过虚拟现实，共和党观众可以体验民主党的竞选

活动，而民主党观众可以沉浸在共和党的活动中[4]。

2016年 5月《纽约时报》在推出其第 8个虚拟现

实产品《寻找冥王星的寒冷之心》（“Seeking Pluto's

Frigid Heart”），这是基于新视野号探测器 （New

Horizons）的数据而制作的矮行星冥王星的可视化

作品，同时，该报向在线订户赠送 30万个谷歌纸

版 VR眼镜。

2016年 4月英国《卫报》首次涉足沉浸式 VR

报道，这是 Google 新闻实验室与英国 《卫报》

（Guardian）合作完成的，题目是“6x9：单独监禁

的虚拟体验”（“6x9: a virtual experience of solitary

confinement”），一个 9分钟的虚拟报道作品。他们

采访了在加利福尼亚和纽约被单独监禁的 7 人、

做了录音，还采访了两位资深心理学家，之后才

进行的制作。作品中艰难地、悉心地做了互动，

效果很好。

用虚拟技术做的报道，首先要有数据挖掘与

分析，即采集现实的信息，包括采访的信息，用

技术收集的信息，并进行分析。举例来说，《纽约

时报》于 2021年 10月用 3D技术制作的《迪克西

的风暴云天气》（“Dixie Fire Storm Clouds Weather”），

采集了迪克西野火后一周一天 12小时内的天气原

始数据（每 10分钟收集一次），美国国家海洋和

大气管理局下设的国家环境信息中心三个下一代

雷达网络收集的数据（该雷达网络由美国国家气

象局、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空军联合运营）；然

后使用 Python-ARM雷达工具包合并和重新格式化

数据，这个由数据模型驱动的交互式工具包，是

雷达分析中经常使用的算法和实用程序的集合；

之后再过滤数据减少噪音，并进行可视化处理，

运用 3D地图，让用户在增强现实中体验、了解巨

大的野火如何像火山一样爆发出烟雾、推入大气

层。那些令人震撼的画面和场景，也是基于现实

的数据：闪电来袭是由维萨拉闪电探测系统记录

的，地形是按照美国地质调查局 3-D高程计划的

地形数据和哥白尼 Sentinel-2卫星的彩色图像创建

的（以 10米的分辨率检索），为了展示三维的空

间，制作时消除了现实（二维）的云覆盖，生成

了 6月 1日至 30日的卫星图像合成；火的足迹则

是结合将加州林业和消防局的数据与 NASA资源

管理系统火灾信息和美国林务局主动火灾测量计

划的火灾探测数据而创建的①。

总体而言，3D/VR技术运用于新闻报道，需

要的技术、数据资源均比较复杂，在数据挖掘与

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制作，“现实”均要进行数据化

处理、重新结构和格式化，制作需要的时间较

长———影视产品通常要数周甚至数月，目前《纽

约时报》开发的最便捷的工具也需要数日乃至数

周的时间，因此适合于不强调时效性的报道内容。

3D/VR技术使用户置身其中、以体验的方式加深

对报道内容的了解和理解。

《纽约时报》的研发部强调其许多新兴技术的

开发应用于交互式、沉浸式和 3D体验。其中需要

创造力和复杂的工程，目前他们认为只是触及了

淤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1/10/19/climate/dixie-fire-storm-clouds-weath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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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交互性和沉浸式内容的浅表。他们目前研发

重点（包括众筹式研发）：一是未来将致力于开发

基于浏览器的网络体验（即普通上网即可），使读

者可以跨设备打开沉浸式故事。他们还在探索像

素流，使 3D内容在云服务器上实时呈现，然后以

流式传输给用户（也就是如流媒体 netflix那样简便

易用）。二是进一步探索交互模式。随着读者对交

互性的新期望，他们正在探索网络上交互式故事

讲述的模式：如何使用户按照自己的节奏体验新

闻场景的 3D再现？三是探索在讲故事中使用地理

空间信息的新方法。地图和卫星图像是人们了解

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从天气到选举、从战

争到和平，都会涉及。他们在探索如何可视化不

同的地理空间数据类型，可以实现什么级别的交

互，以及如何在网络上提供给用户。四是致力于

呈现可视化人体运动。无论是使用动作捕捉传感

器、计算机视觉、计算摄影还是立体视频捕捉，

在浏览器中渲染逼真的人体动作都具有很大的挑

战性。五是尝试基于浏览器的多模式体验。他们

正在试图提供更多关于沉浸式内容的选择，让用

户在不同格式之间无缝切换，从而最大限度地满

足用户的设备规格、兴趣和参与度[5]。

三、虚拟现实、实时交互性与新闻的沉浸式

随着众多科技公司开发可以显著改变人类生

活的技术，新闻业也正在开辟一个新的空间。3D、

VR等虚拟技术，就是在人工智能之外新闻业目前

尝试的主要技术，与“第二人生”中虚拟新闻实

验模仿的传统现实世界的报道不同，这些新型虚

拟世界中的新闻，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技能和方

法，并且显示出不同的特性。

（一）虚拟技术的变迁与特性

目标用于新闻业的虚拟技术，主要包括虚拟

现实、智能 3D、混合现实。这些技术是不断发展

的，并且正在与人工智能技术融为一体。这里以

3D技术为例，了解一下其变迁的过程、特性及其

对新闻传播运用的影响。

3D即三维（3 dimensions），是由长、宽、高

三个维度所构成的空间。3D利用人眼左右分别接

收不同画面，然后大脑经过对图像信息进行叠加

重生，构成一个具有前 -后、上 - 下、左 - 右、

远 -近等立体方向效果的影像。人类拥有与生俱

来的 3D环境感知能力，我们能够用双眼捕捉图

像、通过大脑处理形成立体视觉，去辨认物体的

形状、他人的动作，感知之间的距离。人类能够

自如地跟这个三维世界进行交互。人类也努力为

机器赋予 3D“感知能力”。20世纪 70年代，工业

界便开始应用激光雷达、结构光、ToF（飞行时

间）等 3D感知技术进行测量、扫描物体，从而提

高生产效率。经过发展，3D感知硬件从工业界走

向大众，尤其是 2017年结构光系统首次集成于手

机，此后小型化的结构光和 ToF运用于越来越多

的智能手机，适用于更加多元化的场景、占用空

间更小。

但是，硬件只是基础，如同人类双眼只是能

捕捉立体图像信息，而真正理解万物和人类之间

的各类交互行为，依靠的还是大脑的学习能力。

对于机器来说，能学习这些能力的“大脑”，就是

人工智能（AI）技术。因此，AI+3D技术正在变革

感知技术，有望通过智能手机等小型终端设备，

运用于众多的应用场景。智能技术可以帮助解决

图像处理的困难：机器依靠摄像头来捕捉现实世

界的影像，传统的 RGB摄像头仅能捕获场景中的

色彩信息，无法感知现实世界的三维结构，对机

器来说都是 2D平面。3D感知硬件能在 RGB的基

础上增加深度信息，但受限于图像处理算法的瓶

颈，机器的 3D感知能力未被充分挖掘。直到 2012

年，AI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取得突破，逐渐驱动 3D

感知技术的大发展。AI可以通过对大量数据信息

的学习，自行总结其中的规律和特征，从而比传

统算法模式更快地达到更好结果，这就为机器开

创了学习理解 3D世界的全新方法，比如更加精细

地识别场景中人和物的相互关系，快速重建人脸、

人体和物体的三维模型，快速测量各种物体的三

维信息，更高效率跟踪人体关键点和动作，等等。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智能硬件也在逐渐具备

3D感知能力。另一方面，自 2017年以来，智能手

机摄像系统从单摄发展到双摄，再发展到如今多

摄搭配 ToF的组合，摄像头数量的大幅跃进，其

对 AI的依赖性也会越来越高。AI+3D可以让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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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成为一台体感设备，实现精准的表情识别、

肢体动作关键点捕捉。[6]

AI+3D开创了人机虚实结合的互动新方式；而

移动 3D技术 -3D空间实现了数字化 （相关技术

2019年已经有了突破），3D技术使用的机会和效

率将会大大提升。如今智能 3D软件，可以制作出

平面分层、旋转、缩放、立体实拍等非常漂亮的

三维图象，操作简单的软件，能够高精度出图、

超景深立体制作。但是，在用户的接收终端方面，

目前技术还未能使得这种新型的人机互动被普遍

运用。比如，3D电视对硬件的需求极高，观众必

须安装高清机顶盒才能接收 3D频道。此外，电视

需要支持 3D制式，如果不是裸眼 3D，还需要观

众佩戴 3D眼镜才能观看 3D频道。2010年初《阿

凡达》在国内热映，第一次带动了中国 3D电视技

术的普及，伦敦奥运带动下 3D逐渐成为平板电视

的标配。

3D等虚拟技术的运用与变革，与经济动力密

不可分。资本已经成为新技术发展的直接驱动力。

我国在 2015-2016年资本大量进入虚拟现实领域，

资本市场和虚拟现实行业开始出现不理性的情形，

虚拟现实瞬间成为了巨大的“摇钱树”。资本的疯

狂催生了一大批的虚拟现实企业，一度经历了野

蛮生长，成了股市炒作的概念，比如 2015年秋虚

拟现实在中国股市又一次受到追捧，A股多家虚拟

现实概念股涨停，当时有媒体呼吁“虚拟现实的

泡沫不可小视”①。在全球范围内，2017年前后虚

拟现实也出现过泡沫。另一方面，整个行业在快

速发展的同时也问题迭出，比如设备昂贵、内容

稀缺、易引起用户眩晕等生理不适。我国的媒体

尚未在虚拟现实产品的生产方面投入足够的注意

力和准备，资金、技术、人才短缺，与欧美等发

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距离。

矛盾也出现于研发虚拟现实产品的投入和经

济产出之间。最近在美国新闻业界发生了一个有

趣的讨论：“元宇宙能拯救新闻业吗？”一位领导

过 360度新闻、VR新闻的美国从业者认为，想要

虚拟现实技术真正有益于新闻业发展，需要解决

的问题很多，比如，要使得媒体组织有真正的经

济动机来投资（进入）这个空间，要使得媒体开

发的 VR应用程序能够在应用程序商店赚钱。传统

的广告和订阅的媒体收益模式，根本不可能支撑

此前虚拟现实的产品（沉浸式新闻内容）。在元宇

宙中，“宇宙内”交易将会成为重要收益来源，正

如在“第二人生”中通过虚拟土地领主出租、出

售“土地”给用户那样，但是媒体如何从中获利

呢？另外，虚拟现实设备的市场渗透率需要显著

提高，才能推动虚拟现实技术的升级换代、成本

降低和进一步的大众化。[7]

（二）虚拟和现实糅合的“新闻”

尽管目前的技术成本尚比较高，但是技术是

在不断提升的。2018年年底，哈佛大学尼曼实验

室（nieman lab）即预测：新闻业将出现 3D技术的

新曙光，“在 2019年，我们将看到移动 3D立体捕

捉技术的巨大改进，这项技术可以实现 3D空间的

数字化”[8]。

2019 年，移动 3D 立体捕捉技术得到重大改

进，可以实现 3D空间的数字化。新手机上的后置

摄像头，可以使得 3D技术的运用难度和成本均大

大降低，这样较小规模的媒体、小型新闻编辑部

甚至独立记者都可以使用 3D技术。这项新型的手

机摄像技术，使得可以增强新闻业的 3D模型的创

建变得更加容易。配备两个或更多摄像头的新手

机有先进的摄像头技术和深度感应能力。移动 3D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无疑会为媒体、为新

闻业提供新的可能性和便捷性。[9]

这将意味着，3D等虚拟技术将会越来越普及

于新闻业。众多乐观人士相信：智能 3D能够充分

利用深度信息重建真实环境的 3D结构，准确还原

虚拟物体和真实环境中物体的相对位置，呈现遮

挡、碰撞、反弹等效果，让虚拟和现实“糅合”

在一起。与此同时，纽约时报社正在开发基于浏

览器的虚拟现实的内容分发，努力降低技术门槛，

希望所有人都可以用 3D技术做报道、讲故事。所

以，虚拟现实新闻必须要受到新闻学界足够的重

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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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虚拟现实的报道最先进的技术，即纽约

时报社联合相关技术公司研发并使用的技术，主

要是环境摄影测量法（environmental photogramme-

try）。这项技术与几年前该报使用的物体尺度摄影

测量法 （object-scale photogrammetry） 一脉相承。

2018年，《纽约时报》推出了虚拟现实的报道《增

强现实：四位你从未见过的最佳奥运选手》（“Aug-

mented Reality: Four of the Best Olympians, as You’ve

Never Seen Them”），报道使用的就是物体尺度摄影

测量法，使得观众可以全息地、360度地看到奥运

选手顺畅的运动。此后，技术进一步改进。2019

年 9月初，飓风多里安（Dorian）袭击巴哈马(Ba-

hamas)的大阿马科岛（GreatAbaco Island），《纽约

时报》研发部与图形部门在紧接着的 4天后去采

集信息、航拍了数百张照片，用 3D记录了居住着

许多海地移民的棚户区被飓风摧毁后的场景，建

构了从未有过的灾难现场。[10]这也是使用移动技术

5G创新新闻业的一次尝试。通过环境摄影测量技

术，以 3D形式记录大型复杂空间，并制作了交互

式模型，使得观众有身临其境的体验。[11]

环境摄影测量法可以让观众身临其境、体验

整个空间。使用环境摄影测量技术首先要将空间

中完整的细节记录并转化为 3D，创建 3D模型需

要捕捉一个空间的多个重叠图像并用软件将它们

拼接在一起。摄影测量软件识别每张图像的共享

特征，并使用相机的位置来计算深度、拼接它们。

来自点云和摄影测量的地理空间数据与地图图块

结合在一起，媒体通过创建复合场景，帮助用户

在多尺度上了解故事背后的空间。交互式模型使

得空间完全以 3D形式呈现，观众可以以任何角度

去展开、观看、探究特定元素和细节。设计可以

通过点击屏幕上的一些问题位置、拖动光标去旋

转相机，也可以滚动后继续向下阅读。

如前所述，制作速度，用户接入的便捷性，

都是虚拟现实运用于新闻业的难题。惯于使用虚

拟技术的影视公司，可能需要花费数周甚至数月

去做摄影测量，但是新闻机构时效性非常重要，

所以只能改进技术，包括拍摄足够多的照片、光

线处理（即使现场很暗，也要能让用户看清）。为

了提高效率，纽约时报探索出了一种捷径：预先

规划每一张照片的拍摄位置，以最少的拍摄次数

来完成建模，这样也有助于提升大规模 3D建模的

效率。一个场景可能由数十亿个多边形和纹理组成，

因此制作出来的虚拟现实报道，需要进行流媒体

化的技术处理。为了缩短 3D模型载入时间，《纽

约时报》采用了一种“动态传输”技术（dynamic

delivery）的方案，仅渲染读者观看的区域，这样

可以提高传输效率[12]。过去用户需要下载整个视频

文件才能观看，如今开发人员探索了在远程服务

器上渲染计算复杂的交互式场景，使用微软立体

视频生态系统（volumetric video ecosystem）创建了

一个管道，允许将高质量 3D视频逐步流式传输到

用户的任何设备[13]。

虚拟现实报道努力用各种方式增加抵达用户

的可能，探索如何通过流式将 3D内容直接传输到

浏览器，而无需特殊的硬件或软件要求以提高用

户的可访问性。《纽约时报》 2018年使用 AR技术

报道了加州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卡尔大火

（Carr Fire），这次报道运用两种版本：一种是在网

络和旧设备上看的沉浸式报道，另一种是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手机上看的增强现实的版本。 [14]

2020年 7月，《纽约时报》推出了一种新颖的 3D

新闻形式，将文字故事与动态 3D 现实场景相结

合，支持多角度浏览，无需辅助设备，只需要通

过滑动鼠标即可看到一个空间的所有角落。这种

报道形式可以引导用户移动空间的顺序，从而提

供了许多种框架和引导故事的可能性。《纽约时

报》称这样是为了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故事和报道。

它还让用户可以选择进一步自己探索一些细节，

比如许多物品、空间可以放大查看，这些物品通

过精细的 3D渲染，看起来非常清晰。

（三）新闻的交互性与沉浸式

虚拟现实的本质是实时交互性，即计算机检

测到用户输入、并立即重新配置虚拟世界。而且

虚拟系统阻挡外部刺激的能力越大，内部刺激就

越有效，用户体验的沉浸程度也越高。按照界定，

虚拟现实沉浸(virtual reality immersion)是虚拟环境

将用户的感知系统淹没在计算机生成的刺激中的

程度———系统越能吸引感官并阻止来自物理世界

的刺激，系统就越被认为是身临其境的。[15]沉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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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与数字环境的参与、包含和（或）在交互中

的感觉。影响沉浸感的基本要素包括：物理环境

中的隔离；包含在虚拟环境中的感觉的感知；自

然交互和控制感知的状态；在虚拟环境中移动的

感知。[16]计算机系统能够同时为用户提供现实的幻

觉：包容，广阔，环绕和生动。沉浸感就是体验

虚拟现实技术客观提供的替代现实的感觉。[17]

在此背景下，一种被称作沉浸式新闻受到了

关注。美国南加州大学的 Nonny de la Pe a等是沉

浸式新闻的学术先驱。[18]2010年，Nonny就界定了

沉浸式新闻是“以一种形式制作的新闻，人们可

以通过这种形式获得新闻报道中描述的事件或情

况的第一人称体验”。基本理念是让参与者（通常

以数字化身的形式）真正进入一个代表新闻故事

的虚拟再现场景，并从化身的第一人称视角看世

界，基本目标之一应该是让参与者越来越身临其

境，“体验”新闻，使其能够更大、更广泛的身体、

空间和时间参与。[19]大约自 2012年以来，一个新

的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和实验生态系统已经出现。

在这个新兴的生态系统中，新闻业仍然是一个次

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纽约时报》、BBC或

ABC新闻等媒体一直在制作虚拟现实新闻故事，

沉浸式新闻开始出现。

随着技术的发展，沉浸式新闻与移动设备传

播的相结合，在新闻呈现和体验方式方面具有特

别的创新性。通过虚拟身体的存在、合理性和挪

用的错觉的综合组合，沉浸式新闻积累了引发

“身处真实地方，重温真实故事，与真实身体在一

起”的感觉的能力。[20]

新闻业的目标之一是在公众和新闻之间建立

一种情感关系；因此，将这种关系与不同形式的

沉浸式体验联系起来，很早就已经出现，并不是

沉浸式新闻才开启的。但是，沉浸式新闻能够以

强有力的方式引发情感[21]，有研究已经证明，沉浸

式新闻的某些方面满足人们希望见证他人情绪、

从而对他们产生同情的要求。比如前述 《纽约时

报》的虚拟现实作品《流离失所者》，让用户在一

种置身荒凉、破败的悲惨环境中，更能激发起对

难民儿童的深深同情。

虚拟现实特别重视空间的建构，因此有人称

虚拟现实制作的新闻为“空间新闻”（Spatial Jour-

nalism），因为将空间、地点和 /或地点（物理的、

增强的和虚拟的） 融入了新闻的过程和实践中。

《新闻学研究》《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上也有几

篇研究“空间新闻”的论文，强调观众可以看到

整个场景、就像在现场一样、做出自己的结论，

而不是了解记者的观点，认为这样消除了偏见和

虚假新闻，观众获得一种不同于视频或文字的空

间体验。[22]但是，仅仅强调空间性，其实难以全面

概括虚拟现实技术打造的新闻的特征，比如，这

种新闻为用户所制造的身临其境的临场感，既包

括环境临场感，也包括社交临场感，还包括个人

的在场感。

四、讨论与结论：新闻的重新定义

虚拟现实技术可能正在触发数字媒体的革命。

虚拟现实技术作为元宇宙的核心技术，正在驱动

一场元宇宙时代数字新闻业的变革，在近十年的

新闻实践中已经初露锋芒。《纽约时报》、美联社、

《赫芬顿邮报》《今日美国》《卫报》和 BBC等都对

虚拟现实新闻进行了大量投入。这种制造沉浸感

和临场感的新闻，与元宇宙相似，是现实世界的

一种呈现，是现实与虚拟的融汇。此前一些研究

将这种新闻称为沉浸式新闻。沉浸式新闻是在用

户的亲身体验与互动完成的，甚至有人认为此变

革堪与五个世纪前古腾堡创造的“新闻革命”相

媲美。沉浸式新闻不只是发生于用户在一个虚拟

现实中的临场体验中，它还是出于一个更复杂的

背景下：数据驱动的新闻，可视化信息的扩散，

基于数据集创建和导向的媒体商业模式，以及新

闻的“平台化”特征，[23]以及新技术所驱动的社会

结构性变革、人的功能性新需求。所以，我们需

要重视对沉浸式新闻的研究了。

沉浸式新闻正在改写新闻的定义。新闻的内

核 -事实，是不是被淡化了？与通常意义上的新

闻有所不同，沉浸式新闻呈现时不是突出“事实”

这样一种客观存在，技术上尚不能对事件作出新

闻的时效性反应，它突出的是用户的参与、观感

和体验，强调的是用户在与发生的事实之间的互

动关系中的判断和理解。传统上，新闻是由事实

专题：元宇宙与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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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报道的特性所定义的，比如“新闻是新近发生

的事实的报道”；而沉浸式新闻，则是由新闻与其

用户之间的关系定义的，新闻成了用户对重构的

事实的临场感知。

新闻的特性和功能，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新

闻的第一原则是真实，而通过虚拟与现实糅和的

沉浸式新闻，是更真实了还是更不真实了？传统

上用文字或摄影、摄像进行的报道，都是很有限

地选择性呈现，而用摄影测量记录的 3D场景，能

尽可能地还原现场细节，以保证新闻描述的严谨

性。称赞者认为让用户身临其境，可以使新闻更

加真实。但批评者则认为形象的生动性并没有增

强真实性，用户体验的其实是其根本没有体验到

的东西，虚拟现实技术的力量是欺骗性，虚拟空

间是由人工干预和算法控制融合而成[24]。传统的新

闻重视的是告知功能，沉浸式新闻驱动的是共情

体验，通常共情是影视作品最重视的手段。虚拟

现实技术调动并强化了用户的自我感知、存在感，

也可能调动用户的记忆，包括刻板印象。

沉浸式新闻作用于用户的机制是怎样的？其

核心是同理心，或称移情（empathy）。同理心可以

是情感层面的，即由经历事件或行动引起的情绪

反应；也可以是认知层面的，即通过体验某事，

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也可以是行动层面的，

即对行为产生影响，即情绪和认知激发起有意识

的决定去采取行动。这些作用的前提是：体验过

某件事的感觉，会让用户更加关心它。但是也有

人质疑虚拟体验是否能够转化成同理心效应。 [25]

《纽约时报》杂志主编杰克·西尔弗斯坦认为，虚

拟现实的力量在于它能在观众与新闻和故事之间

建立一种独特的情感关系。但是，在沉浸式新闻

中看到环境危机，是否会导致更强烈的情绪反应、

对危机的更深理解以及潜在的应对策略和行动？

世界上有许多研究项目正在研究虚拟现实触发这

三个层面同理心维度的潜力，但是还没有结论。

如果虚拟现实能让人们关心、理解和行动，那么

营销人员、非政府组织乃至政府就会发挥其说服

的功能了。

在虚拟现实技术运用于新闻业中，还有十分

重要的社会责任和专业伦理的问题。目前虚拟现

实技术高度依赖于几家大的科技公司，美国《纽

约时报》和英国 《卫报》 2015、2016年制作的虚

拟现实作品，都有谷歌的技术支持，此外还有一

些欧美的技术公司如 Facebook（元宇宙）支持了制

作。世界科技巨头都想掌控虚拟现实技术，其中

包括 Facebook、谷歌、苹果、三星、索尼等知名科

技企业。这些公司的作为，如同这些公司掌控着

的数据，背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管理者、平台等

主体的控制[26]。与此同时，除了存在新闻报道事实

的客观性等被主观情感驱动下的体验挑战等伦理

风险外，由于客观事实、人的行动都被算法化制

作，还带来了算法运用中的伦理风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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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人、交往人，与人的责任

与盛行一时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理论相比，不太引人注目的是：在数

字交往（digital association）所建构的即时实践的、虚实混合的交流系统中，不仅

有社会的媒介化，还有媒介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关于后者，社交媒体的崛

起及其渐次主流化的历程，以及人类以数字交流 -行动走向虚拟实践的趋势，都

是再显著不过的证明。

以社会学的理解，社会化是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习得社会行为方式并积极

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媒介在媒介化社会的同时，也在适应社会规则。如

果说，人的社会化是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媒介的社会化则是媒介与

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

以数字技术趋势而言，未来社会将很大程度上基于混合现实（MR）———那

时，数字交往同时处于虚拟情境与现实社会情境之中，当它尝试缔造某种数字生

态并不断地强化、模拟、替代社会生活时，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规则相“调谐”

（通信学上，“调谐”是指调节到谐振状态的行为或过程）。

因而，数字媒介的这种处在社会交往压力下的学习，即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

的“观察学习”（observational learning），其中的意愿、能力与制约力也主要来自

数字社会中的人；可以想见，在以弱人工智能为主流的可见的未来，这种经由人

的意志而调谐的媒介社会化，将尽皆如此。

媒介转向人，是数字时代的一个直接后果。毕竟，当数字化交流跃升其行动

数字交往论（2）：元宇宙，分身与认识论
杜骏飞

摘要 在混合现实 渊MR冤 中交往的人袁 因面对多重的感知尧 身份尧 行动和交往律而具有复杂的分身性曰
这种分身性袁 形成了数字交往与认知哲学的思想对话遥1.数字传播建构了主体-介体融合的传播人袁 而虚拟
交往则定义了人-物-实践融合的交往人袁 这是虚拟交往时代的认识论基础遥2.在跨体系尧 变维尧 多分身的
生存模式 渊MDSs冤 中袁 交往人的属性不止是技术具身院 他有自我想象尧 又虚实相间袁 且其身份之间是可
联结尧 可接替的遥 此即数字交往的分身性遥3.分身性的认识论意义在于院 交往人对世界的认识袁 是一与多尧
虚拟与现实尧 先验与后验的统一袁 也因此成为一种调谐与演化的生成遥4.分身认知试图丰富演化主义的元
认知袁 为数字交往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后现象学结论遥
关键词 数字交往曰 分身性曰 交往人曰 交往具身曰 MDSs曰 元宇宙曰 认知哲学曰 数字交往论 渊DAT冤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杜骏飞袁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袁 浙江杭州 310058

1冤基金项目院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野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院
理论尧实践与范式研究冶渊20AZD062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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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时，信息媒介与人的融合已属必然：（1）正是

因为社会媒介化、媒介社会化的并行，“媒介 -社

会”才会在主流数字应用上替代信息。（2）“人”

这一主体，在社会化的意义上日渐与媒介同一。

这里的“传播人”问题，2001年前后，我已

做过较为详细的讨论：互联网传播“在本质上并

非单纯的信息，而是人本身”；“媒介成为人，而

人成为信息的一部分”。 [1]这是我在那一时期最早

的预见。

而今天，当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web3.0生

态蔚为大观之时，虚拟时代的列车已渐渐抵达。

如果说，数字传播建构了主体 -介体融合的传播

人，那么，虚拟交往则定义了人 -物 -实践融合

的交往人———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数字文明开

始走向更为广阔而深邃的数字实践，不仅是人与

媒介从分立的协同，转向了脱域的融合，而且，

物联网兴起所实现的“连接一切”“一切皆媒”，

已进一步导致人与媒介、人与物在交流 -行动的

意义上形成一致性。

即使我们不去想象“元宇宙”水平上的世界，

当以下面进程展开时，人 -物 -实践的融合实际上

已接近完成：以社会化的理论框架来观看，在数

字时代之初，“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众语喧哗，是普

遍人群以一种“传播人”身份加入了普遍媒介，那

也是数字媒介的“早期社会化”(early socialization)

阶段。此后，（1） UGC（用户生产内容）开始主导

社交媒体内容；（2）流量开始主导平台价值，流量

经济开始主宰商业模式；（3）网络社群开始成为信

息传播主体，社群连接与公共信任开始主导事实

叙述与意见传播；（4）算法推荐逐步以个性分发推

动着人以群分，并已经开始主导信息社会在精神

意义上的阶层划分。

从媒介发展史来说，这早已意味着一段全新

的传播学旅程：数字传播中的媒介，在媒介社会

化条件下，已不再是单调、单纯、单一的媒介，

而是“传播人”———作为传播的人，或曰：与传

播相调谐的人。

而在社交网络、虚拟沉浸游戏、工业互联网、

AR与脑机接口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则是万物互

联的交流 -行动关系混同了媒介，并且，也正在

取代标准传播学中的媒介效能，这是数字媒介的

发展社会化（developmental socialization）阶段。如

果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

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2]为论，数字化生存的人，在其现实性

上，也会成为虚拟 -实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于

是，数字交往人成为人与媒介的融合主体亦属必

然。此时，交流 -行动形成人格化逻辑，建立起

主体与介体混合的“交往人”———作为交流 -行

动的人，或曰：与交流 -行动相调谐的人。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

主张，要在人与非人的“行动者（actant）”相互作

用和结盟而形成的异质性网络中重新召唤社会，

要摆脱那种把社会视为“一个特殊的领域，一个

特定的王国，或某种特定的事物”的看法，回到

“社会”的本来之义：追溯连接。 [3]这一看似齐物

化的社会学阐述，对人与物的共同交往做出了最

好的说明：实践意义上的“数字交往”，同等地包

括着人 -人交往、人 - 非人 （物、环境、系统）

的交往。

实际上，在数字网络的系统中，这种彼此近

似的交往身份，是被统一抽象为“端”的。在交

往端的概念下，有交往人、也有交往物 （机器，

以及一切有芯片可交流的物体）；在广义的对话视

域中，还包括交往平台的算法系统，以及具有强

外部性的社会管理。在这一总体性生态中，交往

人与非人的交往物一起，参同了媒介、参与了交

往，这正是 ANT所谓人与非人行动者的相互行动。

将物与人在理论上等量齐观，这并非一种哲

学的僭越———在非人的深处，原本也藏有交往人

的具身性或交往的情境性。这不仅是因为程序、

设备、芯片的背后是作为主导设计思想的人，而

且是因为：数字交往的行动要素也都只能由人所

决定，服从于人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在

哲学传统上，意向性是意识指向某种对象的指向

性，其实质是意识在自身活动中构造出对象的能

力，由此，这一概念是将外部对象纳入主体的意

识，并将意识视为一种主体赋予对象意义的过程。

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说，技术物体包含

两个元素：技术的内在客观性结构元素和从外界

专题：元宇宙与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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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入的主体意向性元素。[4]现代以来，致力于这种

“物的转向”（thing turn）分析的思想家大多重视

“物”的场域性价值，刘永谋曾对此作过一个讨论

：“拉图尔和斯蒂格勒均给技术人工物以更高的位

置，前者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要求对人与物

以平等对待，而后者花大气力分析物尤其是记忆

物如电影、照片、数码物等。” [5]而我们应该铭记

的是：这些物的分析之所以成立，其核心仍是人

在物中的意向性的确立，在数字交往中，其核心

是人 -物 -实践融合中的人的主导性。

简言之，正如虚拟时代并不是虚拟无物的，

数字交往端即使在物的意义上也并不是无人的。

人 -物 -实践的虚拟交往时代，在本质上仍属于

人，而非属于非人。也因此，人本主义在 DAT的

语境中是优先的———这一判断的意识形态推论是：

人无法离开意向，也就无法推卸责任；比认知更

为先验的思想域，是数字交往时代的伦理、价值

观、生存哲学。

以下是一个渐次延展的喻示：人 -物 -实践

在媒介交往端的融合，在更大范围里生成了社会

化媒体、现实社会与智能设施之间广义网络（或

我所指称过的泛网络）的连接，并通过广阔无垠

的数字交流 -行动，在共同调谐与演化着一种全

新的数字交往文明。

二、元宇宙，MDSs模式下的生存

数字时代传播趋势中的一个特别面向，是所

谓万物互联；在互联网的早期，我将基于网络的

广义媒介系统命名为“泛媒介”（pan-media），并

讨论了数字时代的演化逻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

数字媒介具有平台性；数字媒介 （及传播人）具

有气态化的泛在性；一切媒介都具有竞争且合作

的协调性。[6]

在那时的讨论中，我所定义的互联网的“弥

漫传播”理论，指向一种气态化隐喻。这种气态

化隐喻比之于后来的新闻传播的“液态”说，具

有更直接的解释力。以数字交往趋势来看，更是

如此：数字媒介的泛在意义，不是要指涉媒介在

文化意义上的无所不在，而是要指涉数字传播的

弥漫性影响。

今天，这种弥漫性影响已经抵达新的里程，

例如人们普遍认为，新传播革命将走向“元宇宙”

时代———虽然元宇宙是否堪为数字未来，理论界

尚无定论，但是，数字交往的方向性已异常清晰。

藉由数字交往论（DAT），我们可以对下一代

的“新传播”提出以下判断：

1.不同于人联网和物联网，这种新传播的本质

是要营建人与万物交往实践的“交流 -行动网”；

2.对于当下世人所想象的“元宇宙”，及其它

所象征的虚拟全景生活，应视之为“交往人的网

络”；

3.与其将新传播理解为下一代互联网，不如理

解为人类的下一代数字生存。

无论是“交流 -行动网”“交往人的网络”还

是人类下一代数字生存，都需要行动场域、容身

之地，以及未来交往平台的奠基。那么，当“人”

作为媒介时，它与物理性的“媒介”、与社会性的

“数字平台”有何区别？我的意见是：

1.实践意义的交往人，才是虚拟交往的实际媒

介；比较而言，未来传播王国中的物理性媒介作

为公共设施，将逐步过渡为超自然元素（更准确

地说，在 AR/VR/MR这类体系中，它其实是数字

存在的第一性）；这是 Lisa Parks等人所说的“情

景社会技术系统”， [7]也是彼得斯在《奇云》中所

说的“基础设施和生命形态”。 [8]《媒介研究关键

词》一书对“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解释为：

“设施下属部分的集体术语：子结构、地基”，它

是广延于虚实两界的，“媒介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

探索了广播、有线电视、卫星、互联网与移动通

讯系统等向世界各地进行传播的物质条件”。[9]

2.至于数字平台，它在本质上是超级媒介，或

曰媒介的聚合体；当下所憧憬的 metaverse，被称

为元宇宙，从字面上说，meta作前缀时代表“变

化，超出。”verse即 universe，词典的解释是：宇

宙；天地万物；万象；（已知宇宙以外的）宇宙；

（某种）经验体系。我以为，即使我们将元宇宙对

应于 DAT的未来传播，在可见的未来，虚拟交往

也不可能替代全部现实，人类未来只会生存在 MR

生态圈中；数字交往也不会只从属于唯一一个囊

括天地万物的数字“宇宙”，而只会往来于一个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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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竞争的多圈层世界———因此，我在理论上并不

将“元宇宙”（metaverse）视为汉语字面上的“宇

宙”，而宁愿视之为“超级经验体系”（简称为“体

系”或“元体系”）。

这其中，有文化、技术意义上的推测，也有

产业、政治的考量：尽管有世界各大 IT企业群雄

逐鹿元宇宙，但 Meta公司大概率会试图独占应用

层；日前，英伟达将其新发布的 Omniverse平台定

位为“工程师的元宇宙”，换言之，Omniverse是要

成为整个元宇宙的底层基础设施。谁可称王虚拟

时代，尚需拭目以待。不过，考虑到任何元宇宙

的独占者都会借着无上的权力，试图让数字交往

的世界走向数字集权，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人

类维护一种“一个世界、多种体系”的竞争环境

是无比重要的。另一方面，鉴于元宇宙是要容纳

全真、全景、全时的意识生活，甚至建成无所不

为的 O2O生态，因此，现实的政治、资本与技术

实体对元宇宙的争夺在所难免，文化的冲突、文

明的冲突也势在必然。

为此，我们在理论上不将任何私有的“元宇

宙”视为字面上的“宇宙”，视为“体系”或“元

体系”即可。换言之，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的数

字交往会出现这样的生态演化：每诞生一种新的

“元宇宙”级的广义应用，就有可能为用户提供一

种新的“体系”。

人类下一代数字生活极可能是“跨体系”

（cross-metaverse） 的生活，字面上说，亦即：跨

“元宇宙”的生存。这种生存所追求的主要部分，

不是实在性，而是体验性———体验直接来自虚拟

交流 -行动所导致的意识本身。

可以想见，未来交往的场景将至少有部分

（或许还是更重要的那一部分）不再是现实的、实

体的，而是意识对感知的响应。人的生活日常，

也将呈现为元体系之间的体验的“横跳”———不

同元体系里的体验，指向了人在精神深处的不同

断层，而这种指向性，则是由数字交往与数字环

境的互馈带来的。

在这样的文明向度上，人类的行动总体上是向

内坍缩的，即：从探索世界走向探索自身，从探

索物质走向探索精神。跨体系的无限制横跳，必

然也会带来一系列人类生存的忧患，例如：（1）存

在着体验无限与自我有限的生命冲突；（2）存在着

数字生活自我吞噬的伦理风险；（3）存在着人类现

实叙事失去生长性的哲学危机———不过，这都是

另一篇讨论的内容了。

广义地来看，现实生活也是一种超级经验体

系、亦即一种元宇宙，且是更为成熟、丰富的体

系，只是（因为资源有限、缺乏便利，以及不够

新奇）已不能满足数字交往人的交往需要而已。

与虚拟现实的世界比，现实交往的维度看上

去更高，但究其哲学本质，现实交往的场域也只

是意识的投影。从《数字交往论（1）：一种面向未

来的传播学》所述的数字交往“维度”来说，未

来交往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 MR 所带来的混合

性———在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纵跳”，是一种我们

早已从电竞直播之类场景中体验过的变换维度

（trans-dimension）的生存。

变维生活的“纵跳”感，是数字交往最意味

深长之处。我们迟早会感到，一种时真时幻的变

维生活，比之于一种亦真亦幻的虚拟生活，更接

近钱学森所命名的“灵境”。

前文提到，数字交往必然会有 4种维度：现

实的；虚拟的；现实 -虚拟混合的；现实 -虚拟

多重的。关于后者———现实 - 虚拟多重的维度，

你可以设想现实与虚拟自身也是有刻度的，例如：

在现实生存中存在着增强现实（由虚拟增强，却

致使现实更为拟真），而在虚拟生存中也存在叠加

虚拟的可能（从虚拟中建构虚拟，使交往情境更

加完整）。

写作本文时，读到邓建国对元宇宙的意见：

可以根据元宇宙的技术指标实现程度，设计一个

1-100的“元宇宙率”（metaverse ratio）。[10]受此启

发，我认为 MR所带来的混合性也许意味着，变维

生活中那些准虚拟、超现实，超虚拟、准现实场

景也形成了非整数的生活维度。本文中，数字交

往的“维度”（dimension）这一术语，原是借自数

学，而维度在分形数学中正是非整数的。例如，无

限迭代后的“谢尔宾斯基三角”（sierpinski triangle）

分形，其维度（豪斯多夫维）数是大于 1而小于 2

的（计算结果为 1.58）。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变维

专题：元宇宙与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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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或许也将不止是现实到虚拟之间的二元纵跳，

而可能是一种由虚拟和现实依据数字情境而迭化

的复杂生存色谱———对应着具有不同“元宇宙率”

的元宇宙。

基于以上分析，关于数字生存中的交往人，

必然要引发下文从具身 （embodiment） 到分身

（separation）的讨论。

三、具身，化身（虚拟具身），“分身”

数字交往在精神层面上需要一个锚定———那

只能是人及其意识中的自我。虚拟 -实在的交往，

被交往人的自我所影响，这并非、但近似于一种

先验性。

先验性的内涵与柏拉图一样古老，但它作为

观念的工具，却被近世以来的认知哲学以“身体”

“具身”之名屡屡涉及。譬如，戈德斯密特（Victor

Goldschmidt）曾将柏格森的形象之说 （lesimages）

称为“前意识、非主体、前反思的先验场域”； [11]

马赛尔（Gabriel Marcel）也说过，人类身体被体验

为“前给予”的知觉和行为，而非从属于意识的

机械工具。[12]

现象学对身体性讨论的重视，自胡塞尔本人

起即是如此。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之后，梅洛 -

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开辟了身体现象学，

梅洛 -庞蒂认为，人应以身体的方式而非意识来

面向世界，“不应该问我们是否感知一个世界，世

界就是我们感知的东西”[13]。我以为，梅洛 -庞蒂

关于身体知觉的学说，其思想动力显然来自一种

自反性认识：一物能带来的认识，亦可用于认识

它自身。也因此，身体现象学规定了身体性的知

觉有确定的边界，“我‘在我身上’又重新发现了

作为全部我思活动的永久界域”[14]。

不过，在当代，现象学早已超越了先验性，

与此同时，“具身”“具身性”（embodiment）则成

为一种足以批判和替代认知主义的新认知哲学。

就其应用来说，具身理论现在是一个被过度诠释

的领域———传播学中更是如此，诸多争议只是来

自理论的多面向性。例如，具身认知的代表人物

唐·伊德（Don Ihde）即在人生不同时期的著作中，

对于具身性提出了诸种迥然不同的观念。伊德哲

学在中国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杨庆峰总结说：伊德

前期追随的是胡塞尔和梅洛 -庞蒂的具有空间感、

运动感、知觉能力和情绪的生物学身体论，中期

接受的是后现代主义者的生物 -文化身体论（身

体是在文化中建构起来的），而在后期，伊德提出

了第三种身体：由技术所塑造出来的身体，即技

术身体论。[15]

那么，当我们谈论虚拟生存时，是在谈论具

身理论的哪一个面向呢？

在认知科学中，具身研究摆脱先验性和身体

性束缚的路径，是走向情境认识论。“生成的”

（enactive），成为与“具身的”（embodied）同等重

要的概念，在许多场合它们甚至被等价地使用。

瓦雷拉 （F.J.Varela）等人在其经典著作《具身心

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中选择这个术语，以

“强调这个日益增长的确信：认知不是一个预先给

予的心智对预先给予的世界的表征，认知毋宁是

在‘在世存在’（being in the world）施行的多样性

作用的历史的基础上的世界和心智的生成”。[16]换

言之，具身性是在交往中发展的；以数字交往来

说，具身性则是交往人与实践相互生成的，以我

之见，它是调谐和演化的。

彼得斯曾说，电报、电话、广播与电视等进

一步拓展了人类表征能力的同时，将“我们的面

孔、行动、声音、思想和互动，都已经全部迁移

到媒介之中”[17]。按照这一逻辑，在虚拟空间里，

一个从形貌到灵魂俱已上线的主体，恐怕已不再

是一个身份而已；进一步地说，一个意识与实践

俱全的数字人身，虽然不够称得上“真身”（生物

学意义上的身体），但却已很接近行动功能意义上

的“具身”了。

为聚焦于数字交往的人与媒介，我在这里要

采纳范譞的定义———对“embodiment”一词，范

譞将它解释为：情感、思想、社会关系、规范等

在人的身上具体化的一种状态。[18]

在此定义下讨论虚拟传播交往端的身体问题，

我们会看到：除了一些不能抵达的生理部分之外，

虚拟自我可以说是半个典范具身。缺失的那一半，

被媒介填满，更被技术所强化，被交往关系所

“创建”和“发明”。遥想当年，随着电话、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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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等媒介技术的出现，人们摆脱了信息必须面

对面传播的束缚，远距离离身沟通成为可能，这

种超越时空限制的变革曾受到推崇和赞扬，身体

“缺席”程度成为判断传播力大小的重要标准， [19]

“网上是没有人体的”[20]这种先入之见也一直存在

于传播研究中。然而，走进数字交往时代，数字的

具身化与身体的数字化已成为潜在共识。伊德把

那种握着手机打游戏、跟人远程网络视频、穿戴

VR头盔的身体称为“技术身体”[21]，类似的说法，

是 Andrew Feenberg所定义的“延展的身体”[22]，他

们都是在讨论那个在电脑面前或电脑深处的“人”。

而我所要强调的是：对“交往的具身”的讨

论并非是指向身体，而是指向情境论中的“交往

人”。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能只聚焦技术具身，

而要关心完整的“交往人的具身”。虚拟情境中的

交往人，无论是在感知、身份、行动还是交往律

的意义上，都具有具身的多重性，也以此获得多

重自我。

这一越过具身的交往人特征，正是本文所定

义的：数字交往的“分身”———它所要指涉的是

多种情境的、虚实相间的“人”，包括但不限于：

（1）真身；（2）具身；（3）化身（虚拟的具身）。

———“真身”是作为肉身的交往人。“真身”虽

然不能在线上被实体化输送，但却可以被所想象、

所呈现，更重要的是，在虚拟现实、物联网和人

工智能条件下，真身完全可以被其他交往端的实

践所触及；

———“具身”是被现实情感、思想、社会关

系、规范附着的交往人。“现实具身”虽然未必

能直接对应于虚拟情境中的“虚拟具身”，却往往

与后者相关：要么，现实具身被虚拟具身的人格

设定所依凭, 要么，现实具身被虚拟具身有意背

离。其分合关系，纯由交往人的人身特征和交往

情境来定义。

———那种具有虚拟具身的身份，在本质上，

是人深度沉浸于虚拟世界、并被交往端所联结的

“化身”。化身是虚拟化身体的远程在场———黄鸣

奋很早即已指出，在赛博空间里，身体并不缺席，

真身通过技术“扩展”在场，以化身感知在场。[23]

我要补充的是：化身也要执行虚拟世界里的情感、

思想、社会关系，以及规范。化身足以呈现、想

象“真身”，也足以依凭、背离“具身”，由此，化

身在数字情境中拥有的是虚拟具身。

———综上，一个真身的人，可以有现实的具

身，亦有虚拟的具身，还可能在多个不同元体系

中运行不同“化身”。由于混合现实条件下的“交

往的具身”在多个向度上越过了标准理论中的

“具身”，故而名之曰“分身”。

分身，处在数字交往主体的多重感知、身份、

行动、交往律之下。与具身理论中的“具身”相

比，DAT所阐释的“分身”，有客观实在，也有自

我想象；有身体隔断，也有远程在场；有数字衍

生，也有虚拟代偿。

分身，是以“交往的具身”或“多重、变换、

想象的具身”超越了既往的具身论。交往人在 MR

环境下的分身，正在塑造下一代人的精神，它未

必是一种更好的人类心灵状态———其主要危机很

可能在以下四端：过度自我、感知放纵、认同模

糊、发展失衡。但显然，作为人类新的交往、新

的征服，这种新型的生存，已成为数字文明的技

术潮流，在为某种“新人”探索着关于自身延展、

裂变、虚拟和弥漫的种种可能。

关于分身的讨论，覆盖了数字交往时代跨体

系（cross-metaverse）、变维（trans-dimension）、多

重分身（multi- separation）模式下的未来生存，为

叙述的便利，下文将简称为：MDSs（我自己读作

“麦迪逊”，IGN的一款第一人称心理恐怖冒险游戏

的名字）。

以下，我将分析一部刚刚上映的科幻动作喜

剧电影《失控玩家》（Free Guy），以作为 MDSs生

存的思想模拟。

四、《失控玩家》：MDSs的思想模拟

选择《失控玩家》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

该电影具有公认且全面的游戏场景性，而高沉浸

度游戏带给玩家的体验场景，其实就是镜像化的

虚拟现实生存；另一方面，《失控玩家》在创作的

内涵上，亦有数字存在主义的观念意义，我认为，

对其中深具未来感的借喻与象征，我们可以看成

是对一种元宇宙初代 MDSs生存的沉思。

专题：元宇宙与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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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失控玩家》是双线交叉叙事，它们分

别发生在一群游戏玩家中和一个名叫 《自由城》

的游戏里。

“盖伊”（Guy）原为游戏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

NPC（非玩家角色），他（它）拥有被程序设定的

善良、单纯性格。在游戏中作为银行出纳员的

“盖伊”永远穿着蓝衬衫，按照游戏程序运行———

过着一成不变的躺平生活，直到某天，当看到心

仪的数字丽人“燃烧弹女孩”后，才突然决定摆

脱游戏模式的控制。

故事的设定正在于此：由于某种特殊的程序

演化和智能突变，“盖伊”成为史上第一个拥有自

我意识和自主愿望的人工智能，并与“燃烧弹女

孩”等角色一起，改写了自己与所在的游戏世界

的故事。

作为引发“盖伊”智能跃迁的人，那位“燃

烧弹女孩”背后的女玩家，是独立游戏制作人米

莉，“燃烧弹女孩”这一 ID是她在《自由城》游戏

这一特定元体系中的数字化身，在游戏里，她是

个身手敏捷、神情高冷、霹雳娇娃式的高阶玩家。

然而，米莉有自己肉身意义上的真身，也有

故事里人设意义上的具身———其“前给予”的角

色形象是：一位善良的宅女，在现实生活中穿松

垮毛衣、抱起电脑就不撒手；一位肩负取证任务

的黑客，因为自己所开发的人工智能引擎被游戏

公司剽窃，计划用假账号“燃烧弹女孩”潜入

《自由城》，以寻找证据讨回公道。

这一切，实际上规定了女主米莉的现实具身

与她在《自由城》游戏中的数字之身之间，有行

动关联，也有性格差异。而在电影中，故事的情

节展开，主要靠米莉不断遭遇到的现实与虚拟困

境来驱动。这对应了 MDSs生存的界定：具有现实

和虚拟双重具身的传播人，也受到双重、可交互

的“数字交往律”所约束；具身与情境之间、具

身之间的关系，是调谐与演化的建构生成。

故事的观念高潮是：即使在虚拟现实中，

“盖伊”仍然能爱上“燃烧弹女孩”，而后者亦在

虚拟剧情的心路历程中与“盖伊”发生了恋情；

考虑到“燃烧弹女孩”的背后是米莉的现实具身，

这实际上是在谕示：虚拟情境中的虚拟具身不仅

有数字交往的虚拟意义，亦有数字交往的现实意

义———无论如何，是“盖伊”的天真、正直、纯

朴打动了米莉的真身的芳心。

电影里有一个重要伏笔：“盖伊”对“燃烧弹

女孩”的爱，在技术上源自米莉的好友“键盘”。

程序员“键盘”早就倾心于米莉，但因为程序员

特有的木讷而无从表白，只好将心事写成一段代

码，让特定游戏里的 NPC“盖伊”建立且发展出

了能强烈打动米莉的数字具身———例如，“盖伊”

只喜欢米莉喜欢的冰淇淋口味，且在他的经验体

系里，他也只能喝到米莉喜欢的咖啡口味。正如

“盖伊”自己对女主所说：“我只是一封寄给你的数

字情书，而写下这封信的人就在你的世界。”

这个情节的理论价值，如上文中所讨论：现

实具身虽然未必能直接对应于虚拟情境中的虚拟

具身，却往往能被后者所依凭。（当然，电影里也

有现实具身被虚拟具身有意背离的例子：“键盘”

的同事“鼠标”，作为一名胡茬大汉，在游戏世界

中最常穿的外衣，是粉红兔子装。）

因此，“盖伊”与米莉的爱情故事，是跨越现

实与虚拟的数字交往叙事，“键盘”代“盖伊”与

米莉修成正果，则是现实借助虚拟（代码、游戏，

ID、NPC）而完成的数字交往叙事———自然，你也

可以将人工智能引擎的驱动，“盖伊”的心智成长，

以及代码效率、游戏虚拟剧情，都理解为电影对

男配角“键盘”的现实增强，没有它们，也就没

有了“键盘”这个现实人物的情感力量。

整部电影是喜剧性的，不过在这个 MDSs故事

的深处，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黯然神伤之笔：

米莉这样的真身（生物学人类），有现实的具身，

也有虚拟的具身，还可能在多个不同体系中运行

不同“化身”，而男主“盖伊”则只有一个数字具

身（尽管它遥远地对应着程序员“键盘”的一小

部分）。为了追随米莉，他改变了既定的行为模

式，领略了爱与自由。这也是一个机器觉醒的故

事，讲述的是人工智能的“成人”之路。可是，

即使“盖伊”可以在游戏里扮演了不起的英雄人

物，但是在真实的爱情里却无力升维到现实里。

“盖伊”的处境是一种哲学的隐喻，是一种在

变维世界里无法迁移的悲伤———犹如人只能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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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中听说远方；而从本质上说，那其实是男主的

一种无法理解变维生存的迷茫———是的，对于那

些无法体验的世界，我们也无法想象。

说到底，未来生存中存在着 MDSs 的值的不

同。人与人之间如此，人与机器之间如此，自然，

玩家与 NPC之间更是如此。“盖伊”与米莉的爱情

故事，类似于“北京折叠”的故事，也类似于神

话里 Narcissus爱上自己的影子———故事的因缘际

会，大多并不公平。

不过，这个灰色的哲学内核被剧情巧妙地遮

蔽了：电影中，人机三角恋被安排了皆大欢喜的

结局。这一喜剧感并不能淡化人工智能的本体忧

虑：米莉的爱，在现实具身条件下转向了“键盘”

其人———要么，这说明了米莉作为真身的物质性

局限，要么，则说明了电影在虚拟交往的想象上

还缺乏勇气。

而“盖伊”爱情故事里有过的甜蜜与虚幻，

正如主题曲《幻觉》（Fantasy）的歌曲所唱：

“没有开始，自然就没有结束，

感觉我在做梦，但我又没有睡着。”

就其虚拟生活及生活场景而言，《失控玩家》

展现的是：跨体系的生存，分维度的差距。这种

超越具身的分身化逻辑是系统性的，也是必然。

它也意味着：在 MR的未来，“分身”自我的运行，

才是生活的常态；而单调的、孤独的、传统意义

上的具身守候者，大约，只能在黑白两色的现实

里，黯然面对着阒无一人的苍凉人生。

电影《失控玩家》涉及到了三个经验体系相

互接替的 MR叙事：《自由城》游戏中的叙事；游

戏玩家之间的现实叙事；一小部分若隐若现的米

莉原创游戏中的叙事。

以我之见，这三者之间所建立起的总体叙事，

是这样一种关于 MDSs的哲学隐喻：在基于虚拟 -

现实混合的世界里，数字交往中的人类，将交往

于虚拟、现实、虚拟与现实平行、虚拟与现实深

化这四种迥然不同的交往维度；而其所处的几种

体系，则具有规则迥异的环境———它们其实就是

未来世界的不同王国；当人类在未来日常生活中

不断变换着 MDSs的体验时，正像我们今天跨越国

境、跨越政治、或跨越文化的旅行。

升维的旅行，是本片中的人工智能“盖伊”

所无法达成的，这也是他作为困在虚拟之中的人

物的命运；与他相比，电影中的那些现实人物如

米莉就显得自由而高阶了，毕竟她可以拥有 MDSs

的诸多分身。

可是，考虑到女演员朱迪·科默才是这个角色

的扮演者，电影的女主角米莉大概永远也不能抵

达朱迪·科默的世界。这一联想，或足以使我们这

些理性的观众清醒起来：无论如何，交往的“分

身”不代表着无止境的 MDSs旅行，数字交往总还

是有自己的哲学边际：至少，交往端想要跨越自

己所属的维度时，难于向高、易于向低，且不会

永无止境。

回到“盖伊”和米莉的爱情。不错，另有一

种故事或人生的可能———被后世称之为皮格马利

翁效应 （Pygmalion Effect）。皮格马利翁把全部的

精力、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爱恋都赋予了一座象

牙雕像，他为她起名伽拉忒亚，并向神乞求让她

成为自己的妻子。爱神阿芙洛狄忒被他打动，赐予

雕像生命，并让他们结为夫妻———在希腊的神话里。

而与之相仿佛，“盖伊”和米莉的故事象征着：

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会有无数的人无法在现实

中实现梦想，他们也需要一种游戏或神话，那就

是 MDSs的慰藉———虚拟通过意识而现实，分身经

由体验而具体。

或许，电影中未被改编的故事，是这样一种

平凡的原型：

那个世界里的米莉，永远也找不到她的程序

员伴侣，因为程序员就是她自己。她没有把自己

的灵魂意义上的具身放置在现实中，而是藏于分

身世界的某一个隐秘角落，然后用自己孤独而微

茫的爱，对象化了一个 NPC。

就这样，她塑造了命中注定的“盖伊”，然

后，分身于第一人称的城市街角，日复一日地与

他相遇、相知，日复一日地相爱、分离，在那夕

阳纷坠的灵境里。

五、超越的具身，与分身理论

在 MDSs的思想模拟后，我们回过头来，检视

具身理论在数字交往时代的解释力。

专题：元宇宙与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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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德把技术与人的关系分为：具身关系（em-

bodiment relations）、诠释关系 （hermeneutic rela-

tions）、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和它异关

系（alterity relations）；在其后现象学时期，他在回

溯自己的研究时，加上了第五个义项：关系存在

论（relational ontology）。[24]芮必峰等对前四种关系

作了还原性的解读，认为除它异关系表示技术的

离身取向外，其他三种关系都可以从具身的意义

进行解读。[25]也的确如此，伊德的技术 -人的关系

论，几乎完全等同于技术具身论：他所讨论的具

身关系是指技术具于人的身体；诠释关系是指技

术作为感知的媒介；背景关系是指技术人的认知

背景；它异关系是指技术与我们相异；关系存在

论也只是意在阐明人和技术的共同构造而已。

因此，伊德的五种关系，在理论上有同一个

核心诉求：具身性是人借助技术把实践具身化，

其指向的是与世界之间的生存关系。[26]

对伊德的技术哲学范式，常见的解释是：我

看 -通过视觉人工物 -世界。[27]这也是学术界习见

的理解。[28]实际上，伊德对这一关系提供了三种不

同的结构性范式：（1）现象学的———“我 -技术 -

世界”；（2）解释学的———“我 -（技术 -世界）”；

（3）后现象学的———“（我 -技术） -世界”。 [29]当

然，作为技术哲学的讨论，伊德在范式中的关键

词都是技术（而不及其他），不同的论证是基于技

术所镶嵌的不同对象与不同方式。杨庆峰评论道，

“伊德用具身代替意识，把‘意向性’具体到了身

体与技术上，在关系中思考着技术，从而摆脱了

从主体、客体的立场上思考技术的传统”。[30]

在这一点上，伊德与脱域融合在现象学上是

一致的，而本文先此阐释过的人与媒介的融合、

人与物的不对称的齐一，以及交往人对于交往的

规定意义，也都与此一致。

不过，与伊德以技术 -人为入口不同，以上

关于交往人的意见，其根本目的在于揭示：属于

人的虚拟交往，多大程度上决定于交往的过

程———在调谐与演化的意义上。

如前所述，在一个新传播的时代，仅有“观

看”是不充分的，一个“体验”和“行动”（虚拟

实践）的时代已经开始了。[31]也因此，我们只能从

交互实践、虚拟实践、过程实践的视角来重审旧

有的具身理论。

我认为，DAT的认识论责任是：在虚拟 -实

在的多重语境中，补足具身论和伊德的技术哲学

所未能说明之处。交往人的数字生存，其情境中

显然包含着先验 -后验特征，先验的部分由交往

人特定的分身性决定，后验的部分则演化着分身。

在既往的文献中，“技术身体”“延展的身体”“虚

拟具身”“数字具身”，诸如此类的概念各有所指，

但都还不能完整阐释分身交往的错杂、相继和平

行。

在 MDSs中的哲学图景里的人，已不再是单一

的具身，也未必是外化的技术具身。分身所涵盖

的具身，是以“多重、变换、想象的具身”超越

了具身，是一种虚拟实践的、多元可变的“数字

交往的具身”。

分身代表着数字交往在时空上的多重自我，多

重意向性，连接了 MDSs中调谐与演化的复杂生存。

它指涉了以下技术意涵：（1）数字孪生；（2）多重

具身；（3）交往的替身；（4）交往中的变身。

范·迪克（van Dijk）在评论“具身嵌入认知理

论”（embodied embedded cognition，EEC） 时说：

EEC认为智能行为体现在身体的内部环境和身体

的行动可能性（action possibilities of the body）中，

并嵌入到环境的结构（structure of the environment）

中，……因此，人们可能会倾向于相信如 EEC这

样的替代的理论范式会影响对可用性 （usability）

作为一种实践这样的观点。[32]我认为，这个阐述或

能很好地解释“分身性”的内在逻辑：数字交往

的多重“交往人”属性形成了分身，也形成了多

重身份的行动可能性，分身性在未知的虚拟实践

中，挂起了一盏盏有待点亮的具身之灯，等待着

环境结构的火种的降临。

加塞特（Jose OrtegayGasset）曾指出：赛博时

代的人“同时是‘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一种

存在论上的‘半人半马’，一半沉浸其 （自然）

中，一半超乎其外”。“回顾人类的文明史，人总是

在他们所依赖的客观世界之上建立‘超世界’的

存在。……这正是‘人的生存’的主题。”[33]他谈

论的是赛博时代的人与媒介的关系，但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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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人半马”可以视为对“先验 -后验”特征的绝

妙阐明，交往的具身只能是情境性的，它需要被

情境所激活，并在那里走向调谐与演化。每一种

情境下的交往性分身，都是被交往所询唤（inter-

pellate）的；而那“超世界”的情境，大概，人也

只能通过“分身”来亲历。

我并且认为，“分身”具有动名词属性。它是

随交流 -行动生长的，因此在这里最恰当的比附

是海德格尔的“此在”：“此在”表达正在演化、且

呈现其生命价值的“人”，而“分身”则是表达持

续处在虚拟 -现实交往实践之中、多样性呈现其

自我性的人。

由此，它所扩展的认知学意义是：在 MDSs的

未来化生存中，“交往的具身”不仅与物相调谐，

也是通过交往而生成的，最终，交往的自我性超

越了交往的具身，它具有自我想象、亦有虚实相

间，且是可联结、可接替的，此即数字交往的分

身性。以下是一些有关分身性的更为具体的定性：

（1）分身性是离散的，从属于多重的感知、

身份、行动和交往律，因此具有 MDSs条件下的多

重自我，是一种“离散的分身”。

（2）分身性在具身意义上是及物的，这带来

两种认知判断：a.特定的实践性与特定的具身性之

间，是互相影响的，也是互相定义的；b.在 MDSs

的分身链条上，特定的具身，仅当交往人涉入特

定的实践时，才可能现身。

（3）分身性是生成的，随交往的剧情而生长，

因此是“演化的具身”。虚拟的交流 -行动逻辑与

现实的交往人之间，也有不断互馈的调谐。

（4）分身性是在 MDSs中迁徙的。个体的分身

之间既可连接、也可相互接替，因此它是自主 -

自适应的，是一种调谐与演化———如本文开头所

说，它也必然是交往人“观察学习”的结果。

六、分身认知，与数字交往的认识论

从哲学叙事来说，一种具有虚幻感和不确定

性的分身时代正在到来，它是可编辑开放、孪生

拟真、高沉浸度社交、创造性游玩的虚拟情境，

也是人 -人、人 -物、人 -物 -系统之间互为意

向性的 MDSs时代。

仅从人的意义上来说，虚拟情境里的互为意

向性，意味着既往的认识论中的主体正在逐渐弥

散，取而代之的是处于互为体验、互为实践，因

此也互为唤醒的主体融合。我由此感到， MDSs时

代的“分身”认知，其方向只能是复杂性认识论：

交往人对世界的认识，必然是一与多、虚拟与现

实、先验与后验的统一，也因此才会成为一种调

谐与演化的生成。

在本文的上一篇里，我写道：DAT是要将新

传播视为一个即时实践的、虚实混合的交流系统，

这将有助于重新发现理论。[34]———我们在此讨论真

身、具身、化身等形形色色的分身，但旨趣不限

于身体。本文的思考框架是具身哲学，但理论的

目的却在认知的省思，其主要对话人是现象学与

伊德的技术哲学———以下试举数端，作为余论：

（1）“演化的具身”“离散的分身”这些判断，

其所定义的交往人在某种意义上也超越了具身性，

因此，看上去是非现象学的。不过，重读梅洛 -

庞蒂的话：“没有内在的人，人在世界上存在，人

只有在世界中才能认识自己。” [35]我相信，如果他

本人身处今天这个数字化的语境，或许也会认可

这些结论。

（2） DAT定义了人 -物 -实践融合的交往人，

并以此为同一性主体来讨论数字交往，这与伊德

的技术中介性哲学有差异，他所反复强调的是

“技术是我们经验世界的方式的中介”“具身或者身

体的意向性通过人造物，以独特的技术中介的方

式，扩展到周围的世界” [36]。不过，我要重复一

遍：我们不能只聚焦技术具身，而要关心完整的

人的具身。我以为，只有以“交往人”式的同一

性视角，将“物”和“实践”嵌入到“人”，才能

体现数字交往以虚实混合所超越的具身，也才能

解释可联结、可接替的分身。考虑到后现象学时

期伊德的经验主义转向，以及他的“（我 -技术）

- 世界”图式，我甚至感到，或许，本文中的讨

论———是更为伊德的。

（3） 分身认知的观念基于动态的、过程的、

多线程的实践，这是一种演化主义的传播学认识

论。伊德写道：“实用主义和现象学都将基本的人

类经验作为分析的起点。我同时也认为后期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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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和梅洛 - 庞蒂都将实践作为基础。” [37]

———他这番话是在回顾和肯定自己的“具身关系”

概念时说的。而我以为，动态的、过程的实践，

并非“具身关系”所能指代。我并且以为，在面

向未来的数字交往时，只有在 MDSs的语境中批判

性阐释分身性，才能接续实践哲学的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具身理论蔚为潮流。其奠

基文献主要来自哲学和认知科学，但其思想纲领、

学术议题已成为了对各类学科均具理论迁徙意义

的方法论。

对此，李恒威、盛晓明曾做过一个全学科的

俯瞰：“在认知发展领域有西伦（E. Thelen）的工

作；在语言学领域有莱考夫（G. Lakoff）和约翰逊

（M. Johnson）的工作；在机器人学领域有鲍拉德

（Ballard）、黑霍 （Hayhoe）、普克 （Pook）、和劳

（Rao）的工作；在神经科学和动力学领域有西伦、

盖拉德 （T. van Gelder）、希尔 （Chiel）、比尔

（Beer）、埃德尔曼（G. M. Edelman）；在哲学领域

有克拉克（A. Clark）、瓦雷拉（F. J. Varel）、汤普森

（E. Thompson）和罗施（Rosch）的工作；等等。”[38]

在此文提及的代表性学者中，克拉克 （Andy

Clark）是最早涉及具身嵌入认知（embodied em-

bedded cognition，EEC）研究的学者之一，我们可

以从他的一本书中窥见具身哲学研究的广延性之

一斑，这部名为 Being there: Putting brain, body and
world together again的著作被简介如下：“大脑、身
体和世界在循环因果关系和扩展计算活动的复杂

联系中统一起来。……这些新工具和技术是理解

新兴的具象思维科学所必需的。克拉克汇集了机

器人学、神经科学、婴儿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思

想和技术。”[39]

当我们思考数字交往时，大概，类似的学术

视野也是免不了的。

彼得斯曾提到基特勒（以及麦克卢汉）的一个

观点：“媒介之研究”（media studies）应该成为意

义更广泛的“研究之媒介”（media of study）；媒介

研究应该是各种领域之领域 （a field of fields）、

“后领域”（post-field）或“元领域”（mass-field），

我们可以用它来重新组织或者囊括所有其他领域。[40]

为此，我同意他们———基特勒、麦克卢汉、

彼得斯———的意见。

在本文中，DAT 有两个相关联的讨论主题：

（1）数字交往时代人与物、与系统和环境在交往

端的融合，以及交往人的导向性价值。这一主题的

意义在于，数字技术的未来，包括正在崛起的元

宇宙科技，在本质上并不止是技术问题，还有人

的哲学问题，我曾多次提到：希望与数字交往技

术发展形成对冲的哲学，是数字人本主义。（2）另

一方面，关于数字交往的 MDSs研究，其理论前景

是：虚拟、实践、变易、扩展的“分身认知”。我

希望这一路径，能成为对交往人（及至对未来的

数字人、虚拟人、赛博格）的认知的解析———以

此来丰富那种调谐与演化的元认知，并且，为

DAT添加一种更具解释力的后现象学结论。

此时此刻，我们正处在数字文明裂变的前夜。

一切数字交往的思想，一切坐待天明的讨论，无

非还是要寻求对下一个不确定时代的理解。或许，

某种关于未来的确定性，已蕴藏在我们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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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宇宙：从小说想象到产业概念延伸的问题提出

在 1992年出版的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作者斯蒂芬森创造了

一个与以往想象中的互联网大不相同的空间，称其为“元宇宙”（Metaverse） [1]。

小说描绘的元宇宙是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和现实社会紧密联系的三维数字空

间，人类通过 avatar（网络分身，也称数字替身）生活，其中主人公 Hiro是现实

世界中的一个披萨配送员，也是虚拟空间中首屈一指的黑客。2009年，电影

《阿凡达》将 avatar的概念以更具象化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眼前。直到 2018年，斯

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头号玩家》为理解元宇宙提供了更简洁的方式，影片中虚

拟空间“绿洲“是元宇宙的具象化展现。身份、朋友、沉浸感、低延迟、多元

化、随地、经济系统和文明这些元宇宙的主要特征[2]，均在《头号玩家》中得到

了体现。但无论是斯蒂芬森还是斯皮尔伯格作品中的元宇宙，都是基于文学和电

影创作的想象，对于当时的大众而言仍是遥不可及。

2021年，元宇宙作为一个互联网产业概念受到广泛关注，2021年也被视为

“元宇宙元年”[3]。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宣布改名为 Meta[4]，表态计划在 5年内

转型为“元宇宙”公司，其还收购 VR领域著名公司 Oculus Rift，将 Oculus定位

成“硬件 +操作系统 +内容生态 +应用商店分发 +社交”的下一代超级平台。

沙盒游戏平台 Roblox（罗布乐思）作为第一个将“元宇宙”概念写进招股书的公

司，成功登陆纽交所，上市首日股价上升 54.4%，市值飙升至 372亿美元。[5]Epic

Games获得 10亿美元投资，用于 Epic和 Metaverse开发。[6]韩国科学技术和信息

通信部发起成立了“元宇宙联盟”，联盟包括现代、SK集团、LG集团等 200多

家韩国本土企业和组织。[7]

元宇宙：具身传播的场景想象
张洪忠 斗维红 任吴炯

摘要 元宇宙是用户以数字人形态进入虚拟空间活动的一种场景袁 是从小说想象延伸至产业的概念袁 正在
被设想为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势遥 本文认为元宇宙是典型的具身传播袁 是基于 VR应用基础上的游戏与社交
深度融合的场景再造遥 基于此袁 本文进一步从具身传播视角分析了互联网三个演变阶段院 感官的 野看得见
听得着冶尧 触觉的 野感受到冶尧 意识与身体的 野想得到摸得着冶袁 而元宇宙就是第三个阶段的大脑意识带动
身体融入虚拟空间的场景想象曰 并进一步从空间尧 时间尧 规制等角度分析了元宇宙不是一个虚拟的伊甸园
再造袁 以及如何看待人与元宇宙技术的关系遥
关键词 元宇宙曰 具身传播曰 游戏曰 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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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想象到产业概念，究竟该如何理解元

宇宙？目前的产业、研究均还处于探索阶段。已

有文章认为，元宇宙又称为全真互联网、共享虚

拟现实互联网，是一种超越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

的超级数字场景，而人依然处于元宇宙场景中的

关键位置，并能够借助数字孪生、区块链、虚拟

现实等技术支持，实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社交、

经济、身份等的融合。[8]场景化、身体参与、虚拟

身份、沉浸式社交、游戏互动、情绪体验是元宇

宙的重要特征[9]，这也正是技术环境影响下具身传

播的需求与体现：现实空间与虚拟场景交织，肉

身和虚拟身份相融。因而，在元宇宙场景中身体

既是连接两个世界的介质，承担认知、体验、情

感、心智的物质实体，也是进行游戏、交往、交

易的虚拟身份载体。元宇宙实则成为用户身体参

与并进行传播活动的场景，而远离身体参与的元

宇宙只会成为了无生机的技术空壳。

对元宇宙描述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身体深

度介入虚拟场景之中是元宇宙一个核心特征，本

文试图从具身传播视角探讨四个问题：一是元宇

宙的具身传播特征有哪些？二是元宇宙场景建构

的形态是怎么样的？三是从互联网与身体关系角

度，考察元宇宙在互联网发展脉络线上的坐标位

置在哪里？四是讨论元宇宙是不是一个虚拟空间

的伊甸园再造？

二、作为具身传播的元宇宙特征

具身性是一个跨学科概念，近年来学者们将

其逻辑纳入了传播学研究。具体来看，具身指

“身体通过意向性与世界和他人达成的一种实践过

程，所谓意义、理解和沟通都奠基于这种身体实

践过程”[10]。身体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概念，而是能

够支撑人们进行精神交往的实体，开展社会生活

的中介，沟通外部世界的主体性媒介。[11]具身传播

要求身体必须在场，能够对在场的其他事物产生

影响，并与在场的其他身体发生作用。[12]简言之，

具身传播即人的身体参与传播过程与活动，主要

包含两个维度：一是肯定身体在信息流动与接收

过程中的物质性地位，能够帮我们理解技术包裹

下的传播与身体叙事问题；二是承认身体观念在

意义生产与维系中的基础作用。[13]

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媒介技术、媒介全面

渗透并嵌入人类生存环境，以及技术环境对时间

和空间形式的改造，具身传播正在体现为一种人

与媒介、技术之间的交互生成关系。[14]Roblox提出

了元宇宙的八个关键特征：即 Identity（身份）、

Friends（朋友）、Immersive（沉浸感）、Low Friction

（低延迟）、Variety（多样性）、Anywhere（随地）、

Economy（经济）、Civility（文明） [15]，表明元宇宙

不仅仅是一个人类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的平台，也

是一个用户以数字人身份扮演、与现实世界一样

可以交友与交易的多样化空间。在元宇宙场景中，

技术嵌入身体实现人机交融，身体对接到虚拟场

景之中，表现出具身传播的特征。

（一）技术发展推动了人机交互向人机交融的

跨越，用户身体发展成为网络化身体

网络化身体是指被接入网络，成为网络延伸

的身体，其展示的是被整合进互联网运作体系的

身体与具身传播。[16]网络化身体能够将人类与技术

的双重逻辑、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双重行动连

接起来，使其彼此交织互嵌。本质上，网络化身

体也是为技术所穿透、数据所浸润的身体，是技

术与人的融合创造出的新型主体，正在成为一个

终极媒介。[17]网络化身体呈现的不是麦克卢汉所谓

的“媒介是人的延伸”，恰恰相反，“人是媒介的延

伸”，人的各种器官正在成为媒介。在具身传播

中，身体是网络空间中的数据生产主体，其本身

亦是网络空间中的数据，身体的即时位移、变化

都将在网络空间中得到及时体现，作为数据信息

扩散至网络空间。[18]

在元宇宙场景中，通过连接在身体不同部位

的传感器和 VR等终端设施，技术嵌入身体，身体

能够感受到场景刺激，身体的动作也可以反馈到

场景之中，成为信息交流的一个构成部分。也就

是说，将身体变为传播体系的一个部分，用户身

体不再是简单的生物实体，也是虚拟空间的一个

信息交流符号。同时，在元宇宙中被卷入的不仅

是用户的身体，更包括其认知神经系统乃至心智。

此外，脑机接口在元宇宙发展中的需求更是体现

出身体深度参与传播。整体来说，元宇宙是更为

专题：元宇宙与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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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意义上的 UGC（用户生产内容）平台，用户

能够不断通过身体创造、分享内容，扩大数据信

息增量；同时，被数据化的身体同样作为信息资

源在元宇宙中流动，用户的偏好、兴趣、社交痕

迹均持续存在于元宇宙空间中。

（二）从离场到在场，身体在传播实践中逐渐

实现持续性在场

过往研究长期将身体置身传播之外，如沉默

的螺旋、第三人效果等理论考察的是大众传播媒

介对受众态度、意识的影响，忽视了身体是否在

场的问题。进入互联网时代，传播中的身体被逐

渐采纳后，在场与离场的问题直接凸显出来。有

观点认为，传播实践中物理层面的身体一直是在

场的，包括彭兰所说的虚拟社交中身体部分间接

在场。[19]进一步地，随着技术深度嵌入身体，线上

线下拉扯，移动互联促使远程在场替代时空在场，

虚拟现实造就知觉在场，数字孪生成就分身在场[20]，

使得用户即使离开虚拟空间处于现实世界，也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场。以短视频戏仿为例，用户

的在线身体将短视频中戏仿人物的意识情感带入

到现实生活中，这一传播过程身体持续在场。

在元宇宙中，身体持续在场的问题更加凸显。

其一，身体通过连接各项技术进入元宇宙，用户

在现实世界的经验、知觉、情感一并被带入进去，

并且会进一步创新再造；用户在元宇宙中的认知、

情感、经验等也会被同等带入到现实世界，导致

元宇宙传播环境下的用户肉身持续在场。其二，

在数字孪生技术支持下，尽管无数个从肉身分割

出来的数字分身能够以多元身份同时进行社交、

娱乐、购物、运动等活动，但这些用户的物理身

体始终在场。同时，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元宇宙

中成为多重媒介的延伸，综合作用于用户更加逼

真的感知体验。总体而言，肉身在元宇宙所创造

的数据、被数据化的肉身经验作为信息和资源处

于传播状态，顺着关系网络扩散，促使元宇宙场

景中用户的身体持续在场。

总之，作为具身传播的元宇宙具有几个特征：

一是用户以数字人身份参与活动，每个用户有一

个独有的数字身份；二是元宇宙有经济体系，可

以产生经济交易行为；三是元宇宙是一个可以社

交和游戏的空间，有多样化的公共空间特征。一

句话，元宇宙是身体高度沉浸的虚拟空间。

三、具身传播的场景建构：VR技术之上的游戏

与社交的融合

元宇宙特征具化到互联网产品形态，实质就

是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的融合。虚实相融、时空

再构是元宇宙概念中的核心命题，虚实相融是元

宇宙的外在呈现，时空再构则是内隐特征。[22]从这

两个命题来看，元宇宙通过用户的网络化身体连

接了虚拟和现实两个空间，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

连结，从而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场景。具体而言，

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上能够呈现出多重叠加的场

景，如过去的场景呈现在未来，他处的场景呈现

在此处等。进入初步发展阶段，这种场景实际上

更多是面向游戏和社交领域，为后人类时代用户

身体进入传播视野提供了实践场所，正如喻国明

提出的“游戏形态既是元宇宙运作的基本范式，

也是元宇宙中社交互动的基本机制”[23]。元宇宙提

供的丰富场景具备高度沉浸感，为游戏和社交的

深度交融提供了空间。

首先，游戏可能是最接近元宇宙的形态，其

作为人类根据现实世界模拟、延伸出更为广阔的

虚拟世界，支持每一个玩家以虚拟身份生存与社

交。 [24]从 2003年现象级游戏 Second Life（第二人

生）问世引发轰动，到 2021年 Roblox元宇宙游戏

开发与创作社区上市，以及 Roblox启动“一起创

造元宇宙”罗布乐思全国创作大赛，预示着元宇

宙游戏属性的社会化呈现与商业化延伸。当用户

开启元宇宙游戏时，通过连接各类可穿戴设备以

及使用功能按键，肉身劳动帮助其进入游戏场景；

而在游戏场景中，由于技术可供性，用户拥有独

特的空间叙事以及身体沉浸、交互经验，其身体

参与经验不断反向塑造游戏场景性质[25]，真实肉体

和虚拟身份叠加后共同提升游戏体验。

其次，无论是元宇宙中的游戏本身或是游戏

之外，社交始终是主旋律。不同用户进入元宇宙

便必然存在身体间性的问题。具体而言，身体间

性主要指身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不同传播形态中

构建和展开，强调交互双方在“彼此共存”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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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互动方式[26]，突出了社交的重要性。元宇宙作

为一种为用户提供沉浸式交互体验的全真互联网

空间，正是在为用户塑造适应双方需求的“彼此

共存”社交场景，将人际、人机互动置于场景的

核心地位。元宇宙场景一个主要功能是不同用户

进入共同场景分享信息、聆听音乐、观看视频、

交流互动，用户的数字身体也参与到场景中多模

态信息的生产与互动，是虚拟空间的咖啡厅、茶

馆、桌球厅等休闲场所。

第三，游戏与社交融合的场景搭建在 VR终端

之上。建立在 VR技术之上的元宇宙场景开始小荷

露尖，已经具备元宇宙的雏形。如 2018年的一篇

文章就描写到，VR打破了屏幕制造的空间障碍，

能够将不同地方的人连接到同一个空间中，实现

在场的沟通。以 Alt-Space为例，用户进入应用创

建角色后，会发现应用包含一些常用场景，例如

聚会、开会、BBQ等；在主舞台类型的房间，用

户可轮流上台发言，也能通过表情来传达想法，

例如鼓掌、发出爱心等互动；用户既可以与陌生

人沟通与交流，也可以和现实中认识的朋友一起

聚会。[27]这些场景虽然还很简单、初步，但已经显

现数字人社交的意味。此外，在 Steam 平台上的

VR游戏同时也是一个社交平台。这种互联网新形

态打破了空间距离的制约，使得用户以数字人形

态相聚虚拟场景。

四、具身传播实践的产业动力

互联网产业要发展，互联网公司要获得市场，

就需要在技术推动下不断满足用户需求，获得用

户数量，维护流量。从互联网与人的身体关系角

度来看，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趋势就是一个不断向

人的身体嵌入的历程，通过不断强化用户体验感

来获得市场。而元宇宙是互联网发展趋势的一个

未来场景想象。从具身传播这一视角出发，本文

将互联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一）“看得见听得着”：互联网对身体延伸效

应的放大

互联网的产品升级更多借助通信技术的升级

换代来推动。从 1G到 4G代际演进的角度来看，

相对应的互联网产品不仅在传播内容形式和传输

速率层面演变升级，而且更多关注身体参与传播

实践的问题，探索媒介产品在心智、身体和环境

层面的一体化交互。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媒介产品的升级主要表

现为“看得见听得着”的感知体验特征。原始社

会中部落人身体全部的感官系统与环境及群体存

在深度卷入的关系。 [28]文字、印刷技术的先后出

现，使眼睛独占感知优势，人类身体的感官系统

被分割、远离环境，人在使用媒介延伸身体感知

的同时，也产生离身感危机。在电子革命开启之后，

人类的感知呈现出逐渐再平衡、部落化趋势。[29]以

网络通信技术代际演化为脉络来看，1G技术指以

模拟技术为基础的蜂窝无线电话系统，只能传输

语音流量，相对应的媒介产品有公共电话亭、BB

机。2G技术以数字语音传输技术为核心，开发出

能够执行短信文本传送的手机。这两个阶段的信

息传播形式仍局限于文字符号，人类感知器官从

眼睛主导的局面转向了眼睛、耳朵共同主导，但

身体其他感知器官依旧“缺席”传播活动。3G技

术将无线通信和互联网等通信技术全面结合，出

现微博、平板电脑等媒介产品，人类身体部分参

与到传播过程中，如身体形象作为图片和视频的

内容、不同音色的人声作为音频的组成等，但文

字依旧是主要信息形式。4G技术最大的数据传输

速率超过 100Mbit/s，可以提供高性能的汇流媒体

内容。在 4G时代，早期推出的微信、Facebook能

够支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模态信息

的传输，人类的嘴巴开始参与传播过程，但眼睛

与耳朵依旧占据感知系统的主导地位。而 2016年

推出的抖音和 2017年推出的 TikTok等短视频直播

平台，在内容上以身体符号的展示为主，其传播

模式也呈现强具身的特征。[30]一方面，内容生产者

的身体参与表演，身体影像的展示是其内容生产

和意义创造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观看者不仅

调动眼睛、耳朵参与视频，也能够基于感知的身

体经验，重新建构自身认知，模仿、翻拍视频作

品并传播给更多观看者。

有学者认为，自印刷技术出现后人类通过技

术革新、媒介升级不断延伸人体一部分感知，而

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人类的感知系统也被分裂、

专题：元宇宙与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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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31]其实，互联网技术让身体更大程度参与传

播过程，从麦克卢汉的“身体延伸”说法来看，

这一阶段的互联网技术将人的身体进行了极致化

的延伸。

（二）“感受到”：新兴技术构建多维感知融合

的沉浸式传播

彼得斯说：“身体不是可以抛弃的载体，在一

定的意义上，身体是我们正在回归的故乡。”[32]以

VR/AR/MR、交互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

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近些年发展迅速，应用

于信息传播领域不断驱动人类对自身心智、身体

与环境的日常交互进行模拟、仿真甚至再造，将

人类声音、触觉、肢体等器官纳入传播过程，沉

浸式传播由想象变为现实，进一步突出身体在传

播过程中的重要性。

新兴传播技术本身具备明显的具身属性。首

先，智能音箱为代表的智能语音技术广泛普及，

嘴巴作为感知器官更多地参与到身体与环境的交

互中，人类感知器官的维度开始从眼睛、耳朵延

伸到“说得出”的嘴巴。以 VR/AR/MR和 3D渲染

等交互技术能够营造出尽可能逼真、方便观察与

想象的虚拟空间；而人类身体中镜像神经系统的

存在，能够帮助人类通过“观察”和“想象”这

两个知觉与思维过程将人类与物质世界交互过程

中获得的知觉经验模拟到虚拟空间。 [33]近年来，

VR/AR/MR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将人类触觉、肢体

等器官与虚拟世界连接起来，为用户提供更沉浸、

更全面立体的交互感，并致力于将完整性的身体

感官系统与虚拟环境中技术、其他用户、多元场

景等要素连接起来，身体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成为

虚拟环境中网络连接节点。[34]

同时，身体参与传播将产生海量多模态信息

数据，而智能信息技术是实现信息高效计算和及

时传输的重要手段。具体来说，在沉浸式传播过

程中，身体本身即数据，其在虚拟场景中的触觉、

肢体运动、位移等变化既生成了大量多模态数据

信息，也需要被及时、真实的可视化呈现，这些

传播活动的实现都必须借助于强大的计算、传输

技术。高速低时延的 5G通信技术和智能自动的人

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解决 VR/AR/MR应用中多

模态信息的传输时延、感官眩晕问题，更能够将

用户传播活动的海量数据的计算、存储、渲染处

理等转移到云端，提升信息计算的智能化和传输

的时效性。此外，云计算技术能够为用户双重身

份与双重场景的传播活动提供强大的算力基础，

提升沉浸式传播场景中海量数据的计算效率。

无论是智能音箱，还是 VR/AR/MR传播实践，

都是借助新兴技术的具身性优势，将人类感知环

境的途径由“看得见听得着”的视觉、听觉感官

延伸到“感受到”的触觉感官，身体感知系统的

参与也更趋于多元立体。基于多维感知融合的沉

浸式传播也使人本身成为一种媒介，身体与技术、

感官与媒介的交互持久深入。[35]

（三）“想得到摸得着”：大脑意识带动身体融

入虚拟空间的场景想象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将逐步经历肢体延伸、

中枢神经系统延伸和意识延伸三个阶段。[36]互联网

仅仅有体感的沉浸式传播是不够的，技术还需要

更深地嵌入身体，下一步发展方向就是对人意识

的嵌入。VR/AR/MR等交互技术实现用户虚拟身

体、认知系统与虚拟场景的嵌入交互，安放在身

体上的传感器能将大脑的指令传给身体，将现实

身体与虚拟身体糅为一体，既能“想得到”，也能

“摸得着”。

从身体角度来看，1G到 4G时代互联网产业

推出的产品与服务实现了媒介对肢体的延伸，从

眼睛、耳朵向嘴巴、双手乃至全身，更多的肢体

器官参与到传播中。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

5G时代，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身体观更加重视身

体在智能行为中的作用，强调以具身认知的范式

优化人工智能技术。 [37]与此同时，继智能语音技

术、智能触控技术后推出的图像识别技术、知识

图谱技术将媒介由肢体延伸转向认知延伸的实践，

中枢神经系统得以在传播活动中延伸。 [38]不难发

现，未来互联网产业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

人类传播活动从离身到具身、从感知器官到全身

系统、从身体到心智的不断卷入。

作为多项互联网要素有机融合的应用新形态，

元宇宙将促使人类身体、心智在传播中的深度卷

入。具身传播强调心智、身体和环境的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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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因此场景打造也是具身传播实践中重要一

环。[39]场景化是元宇宙的一大特征，但元宇宙并不

同于电子游戏中已被预设的固定场景，其同时具

备去中心化、开源开放、创新创造的特征，支持

参与者自我创造运营。[40]区块链技术的核心优势是

去中心化，能够实现不同用户在元宇宙场景中身

体与场景的深度嵌入。[41]数字孪生技术能够实现不

同形式的数据资源以孪生化形式在虚拟环境中重

构，通过空间映射聚类于特定空间中，参与场景、

用户等要素构建。[42]此外因此，在元宇宙的发展场

景中，用户能够运用现实社会的经验和虚拟环境

中新的认知，通过想象与创作生产新的经验数据，

将“意识所想”转化为“感官可达”，创造更多的

原创场景与更佳的具身体验。也即是说，元宇宙

场景不仅能够满足人类身体感知、神经认知，更

能实现意识想象的“具象化”。

到目前为止，互联网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

嵌入人类身体的历史，从感觉器官到触觉，从外

在体感到内在意识，其目的始终围绕如何获得用

户和留住用户的产业发展需要。互联网嵌入人类

身体的速度还在伴随技术的加速迭代而不停加快，

当前正在进入元宇宙的意识阶段。

五、元宇宙是远离现实的伊甸园吗？

从目前对元宇宙的愿景描述来看，元宇宙为

用户提供了自由、包容共享的空间，用户在元宇

宙里游戏、社交、消遣甚至工作等，这种描述近

似于人类正在创造一个虚拟空间的伊甸园。但目

前技术真的可以创造出这样一个伊甸园吗？答案

是具备技术潜力，拥有技术基础，不过还需要更

多时间来寻找模式。进一步发问，即使技术实现

了元宇宙的场景搭建，元宇宙会是一个新的伊甸

园吗？

（一）人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而完全生活在虚

拟空间

从物理层面出发，无论元宇宙发展成为何等

全新社会空间，创造多少供人类数字化生存的场

景，用户的肉身如何被深度卷入元宇宙场景，现

实社会始终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短时期内，人类

不可能脱离现存社会的物质、制度、秩序、系统

而永远虚拟存在于元宇宙中。进一步看，现实世

界的社会关系也会在虚拟空间有程度不一的呈现，

元宇宙并不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大陆，而是一个人

类现实社会延展的空间。

（二）人的时间是限定的，注意力会成为一个

突出矛盾

无论是心理学、管理学，还是经济学、传播

学等学科，注意力作为一项有限稀缺资源的论断

均得到了普遍认可，注意力分配成为一个被广泛

关注的学术问题。人每天时间都是设定有限的二

十四小时，分配在某一个空间的时间多了，另外

一个空间自然就少了。元宇宙的虚拟空间与现实

社会必然会面临时间冲突问题。如同当前的 VR沉

浸式传播中，用户一旦戴上设备与头盔注意力就

会被锁定，导致很难抽离出来。[43]再如目前已经成

为社会问题的游戏成瘾现象，注意力分配是一个

很难平衡的问题。即使用户身体完全专注于元宇

宙，注意力的稀缺性导致用户同样需要对其进行

分配，元宇宙场景会进一步争夺用户远程在场、

分身在场、虚拟在场身体的注意力。具体来说，

元宇宙场景中，身体面临游戏、社交、购物、学

习等各种五花八门的议程，即使分身在场也很难

同时高效实现游戏、社交、交易，而用户的议程

排序和注意力的分配恰恰会影响场景发展与收益。

因此，用户在在场行为和商业逻辑的竞争下，注

意力争夺只会愈演愈烈。

（三）有人交流的地方就需要建立伦理法规才

能良性运行，元宇宙如何依据技术特性来建立伦

理法规还没有起步

元宇宙需要怎样的权力结构？良性的权力配

置能够保障用户身体在其中的沉浸式体验效果。

在身体参与的传播过程中，管理规范和制度能否

保障用户肉身控制自己身体的各个感官以及身体

生产的内容值得关注，因为这关系到用户在多大

程度上不受其他因素约束，实现技术对具身传播

的最大赋能。用户最核心的隐私问题如何保护？

甚至有文章认为互联网所积聚的庞大数字消费者

的数据都是侵犯隐私的[44]，社交媒体时代备受关注

的大数据被遗忘权充分体现了隐私保护诉求，进

入元宇宙场景这一问题只增不减。隐私对象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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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用户的肉身数据，也包括虚拟身份信息，还包

括虚拟身份在游戏、社交场景中生产的远离肉身

的内容。当出现用户隐私被侵犯的问题，是依据

现实社会的法律法规处理还是需要一套独立的评

判标准？此外，现实社会与虚拟空间中的网络诈

骗、网络犯罪也会趁机进入元宇宙。虚拟身份触

犯法律法规时，是否需要追责场景所属方？多大

程度上追责用户现实生活中的肉身？责任如何划

分？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和预警，元宇宙也

可能终将成为一场空梦。

（四）元宇宙经济体系如何建立也还停留在想

象阶段

用户进入元宇宙的游戏和社交场景购买游戏

道具、游戏身份、好友之间赠送礼物等，需要通

过场景内的统一货币进行数字化交易，要求建立

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但也要与现实经济系统即

区别又相联系。还有一个问题是，元宇宙是一个

自由、包容、共享的场景空间，用户可能会将现

实社会以及肉身的认知、经验、记忆带入，基于

此在元宇宙生产多模态信息、创建场景，导致出

现侵犯肖像权、著作权、商标权等法律问题。同

时，海量级别的信息在元宇宙中经由复杂社交网

络传播扩散，很大程度上信息不仅会脱离肉身，

还会脱离虚拟身份，传播关系的复杂性造成信息

溯源的挑战，这种情况导致误用、盗用他者信息，

随之出现的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也相当棘手。

总之，一方面元宇宙离不开现实世界，与现

实世界有千丝万缕联系；另外一方面元宇宙空间

也需要建立伦理法规与商业规则，一样有制约存

在。也就是说，元宇宙虽然是一个新的全真互联

网空间，可以建立新的规制，但很难从总体上成

为一个远离现实的伊甸园。

六、讨论：人与元宇宙技术的关系

展望互联网发展未来，技术驱动的元宇宙将

用户带入全新的虚拟世界，用户能够通过网络化

身体在元宇宙中实现数字生存，肉身产生多模态

数据，数据化的身体又存续于多个场景。如何看

待元宇宙的具身传播影响？人会成为技术创造物

的奴隶吗？身体与灵魂会分离吗？甚至我们的意

识会分裂在现实与虚拟两个空间吗？对于这些问

题有两种思考范式：

一是从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来看，互联网正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未来元宇宙对

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会有决定性影响。虚拟

空间不断统摄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社会，形塑社

会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及用户层

面的人格、经验、情感、认知等方方面面。随着

人类身体愈发深入地卷入元宇宙，经由身体中介

后，虚拟身份对真实肉身产生作用，用户从元宇

宙中的各种习得会逐渐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在未

来的一段时期内“互联网 +”就完全变为“元宇宙

+”的理念，元宇宙会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全

新塑造场域。

二是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看，技术与社会处

于相互影响的过程，人的作用仍然是主要的，技

术只是工具。单以人工智能技术而言，技术是社

会中的技术，其在不同社会条件、社会制度下的

运用，能够带来不同的社会结果，而这还取决于

使用技术的目的、能力等因素。[45]对元宇宙而言尤

其如此，无论肉身如何被卷入虚拟空间，现实社

会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性基础不会改变。数

字孪生、区块链、大数据等多重技术的叠加意味

着需要更多社会条件、社会制度的吻合，以及人

类对多重技术的深刻理解，而这又会受到普通用

户在现实社会中认知差异、行为差异的影响，必

然导致技术与社会的不协调与冲突。一句话，技

术毕竟是工具，是由人掌控的，并不能从根本上

影响人类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辅助品。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指出：“媒介对交流实

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参与者在交流中的亲身在

场是重要的……只有凭借这个物质载体，我们人

类才能够彼此参与和从事共同的事业。”[46]这一观

点充分肯定了身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人的身体

深度嵌入互联网场景之中是一个发展趋势。然而，

有必要保持清醒的是，未来元宇宙如何进一步整

合技术，如何连接、重组万事万物，如何解构现

实社会、形塑全新社会形态，仍然处于一定未知。

另外，元宇宙并不是互联网产业方向的唯一

可能，也不排除其他产业模式崭露头角、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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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可能。比如 2011年 2月 KPCB风投公司 John

Doerr 提出的 SoLoMo 概念，即 Social（社交的）、

Local（本地的）、Mobile（移动的），曾一度被认为

是互联网未来的发展趋势和产业方向。 [47]但以

Foursquare、街旁、切客为代表的 SoLoMo 应用没

能较好地将地理现实与虚拟连接在一起，其本地

属性不明显，较难实现用户在地理空间的“在

场”，SoLoMo模式也并未成为当前互联网产业的主

流方向，只有社交化的 So和移动化 Mo，并没有本

地化 Lo。元宇宙在当前也只是一种互联网发展趋

势的场景想象，只是这种场景更具有可能性。但

具体如何实现？以什么样的形态实现？这些问题

都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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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伯格的商业新布局骤然将“元宇宙”这一概念推至台前，一时间，对元

宇宙的历史溯源、产业分析和投资建议如蝴蝶效应一般掀起巨浪。但不论是学界

还是业界，最迫切想得知答案的两个问题都是：“何为元宇宙”以及“元宇宙何

为”。

最先发明“元宇宙”（metaverse）一词的科幻小说《雪崩》，将元宇宙限定

“在一个由电脑生成的世界里：电脑将这片天地描绘在他的目镜上，将声音送入

他的耳机中”[1]。作者尼尔·斯蒂芬森所想象的元宇宙，无论形式与操作，本质上

都是一个巨大的且人满为患的虚拟世界，而不是一个具有特定参数和目标的游戏

环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与物理领域并行运作的开放式数字文化。[2]从斯蒂芬森

的文本获得启发，一批开放游戏和虚拟世界被创造出来。然而今天我们所讨论的

元宇宙，绝不单纯地等同于数码游戏和虚拟现实，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它实际上

是一种“元媒介”———在其试图涵盖所有媒介的野心中，蕴含着对传播模式、传

播生态、传播哲学的变革。

一、作为“元媒介”的元宇宙

“元媒介”（metamedia）一词最早由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凯提出，用来指

称个人计算机的媒介特性[3]，意在描述数字计算机作为一种硬件和软件的集合平

台，重新组合和复制了以往的媒介形态。随着其后数字技术的发展，这一概念也

被广泛用来形容具有融合性质的数字媒介，以展现这些新媒介所具备的可供性特

征。因此也有中国学者将元媒介解读为“媒介的媒介”，具体指的是以计算机、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为代表，集互联网与移动终端为一体的新传播平

元宇宙作为媒介：传播的“复得”与“复失”
胡泳 刘纯懿

摘要 元宇宙预示了数字革命序列中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网络整合袁 在昭示着互联网产业大变局之时袁 也
同时宣告着对传播领域的重塑和搅动遥 虽然 野元媒介冶 的概念先于元宇宙而存在袁 但它却准确预言了在
数字时代新旧媒介相互构成尧 相互塑造尧 相互依托的辩证关系袁 基于这种辩证关系袁 元宇宙正在加固一
种 野对传播的传播冶袁 即 野元传播冶 的过程遥 于是袁 作为元媒介和元传播的元宇宙体系以其内在机制和技
术特征为数字时代的传播召回了语境与共识尧 声音与言语袁 同时显影出此前为我们所忽视的媒介的自反
性与基础设施特性遥 与此同时袁 元宇宙也以去身体尧 去真实尧 去开放和去隐私袁 警告着传播在这场变革
中所面临的风险和危机遥
关键词 元宇宙曰 元媒介曰 元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胡泳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袁 北京 100871曰 刘纯懿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
生袁 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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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4]虽然元媒介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总是和数字

媒介挂钩，并借由近几年融媒体的发展、应用生

态的构建以及元宇宙的提出而渐为人所知，但实

际上，从元媒介“作为媒介的媒介”的内涵上来

讲，对元媒介的讨论要先于数字媒介的出现。

虽然艾伦·凯在论述“元媒介”时参照的是数

字计算机，然而给予他以思想启发的却是基于电

力媒介而对新旧媒介进行辩证讨论的前数字时代

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曾提出，

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种媒介。[5]由此，媒

介除了完成对自我的指涉之外，还同时指涉着

“此媒介”与“彼媒介”的关系，也正因如此，

“再媒介化”成了理解新旧媒介之间关系的有效抓

手，即新媒介对旧媒介进行“再媒介化”的同时，

旧媒介也可以“再媒介化”新媒介。这种再媒介

化的过程在媒介的形成和发展中是必要且必需的，

因为“没有一种媒介具有孤立的意义和存在，任

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

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6]。

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深刻影响了艾伦·凯。凯

指出，计算机是第一种元媒介，因为它是第一种

可以复制和整合其他类型的新旧媒介的媒介。之

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数字化的缘故，计算机将其

他媒介作品予以数字化的能力使其在媒介中具有

特殊地位。凯从阅读麦克卢汉中了解到，新的媒

介的设计并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媒介的使用本身

就会改变一个人、一种文化的思维模式。凯想要

的机器是“以一种任何所有者都可以塑造和引导

其力量以满足自身需求的方式设计的……一个元

媒介，其内容将是一系列已经存在和尚未发明的

媒介”[7]。

我们将以前没有联系的不同媒介以一种共同

的数字形式汇集在一起，这重新定义了我们看待

媒介的方式。列夫·马诺维奇指出，关于媒介的现

代话语取决于这样的假设：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

属性，事实上被理解为相互对立。现在，当我们

把所有的媒介放在一个单一的计算机环境中，虽

然并不一定能消除各种媒介所能表现的内容及其

如何被感知的所有差异，但它确实在许多方面使

各种媒介彼此更接近。这种联系的一个明显例子

是多媒体作为一种标准的传播形式的出现，另一

个则是共同的界面惯例和工具的兴起。[8]

当计算机彼此连接成为互联网，后者也被称

作“一切媒介的媒介”———也就是元媒介。其实，

从计算机以后出现的所有新媒介，都是元媒介或

“后媒介”。当麦克卢汉提出，一种媒介的内容总

是另一种媒介的时候，他的错误在于假设了另一

种媒介的内容必须是早期的旧媒介（小说和戏剧

作为电影的内容；电影作为视频的内容）。事实

上，一种较新的甚至眼下还不存在的媒介，完全

可能嵌套在一种较旧的媒介里面，最明显的是那

些预测成像和通信技术突破的科幻电影、虚拟现

实环境、传送装置或尚未发明的大脑植入物。新

媒介的发明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一系列假设的未来，

既有乌托邦式的，也有反乌托邦式的。

元媒介的概念概括了数字媒介的可供性。当

下数字媒介平台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先前所出现的

所有媒介及其传播方式皆可以以数字化的形式共

存于其中，它汇聚了文本、图像、声音、视频等

媒介内容，继承了大众媒介和面对面交流原有的

包含叙事、辩论、游戏等在内的几乎所有互动方

式，整合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不同传播

和交流模式。尤其是伴随着近年来物联网的提出、

大数据的盛行和 AR、VR等技术的发展，自然物

质、历史文物、社会安排也都逐渐被纳入到元媒

介的叙事框架之中。以此观之，今日元宇宙从业

界向学界的蔓延，也再一次预示着“媒介”和

“传播”的公认概念将重新遭遇挑战。

元宇宙作为内嵌在数字革命和互联网技术发

展序列中的“新发明”，和几乎所有的元媒介一

样，作为一种统合性媒介将以往占据人类社会主

导位置的前主流媒介降维至次级媒介和从属媒介。

如果将元宇宙理解为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有所交

互亦互相独立的数字生态系统，那么在这个数字

生态系统中，将存在数量庞大的复合应用程序组

件，这些复合应用程序恰恰构成了媒介集合，只

不过伴随着开源技术的发展，文本变成了可编写

的代码；伴随着沉浸技术的发展，图像、声音和

视频也变为更加逼真的 3D图形、集成化的空间语

音以及模糊了虚拟和现实界限的全息视频。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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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度来看，元宇宙的媒介“野心”在于，当它

将现实世界的所有不管是独立的还是融合的媒介

都吞噬于其中而无所不包时，其代替现实世界为

人类的社会互动和文化沟通创造一个平行宇宙的

承诺，似乎显得更加可信。

二、元宇宙中的“元传播”

当元宇宙改变了传统媒介的存在方式和媒介

与媒介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这必然意味着元宇宙

同时重塑着传统的传播方式、传播目的和传播主

客体关系。笔者认为，元宇宙的内在机制和技术

设定正在加固一种“对传播的传播”，即“元传

播”的过程。

“元传播”这一概念是格雷格里·贝特森在跨

越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以及信

息论、控制论等多领域学科研究后发展而成的，

它的前提是传播远非简单的字面意义上的信息，

“人类的语言交流可以而且总是在许多对立的抽象层

次上运行”[9]。贝特森确定了元传播的两个方面[10]：

其一，人们就编码（codification）进行元传播，也

即，每当新的话题或词汇被引入对话，以及出现

了幽默或讽刺的共同使用，这时交流的编码就会

出现问题；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通过重

复、重新措辞、举例等，在交流过程中找出语句

和表达方式的相关含义。其二，人们就社会关系

进行元传播。交流的性质在人们轮流发言的过程

中大多变得清晰，包括开场白、回应、阐述等等。

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发现有必要明确

地或直接地提出有关人际关系或个人身份的问题：

“你是谁？”“我是谁？”———以及，就这种交流而言，

“我们是谁？”[11]。

这两个方面恰恰说明了传播过程中的两个层

级结构，即借由编码所传递的讯息以及借由社会

关系对讯息的解读。由此，基于元传播这一概念

的解释性也得以体现人类自我意识的形成和社会

关系的构建都受到传播的影响，正所谓“我们都

是传播过程的产物,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多种方式的

纠正与确认” [12]。总的来说，元传播所直面的问

题，是传播内在的对信息“投递 -送达”的焦虑，

是在经由技术中介化了的媒介和借由媒介中介化

了的传播中，传受双方是否可以通过媒介和传播

来身处相同的语境和抵达共同的意义场的问题。

那么元传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消弭此种传

播的焦虑呢？除了贝特森给出的个性化的编码讯

息和对凝结在编码中的社会关系的判断这两个方

面，克劳斯·延森给出的答案是“体裁”（genre），

即“即依托不同的体裁,大众传播建立起与不在场

的对象之间的传播关系”[13]。所谓体裁就是不同媒

介自身所携带的话语惯例,包括主题类型、形式构

成和言说模式这三个方面。在传统大众媒介境况

下，类型化和社会关系是由体裁 （文学、戏剧、

新闻等等）标志和完成的。例如，新闻和广告就

采用独特的准则和惯例，它们内在设定着一种独

特的与受众之间的社会关系———受众同时作为公

民和消费者，被预期地将内容解读为超越当下实

时传播而可以将其转化为后续行动的脚本[14]。

数字媒介作为大众媒介的“后媒介”，既托管

了“古典”的大众媒介如书籍、报纸、电影、广

播和电视，又催生了崭新的媒介形式如博客、播

客、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它也必将创造我们目

前也许还没有预想到的媒介。数字媒介平台通过

对大众媒介体裁和类型的继承与修正，同时也延

续了其内在设定的社会关系和传播脚本。而元宇

宙作为一种元媒介，同样需要以元传播的编码、

关系、体裁为支架，框定出一个支持交流顺利达

成的框架，只不过，元宇宙试图动用后赛博朋克

时代的技术哲学来回答传播中的信息抵达和意义

共享这两个恒久的命题。

若想厘清元宇宙支撑元传播达成的技术内核

和游戏机制，就要回溯“元宇宙”这一概念的源

头一探究竟。从目前学界和业界对元宇宙的历史发

展梳理来看，虽然尼尔·斯蒂芬森在 1992年出版的

科幻小说《雪崩》中确实率先命名了“Metaverse”，

且在当时的中译本中被翻译为“超元域”[15]，但是

从元宇宙的内在设计和运作机制来看，20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文本互动游戏，比如 1974年的《龙与

地下城》（Dungeons and Dragons）和 1975年的《洞

穴探险》（Colossal Cave Adventure）则更像是元宇

宙的“前史”[16]。

《龙与地下城》 是一款结构化但开放性的游

专题：元宇宙与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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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其结构化之处在于整个故事中存在一个玩家

来扮演地下城城主（Dungeon Master），他掌握着游

戏规则的解释权并支持着游戏的顺利进行；而其

开放性在于，与其他以“赢”为目的的竞争类游

戏不同，这是一场参与者合力创作故事的游戏，

并没有明确的“赢”或是“输”，一切以玩家在其

中获得乐趣为核心目标，因此《龙与地下城》的

问世被普遍认为是现代角色扮演游戏及相关产业

的开端。受到《龙与地下城》的启发，《洞穴探险》

将这种开放式游戏的玩法从桌面搬到了电脑上，

由于当时电脑性质的限制，该游戏没有图像和音

乐而只有文字，游戏的背景、事件、人物均以文

字呈现，玩家也通过输入文字与电脑产生持续的

互动以推进游戏的进行。

从桌面互动游戏到早期的电子冒险游戏，再

到后来的虚拟世界、开放式游戏直至当下的元宇

宙，虽然媒介技术愈发精进，虚拟现实的沉浸感

和真实感也愈发逼真，但是在这个被称为元宇宙

或虚拟平行世界的序列中一以贯之的内核就是，

这是一场结构性与开放性并存的交互。如果说桌

面互动游戏交互的结构性和开放性是依托于占据

“地下城城主”的个人来维护和解读规则，同时由

参与者自行创作故事共同推进游戏；电子游戏的

结构性和开放性是依托于游戏开发者预先在软件

中写入的代码，同时由玩家自主键入文字与游戏

产生交互；那么元宇宙中交互的结构性和开放性

则依托于一个标准化的支持互操作性的网络协议，

以及由这个协议连接在一起的各种交互空间的开

源版本。参与者通过这些开源版本来制定整个元

宇宙世界的运行规则、治理方式和争议解决系统。

于是回到前文所述的影响元传播的三个方面

（即编码、关系和体裁），在现实社会中，受到地

理条件、经济限制、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等方面

的制约，在传播过程中，不论是意义的编码还是

人际关系的交往规则，总是难以达成传受双方的

一致和统一，因此“噪声”和“误读”时有发生，

同时左右话语解释框架的“体裁”也总是由媒介

的发言者（以前是大众媒介机构，现在是商业互

联网平台）所设定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力量

将其固定下来，因此交流双方总是带着给定的解

释框架解读谈话的内容，了解谈话的双方。然而，

从目前的元宇宙设想来看，这个平行的乌托邦世

界在讯息编码、社会关系和媒介体裁上都依靠着

参与者层面上的打通、协作和共创。Web 2.0时代

的“用户生产内容”将借由区块链技术和开放源

代码的达成而演进为“用户共创内容”甚至是

“用户共创编码”“用户共创关系”和“用户共创体

裁”等。以去中心化为价值内核的技术将有利于

构建一种分布式决策和分布式传播的新秩序，同

时有助于达成一个犹如在虚拟世界“Decentraland”

中的自治组织（DAO）一样的自治传播秩序[16]。

三、元宇宙的可能性与传播的“复得”

元宇宙依托于其特有的体裁、框架和机制，

构建起了一套与之前大众媒介时代和 Web时代都

不尽相同的传播模式。在传播活动中，如何处理

自我与他人、符号与意义、个体与环境等关系始

终是每一代媒介都无法避开的问题。不同的媒介

在处理以上关系时都会因媒介物质、媒介技术等

原因具有不同的偏向性。而元宇宙作为一种“元

媒介”，在吸纳不同媒介内容和机制的同时，也对

以往旧媒介的偏向性进行了一些调整或是回归，

同时也为未来的传播带来了一些新的面向。

（一）基于语境的共识传播

从元传播理论出发，我们在彼此交流中使用

的代码的意义，也意味着我们关系的意义。这两

种意义都是在语境中确立的。语境是一个非常微

妙的概念，可能微妙到让每天与信息打交道的人

都常常忽略。它是一组假设和关系，而信息是基

于这些假设和关系产生的。它决定了信息的独特

性、分类、关系的重要与否、使用哪些指标来衡

量等等。

数字媒介变得如此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万

维网的出现。万维网成为“数字化生存”爆炸性

增长的培养皿。它意味着我们不必担心自己在哪

个服务器上，或者我们能访问哪个目录。我们可

以只进行链接，以后再考虑结构问题。推动万维

网最初发展的原则是为互联网添加一个协议（即

HTTP协议），以促进开放共享。用它的创造者的

说法（来自蒂姆·伯纳斯 -李），该协议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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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各种信息作为一个节点网络来加以链接和访

问，用户可以随意浏览”[18]。而一旦网络提供了比

以前更容易和更灵活地创造环境的能力，人们就

会使用它，甚至超越它预定的边界。

现在的网络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在专用“网

络浏览器”中看到的东西。超链接的特点曾经只

是将一个比喻性的“页面”链接到另一个页面，

但各种形式的开放 API随即出现，从而轻松、流

畅地联合和混合来自许多不同来源的信息。超链

接的精神意味着所有东西都可以脱离语境而与其

他东西连接，比如我们可以将企业资源管理平台

与流水线连接起来，将地图软件与汽车连接起来，

将射频识别（RFID）芯片注射到宠物狗身上，甚

至我们的运动鞋也可以在全球网络上广播我们跑

了多远，让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网络现在成了基

础设施，我们把它当作自然，就像航运或灌溉。

从此以后，人们将永远要求有能力链接到他们喜

欢的任何东西。

此外，这些技术使我们第一次可以创造一种

由比特而非原子构成的空间。这个空间充满了各

种场所，不仅仅是物理环境的补充或模拟版本；

它们是我们通过发光的屏幕设备访问的一种新的

场所物种。问题是，语境也随之坍塌了：无数的

语境彼此坍塌，成为单一的记录。以视频为例，

镜头在任何时刻捕捉到的图像、动作和话语都可

以被传送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并被永远保存下

来。小小的光学玻璃镜头成为通往黑洞的大门，

将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几乎所有可能的语

境———都吸附到自己身上。

人们在 YouTube这样的应用上面临的语境的

迷失并不局限于视频。我们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

间居住在比特空间里，无论是 Facebook还是企业

的内部网。如果我们用有意义的人类活动发生地

来衡量现实，这些地方就不再仅仅是“虚拟”的

了。它们现在是我们的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万维网为我们带来的语境解绑，现已渗入到

我们的物理环境中。我们认定的具备日常稳定意

义的结构，现在被看不见的连接和行动所贯穿，

这些连接和行动常常以我们不理解的方式改变意

义。特别是在移动互联时代，我们生活于活跃的

数字物体之阵中，它们可以运行我们的经济，决

定我们的财务状况，为我们的出行安排路线，并

建议我们应该在哪里吃饭和睡觉。这些颠覆的发

生，让我们不再能够确认我们环境的基本要素。

我在什么地方？我所在的地方，包含哪些物体，

它们是如何工作的？我是谁，谁能看到我，以及

我在做什么？过去很清楚的东西，现在都一一变

得模糊不清。

元宇宙是否有可能将网络参与者从无上下文、

无语境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当前研究将元宇宙视

作对传播有变革影响的元媒介，其理由是元宇宙

具有的两个显著特征能够令虚拟现实技术突破原

有的束缚，这两个显著特征是：（1）元宇宙能够提

供增强的可视化和模拟能力；（2）元宇宙支持语境

化共现[19]。笔者认为，这两点将成为元宇宙达成共

识传播的技术基础。元宇宙的 3D虚拟信息空间具

有可视性、协同性、持久性和互操作性，为整合

信息资源、融合多媒介内容和实现大数据云计算

提供了一种即时的、共享的社会语境，这种社会

语境将有助于创造一种基于该语境的共识性传播。

首先，从元宇宙对可视化信息的推动上来看，

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必定成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关

键。“沉浸式互联网”一度成为元宇宙的另一种理

解，早在 2008年，关于 Solipsis（法国电信研发的

虚拟环境系统）的白皮书首次发布了虚拟世界网

络系统视角下的“元宇宙”，将“元宇宙”概念定

义为“通过通用用户界面（浏览器）可访问的互

联虚拟世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并将 2D和 3D结

合在一起的沉浸式互联网”[20]。从人类与媒介互动

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处理多维视觉信息的能力

比学习和处理文本信息的能力要古老得多。我们

先在地对 3D真实空间中以视觉图像展示信息的方

式具有适应能力和及时的辨别能力。因此，当元

宇宙以高沉浸性视觉标准用人类早已熟悉和自然

化了的方式提供信息，则必定会为在元宇宙中的

信息的接受、传递与消化提供更加高效的支点。

其次，元宇宙不仅提供了一种在社交、协作

环境中的可视化信息工具，而且还赋予了参与者

构建和修改虚拟空间的能力，以及他们在这些共

同构建的空间中发现“他者”并与其他参与者互

专题：元宇宙与新闻传播

89



ENVIRONMENT驭ECOLOGYENVIRONMENT驭ECOLOGY

动的路径，这代表着构建社交网络和知识网络的

一个阶段性的飞跃。但要想达成这一传播的理想，

元宇宙作为全球性元媒介的基本技术就必须是开

放的和非专有的。有研究将 Web视作开放性元宇

宙的灵感来源，认为元宇宙应该包括一个类似于

当今开源Web浏览器的“虚拟世界浏览器”以用

于浏览其他虚拟世界并在其中发生交互，此外，

元宇宙还要提供穿越虚拟世界上下文的 3D超链接

功能[21]。

理想中的元宇宙应该是一个 3D版的沉浸式的

维基百科，在该环境中，用户将跳脱出当下商业

平台主导下的原子化的互相分裂的个体，而成为

共享更高水平的情境感知的“网络合作者”。开放

式元宇宙的参与者将能够为 3D信息空间提供数以

万计的智力资源，并以多种格式显示和组合内容，

包括文本、图像、动画、视频，甚至是网页、信

息以及技术———以上所有内容都可被每一个元宇

宙参与者即时看到、访问及补充。元宇宙社会对

生产力和创作力的影响，不仅可以促进以虚拟现

实技术为媒介的后赛博朋克时代的文艺创作（如

《第二人生》中的当代艺术实践[22]）；而且也可以促

进公共领域的数字化生成，在更广泛的领域比如

技术方案的设计、法律规则的制定、社会议题的

决策等各个方面，都造成更多“网络合作者”的

原创内容以及方案的涌现，并且在元媒介的技术

支持下，可以随时播散到每一个元宇宙居民的浏

览器中，以完成元宇宙中社会语境的同步搭建。

元宇宙空间必须传达一种不断变化的共享语

境或状态。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语境化和情景

化的实时和大规模共现需要极强的算力才能实现，

而这是Web时代难以提供的。然而，一些对集中

式服务器的设想其实并不是维护这种语境化共识

传播的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案。即使成本较低的

云计算服务的可用性越来越高，实施此类计算基

础设施的财务和环境成本仍然巨大到令人望而却

步，有研究表示 16亿在线用户所需要的服务器成

本就需要每年 200亿美元，这个粗略估计还没有

考虑到电源、冷却、机架空间的成本，也没有计

算碳利用率等问题[23]。因此，若想达到元宇宙社会

中每个化身的每一个行动和意见都传达给其他每

个人，且每一个参与者的动作和意见都可以改变

元宇宙的社会语境，那么就需要一个持续更新的

语境以使参与者保持对共同居住的元宇宙空间的

一致性感知。这将需要新一轮的数字技术革命尤

其是基础设施层面上的技术革命（事实上已然发

生），唯有如此才能使共识传播的理想不仅停留在

话语层面。

（二）基于声音的言语传播

现代社会是基于视觉媒介而建立起来的社会，

可以说现代社会的“自然化”存在、常态化运作

以及合法性来源都是“书写”。19世纪以来，几乎

每一种“新媒介”都是对书写的致敬：摄影是用

光“书写”，留声机是用声音“书写”，即使是今日

不断发展出新技术且创造出无数个新名词的互联

网新媒体，也是用代码“书写”。书写完成了一次

空间与时间的置换———用空间置换时间，因为相

对于时间来说，空间是人类唯一能型塑的对象，

于是当书写媒介中介化了现代社会之前的面对面

传播，“在场”也就成为了一个被各种视听媒介中

介化了的“幻象”。自有信息革命，如何在被各种

媒介中介化了的传播中模拟出在场感，即成为了

数字技术的兴趣和使命。而元宇宙则有望倚重声

音来恢复前现代社区言语传播的沟通优势。

虽然一些早期的实验虚拟环境提供语音通信，

但多年来基于互联网社交模式的虚拟世界仅依靠

键入的文本消息。随着宽带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

和互联网协议语音（VOIP）服务的可用性，供应

商开始在虚拟世界中添加语音频道。言语和书写

作为两种交流方式似乎各有其传播优势，比如，

与文本相比言语有可能产生更大的情感影响，而

文本聊天的非即时性可以帮助传播者更好地管理

自我形象[24]。

元宇宙对基于声音的言语传播的“复兴”，也

引来了持不同意见的声音，意见对立的双方可以

简单概括为“沉浸主义者”（immersionists）和“增

强主义者”（augmentationists） [25]。沉浸主义者认为

虚拟世界是一种“另类现实”，是独立于现实世界

的一种平行宇宙，增强主义者则更倾向于认为虚

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延伸，是作为现实世界

的一个工具、一个平台、一种传播的媒介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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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对立观点的两种人曾把争论的焦点放在虚拟现

实游戏《第二人生》中对语音和声音的使用上。

2007年在《第二人生》中引入语音聊天之后。

由于沉浸主义者希望过一种与现实生活完全分离

的平行“第二人生”，因此他们反对使用语音，并

认为这会泄露他们在该游戏中精心隐藏起来的现

实身份。他们还认为语音是真实世界对“魔法世

界”的不必要的入侵。[26]身份是虚拟世界中的一个

重要问题，对身份的处理影响着传播的各个环节，

在元宇宙中也不例外。物质世界中的个体在元宇

宙中以“化身”（avatar）的形式存在，由化身从事

自我代理，并通过在虚拟世界中进行选择和操作

以及自我意志的表达，形成作者性叙事并在视觉

上呈现给其他参与者。因此有些虚拟世界的参与

者极其看重数字环境中的匿名性，这样才能使他

们得以呈现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性别、年龄、地域

以及其他人口学的特征。但是一个人的声音以及

该声音可能携带的环境音，会传递的不止如此，

还可能包括身份政治甚至是阶级政治等方面的特

征。因此，有人认为在虚拟世界中引入语音通信

会干扰角色扮演[27]，并打破个体存在于虚拟世界中

的目的之一———对现实的逃离。

然而，在一些多人互动电子游戏比如《魔兽

世界》中，语音被游戏玩家热情地拥抱，甚至在

许多游戏公会中声音的使用是强制性的。有研究

表明《魔兽世界》有 60%的成员都在使用 VOIP系

统，因为参与者普遍认为使用语音服务有助于协

调大型团队，并且在一种流动性强的环境下促成

策略的达成，还有一些玩家认为使用语音是一种

让玩家之间的联系更加“个人化”的方式[28]。

对沉浸主义者来说，基于声音的言语交流是

一种“意外传播”，它会带来现实世界环境音的干

扰，会造成交流尴尬以及破坏价值不菲的由技术

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沉浸感，因此，声音成为一

种“现实的幽灵”，这个幽灵借助声音而不断重

返，提示着交流者在现实世界中进行面对面交流

时的恐惧、不安与危险感。而社会性媒介的吸引

力恰恰就在于为用户提供一种可能，降低与陌生

人面对面交流或会带来的尴尬与风险，正如约翰·

杜翰姆·彼得斯所言的“面对陌生人的危险感，人

类文明史就是为协商这类危险而做出努力的漫长

历史”[29]。而对于增强主义者来说，由于虚拟世界

只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补充，因此言语传播会有

助于人们扩展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从而积累

自己实际的社会资本。

而不管从哪个立场来看，其共同点都认为，

基于声音的言语交流是一种增强现实身份、面向

“他者”的传播，它意味着打破书写和视觉媒介对

传播的垄断，因此也部分意味着现代性以来“幻

象”构建的破灭时刻。于是，一场以制造幻境为

目的的元宇宙之梦，借由声音这一窗口给予了现

实介入的缝隙。

（三）基于化身的自反传播

在元宇宙中，物质世界中的身体经由技术化、

数字化、虚拟化处理之后以“化身”的形式存在，

化身也因此成为了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在虚拟社会

中的对应物和代理人。当前学界对化身的定义更

多是其作为一种“虚拟自我”（virtualself） [30]，或者

“自我的延伸”（extensions of ourselves） [31]。“Avatar”

原初为一个印度语词汇，意为“显现”或“出现”，

是一种对神灵进入现实世界的表达。[32]与原始梵文

一样，“avatar”一词的当代用法涉及到将意识转变

成一种新的形式。在今天的网络空间环境中，化

身从作为神灵与现实世界进行连接的中介产物，

转意为作为个体与虚拟世界进行连接的技术产物。

它是一种从人体到数字表征的运动，在既有的虚

拟世界和开放式游戏中，人们将化身作为一种既

“向外社交”又“向内探索”的工具。而在即将到

来的元宇宙时代，化身成为自我的数字化代表，

是具身的数字化表达，目的是在模拟环境中实现

“现实”的交流。

虽说经由数字游戏的洗礼，化身于我们而言

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更多人对化身的认知

也仅仅停留在作为一个自我在虚拟世界中的形象，

因此将其与真实且密集的通信相隔离开来。然而，

随着虚拟现实和感官技术在未来的发展，化身将

突破我们现有技术的局限性而呈现出更加自然、

清晰的身体表达和情感流露。也正因如此，以化

身为先导和介质的通信方式将成为未来网络通信

的一种常见选择。

专题：元宇宙与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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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开放式游戏《第二人生》中，每

时每刻都有成千上万的用户以化身的身份登陆进

来，自由地参加各类活动，进行社交关系的组建，

并搭建起数以万计的以每个化身为中心的社交网

络关系，这与一个国际大都市的社交网络和社会

关系网络的组成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化身绝不

仅仅是一个虚拟形象的问题，从其本质上来讲乃

是一个关系问题，它涉及到个体如何处理自我与

化身之间、化身与化身之间、现实世界与虚拟世

界之间的诸种关系。

化身是网络自我的一种可视化自反，它是个

体进行自我反身定位和获得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

参照和途径。不可否认的是，必然有人会认为化

身提供了一种不稳定的个体存在的结构，一个人

可以有众多化身也可以随时注销化身，因此将化

身完全视为对现实自我的自反性参照，是一种看

上去不负责任且缺少说服力和有效性的做法。但

是，我们忽略了我们的现实自我也从来不是一个

预先存在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实体，自我身份绝不

是一个固定的、变动不居的存在，相反，自我与

身份永远是一个社会文化与个体认知经验不断碰

撞和融合的产物，不过这种融合和碰撞的过程往

往不是外显的、明晰的、容易自我辨认和自我分

析的，而总是需要借助某些事件或者某些媒介进

行镜像化的映照和反射，方才能被自我所识别。

元宇宙和化身正是这种镜面和媒介，因为元

宇宙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新世界”，化身又赋予

了人们进入这个新世界的存在方式。那么当现实

中的自我具有了一个可按照自由意志进行随意创

造的虚拟副本时，其对化身身份的塑造和赋予、

基于化身而开展的行动实践以及与其他化身的社

交关系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我观察、自

我剖析同时也是社会症候显影的绝佳样本。因此，

笔者认为以化身为基础和节点的元宇宙传播活动，

实际上是一个自反的过程，这一自反既包括了个

体的自反，同时也包括了现实社会的自反。

有学者基于《第二人生》展开了对化身和藏

匿于化身背后的“实际操纵者”的案例研究。研

究发现，化身往往被当作一种跨越边界的手段，

其中跨越性别、种族、身体、文化边界是最为常

见的尝试。一位在现实生活中是穆斯林的女士坦

言：“因为我不习惯不穿面纱就出门，所以穿着休

闲衣服在《第二人生》里行动有点不舒服，当虚

拟世界中有人说‘你看起来很性感’的时候，我

感觉不对劲。”然而这位穆斯林女士在跨越了最初

的不适之后开始享受这种对社会和文化边界的跨

越，对她来说 《第二人生》 就像是一本速写本，

任人在其中书写新的故事[33]。通过这位穆斯林女士

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每个化身背后都存有一个

现实个体，能动性与自反性交织其中，“正如虚拟

世界中有无数的化身出现一样，也有无数种化身 /

自我关系”[34]。

化身的自反性并不意味着元宇宙中的传播就

只是以自我指涉为主要价值，实际上，元宇宙中的

化身并不仅仅具有娱乐、游戏、社交的目的，它同

时还充当了社会生活中的“第三场所”（third place）。

雷·奥尔登堡曾在其著作《了不起的好地方》 [35]中

展示了“第三场所”的重要性，他将城市中的酒

吧、咖啡馆、杂货店等聚会空间看作是激发地方

民主、维持社区活力的关键场所。然而，在数字

时代和后疫情时代下，现实生活中可供人们聚集

的空间逐渐压缩，“第三场所”只能靠另类方式得

以延续，而元宇宙则有望为公众提供一种接近现

实生活的社区空间。比如在《第二人生》中，化身

可以参加一个具有严肃社会议题的政治会议，也

可以在参加完这个政治会议之后前往一个 live house

音乐俱乐部；而在现实生活中身体处于残疾的人

群，得以在《第二人生》中的舞蹈俱乐部中体验

因身体障碍而无法抵达的社交。由此，化身便成

为了元宇宙社会中的公众，在经由虚拟化和技术

化了的“第三场所”中与他人对话、社交，元宇

宙也因此具有了形成公共舆论和公共领域的潜能。

（四）基于环境的多任务传播

元宇宙虽然与之前的虚拟世界、开放式游戏

有相似之处，也同样内嵌于互联网的发展序列中，

但却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乔恩·拉多夫将整个元宇

宙系统按照自下而上的顺序分成了七层，分别是：

基础设施、人机界面、去中心化、空间计算、创

作者经济、发现和体验[36]。而笔者认为，元宇宙是

互联网的下一代发展，是虚拟世界、设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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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等的大集合。“互联网是一套广泛的协议、技

术、管道和语言，再加上访问设备和内容，以及

它们上面的通信体验。元宇宙也将是如此。”[37]

因此，元宇宙可以被视为一种依托网络集合

的全面数字化媒介系统，这个系统的本质是有机

的、互联的、稳定的、循环的，借由这个系统，

一种另类的经济运作形式、社会组织模式、文化

生产样式、人类生存方式都得以发生。将元宇宙

仅仅看作一种单一的媒介或传播的新现象是远远

不够的，它更像是一种经由媒介和技术中介化了

的数字环境。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讯息”的意

思是，一种全新的环境创造出来了，而“环境并

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过程”[38]。

戴维·多伊奇 1997年对虚拟现实的定义、描

述和展望，兴许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作为环

境的元宇宙。他认为虚拟现实“指的是被人为赋

予在特定环境中加以体验的任何情况。例如，飞

行模拟器是一种虚拟现实发生器，它能让飞行员

在不离开地面的情况下感受驾驶飞机的体验。这

样一台机器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控制它的计算

机）可以用虚拟飞机的真实特性进行编程。飞机

的环境，如天气或机场布局，也可以在程序中指

定。当飞行员练习从一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时，

模拟器会使适当的图像出现在窗口，感觉到适当

的震动和加速度，并在仪器上显示相应的读数，

等等。它可以综合考虑湍流、机械故障和飞机拟

议修理的影响。因此，飞行模拟器可以为用户提

供广泛的驾驶体验，包括一些真实飞机无法提供

的体验：模拟飞机可能具有违反物理定律的性能

特征：例如，它可以以高于光速或无燃料的速度

穿越山区”[39]。

可见，在上个世纪 90年代，人们对虚拟世界

的想象和讨论已然将其看作是一个对现实环境具

有替代甚至超越意义的数字环境。虚拟世界技术

模拟三维欧几里德空间，在该空间中，用户可以

像在物理空间中一样移动和定位他们的具体表现。

而当元宇宙成为一种几乎可以与现实世界等价的

虚拟环境时，人们将同时坐落于虚拟世界和现实

世界之中，而这就需要一种对跨越不同空间的多

传播语境的管理，使在线和离线的活动和身份相

互交织，并同时在物理和虚拟环境中发展出“多

任务能力”[40]。

对于元宇宙作为一种媒介环境将要带来的多

任务传播，有学者认为这会带来认知意义上的改

变，即生长在数字环境中的“数字参与者”将以

数字技术为母语，并发展出多任务特征的认知风

格，具体表现为在工作和学习中注意力持续时间

较短[41]。但是，也有研究通过记录和分析虚拟世界

中化身在一起工作时使用的文本或口语，发现在

虚拟世界中人们交流的话题大多数是要完成的任

务，而不会关注虚拟世界本身[42]，这意味着虚拟世

界作为一种隐身的媒介，为学习和工作提供了一

个可行的、并不会分散人们注意力的环境。

元宇宙作为一种环境型媒介，是否能具有自

然环境般的隐身效果，这要从元宇宙所能提供的

社会临场感和媒介丰富性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社会临场感指利用媒介进行沟通的过程中,一个人

被视为“真实的人”的程度及与他人联系的感知

程度。这一概念在上个世纪 70年代被约翰·肖特

等人提出 [43]，主要是用来描述通讯媒介的一种特

性，此一特性能够决定人们的交互和沟通：社会

临场感较高的媒介通常被认为是社交性的、热情

的、人性化的,而社会临场感比较低的媒介则被认

为非人性化、会折损信息的。因此，社会临场感

理论认为社会临场感高的媒介更适合用在重要的

社会任务（比如解决冲突、建立关系）的传播活

动中。[44]基于社会临场感的媒介丰富性理论则将

丰富度解释为四个方面：媒体即时反馈能力，可

用线索和通道的数量，语言多样性和对受众的重

视程度。[45]媒介丰富性理论认为任务所需要的信息

越多，丰富度水平就越高。

社会临场感和媒介丰富性带给元宇宙的一个

启发是，元宇宙作为一种元媒介，只有当它具有

更高的社会临场感和更丰富的媒介形式、更即时

的媒介反馈能力、更多样的媒介技术语言以及对

受众角色给予高度重视时，它才能作为一种“后

勤型媒介”支撑数字环境中的多任务传播。[46]

四、元宇宙的有限性与传播的“复失”

元宇宙作为一种技术创新也好，作为互联网

专题：元宇宙与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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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下一个发展窗口也罢，自然会引发新一轮

资本热潮和跟随者的欢呼。但是，从传播的角度

来看，元宇宙借重技术带来更多传播面向之时，

也因为技术带来了传播的焦虑和缺失。就像一个

硬币的两面，元宇宙在召回了传播中的语境、声

音、自反性、共识等要素时，同时交付出去的是

身体、真实、开放和隐私。

（一）去身体的传播

伴随着 20世纪后半叶新技术革命的启动，包

括传播学的多个学科内都发生了“身体转向”。身

体在传播学之中愈发受到关注，且近年来这份关

注有增无减。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新

技术革命带来的一系列数字媒介正在构建一种去

身体的文化，从计算机到智能手机，再到穿戴式

设备和虚拟现实头盔，这些数字革命催生的新媒

介无一例外都在用“远程在场”代替“肉身在

场”，正如有学者所说：“把身体径直放在争论的

中心, 这不是时尚,而是当务之急。———因为科学

家、工程师正在对它进行重构和重组。”[47]

信息技术正在取代或者说已然取代工业技术

成为了现代技术的主导发展方向，如果说在工业

技术时期，技术的界限和身体的界限还是同构的

话，那么在信息技术时期，技术的界限已经超越

了身体的界限，技术“将一种完全不能用身体经

验到的不能知觉到的（这其实就是日常身体的感

觉功能）现象,转化成图像的功能。但是,如果这

些现象是以技术或工具作为中介,它们就确实能经

验到” [48]，技术对身体产生了转化的作用，因此

“没有工具中介,就完全没有对这些现象的经验”[49]。

在元宇宙中，身体成为了“化身”，存在也成

为了“电子存在”[50]，数据和信息的有效集成构成

“我”在元宇宙中的真正意涵。身体作为人类最根

本的基础设施型媒介，同时也是历史的、文化的、

技术的，正如安德烈·莱罗·古尔汉认为，人类的

进化包含两部平行的历史：有机史（进化史）和

无机史（技术史），二者并非是平行的而是汇集于

一体的[51]。身体和思想同时具有技术属性和文化属

性，这一点不仅有现象学的分析，还有解剖学和

生理学的背书，比如人类的消化道特征决定了人

需要过一种集体性的生活[52]。而当“远程在场”将

身体抛出在外后，丢失的不仅是非语言沟通中不

可被语言复制的符号讯息，还有身体本身所携带

的巨大的文化和道德意涵。

社交媒体自创生伊始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如何在身体缺席的技术前提下实现沟通的在场。

正如比尔·盖茨在 1999年曾说：“如果我们要复

制出面对面沟通，那么我们最需要复制的是什么？

我们要开发出一个软件让处于不同地方的人一起

开会———该软件能让参与者进行交互，并令他们

感觉良好，在未来更愿意选择远程在场。”[53]然而，

假如元宇宙在模拟了身体的感觉经验的同时，肉

身依然是被排除在互动关系之外，那么，元宇宙

空间的社会契约就会减弱它的约束力（正如我们

今天在网络空间中看到的混乱和戾气一样），一个

以遇见他者为目的的虚拟社区，会因为身体及其

背后文化结构的不可见，而难以真正实现一种

“面向他者的传播”。

2021年 7月，信誓旦旦地要把 Facebook变成

一家元宇宙公司的扎克伯格，是这样看待元宇宙

的：“它是具身的互联网（embodied internet），因

为你不仅仅是浏览内容，而是身在其中。你感觉

到与其他人在一起，出现在其他地方，产生你不

可能在 2D应用程序或网页上拥有的体验……”[54]

他相信，如果元宇宙最终包含栩栩如生的化身，

就可以创造出与人同在的深刻感觉。然而，如果

这样的化身真的在路上，我们将会面临有关我们

如何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棘手问题。这些虚拟版本

的自我会如何改变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即身

体是好还是坏）？如果社交媒体构成前车之鉴，我

们就需要了解为什么元宇宙中的化身会对人们在

真实的物理世界中的感受和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元宇宙中，身体其实永远是一项需要小心

翼翼维持的平衡：化身技术必须走一条精细的路

线，既要保持足够的真实性，以忠实于人们的身

份，又不能威胁到化身背后的人的心理健康。

（二）去真实的传播

当前现实中，于网络空间内创造一种虚拟的

替代性空间的数字工具随处可见，不仅是我们前

文所提到的以真实自我为参照的对化身的创建，

以及化身与真实自我之间的互文关系，还包括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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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 VR、AR技术的成熟，使得沉浸式体验成

为一种日益日常化和经验化的现实可能。也正是

因为这些围绕真实感、沉浸感而不断出现的新技

术，使得元宇宙具有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群聚

效应”（critical mass）的意味。于是使用虚拟化身

进入虚拟现实的经验，也逐渐变得如人类历史上

所有借助化身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探索和超越一样

（比如小说、戏剧等），相伴产生对真实的追求和

执念。

真实感已经被许多研究者视为元宇宙得以成

功运行的关键和核心组成部分。[55]而要达到这个真

实感，不仅需要在虚拟空间中寻求一种对真实的

拟造，通过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

官技术，让用户在心里和情感上都达到沉浸，还

需要实现一种普遍性，即用户的虚拟身份或集体

角色在元宇宙内部的转换过程中保持不变；同时

在互操作性方面，也需要不同系统或平台之间无

缝地交换信息，这样才能使用户在元宇宙中不会

有现实幽灵骤返的缝隙和空间。

然而，技术的想象力比以上讨论的都要耸人

听闻得多———未来脑机接口的成熟、大脑植入物

的发明，使得操控心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于是

真实感不再是一个只需佩戴 VR眼镜那么“无伤大

雅”的动作，而已然变成“人成为媒介最后的延

伸”的后人类命题。

元宇宙以及虚拟现实技术越是对真实感有所

强调和赋予权重，就越是有“欲盖弥彰”之嫌。

因为，虚拟现实正在试图以一种“类真实”来替

换我们在现实经验中获得的“真实感”，而面对这

种交换我们往往是疏于防备且乐于妥协的，毕竟

正如尼葛洛庞帝在 《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说的

那样：“虚拟现实能使人造事物像真实事物一样逼

真，甚至比真实事物还要逼真。”[56]同时，这种逼

真是一种安静到遁形的技术机制，就像美国计算

机学者马克·维瑟在其文章中提出“普适计算”

（pervasive computing)、“平静技术”（calm technolo-

gy）这两个概念，用以说明未来的信息技术将具有

“消失”“不可见”“嵌入”三大主要内涵 [57]。在普

适计算时代，媒介将悄无声息地无处不在且深度

存在，计算机“安静”且遁形。人机交互的功能

不会干扰到人，也正因如此，我们会对媒介的介

入放松警惕。元宇宙作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网络

集合拥有着更高水平的算力，因此媒介介入的遁

形只会有过之无不及。

需要十分警惕新的“军工复合体”会把一个

植入式的超现实世界强加于人。毕竟，随着现实

世界变得越来越可怕，超现实世界可能会越来越

有吸引力。当另类现实借此取代了人类群体的整

个现实，操纵另类现实的权力方就拥有了几乎让

他人相信任何东西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坏情况

就是虚拟奴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设备和平

台将控制着我们看到的一切东西，同时隐秘地控

制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因此失去了思想的自由，

失去了拥有我们自身的观点和我们想要的任何光

谱的自由。这里存在一个真正的危险，因为元宇

宙技术比电视或互联网强大得多，而且会是倍增

的强大。于是，当元宇宙悄无声息地通过虚拟现

实技术增强了真实感，人类在现实空间中的真实

的生命经验则会转变成为数字信息的界面，人机

共融很可能宣告着人类主体的崩溃，正如福柯所说：

“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58]

（三）去开放的传播

虽然元宇宙这一说法在上个世纪 90年代就被

科幻小说家提出，但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却偃旗息

鼓、退隐无名，反而是被其相邻概念如虚拟世界、

开放式游戏、全息互联网等抢占了 风头。直到

2018年，电影《头号玩家》的热映，才将元宇宙

的概念又重新带回了讨论的前沿。然而无论借助

科幻小说的文学叙事，还是《头号玩家》的电影

文本，人们都看到了元宇宙背后的“反开放”或

称“去开放”的那一面。

《雪崩》里的 metaverse，以及《头号玩家》里

的绿洲（OASIS），都是反乌托邦的噩梦。它们都

由一个单一实体控制。虽然会有一些合作，但大

多数投资于创建元宇宙的公司将不可避免地寻求

科幻中经常描述的主导地位。以 Meta为首的各家

公司，正在积极建设它们认为将构成未来社会技

术的不同版本。这给我们带来了极其重要的问题：

会不会只有一个元宇宙？以及如何进行元宇宙治

理？

专题：元宇宙与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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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伯格在公开信中承认：“元宇宙将不会

由一家公司创造。它将由创作者和开发者建立，

创造新的体验和数字项目，这些体验和项目是可

互操作的，并释放出超越今天的平台及其政策限

制的巨大的创意经济。”[59]

话术我们很熟悉，当年面对开放互联网，巨

头们也是这么说的。最终的发展结果却是，它们

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形成规模和挤压竞争对手的基

础上，同时将自身最强大的资产———用户数

据———保存在有围墙的花园里。

VR、AR等多媒体技术虽然使得元宇宙在使用

层面具有了更优质的体验感，然而单靠技术的发

展并不能解决元宇宙中的所有问题，因为多媒体

技术无法确保元宇宙背后的数字经济的透明、稳

定与可持续。正如当前的数字经济是由平台型公

司依靠垄断用户数据而集中运营的，这也意味着，

元宇宙中的数字资产实际上也可能属于平台运营

商而非用户。

在《第二人生》中曾发生过一起名为 Copybot

的丑闻。一个名叫 Libs Second Life的社区小组一

直在对《第二人生》中的用户进行逆向开源工程。

该工程的初衷是帮助用户创建更加直观的、个性

定制的编程界面，然而不幸的是，小组研发了一

个名为 Copybot的软件代码，可以生成 《第二人

生》中的所有目标对象的副本，包括化身、建筑、

汽车、衣服等等。于是，Copybot就仿佛拥有了上

帝般的力量，能够随意地从《第二人生》的网格

中搜索虚拟人物并储存在库中以备日后使用，结

果导致虚拟社区中的诸多内容创作者都纷纷竖立

起了无数高墙以阻止可疑对象进入，《第二人生》

中的整个虚拟经济因此几乎面临崩溃。这一丑闻

显示，元宇宙的开放性注定会被数字资产的归属

所困扰。

除此之外，当大公司大资本介入《第二人生》，

就会发生对开放性、创造性空间的挤压，这些大

公司一味地将虚拟社区视为推销自己产品的工具，

于是用户创造的新奇的飞行器被丰田的比例模型

所取代，燃烧的喷气式战靴被阿迪达斯的虚拟球

鞋所取代[60]。这些来自旧世界物理空间的商业公司

大军的入侵，破坏了《第二人生》建立新大陆的

初衷。

开放，是数字革命以来互联网在每个阶段都

得到飞速发展的关键词。互联网之所以成功（而

且还在运作），是因为它是开放的，它的设计是分

散的。数以亿计的服务器和设备既可以运行基础

设施，也允许访问在其上的丰富体验。这并不意

味着所有东西都能在任何地方运行，但它确实意

味着标准的参与模式的存在。

以Web为例，1993年春天，Web的所有用户

都可以在无需支付任何费用的前提下获得藏身其

后的技术。两年半以后，Netscape以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 IPO引发了Web时代的革命；十年以后，全

网累计涌现了超过 115亿个公开可索引的网页[61]。

互操作性是互联网存在于数不胜数的服务器

中的关键想法，因为那些在人们该如何分享信息

方面极有远见的人，在早期就建立了一套互操作

性标准，比如：我们如何分享数据包？我们如何

索要信息？以及我们将内容怎样安放？所有这些

是使万维网得以建立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元宇宙

中，我们将需要同样的东西。这并非要求每个三

维世界都能互联互通，但重要的是，在它们之间

分享东西、获取内容的方式是标准化的。

风险投资家马修·鲍尔把“前所未有的互操作

性”作为元宇宙的定义特征之一。[62]这一“前所未

有”的定语，其实点明了一个现实：我们生活的

这个时代，从开放互联网走向了平台统治的互联

网，而最大的科技平台几乎没有互操作性。如果

未来的元宇宙如今天的数字平台一样继续由单一

的、垄断的、缺乏想象力的商业公司所统治，而

我们对此毫无防备、盲目跟随，对元宇宙背后的

编码价值观不假思索，对操控元宇宙的平台规则

不加分析，那么，元宇宙并不会许诺给我们一个

更加开放的传播环境，而终究会沦为今日若干商

业巨头转移当前互联网发展的困境而寻找资本积

累的新领地。

（四）去隐私的传播

元宇宙作为一种营造数字化生存方式的网络

集合体，必然意味着在未来我们更多的有关生活、

生产、生存的数据信息将以纯粹的虚拟形式广泛

存在于其中。届时，数据信息安全和隐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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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成为用户、平台和政府三方博弈的焦点。

对当下的互联网平台来说，不论是腾讯、字

节跳动抑或 Meta，转型元宇宙最大的吸引力在于，

当用户在一个高度数字化的自成体系且无所不包

的环境中活动时，其可用的数据颗粒度比当下基

于界面的互动要高出不止一个数量级。因为对基

于界面的媒体平台来说，用户的点击、评论、分

享、滑动、停留等较为显性的网络活动，是可以

为算法所吸纳和利用的数据资源；然而当元宇宙

基于多媒体技术完成了对用户的全感官包围，也

就搭建了一条通往人类潜意识的通道。到那时，

不仅是我们看什么、看多久，甚至于我们观看时

微妙的生理反应、心理变化、情感波动等，都会

得到数据化的记录和传输，而这对平台和广告主

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与旧式的互联网相比，一个关键的区别是，

元宇宙这种具身的互联网需要新的传感器在我们

浏览、互动和在世界范围内移动时监测我们。对

新的传感器的需求似乎永无餍足。以 Facebook为

例，每一代 Facebook的硬件都会增加更多的传感

器。最近各种版本的 Oculus VR 头盔的核心是

“Oculus Insight”，这是一个人工智能跟踪系统，使

用三种类型的传感器：跟踪头盔和控制器的方向

和运动的传感器，四个内置的头盔摄像头映射出

你所在的房间，以及由头盔实施跟踪的控制器中

的 LED，所有这些都会反馈给 Insight，帮助它“以

亚毫米级的精度实时跟踪你的位置和环境”。Ocu-

lus控制器现在包含电容式传感器，可以精细地检

测你手指的运动。Oculus还与你的手机和其他设

备整合，进行心率和健康追踪。扎克伯格暗示并

演示了未来的 Quest/Cambria型号的脸部和眼球追

踪功能，而最近泄露的 Quest Pro的信息表明，还

有指纹传感器。在增强现实的平行世界中，Face-

book的智能眼镜包含用于拍照 /录像的摄像头和用

于接听电话的麦克风。增加更多的传感器和摄像

头，等于在增加 Facebook可以收集的以自我为中

心的数据量。[63]

对元宇宙而言，最大的伦理风险在于平台对

用户进行数据获取和挖掘时的不正当性。用户在

平台上留下的数据痕迹可以分为主动型数据和被

动型数据。主动型数据是用户主动在平台上进行

点击、评论和转发等行为时留下的数据，它们是

用户在使用某一平台时就自知且自愿留下的痕迹。

与主动型数据相区别的是被动型数据，即用户在

使用平台产品时并不自知也不自愿留下的诸如地

理位置、社交关系、声音面容等个人信息。虽然

各个平台也都会展示“用户知情同意书”以及提

供关闭平台访问个人信息的通道，然而在秉持着

技术工具主义的商业平台中，由于数据抓取和算

法机制的“黑箱化”，依然存在大量的数据获取手

段和数据隐私处理的不确定性。

当前的互联网平台尚且如此，难以想象当我

们怀抱着创造“第二人生”的美好愿望踏进元宇

宙时，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试图逃避和隐藏的个人

信息，却被日益精进的科技所识别甚至利用，以

至于当人脑交互可以获取个体的潜意识之时，平

台不仅知道了每个个体最难以言喻的秘密，而且

可以触及“自我”都无法完全抵达的“本我”。在

这种情况下，平台主导下的元宇宙可能给个体带

来的成本、风险和伤害，会比我们设想的情况要

严重得多。

在元宇宙的数据、隐私和伦理问题中，除了

存在用户和平台之间的张力之外，政府亦是其中

的一个关键的权力主体。伴随着数字政府的建设

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开展，中国的商业互联网平

台成为了政府推动数字政务和数字治理的重要合

作和介入对象，2020年新冠疫情的到来使得这场

合作和介入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展开。而到了后

疫情时代和互联网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元宇宙与

政府之间的交织关系会更加紧密，其数据整合功

能对国家数字治理的助力也将会在一个新的层面

上展开，这也将对政府的数字协商能力、数据开

放的尺度把握、国家治理与个人隐私的关系平衡，

提出更高的要求。

五、结语

像每一次人们对技术的欢呼和拥抱那样，元

宇宙的横空出世引发了对新新世界的展望和猜想。

然而，数字化生存已经提出了二十余年，信息革

命进行至今，也早已将一切辉煌与落败示于人前。

专题：元宇宙与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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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对元宇宙给传播带

来的可能变革性予以背书，它在某种程度上回答

着传播自始至终对“投递”和“送达”的焦虑，

同时它也试图通过召回声音、构建语境、塑造化

身来缓解这一焦虑。但“复得”的同时也时常伴

随着“复失”，身体、真实、隐私、数据等等都有

可能成为元宇宙为人类社会埋下的定时炸弹。

即使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元宇宙是一个与现

实社会平行的世界，但已有学者研究发现，虚拟

世界政策将深刻影响现实世界中的政策[64]。那么我

们需要进一步提问的就是：未来元宇宙的框架和

议程将由哪些技术公司编写，同时又在多大程度

上交由用户决定？而这些技术公司编写的议程，

是否能够解决我们在现实世界中面临的真实矛盾

和冲突？比如一个全球性的元宇宙系统如何尊重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法律以及习俗；比如亟待去除

知识傲慢与技术至上的技术公司如何反思元宇宙

背后的编码所蕴含的价值观；我们又如何保证元

宇宙不被单一的、缺乏想象力的公司所统治；等

等。这恰似一纸技术向人类发出的魔鬼协议，而

我们不能以一种超脱的态度和不介入任何感情、

价值与意义的姿态，去完成这一迷人但同时十分

危险的社会运作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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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The metaverse foretells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network integration in the long history

of digital revolution. It will not only change the internet industry but also reshape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metamedia" precedes the metaverse, it accurately predict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media and old media in the digital age, which is always constituting, shaping and relying on each other. Based on this

relationship, the metaverse is strengthening a "communication about communication", that is, the process of

"meta-communication". As a space for metamedia and metacommunication, the metaverse, with its internal mecha-

nism an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recalls context and consensus, voices and speech, and at the same time reveals the

reflexivity and the infrastructure natureof the media that are neglected before. At the same time, the metaverse could be

disembodied, unreal, closed and without privacy, posing seriousrisks to this new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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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是现代社会科学开启以来的产物，每个学科都是历史性的存在。人们

回望反思一个学科的历史演变或前瞻一个学科的未来发展时，会对不同历史阶

段的学科赋予不同的名称，作为现代学科的新闻学也不例外。命名一定历史阶

段或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学科，是为了彰显和把握一个学科的阶段性或时代性特

征，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学科的演进规律。学科的时代性命名，本身也是学科自

觉的反映和体现。中国新闻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

段。如今，伴随新闻活动、新闻业的历史性变革，中国新闻学进入了新的历史

发展阶段，人们争先恐后，用不同名称、说法命名新阶段的新闻学，这大大促进

了对新闻学的时代性理解。但有些命名显得比较随意，缺乏足够的理据，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对学科理解的混乱。那么，什么样的名称才是比较科学的、合理

的，才是名实相副的，本文将在简要描述新闻学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探讨命名

“融合新闻学”：符合时代特征的总名称 1）

———关于“后新闻业时代”开启后新闻学命名问题的初步思考

杨保军

摘要 作为学科的现代新闻学在中国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遥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现象尧 新闻活动的总名称遥
新闻学是历史性的存在袁 人们回望反思新闻学的历史演变或前瞻新闻学的未来发展时袁 会对不同历史阶
段的新闻学赋予不同的定性名称遥 当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一系列新兴媒介技术造成人类新闻活动以及传统
新闻业革命性变革后袁 新闻学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袁 各种新的名称层出不穷袁 在不同视野尧 从不同角
度揭示了新闻学的时代性特征袁 但一些命名也比较随意袁 缺乏深入系统的思考遥 新闻学经历了单一报学
渊印刷新闻学冤 时期 渊第一时期冤尧 印刷新闻学和广播电视新闻学共在的时期 渊第二时期冤袁 这两个时期一
起构成了学界通常所说的 野传统新闻学时代冶遥 互联网诞生后袁 新闻学逐步开启了相对于前两个时期的第
三个时期或相对前一时代的第二个时代遥 于是袁 如何命名第三时期或第二时代的新闻学袁 使新的名称既能
反映当今的实际尧 又具有充分的历史包容性和未来前瞻性便成为问题遥 命名新阶段或新时代的新闻学需
要考虑多种因素袁 但最主要的依据是学科研究对象的变化遥 与传统新闻业时代相比袁 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实
质性变化是院 由职业新闻活动为主转变成了职业新闻活动与非职业新闻活动共同构成的社会化新闻活动尧
融合性新闻活动曰 由 野人主体冶 新闻活动为主正在向 野人主体冶 与 野人机交互主体冶 野智能体冶 相融合的
新闻活动形态转变遥 因此袁 新时期的新闻学袁 比较合理的总体命名应该是院 融合新闻学遥
关键词 新闻学曰 命名依据曰 融合性新闻活动曰 融合新闻学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杨保军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袁 教育部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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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依据和基本标准，并对当前的一些主要命

名方式做出分析，进而提出我自己认为比较合理

的命名，供同行们参考。

一、中国新闻学的历史变迁[1]

在世界范围看，新闻学诞生于 19世纪中期，

成形于 20世纪前二三十年。①中国新闻学，属于

西方世界的舶来品，从孕育、诞生到成形与世界

新闻学大致同步。②尽管中国新闻学是舶来品，但

西方新闻学一进入中国便被地方化、本土化了，

具有了中国特征和中国色彩。如何描述新闻学在

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可供选择的依据很多，诸

如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技术的，等等。过

去学术界习惯于以中国社会的政治变化或社会变

化为参照描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这使人们能够

比较清楚地看到新闻学与其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的

关系，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新闻学自身的

面目。近些年来，从新闻实践、新闻文化、新闻

技术、新闻观念等出发的新闻学研究越来越多，

逐步全面地、系统地、立体化地显现出了中国新

闻活动、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貌，弥补了以往研

究的一些不足。这里，我主要以新闻学研究对象

的变化为依据，也就是说从新闻学的根基、本体

出发，粗线条地描述中国新闻学的实质变迁过程，

目的是为我后面关于新时期新闻学的命名问题做

一个必要的铺垫。

依据中国新闻学的实际演进情况，我们可以

把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新闻学历史大致分为两个大

的时代———“传统新闻学时代”和“后传统新闻学

时代”。传统新闻学时代包含两个历史时期———报

学或印刷新闻学时期和由印刷新闻学、广播新闻

学、电视新闻学共在的新闻学时期；而后传统新

闻学时代开启时间不长，主要是指互联网发展到

一定程度以来的新闻学，如何命名新近这一时期

的新闻学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传统新闻学时代

传统新闻学时代是指以印刷新闻、广播新闻、

电视新闻为主要学科对象的新闻学时代。这里的

“传统”是以互联网为参照的划分，人们通常将互

联网之前的新闻媒介、新闻业定性为传统媒介、

传统新闻业，将互联网之后的媒介定性为新兴媒

介、新新闻业（还有一些其他名称）。以传统媒介

时代新闻活动为对象的研究被定性为传统新闻学。

这一时代的新闻学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

其一是报学时期。在广播新闻、电视新闻诞

生之前，新闻学关注的主要对象是报纸新闻活动

或印刷新闻活动。尽管对新闻现象人们早有关注，

但作为现代学科的新闻学以及新闻理论研究，起

源于对现代大众化报纸的考察。[2]“近代新闻事业

于 17、18世纪开始出现，其威力日益显著，于是

逐渐出现研究新闻传播规律的论文和著作。至 20

世纪，随着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新闻学逐渐形

成。”[3]由于当时的新闻生产传播活动主要由报社

承担、报纸实现，因而，新闻学的最早形式主要

是以报媒新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报学”，可以说

新闻学处于“报学”时期。

淤1845年袁德国学者普尔兹出版的叶德国新闻事业史曳袁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本新闻学专著袁标志着世界新闻学开始形成遥
1903年美国人休曼的叶实用新闻学曳尧1922年美国人李普曼的叶舆论学曳渊有些版本翻译为叶舆论曳或叶公共舆论曳冤和 1924年
美国人约斯特的叶新闻学原理曳等新闻学专著的出版袁标志着新闻学在理论上走向成熟遥 参见童兵袁陈绚.新闻传播学大辞
典[M].北京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袁2014院2-3.
于野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袁新闻学 1899年传到日本袁1902年从日本传到中国遥 冶渊陈力丹.陈力丹自选集[M].上海院复旦大学
出版社袁2004:203.冤野在中国袁新闻学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渊指 19世纪要要要引者冤和本世纪渊指 20世纪要要要引者冤的世纪之
交遥 冶渊方汉奇院杨保军.新闻事实论院总序[M].北京院新华出版社袁2001院1.冤作为一门学问的新闻学袁始于 20世纪初叶遥 1918
年 10月袁 在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下袁 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和研究团体要要要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
立袁这野既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发端袁也是中国新闻教育的滥觞冶遥 渊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M].上海院复旦大学出版
社袁2002院7.冤徐宝璜的叶新闻学曳袁1919年出版袁这是中国人自撰的第一部理论新闻学著作袁被称为野破天荒冶之作曰邵飘萍的
叶实际应用新闻学曳袁1923年出版袁这是我国第一部论述采访的学术专著曰戈公振的叶中国报学史曳袁 1927年出版袁这部著作
是中国历史新闻学的奠基之作袁是第一部系统而全面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开创性学术专著遥 这些著作以及其他一些著
作的出版袁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成形遥 有学者认为袁野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袁是
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冶遥 也正因为如此袁使野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袁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
置冶遥 渊参阅陈力丹.陈力丹自选集[M].上海院复旦大学出版社袁2004院242要24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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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以传统三大媒介新闻活动为主要研究

对象的新闻学时期。伴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播

新闻、电视新闻的诞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电视在西方世界的迅猛发展 （中国电视的蓬勃

发展则是上世纪 80年代之后的事情），新闻学的

研究对象也超越了单一的印刷新闻，延展到广播

电视新闻领域，于是在印刷新闻学的基础上，有

了广播新闻学、电视新闻学。印刷新闻学、广播

新闻学、电视新闻学合在一起，造就了新闻学的

新局面，使新闻学从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

时期。可以说，以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介形

态为基础的整体性传统新闻业形成之后，以传统

新闻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新闻学”也具有

了自身比较完整的结构。需要注意的是，在三大

媒介时代，并未形成传统新闻学这样的概念、名

称或说法。只是在互联网诞生之后，特别是互联

网发展对整个媒介生态结构造成革命性的改变，

新闻业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人们才逐步

把互联网之前的新闻学定位为或称为“传统新闻

学”。这一概念的诞生，显然意在将互联网诞生之

后的新闻学与之前的新闻学加以区分；同时也表

明，人们已初步认识到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学与以

往的新闻学可能有质的不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

代。

（二）后传统新闻学时代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后传统新闻学时代”

只是一个暂时的说法，更多具有的是时间意义、

描述意义，并没有揭示相对传统新闻学而言的实

质内容。我们知道，传统新闻学的对象比较清楚，

针对的主要是印刷新闻活动和广播电视新闻活动。

这些新闻活动依赖一定的专业观念、专业知识、

专业原则、专业技能、专业伦理，主要是建制性

的或社会分工意义上的职业新闻活动，因而大致

上可以说，传统新闻学主要是一种职业新闻学、

专业新闻学，至少是一种“职业主导范式”的新

闻学。[4]那么，后传统新闻学的实质是什么呢？它

的研究对象有什么变化呢？如果弄清楚这些基本

问题，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命名方

式。

互联网诞生之后，在快速发展中如今已经成

为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更是以巨大的力

量结构了整个媒介生态，改变了传统媒介生态结

构，创造了人类实践交往、生活交往、信息交流

活动的新图景。在新闻学视野中，相对于传统新

闻业而言，可以说互联网的诞生与快速发展，在

比较短的时间内开启了人类新闻活动的新时代，

差不多在 20年前我就将这一时代命名为“后新闻

业时代”。①这一时代的实质是，与传统新闻业时

代相比，人类新闻生产传播活动、收受活动（运

用、消费活动）、管理控制活动以及新闻活动与社

会系统及其各个领域的关系，还有新闻活动与人

们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在整体上都已经或正在

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造成了与传统新闻业时代相

比具有很大差异甚至完全不同的新闻现象，对此

我将在后文相关部分具体描述。这里需要指出的

是，新闻现象、新闻活动的结构性变革，意味着

以新闻现象、新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应该

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或新的历史时期。那么，相对

传统新闻学，如何命名新时代或新时期的新闻学

就成为问题。就实际看，如何称谓或命名互联网

时代的新闻学，到目前为止学界并没有形成共识，

有人偏向于“数字新闻学”（数字新闻理论） [5]，有

人偏向于“互联网新闻学”（互联网新闻理论） [6]，

也有人（包括我自己）使用过“新新闻学”，而我

认为，更合适的名称可能是“融合新闻学”，这正

是我在后面要展开分析阐释的。

二、阶段性新闻学命名依据

新闻学是作为研究新闻现象、新闻活动领域

之学科的总名称，它在形式上是稳定的，但不是

绝对不变的。变化的根据在于新闻现象、新闻活

动内容、活动方式本身是历史的，人们认知、理

解、把握新闻现象、新闻活动的观念、方法也是

历史的，而表达新闻学历史变化的主要方式之一，

淤以传统三大媒介构建的现代新闻业为参照袁我将人类新闻活动历史分为三大时代院前新闻业时代袁新闻业时代和后新
闻业时代遥 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渊第四版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袁2019院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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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新闻学给出不同的命名，

甚至是改变新闻学作为学科总名称的传统，做出

新的学科化命名。由于学科总体层面的命名更新

在学界没有形成什么大的影响①，本文不做细论。

我将主要针对新闻学的历史变化，就如何命名不

同历史阶段名称的根据的问题做些分析。

（一）依据研究对象整体变化命名

学科命名有许多需要考虑的因素，但最主要

的是学科研究的对象。“学科合法性的第一个依据

是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区别于

另一个学科的主要依据。” [7]从宏观层面上说，有

什么样的研究对象，就会生成什么样的学科。针

对人文现象形成了不同的人文学科，针对整体社

会系统中的人类不同活动方式或具体活动领域形

成了多种社会科学学科，针对自然领域的不同现

象形成了不同的自然科学学科。这意味着，如果

有新的人类活动领域、活动方式生成，就有可能

构建起新的学科。如果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相关现

象，融合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的产生也是很自

然的事情了。事实上，这也是现代学科发展的规

律性现象。

在一个学科范围内，有两种最基本的结构方

式：一是依据构成学科总体领域的分领域，形成

不同分领域的学科分支结构，这通常通过学科的

层级结构来描述。比如在总体性新闻传播学科名

称之下，会分出新闻学和传播学，而新闻学、传

播学又有各自的一些主要分支。二是根据学科研

究性质、研究视野的偏重，会形成不同的方向性

结构分支。②在普遍意义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

学科，都有相似的基本分支：历史、应用和理论。

比如，新闻学最基本也最稳定的分支结构是：历

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和理论新闻学。不管怎样

划分学科层级与分支，其基本根据都是研究关注

的对象特征。

在单一学科之外，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交

融形成了大量的跨学科领域、超学科领域。交叉、

交融的结果，可能形成新的独立的交叉学科，但

更多时候是形成以一定学科为主体的交叉分支学

科。在新闻学视野中，这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大

量的交叉学科，诸如新闻社会学、新闻心理学、

新闻法学、新闻美学、新闻政治学等，这些不同

的交叉分支学科构成了统一的新闻交叉学科大分

支。对于交叉学科分支，相关学科都会从本学科

角度出发进行定性，比如新闻学与社会学的交叉，

形成了社会新闻学或新闻社会学，前者偏重社会

学，后者偏重新闻学，会被两个学科看作是各自

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命名，除了学

科视野外，最基本的根据依然是对象的特点，即

正是因为相关对象包含着不同学科研究的问题，

不同学科才有基础交融起来，展开共同的研究。

对象化学科命名方式，即依据研究对象的学

科命名方式，不管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

意味着一旦一定学科研究对象发生了实质性的变

化，学科的名称就有了变化的依据，至少是阶段

性变化的依据。因此，人们会看到一种普遍的现

象，一个学科通贯学科史的总名称尽管是稳定的，

但在总名称下会划分出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阶

段有各自的总名称，至于不同历史阶段具体的领

域分支学科，那就更多了。如前文所说，新闻学

就经历了“报学”与“印刷新闻学 +广播电视新

闻学”两大阶段，如今则正在开启“后传统新闻

学”阶段。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各自的领域分支

构成方式，有些领域分支是相似的，有些则可能

是完全不同的，先前的一些分支领域消失了，新

生的一些领域分支出现了，这些变化正好说明了

学科的历史演进面貌。

（二）依据核心变革因素命名

学科的发展变革，在结果上主要表现为学科

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导致学科变化的因素可能是

多种多样的。如果某种因素是导致学科性质、对

淤有人提出大传播概念袁认为新闻学应该是传播学的一部分袁有人提出用传媒学代替传播学和新闻学袁但这些观点在新
闻传播学界没有形成大的影响遥
于比如袁新闻传播学科就包括新闻学和传播学袁新闻学又包括多个具体专业方向袁这些具体专业方向并不是固定的尧不变
的袁而是随着新闻领域的时代性发展以及社会对新闻教育提出的要求和需要袁会不断变化袁一些旧的方向取消了袁一些新
的方向出现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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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变化的根本因素、核心因素，人们往往会依据

这种因素来命名一定历史阶段的学科名称或定性

该历史阶段学科的性质，以突出一个学科的时代

性特征。这是我下面从影响新闻学发展因素角度

讨论新闻学命名依据的基本方法论观念。

人类新闻活动在宏观上遵循两大发展规律，

这就是技术要素主导新闻领域发展状况的“技术

主导律”和新闻领域对社会整体发展的“依赖

律”。①以新闻活动为整体研究对象的新闻学的发

展，从根源上同样受制于社会的整体发展与技术

的不断进步。因此，我将主要从这两方面出发来

阐释新闻学的阶段性命名问题。

就实际情况来看，技术因素不仅区隔出新闻

活动的不同历史阶段，也是划分新闻学发展进程

的重要依据。正是因为技术因素引发了新闻学研

究对象新闻活动的变化，才使新闻学必须做出反

应，不断以新的观念、新的视野展开研究活动，

直至以新的名称标识新闻学的时代特点。如我们

在本文第一部分描述的那样，新闻学在中国已经

经历了报学和由报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构成的传

统新闻学两大阶段，如今则已进入“后传统新闻

学”历史阶段，而导致每一阶段的主要动力要素

就是时代性的媒介技术。报学也即印刷新闻学，

显露的是印刷技术的支持，广播电视学，显现的

是广播电视技术的支持，而如今的互联网新闻学、

数字新闻学、大数据新闻学、智能新闻学等，无

不显现出新兴技术对新闻活动的主导性作用、对

新时期新闻学命名定性的影响。

定性学科的要素不限于学科内部因素，也会

受到学科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由于作为意识

形态一个子系统的新闻领域受到政治系统的影响

最大也最为直接，甚至可以看作是政治领域的前

沿阵地[8]，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在新

闻学与社会系统关系之间，我将选择政治因素展

开分析。当把中国新闻学命名为马克思主义新闻

学时，是从理论性质上的定性；当把中国新闻学

命名为无产阶级新闻学时，是从阶级性质上的定

性；当把中国新闻学命名为社会主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闻学时，是从社会制度性质上的定

性。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新闻学在中国的演

进描述为一个历史过程，那就形成了这样的纵向

“名称顺序”图景：无产阶级新闻学———社会主义

新闻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这显然是

以“政治”因素为核心参照对不同历史阶段新闻

学的命名。这样的命名，也使人们能够清晰地看

到学术的意识形态性或学术对于政治的某种依赖

性。记得在我国新闻学领域，还有人一度提出过

所谓的“政府新闻学”，更可以看出政治因素对新

闻学命名的影响。

对于一个学科来说，由于不同的历史时代、

时期和阶段对其有不同的诉求和需要，导致学科

研究会特别关注一些问题，而相对轻视其他问题，

形成不同的研究重点偏向，这样的偏向性也会促

成学科名称的阶段性变化。在中国，时代主题的

转换，使新闻业在性质定位上、主要功能作用上

发生时代性的变化，相应地，以研究新闻事业为

核心对象的新闻学也会在功能论、价值论的视野

中获得时代性的不同命名，如启蒙新闻学———革

命新闻学———发展新闻学（建设新闻学）。这些名

称也许没有形成大的影响，但它们却是描述学科

发展的一种方式，能够启发人们理解新闻学与社

会演进的关系。而贯穿于这些名称的内在红线，

依然是政治性的，启蒙、革命、发展、建设都是

不同阶段政治的核心任务。

可见，学科命名并不是纯粹学科内部的事情，

而不同视野中的命名都会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学科

发展与社会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人们在知识社

会学视野中关于知识与社会因素关系的讨论，关

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讨论，其实都会关涉到现代

学科领域或研究领域的命名问题。

（三）依据研究视野转化的命名

学科一旦诞生、成长、成型，就又转变成了

一种研究世界的视野，因而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学

科视野研究相同的对象。世界是个整体，不同的

学科其实都在研究这个世界，从而形成了不同视

野中的世界，构建起了不同的学科特征，诚如法

淤参阅杨保军.新闻规律论[M].北京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袁2019:193-242袁第六章野新闻活动的宏观规律冶中的第三节野宏
观规律的主要构成冶曰杨保军.论作为宏观新闻规律的野技术主导律冶[M].国际新闻界袁2019渊8冤院10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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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媒介学者德布雷所说，“每一门科学都是沿着特

定的入射角进入人类生活的”[9]。但我这里主要关

注的不是不同学科视野之间的关系，而是一门学

科视野自身或学科视野内部的变化。学科视野的

历史性变化，是扩展、深化学科研究的基本方式，

而学科整体视野的转换或学科内部新视野的诞生，

都会对如何命名阶段性的学科名称或分支名称产

生影响，这其中也蕴含着学科范式转换的问题。

伴随一个学科的整体性历史演进，学科视野

会发生不断的转移或者偏向。翻开任何一个学科

的发展史，我们都能看到，在不同历史时代、时

期、阶段，其研究的宏观领域也许是稳定的，但

其研究的视野是有差异的。视野的不同，或表现

为研究立场、研究倾向的不同，或表现为研究出

发点的不同，或表现为研究方法的不同，甚至表

现为整体研究范式的转换或研究方向的转向，从

而形成时期性的或阶段性的研究特点。而为了标

识这种特点，就会产生相应的时期性、阶段性的

学科名称。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即使在同一历史

阶段，也有可能同时出现多种研究视野，并形成

不同视野之间的竞争关系。

除了整体学科视野的转换，在一个学科内部，

根据学科内部的实际变化，会不时产生一些新的

具体的研究视野，开辟出新的具体的研究领域，

从而形成一些新的研究分支，被命名为具有不同

视野特点的某某学。比如，在新闻学科历史上，

就产生过调查新闻学、精确新闻学、倡导新闻学、

多视角新闻学、发展新闻学、公共新闻学、公民

新闻学、建设新闻学、受众 （用户）新闻学等。

这些不同视野的新闻学，往往会形成一时的潮流

或热点，成为研究者在一个时段关注的主要研究

对象或研究视角。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上文分为几个方面说明

学科名称阶段性变化的根源，但这几个方面实际

上是统一的。不管是核心要素的变化，还是学科

视野的变化，本质上都落实在了研究对象的变化

上。导致学科变革的核心要素，也就是学科研究

对象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构成部分；学科视野的

转换、方法的更新，重点在于将研究眼光转移到

了不同以往的部分，并且要用新的不同以往的方

法展开研究。

三、“后新闻业时代”开启后的新闻学命名

互联网的诞生与快速发展造成了“传统新闻

业时代”的消解和“后新闻业时代”的开启与展

开 [10]，也创造出了人类新闻活动前所未有的新现

象。完全可以说，一种新的新闻现象、新的新闻

活动方式已经和正在全面形成并蓬勃发展。与此

相应，以新闻现象、新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新闻

学自然也进入了一个不得不变化更新的历史时期。

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争先恐后地提出各种新名称

来标识或命名新时代的新闻学，以凸显新闻学的时

代性特征。那么，什么样的名称才是比较合理的、

科学的，现有的一些主要名称有什么样的优点、什

么样的不足，我将在下文做出具体的分析阐释。

（一）科学、合理命名的标准

对一个学科时代性、阶段性的命名，自然不

应是随意的、盲目的，而应该有一定的根据和标

准。科学的、合理的名称有其自身产生的机制和

逻辑，总体上说是在相关实践领域、学术领域的

自发演进中逐步形成的，更是在相关学术研究的

自觉展开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从多元化的命名

到相对较少直至单一命名是有学术内在规律的一

个过程。我们关于“后新闻业时代”开启后新闻

学的阶段性命名问题的讨论，其实就是在多元命

名景象已经形成的前提下，做出的进一步的有关

命名选择的讨论。好的名称应该是科学的、合理

的，应该符合以下这些基本的条件要求。

第一，根据上文对命名依据的分析，好的命

名首先要反映研究对象的变化，这是基础和前提。

学科命名最重要的依据是研究对象，因而，如果

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内涵、外延发生了新的变化、

时代性的变化，就应该赋予时代性的、阶段性的命

名，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一个学科的时代性特征。

第二，好的命名要在词语上反映出、标识出

时代性的典型特征。好的命名最直观地体现在命

名词语的选择上。只有做到名副其实，原则上说

才是好的命名。名副其实的关键是，所选择的命

名词语，能够用时代性的词语准确反映研究对象

变化的新特点。准确的词语选择，才能形成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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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质量的概念化表达（词语的概念化），使一种命

名获得比较稳定的存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

过，“真正的科学‘运动’是通过修正基本概念的

方式发生的”，“一门科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其

基本概念的危机，这一点规定着科学的水平”。 [11]

“一门科学的所有专题对象都以事质领域为其基

础，而基本概念就是这一事质领域借以事先得到

领会（这一领会引导着一切实证探索）的那些规

定。”[12]命名中概念词语的选择，意味着一个学科

时代性核心问题或基本概念的历史性转换。因此，

一个学科的阶段性名称命名，标志着基本概念的

转换，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所谓名正言顺，而名

不正，则言不顺。

第三，好的命名要易于理解。这是对命名合

理性的进一步要求。易于理解有几个方面的具体

表现：一是所选的作为概念的词语本身含义比较

明确，意思相对比较单一，多义、歧义较少。但

这样的词语、概念其实很少，因而明确、清晰也

是相对的。二是所选词语的实际指向相对比较明

晰。由于命名的基本根据是对象，因而所选词语

与对象之间要有比较好的匹配关系，即理论上、

学术上的命名要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是在既有

实践基础之上的进一步提炼和明确。三是好读、

好听，有利于传播。这并不是纯粹的形式化要求，

而是为了形成快速和广泛的影响。总而言之，如

果所选词汇（概念）既准确（即建立在事实基础

上，建立在对时代特征的反映上） 又易于理解，

那一定是相对比较好的词汇、概念、名称。

第四，好的命名应该有足够或充分的历史包

容性，即后继的命名能够包容前在的对象或内容，

同时具有一定的未来性和前瞻性，即新的名称具

有一定的未来指向性，至少在当下看来是可以包

容未来一段时间对象可能变化的。报学的名称之

所以未能成为新闻学流传下来的总体名称，一个

重要原因是它不能包容后来出现的广播新闻学、

电视新闻学，而后来人们提出的“传统新闻学”

这个概念则可以把印刷新闻学、摄影新闻学、广

播电视新闻学一并“打包”，形成一个总体性的名

称。这一条的实质要求是说，一个学科的后继理

论不仅能够解释一定领域的新现象（新对象），也

在“降维”后能够解释该领域的旧现象 （老对

象），并且有可能预测、解释未来一段时期出现的

更新的现象（更新的对象）。因此，对新时代或新

的历史阶段的学科命名必须考虑到它的包容性，

必须具有足够的历史深度和广度。

（二）对当前几种主要命名方式的分析

自从互联网诞生以来，学科层面、学科范围

（更不要说其他意义上的）新的名称层出不穷，这

个新闻学、那个新闻学，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

风骚“三五天”，实在让人眼花缭乱。可以说，每

当有一种新的媒介形态、新的媒介技术诞生，或

者新的研究方法出现，相应的某某新闻 （传播）

学很快就会风行起来。但就实际而言，这些年来

比较有影响的命名或名称并不多，形成稳定、普

遍运用的就更少了，就学科整体意义上看，主要

有互联网（网络）新闻学、数字新闻学、融合新

闻学、新新闻学等。下面，我就这些名称在学科

层面的优缺点加以分析，为后文我关于较好的名

称选择提供一定论证的基础。

1.互联网新闻学（网络新闻学）。互联网新闻

学是对新历史阶段新闻学最为普遍而流行的命名

方式。这一命名方式显示了新闻学的时代性变化，

凸显了时代性的关键要素“互联网新闻活动”

“互联网媒介”和“互联网新闻”。但这一作为阶

段性新闻学的总名称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

延续了传统新闻学以媒介形态为对象的领域性新

闻学命名思维、命名模式，诸如印刷新闻学 （报

学、报纸新闻学）、摄影新闻学、广播新闻学、电

视新闻学等，这样就将新闻学限定在了互联网媒

介、互联网新闻范围内，显然，这一名称准确反

映了对互联网新闻现象的研究，但却不能发挥总

名称的作用。二是，也是进一步的原因，互联网

诞生以来的新闻活动，尽管是以互联网作为媒介

基础设施的新闻活动，但新闻活动并没有转换为

以互联网为唯一媒介的新闻活动，不能把互联网

背景下的新闻活动命名为纯粹的互联网新闻活动；

即使在互联网得到比较充分发展的阶段，传统新

闻媒体的新闻生产传播依然是重要的新闻活动方

式，至少是与互联网及其他新兴媒体融合而成的

新闻活动，正是这种融合化的新闻活动才是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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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活动的主导情况，它才是新闻学研究的新对

象，而互联网新闻学这一名称在逻辑上没有包括

融合内容，因而，是一个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名称。

2.数字新闻学。数字新闻学是以“数字技术”

这一核心要素为根据的新闻学命名。简单说，数

字技术是借助一定设备将图、文、声、像等信息

以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和“1”编码

后进行记录、存储、加工、传送、传播、获取、

还原的技术。数字技术可以运用于各个社会领域

和生活领域。数字技术在新闻领域的普遍运用，

已经和正在改变着新闻活动领域的运行方式或新

闻生态的整体结构，正在造就新的新闻活动景象。

从逻辑上说，由数字技术造成的新闻现象、支持

的新闻活动，可以统统称之为“数字新闻现象”

“数字新闻活动”，以此为对象的新闻学自然可以

命名为“数字新闻学”。可见，数字新闻学从一开

始就是一个有着明显领域限定、技术限定的名称。

从历时性角度看，数字技术造成的新闻现象，

还是部分新闻现象，因而人们易于将数字新闻学

理解为新闻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而不是整体

的新闻学。事实上，数字新闻学领域的研究者也

是这样的基本态度，“与传统新闻学研究相比，数

字新闻学研究更强调对技术、平台、受众和现状

的分析，丰富了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纹理”，

“数字新闻研究所使用的理论与广义的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和信息科学关系更加密切，有效扩大了

新闻学的学术视野，为新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

间的对话创造了条件”，但“数字新闻学尚未于总

体上在丰富的实证研究的成果与深刻的思辨式概

念讨论之间建立起牢固的逻辑关系，因此其发展

的主要瓶颈存在于‘体系’层面”。[13]

数字新闻学的命名，本质上是偏向技术要素

的命名，数字技术尽管是互联网技术的内核和灵

魂，但至少在概念形式上数字技术是比互联网

（技术、媒介）相比而言更小的技术概念，数字技

术是构成互联网媒介、新兴媒介技术系统中的偏

向计算模式的核心技术要素。因而，数字新闻学

是易于导致技术中心主义的新闻学名称，对人们

认识把握新闻学的全面性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名称。

但是，新闻活动的数字化是未来新闻活动发展的

总体方向，数字新闻学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

在未来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学科名称。就是说，当

人类新闻活动现象在整体上属于数字新闻现象时，

新闻学与数字新闻学也就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了。

但作为学科总名称，数字新闻学还是存在一个不

可克服的障碍，就是它在概念形式上无法包容传

统新闻学，只具有新的时代性特征，不具有历史

包容性的特征。

就目前来看，由“数字技术”延伸出来的有

关数字新闻活动的一系列新生概念，诸如数字媒

体、数字媒介生态、数字新闻生产、数字新闻化、

新闻数字化、数字新闻等还在成长中，至于数字

新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还未见雏形，但这一构

建正在蓬勃发展。我们看到，关于数字新闻现象、

数字新闻活动的研究，正在形成热潮。但就目前

来看，数字新闻学研究本身还处于起步阶段，还

没有显现出自身的基本模样。在如此情形下，如

果用数字新闻学作为新闻学新历史阶段的总名称

显得有些仓促。

3.新新闻学。新新闻学是一个实际使用不多的

名称，它实际上是把互联网之前的新闻学定性为

“旧新闻学”，这样的名称尽管暗含着一定的价值

意义，但主要是一个时间性的描述概念，缺乏标

识时代性特征的限定词语或概念。同时，“新新闻

学”也是新闻学历史中使用过的概念，有其特定

的含义，是指美国新闻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

新闻报道理论，“指融合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来撰

写新闻报道，显著特点是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

描写，着力刻画细节”[14]。因而，用来命名“后新

闻业时代开”开启后的新闻学显然是不合适的。

4.融合新闻学。融合新闻学是中国新闻学界命

名新时期新闻学的常用概念，也是我认为比较科

学、合理的概念，将在下文专论。

（三）“融合新闻学”可能是比较好的时代性名

称

在对现有一些主要名称做过考察分析后，我

认为“融合新闻学”可能是用来命名“后新闻业

时代”开启以来新闻学新阶段的一个比较好的总

体名称。给新时期的新闻学命名，这当然是件冒

险的事情，因为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并不完全确定，

新闻学研究

107



ENVIRONMENT驭ECOLOGYENVIRONMENT驭ECOLOGY

它不像回望反思历史那样，可以给一个相对封闭

完整或完成了的对象定名，可以关照到对象整体

的状况。但对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新闻学到底怎

么定位、定性，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它可能

事关新闻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事关新闻学研

究的重心变化，如何命名对如何研究必然会产生

一些引导作用。将新阶段新闻学命名为“融合新

闻学”，大致有以下几点主要理由。

首先，“融合新闻学”中的“融合”，凸显了

“后新闻事业时代”新闻活动“全面融合”“不断融

合”“深化融合”这一典型特征，反映了新兴媒介

环境中新闻学研究对象“总体融合”的特征。研

究对象变化是各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它实际包容

了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因而，以对象变化为

根据进行命名是最关键的要求。只有这样的命名，

才能更为真实全面反映学科层面的变化。在传统

新闻业时代，新闻学在理论上界定的研究对象是

广义的新闻现象、新闻活动，具有相对的“超历

史”特征，也就是说，新闻现象、新闻活动可以

包含任何具体领域、具体形式的新闻现象或新闻

活动。正因为如此，新闻学这一学科名称，具有

通贯历史宏大尺度的特征，可以作为研究新闻现

象、新闻活动稳定的学科总名称。但就传统新闻

业时代的实际情况看，新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

职业新闻生产传播活动，核心问题是发现职业新

闻活动的特征，揭示职业新闻活动的规律，为职

业新闻活动的良性展开服务。对此，学界已经形

成基本共识，没有必要再多说了。

互联网时代到来后，由于新闻生产传播生态

与传统新闻业时代相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特

别是传统的各种类型的新闻收受主体发生了“传

者化”的角色转换，在技术赋能的环境中实现了

传收角色的一体化，从而开启了大众化、公共化

新闻生产传播的多元主体时代，使新闻生产传播

形成了社会化的新局面。[15]从整体上看，新闻传播

超越了传统新闻业时代大众传播模式为主的状态，

进入一个私人传播、群体传播、大众化（公共化）

传播相融合的“后新闻业”状态。仅就网络时空

而言，所有社会主体都是互联网上的节点，它们

以互动和共动的方式形成了复杂的新闻活动关系。

因而，“传统意义上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

播、组织传播等的界限已经模糊，这需要我们用

全新的框架来研究新媒体中的复合性传播”[16]。

媒介生态结构的变化，新闻生产格局的变化，

自然会引发整个新闻活动结构的变化，这也是与

传统时代相比最大的、最根本的变化。这意味着

新闻学在研究对象上已经不同以往了，不再是由

传统新闻职业活动创造的新闻现象。新的对象是

整体性的社会化的新闻现象、新闻活动，它是由

职业新闻活动和非职业新闻活动共同构成的，是

由网上活动与网下活动共同构成的。进一步说，

这样的构成进程正在使职业新闻活动与非职业新

闻活动由分离、分立性的关系进入融合、互补性

的关系，正在造就融合性的新闻现象或新闻活动

方式。因而，从研究对象这一确立学科名称最重

要的根据上看，新时期的新闻学命名为“融合新

闻学”是恰当的、合理的。

进一步说，面对当今最新实际情况特别是面

向未来可能景象，如果从“人主体”与“智能体”

的关系角度观察，我们已经看到，在新闻活动领

域，另一种融合已经出现，并迅猛发展，那就是：

与传统新闻业相比，由互联网技术丛（其内核或

灵魂是数字技术）造就的“后新闻业”，是一种融

合新闻业，或被一些人称为“新新闻业”“杂合体

新闻业”①。在这样的新闻业中，不仅仅是我们上

文所说的职业新闻与非职业新闻的融合，还出现

淤参阅姜华袁张涛甫.野元技术冶塑造新闻业发展新图景[N].中国社会科学报袁2021年 11月 2日袁第 1版遥 顺便可以指出的
是袁两位作者认为数字技术是野元技术冶袁在信息传播视野中野处于基础地位冶袁是野起奠基作用的技术形态冶袁是技术中的技
术遥这些看法具有很好的启发性遥进而他们认为袁野一种建立在技术耶人性化爷耶智能化爷和人的耶技术化爷耶媒体化爷基础上的
新闻业新业态要要要杂合体新闻业正在兴起冶袁并指出野不同于以往的新闻业态袁杂合体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性在于袁它不再是
人类主体主导之下的新闻业袁其运作过程也不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袁作为非人类要素的耶数字技术星丛爷全面渗透到新闻业的
毛细血管和细枝末节之中袁人类要素与非人类要素正在耶对称爷地形塑着未来新闻业的动向与格局冶遥 这种多少有点夸大技术
作用尧淡化人作为主体地位与作用的看法袁还是值得再斟酌的遥 在野人类冶社会中袁人类对自身所创造的事物尧所属的事物是不
可能放弃主体主导地位的袁如果人类不能实现合理主体化的主导地位袁那只能是人类自身主体异化的结果或表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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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2020年袁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袁如 2020年 9月 26日中办尧国办印发叶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
意见曳袁2020年 10月 29日袁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
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曳中提出院野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袁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袁做强新型主流媒体袁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遥 冶
于在国内外新闻传播学术研究领域袁以野融合新闻冶野新闻融合冶野融合新闻学冶野媒介融合冶野媒体融合冶野传媒融合冶等为书名
中的关键词袁已经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教材曰至于以这些词为关键词的论文更是无数遥完全可以说袁新闻传播视野中的野融
合冶研究袁是近几十年来一个持续野高烧冶的领域袁这与野融合冶本身既是现实要求又是未来发展方向是高度一致的遥

了前所未有的“人主体新闻”与“人工智能体新

闻”的融合现象。也就是说，“融合”是新兴新闻

业的典型特征。尽管对“人主体新闻”与“智能

体新闻”关系的未来发展还不十分清楚，但二者

的融合步伐已经迈开，“人机交互新闻”现象正在

普遍生成。[17]因而，以前瞻的眼光看，将“后新闻

业”时代的新闻学命名为“融合新闻学”也是比

较恰当的。

其次，“融合新闻学”这一名称，与当前新闻

实践的主流局面高度契合，反映了新闻学研究对

象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融合”是当今人类新闻

活动的总体特征，也是人类新闻活动的总趋势。

我们看到，融合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新闻传媒业发

展的宏观战略。以我国为例，从 2013年提出“媒

体融合”，到 2020年提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期间不断出台媒体融合政策，从中央媒体到县级

媒体都在探索融合之路，试图建构新的新闻传播

体系，形成新的主流媒体结构。①

传统新闻业时代，从整体结构上看，尽管报

刊、广播、电视组织机构处在同一社会之中，但

它们之间的新闻生产传播是分离 /分立的，职业新

闻主体与社会大众是分离 /分立的（不仅职业新闻

生产与民间新闻生产是分离的，职业新闻传播与

大众新闻收受之间也是主客分立的，所谓我写，

你读；我说，你听；我播，你看），新闻行业与其

他相关行业是分离 /分立的，因而，相关研究的分

离、分立似乎自然而然。但在新兴媒介环境中，

媒体在融合，各种媒介技术在融合，媒介渠道在

融合，新闻行业与信息行业、通讯行业在融合，

新闻业在与党和国家的各种管理活动、治理活动

相融合，职业新闻生产传播活动与社会大众的新

闻生产传播活动在融合，在融合进程中，已经形

成各种要素之间的新兴关系，一种传媒领域、新

闻活动领域的融合生态正在形成。一言以蔽之，

融合成为新闻活动的一种整体景象，塑造着新闻

活动发展的整体态势。因而，以新闻实际、新闻

实践为根基的新闻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用“融合

新闻学”作为整体性命名是合适的。

再次，“融合新闻学”这一名称已经得到学术

界、新闻教育界和新闻实践领域的广泛使用。

“融合”在新闻实践领域、学术领域早已不是新鲜

的概念、陌生的说法，实际上已经成为耳熟能详

的普遍概念、流行说法，甚至成为人们谈论新闻

传媒领域的日常用语。这为融合新闻学的使用奠

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尽管我们很难说人们对

“融合”已经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学术解释，但完全

可以说，关于融合的含义已经形成了一种默会的

知识。

进一步说，在学术视野中，以“融合”概念

为核心，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体系，

并已形成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②，这为“融合新

闻学”这一个名称的实际应用特别是融合新闻学

本身的体系建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看到，

从宏观层面的产业融合、融合新闻业、技术融合、

媒体融合等概念系列，到中观层面的媒介融合、

渠道融合、部门融合等概念系列，再到微观层面

的融合新闻、融合报道、融合符号等概念系列，

已经形成了融合新闻学不断走向相对完备的并且

具有相当开放性的概念体系。这在相当程度上说

明学术界对“融合新闻学”形成了事实上的认可，

而“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和成熟，离不开该领域

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18]。

最后，“融合”这一名称是在“分”的基础上

产生的，也是相对“分”而言的。融合本身就说

明融合是一个历史过程，说明融合以分离为前提，

合与分是一种辩证关系。因而，融合新闻学自然

要既研究融合新闻现象、新闻活动，也要研究作

为融合前提的相对分立性的新闻现象或新闻活动。

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当今这样的媒介时

代，融合才是新闻现象的典型特征、根本特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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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方向。正因为如此，融合新闻学作为新闻学

的时代性名称才是合适的、合理的。融合新闻学

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它既可以实质性地包容新闻

学的传统内容，也可以表征当下的新内容，并能

预示未来的可能内容。融合新闻学，作为时代性

名称，并不排除已经形成的印刷新闻学、广播电

视新闻学、网络新闻学、数字新闻学、计算新闻

学等相对独立的名称，也不限制未来任何其他新

生名称的出现，而是以它们为基础去实现不断的

融合、更好的融合。实际上，只要存在着相对独

立的新闻活动形式、媒介形式，就必然会有相对

独立的领域性新闻学存在，只要有新的新闻活动

方式出现，就必然会有新的概念形式、名称形式

生成。而统一的新闻学，只能是融合的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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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Convergence Journalism冶 : TheGeneral Name in line with the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要要要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e naming of post-journalism in 野post-journalism era冶

Yang Baojun

Abstract: As a discipline, modern journalism has only a history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in China. Journalism

is the general name of the studying of the journalistic phenomenon and journalistic activities. Journalism is a historical

existence. People will give different names to journalism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when they look back and reflect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journalism or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is also en-

tering a new era while a series of new media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e Internet has caused 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

mation of human journalistic activities and traditional journalism.A variety of new names emerge endlessly, revealing

the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of journalism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owever, some names are quite arbitrary

and lack in-depth and systematic thinking. Journalism has experienced the single newspaper studies (print journalism)

period (the first period) and the period of print journalism coexisted with broadcast television journalism (the second

period),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what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the "traditional journalism era." After the birth of the

Internet, journalism has gradually started a third period relative to the previous two periods or a second era relative to

the previous era. As a result, there's a question about how to name journalism of the third period or the second era so

that the new name can not only reflect the present reality, but also be fully inclusive in history and forward-looking in

the future. Naming journalism in a new period or era requires consideration of many factor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ba-

（下转第 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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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移动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都被认为是一场划时代的跨越，带来传播

领域的巨大变化。迄今为止，移动通信技术已经经历了从 1G到 4G共 4个时期：

2G实现从 1G的模拟时代走向数字时代，3G实现从 2G语音时代走向数据时代，

4G实现 IP化，数据速率大幅提升。从简单的短信文本到图文并存，从视频直播

到场景体验，媒介形态造就了社会传播的全新图景。5G（5th Generation）即第五

代通信技术的革新带来了物联网、移动互联、人工智能、云计算、流媒体视频等

技术的新发展，也为现实社会以及虚拟网络空间中的传播机制和传播效应带来

了新的挑战。

不同于对某个传播要素进行“小修小补”的改良型技术，5G技术的应用将

创造一个无限量的巨大信息网络，并将从前不能纳入其间的关系纳入进来———

从人与人之间的通信走向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通信，创造智能终端之间的超

级链接。正如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所表明的，新技术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从

来都不是沿着其初生目的那一方面线性的延伸，而是对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系统

性大手术。作为一场技术革命，5G是对信息网络所链接关系的总体性重构。

一、新传播：新要素入场使得社会传播成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必须看到，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

复杂性范式：技术革命下传播生态系统的
协同演化 1）

喻国明 耿晓梦

摘要 面对技术革命所带来的 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冶袁 如何整体性把握技术驱动下社会传播系统演化机制
成为实现传播实践有序发展和升级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遥 我们需要超越围绕传播领域内某个要素的改变研
究某类主体发展路径或治理对策的惯有的视角局限袁 结合复杂系统理论与生态学理论等新视角袁 基于我
国传媒业发展现状构建符合现实实践的传播生态系统模型袁 从多主体的行为交互角度分析传播生态系统
的发展演化过程袁 通过演化研究引导新时代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实现健康有序发展遥
关键词 技术革命曰 传播生态曰 复杂性范式曰 自适应曰 协同演化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喻国明袁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尧 学术委员会主任袁 北京师范大学 野人工智能与未来媒体
实验室冶 主任袁 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专业委员会会长袁 北京 100875曰 耿晓梦袁 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袁 北京 100872

1)基金项目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野中国主流媒体传播力绩效评估研
究冶渊20JJD86000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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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

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

不及、无人不用”，媒介与传播技术持续为相对

“无权”者“赋权”，数字技术改变了传媒业因机

械复制技术形成的信息垄断格局，瓦解了一对多

的有序的大众传播秩序；“大众自我传播”极大地

推动了更多不同连接方式的交流与传播的实现，

更多的传播要素涌现：“物”成为新的公共信息

“传播者”，后真相、非理性因素成主要的社会表

达，平台与运行其上的算法成为信息传播的关键

性中介……等等。新传播要素的入场使得社会传

播成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多重复杂因

素交织影响下“换道行驶”。

（一）信息生产泛众化

事实上，即使在网络社交媒介出现之后，

“人人都是传播者”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因为

这时传播的主要方式还是通过书写文字来进行的，

书写文字本身是有一种精英逻辑在里面起着作用

的，绝大部分人还是“沉默的大众”，他们只是一

个个点赞者、转发者、阅读者、消费者，而不是

内容创造者，不是发言的主体。视频手段的普及

是“泛众化传播”时代正在到来的技术基础，4G

时代的短视频和直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

性传播的发言者门槛降到如此之低，而 5G对于视

频的加持将进一步丰富和扩大这种“泛众化传播”

的社会影响的宽度与深度。[1]技术将释放网络用户

更多传播者的主体性。同时，5G时代，无人机、

各种环境中的摄像头、传感器等可以超越人的时

空局限与感官局限进行信息采集，其中的一些具

有公共价值的信息可能经智能系统自动加工后直

接发送给用户。物成为另一种类型的公共信息的

传播者。这就意味着，5G带来的“泛众”传播主

体不仅仅是门槛再次降低的普罗大众，还有为人

的自我感知、自我传播提供一种新媒介的“智能

物”，信息生产者网络被大大扩容，建立起人－

物、物－物、物－空间环境、物－服务等新的传

播关系，传播行为将弥散在各种日常活动中。[2]

（二）内容价值多维化

信息生产者的扩容必然导致内容生态系统的

扩容。社会化内容平台大大解放了内容生产力，

内容不但供给的数量海量扩张，而且内容的表达

主体、传播形式、借助的介质与渠道以及产出的

效果都极为丰富———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

媒体、全效媒体即是这种状况的集中表达。随着

短视频成为视觉传播的主流形态，内容生产者适

应当前移动化、碎片化和社交化的传播场景，以

主题人物、热点事件和温情故事等为主要体裁，

通过碎片化的视觉表达和情感化的传播模式的内

容生产传播模式转变形成了一种混合情感传播模

式。[3]网络社会的民间化以及短视频的平权化助推

着非理性非逻辑性信息涌现，视频表达以及 VR和

AR技术的宽频谱和沉浸感凸显着内容的情感张

力；内容本身在万物互联、永久在线时代发挥出

超强的连接力，在“人 -人”与“人 -物”的连

接中建构着丰富多元的可实现价值变现的场景。

可以说，新一代内容生态中，内容的价值维度更

加多元：从作为资讯传达的内容到作为情感表达

的内容再到作为媒介功能的内容，内容在深度价

值之外，还有宽度价值和中介价值；在诉诸情感

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后真相时

代，只要能引发情感共鸣与趣缘人群聚拢，这些

具有横向连接价值的内容更有可能实现精准高效

传播。面对现在出现的新的表达方式和越来越多

的非逻辑、非理性成份，如何进行表达方式的配

置，如何把握其机制和规律，目前这方面几乎可

以说是一种空白，缺少把控力。

（三）信息分发算法化

传播技术对媒介生产和消费端的赋能使极具

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信息生态出现了供需危机，信

息传播的精准化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重点，

而算法型信息分发实践中算法机制要解决的问题

正是把合适的内容传播给合适的受众。[4]传统新闻

信息生产传播流程是一种“新闻机构 -新闻受众”

的连接方式，但随着互联网平台通过版权协议完

成对传统新闻机构的收编，以及社会化信息生产

力量的加入，依托机器算法且拥有用户黏度的平

台成为平台媒体，承担起连接信息生产者和用户

之间中介的角色，至此，传统新闻机构和用户不

再直接联系，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变成了“生产者 -

平台媒体 -用户”甚至是“平台媒体 -用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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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新的模式。于是，从传播权力结构来看，伴

随着“生产者 -平台媒体 - 用户”模式的确立，

信息选择的权力从传统新闻机构过渡到了平台媒

体，原本处在信息生产传播核心位置的传统新闻

机构被推向了信息生产和传播链条的边缘，沦为

了专业的新闻生产工具，而平台媒体成了新的行

业操纵者和传播规则制定者，实现了向传播权力

中心的跃进。[5]

（四）媒介消费个体化

显然,受众的个体化趋势是技术逻辑主导下传

播媒介研究不可忽视的变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

字媒介的本质就是激活了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传

播构造，“大众自我传播”（mass self-communica-

tion）极大地推动了更多植根于本地的、更加个人

化的交流与传播的实现，消费者是个人与技术复

合的“超级个体”,消费模式从集体时空消费转变

为“利基时空”消费。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受

众具备空前自主性和传播权的“超级个体”身份

会更加复杂，当 VR/AR、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

全部走入日常生活之后，个人不仅仅是信息传播

网络上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更广阔网络中的能动

者。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提出，“下一代互联

网用户”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媒介资源的“自我

配置”，即新媒体消费的边界取决于个人对媒介系

统的“自我配置”。5G时代，技术对社会中相对无

权的个体和群体的赋权将会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

代，曾经面目模糊的原子个体，会以另一种方式

连接和聚合，改变社会机构与权力格局。

(五)传播权力再组织

5G技术以“赋权”的形式，打破传统各传播

要素的原有结构与原有秩序，改变传播权力格局。

5G时代将联结拓展至人与物、物与物，更多的微

资源、微价值、微内容在万物互联条件下得以被

发现、挖掘、聚合、匹配，个体之间可以产生自

由的连接和多样的互动，而这些连接与互动会再

次形成更大的社会价值，社会加速进入以个体为

基本运作主体的“微粒化社会”。在微粒化社会

中，在行政、资本、暴力等传统权力来源之外，

节点间的连接以及大量连接所产生的关系资源成

为一种新的赋能赋权的力量源泉。这种全新的社

会赋能与赋权的力量源泉通过关系资源的激活、

连接、聚集和整合等等软性的力量来推动其连接

和再连接的结构性效应的“涌现”。面对 5G技术

带来的传播权力转移，从个体到平台媒体和传统

媒体再到国家，社会传播系统的各层级主体都应

理解新权力机制下的机遇与风险以及权力的收敛

与平衡之道。

二、新视角：生态学范式与复杂系统范式为传

播学研究提供新进路

信息革命兴起后，社会传播形态由以往的大

众媒体时代的传播流模式逐渐向网络化传播模式

转变，本来似乎秩序井然中心边缘分明以线性因

果逻辑运转的社会，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波浪式的

涌动：没有中心，或者是互为中心，此起彼伏，

前呼后拥，同声共享。随着 5G时代的到来，更大

量级的多源异构信息以及信息总体连接增加，信

息传播呈现出更强的复杂性，是复杂场域和复杂

网络。因此，为更全面深刻地把握社会传播系统，

我们可以从生态学范式和复杂系统范式中挖掘可

借鉴的理论资源。

(一)生态学方法论：生态位理论

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有机体极其周围环

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以“个体—种群 -生态系统”

这样不同维度上的运动变化作为研究对象，生态

学探讨的是其结构和功能以及它自身与环境的关

系，它的方法论具有层次性、整体性、渐进性、

动态性等这特性，这些特点使得生态学可以成为

处理复杂问题的纽带，变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方

法论。

生态位（niche）是一个既抽象又内涵丰富的

生态学名词。美国学者 R. H. Johson在 1910年最早

使用了生态位一词，但他只是使用，没有定义生

态位的概念；生态位最早的定义由美国生态学家 J.

Grinnell给出，他把生态位看成是生物在群落中所

处的位置和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他认为生态位

的实质是一个行为单位。其后，有学者从功能视

角定义了生态位，还有学者把生态位区分为功能

生态位和地点生态位。哈钦森则用数学的点集语

言、用抽象空间来描绘生态位，从立体的角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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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综合考虑空间、资源利用等多方面，认为生

态位是一个生物单位（个体、种群或物种）生存

条件的总集合体，即所谓的多维超体积生态位

（n-dimensional hypervolume niche），其推出的多位

超体积生态位、基础生态位、现实生态位概念为

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提出了分析思路。在此之后，

还有不少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生态位定义和划分：

有的生态学家把生物的生境比作生物的“住址”，

而把生物的生态位比作生物的“职业”；而有的生

态学家认为一个生物单位的生态位 （包括个体、

种群或物种生态位）就是该生物单位适应性的综

合；因此有学者总结生物环境与生物生态位之间

的差异在于生物生态位的概念中包括生态开拓和

利用其环境的能力，也包括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

的各种方式。[6]从上述回顾看，生态位概念自提出

以来，其内涵得到不断地发展和深化，但基本包

含三个关键词：位置、功能和相对性，所以概括

地说，生态位是指一个种群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在

时间空间位置上所占据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

间的功能关系和作用。

生态位基本理论包括生态位态势理论、生态

位压缩与释放理论、生态位移动理论、生态位分

离理论、生态位动态理论以及生态位构建理论，

等等。其中，物种的生态位构建与其进化机制的

研究成为生态位理论的新进展。所谓生态位构建

是指有机体通过新陈代谢、活动和选择，部分地

创建和部分地毁灭自身生态位、改变环境，进而

改变其环境中生物与非生物的自然选择源的一种

能力。

总的来说，生态位理论反映了生态系统的客

观存在，它是生态系统结构中的一种秩序和安排，

是客观环境之间的交汇，反映了环境所提供的资

源谱和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宜度。从理论的应用

实践来看，生态位研究已成为生态学最重要的基

础理论研究之一，并已经渗透到了很多研究领域，

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营销管理等领域。

总的来看，生态范式对媒介研究具有宏观性，

在考察媒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上提供了一种

全局观。在国内传播学研究中，已经有学者们将

生态位、绿色、种群、食物链、生物钟等生态学

术语移植到媒介研究领域，探究“媒介之间的竞

争和制衡所形成的结构体系”以及“媒介群落在

社会大系统中的运动状态”。[7]

（二）复杂性系统科学的崛起：从自组织到复

杂适应系统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系统科学从

上世纪 30年代开始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系统大

于其组成部分之和，系统具有层次结构和功能结

构，系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系统经常与

其环境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系统在远离

平衡的状态下也可以稳定（自组织）、确定性的系

统有其内在的随机性（混沌），而随机性的系统却

又有其内在的确定性（突现）。这些新发现不断冲

击经典科学的传统观念，这种趋势使很多研究者

感到困惑，也促使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开始思考

并探索新的道路。兴起于 20世纪 80年代的复杂性

研究或复杂性科学，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之一。在复杂系统及复

杂性的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复杂性科学的研

究获得了很大的进展：现代科学从老三论（系统

论、信息论、控制论）过渡到新三论（耗散结构

论———主要研究非平衡相变与自组织、突变

论———主要研究连续过程引起的不连续结果、协

同论———主要研究系统演化与自组织），另外还有

相变论（主要研究平衡结构的形成与演化）、混沌

论（主要研究确定性系统的内在随机性）、超循环

论（主要研究在生命系统演化行为基础上的自组

织理论）等新科学理论也相继诞生 。 [8]但目前来

看，复杂性科学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

系，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研究框架。

在复杂性产生机理的研究方面，圣菲研究所

（SFI）的霍兰教授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发现了一

大类系统都是由一系列具有适应的个体组成的，他

把这类系统成为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并给出了复杂适应系统的统一描

述框架及研究方法。[9]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认为，适应性主体（adop-

tive agent）是具有明确行为目标、独特的内部模型

和自主行为能力的复杂适应系统子集，该主体在

已有的知识和信息基础上能动地在外部环境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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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为效果之间设定对应关系，然后根据这些对

应关系所形成的“策略空间”和行动集合，灵活

选择适应外部系统环境的方式，并根据适应性行

为的反馈结果，不断地学习和积累经验，并根据

这些学习收获及时修正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

则，以保持自身的环境适应性。“适应”一词是霍

兰对系统中适应性主体与系统外部环境反复作用

关系的概括，是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最基本的概念，

同时也是复杂适应系统产生新的系统结构、新的

系统层次和更复杂的系统行为的根本动力；而

“适应性主体”则是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研究的核心

内容，在复杂适应系统的自适应发展过程中，适

应性主体是与系统环境协同发展、共同演化的，

系统内在要素的相互作用是复杂适应系统高阶演

化的本源，系统多样化的产生和复杂化的演进都

是基于适应性主体根据已有经验和学习不断变换

规则适应系统整体运行要求而派生出来的，适应

性主体的动态适应性决定了复杂适应系统的复杂

动态性。

就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研究范式而言，复杂

适应系统理论的研究视角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

相结合，将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合，对阐述复杂

系统能动适应外部环境的自组织机制提供了独特

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就理论特点来说，不同

于传统系统理论强调系统自上而下集中控制路径，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特别重视适应性主体与系统环

境的交互学习过程对系统演化发展的积极影响，

并强调适应主体与系统环境之间、适应性主体的

微观运行方式与宏观系统运行方式之间的协调统

一，这对于揭示复杂系统的生产和演化规律，探

索各类复杂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方式具有重

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三、新关切：新技术逻辑下传播生态系统演进

的关键问题

新一代媒介与传播技术带来的传播现实是，

在个人为基本运作单位的微粒化社会中，多元主

体、多种力量在传播场域内涌现，它们不是孤立

的、一成不变的、被施加于力的，而是彼此联结、

交互、自适应学习着，并以此推动着整个传播领

域的根本性再造。同时，需要看到的是，传播生

态系统变迁过程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既包含微

观个体之间的种群变化，也包括中观子系统的可

持续协同，亟需厘清不同层级对象之间的复杂多

样关系。因此，5G时代传播领域变革研究需要更

加全面、系统、动态的视角，在一体化研究视角

下剖释传播系统内生态关系，对传播生态系统演

化的动力学机制展开细节性、深入性研究。

如上文所强调的，复杂适应系统（CAS）是现

代系统科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作为第三代系

统观，突破了把系统元素看成“死”的、被动的

对象的观念，引进具有适应能力的主体概念，从

主体和环境的互动作用去认识和描述复杂系统行

为，开辟了系统研究的新视野。以此为鉴，我们

可以把社会传播系统视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

复杂适应系统整体，初步构建复杂适应系统视角

下的传播生态系统认知框架和概念模型，建立起

复杂性科学范式下传播研究分析的学术框架，研

究传播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适应性，加深对传播

生态系统演化规律的认识，以期对社会传播转型

升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有所裨益。而要理解

新技术环境下的传播生态系统协同演化机制，关

键是回答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 5G时代传播生态系统的建构研究

生态系统由生态要素以及生态关系构成，对于

产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已有学者从“生态元”-

“生态链”-“生态群落”的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

的剖析，以此来揭示产业生态系统的生态关系。

在同一时空范围内，不同生态元拥有的生存要素、

所处环境以及与其他生态元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

因此不同生态元占据不同生态位。生态位差异取

决于生态元功能不同、生态位差异也决定了生态

元作用各异；生态元之间合作共生关系决定了生

态位之间的互补性；功能分工不同的生态元耦合

协同实现了产业生态的系统功能。因此，传播生

态系统研究可以首先以系统论思想为基础，类比

自然生态系统，构建传播要素生态系统，探讨传

播生态系统的复杂适应性特征及复杂性根源，然

后再通过分析各类要素的属性特征、生态位作用

以及要素间生态结构的相互作用，建立起复杂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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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播生态系统构成要素

图 2 传播生态多主体交互演化过程

应系统视角下传播生态系统演化研究的分析框架

和语境，为后续生态系统多主体交互演化分析奠

定理论基础。需要强调的是，在演化过程中，复

杂适应系统需要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以更好适应外

部环境的变化，这必然导致传播生态系统的复杂

性增加。构建传播生态系统演化的概念模型的关

键在于思考如何界定传播生态系统特征、结构与

功能，以利于应用复杂性科学研究成果深度探索

传播生态复杂适应性系统演化的本质规律。（图 1）

（二）传播生态系统多主体交互演化研究

系统演化是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主体与环

境不断进行交互，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在系

统中蔓延、传播，使得原有系统稳态的瓦解、分

岔或变迁，并最终导致系统的彻底崩溃或新的系

统稳态诞生。主体（agent）是具有自主性、反应

性、能动性和社会性的实体；多主体系统研究的

优点是通过构建大量具有自学习、自适应、自进

化功能的主体，替代复杂系统的组成单元，交互

作用而自发形成涌现现象，透视复杂系统的本质

属性。因此，交互演化作用作为系统中存在的重

要现象，是促成系统演化的动力。（图 2）未来研

究需应用多主体系统方法，重点研究传播生态系

统内部多主体的交互行为促成系统演化过程，即

各主体面临怎样的行为决策选择？有哪些因素可

能会对行为演化产生影响？系统的行为规则又是

如何产生的？也就是研究不同主体的交互演化准

则，剖释多主体之间的合作、竞争、学习、环境

适应等属性，研判传播生态系统多主体的交互演

化路径，并在对传播生态系统多主体构成、交互

影响和演化发展模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多

主体仿真建模方法对传播生态系统的生产、分发

和需求主体行为以及交互影响进行综合分析。

（三）传播生态协同演化保障机制研究

协同学是在 1976年由德国科学家哈肯结合统

计学和动力学理论提出的一门研究复杂系统的科

学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复杂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

的协同效应，以及有序结构的演化原理及规律。

序参量是协同学中评价协同效果的重要指标，协

同理论中的序参量是指在复合系统演化过程中，

能够从宏观上反映系统有序状态的变量，即反映

子系统参与协同演化的程度和对复合系统的影响

程度。传播生态系统的多主体间存在多层级反馈

或循环活动，并产生了协同效应，从而促使系统

在整体上呈现出协同发展状态。那么，从哪些维

度和指标来反映与评价传播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

水平？与协同效应相关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围绕

着这些关键因素，又该如何设计传播生态协同发

展促进机制？这些研究问题对指导传播生态多主

体竞合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对传播生态系统模型

的建构、对传播生态系统多主体交互演化路径的

分析，将最终落脚于在多主体交互作用中识别影

响各子系统协同效应的序变量，以优化多主体交

互行为为抓手，从外部支持完善和主体行为调适

两个层面研究传播生态系统协同有序发展的促进

机制。

总而言之，传播领域各基础性要素一系列革

命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推动 5G传播进入另一

个更为先进的传播第四范式时代。未来传播学研

究的关键在于厘清 5G时代社会传播要素与传播系

统研究的新边界、新对象和新范式，构建容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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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要素以及新方法工具的新问题架构和新方法

体系，从而实现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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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最早由专业化媒体机构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到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传播时

代，再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推动进入智能传播时代，新兴技术的发展不断

变革着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模式。“人工智能”最早是“制造智能设备来开发相

关程序，从而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技术”，[1]当前正深刻影响着包括新闻传播领

域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产物，算法技术同样深刻变革着社

会结构，重塑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方式和互动关系。“算法社会是一个

普遍使用算法、机器人与人工智能进行决策的社会，也是一个围绕算法逻辑而组

织和运转的社会。”[2]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算法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基础设施：

银行参照算法结果决定放贷额度；企业借助于算法聘用员工；智能影像分析系统

帮助医生做出诊断决策。在法律系统，算法也逐渐参与到司法裁判中，判断嫌疑

人再犯风险，进行量刑测算。算法对社会的深层介入也带来社会治理从数据化向

算法化迈进。[3]当算法全面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演变为具有革命性的生

产要素和技术工具时，对于算法本身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已然成为当下学界和

业界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

算法最早是计算机领域用于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或达成特定目标的程序。在新

闻传播领域，算法最广泛的应用场景便是基于智能算法的内容分发。凭借高速的

运转效率和准确的匹配性能，算法逐渐取代和消解传统新闻媒体的把关权。对于

平台媒体而言，智能算法推荐当前已成为各大平台内容分发的主流模式。对于用

户而言，算法推荐所带来的“千人千面”个性化私人订制成为现实，算法推荐的

相关信息成为用户阅读、感知、理解世界的主要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智能算

智能传播时代人与算法技术的关系交迭
蒋晓丽 钟棣冰

摘要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袁 算法逐渐成为传播的基础设施和底层逻辑袁 并在广泛应用的过程中与人的关
系发生着流动的变化与迭代遥 基于此袁 本文立足于唐窑伊德 野人要技冶 关系视角袁 阐释人与算法技术 野具
身要诠释要它异冶 的三重关系交迭院 具身关系下的算法技术 野抽身而去冶袁 成为一种透明的存在曰 诠释关
系下算法作为 野中介冶 野界面冶 本质所具有的负面效应引发人们的 野算法焦虑冶曰 它异关系下算法作为一种
野准他者冶 促逼人们沦为技术宰制下的 野囚徒冶遥 在向理想的人与算法技术的 野背景关系冶 的推进中袁 人们
应该坚守自己的主体性价值袁 找到恰当理性的方式与算法和谐共生袁 让算法技术真正成为人类的福祉遥
关键词 算法曰 具身关系曰 诠释关系曰 他异关系曰 背景关系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蒋晓丽袁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袁 四川成都 610207曰 钟棣冰袁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
士研究生袁 四川成都 6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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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技术作为一种“界面”，中介了人与外部世界之

间的关系。

人、技术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技术

哲学领域所研究和探讨的重点问题。其中，美国

现象学家唐·伊德批判性地继承胡塞尔、梅洛·庞

蒂及海德格尔等人的现象学脉络以及美国实用主

义思想，在此基础上发展完善的技术现象学对于

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颇具洞见。具体而言，

唐·伊德的“人 -技”关系视角，考察技术介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之后人、技术与生活世界之间

关系的变化。其通过关注到经验中可以辨认出的

身体与技术发生关系的方式及各种结构性特征，

总结出人与技术的四种关系：具身关系、诠释关

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对于这四种关系，唐

伊德认为，具身关系、诠释关系、它异关系构成

了一个连续统，共同处于前景之中。在这个连续

统的一端，是那些使技术接近准我的关系（具身

关系）；在连续统的另一端则是它异关系；处在两

端之间的则是诠释关系；而背景关系则是与处于

前景中的三种人与技术的关系相区别的、一般是

作为技术环境的关系。[4]

当前，算法已经成为智能时代人的新的技术

伴侣[5]，与算法共生是智能时代不可避免的社会发

展趋势。英国文化研究学者西尔弗斯通认为，对

于技术的使用是一种驯化的过程，人与技术两者

是相互建构、相互塑造、再造以及相互改变的。 [6]

个体试图驯化算法技术，将其整合到自身日常生

活之中的同时，算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向驯化着

人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甚至带来人工智能时代

深刻的“算法焦虑”，亟待被用户进一步驯化。基

于此，本文从唐·伊德“人 -技”关系视域分析算

法技术在深刻嵌入社会与人进行互动的过程中，

人与算法技术之间经历的“具身 - 诠释 - 它异”

关系交迭：具身关系下的算法技术“抽身而去”，

成为一种透明的存在；诠释关系下算法作为“中

介”“界面”本质所具有的负面效应引发“算法焦

虑”；它异关系下算法作为一种“准他者”促逼人

们沦为技术宰制下的“囚徒”。

但是前三重关系并非是终点，人与算法技术

会进一步向“背景关系”演化：算法在智能时代

会成为像人们生存于其间的自然环境一样的存在，

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当中。在人与算法的互嵌下，

找到合适的方式与算法和谐共生尤为重要：既不

能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能一味被算法技术

所钳制，人的主体性仍然是智能时代不可忽视的

价值。正确认识算法，培养与算法社会相适应的

算法素养，在此基础上更好地驾驭算法，实现从

“役于物”到“假于物”的转变。

二、从“具身”到“诠释”：技术透明下的“算

法焦虑”

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源起于人

类自身先天本能的不足[7]，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往往

会给使用者带来新特权，这种赋权能够挑战既有

秩序和结构，打破旧有格局。自互联网和社交媒

体普及以来，信息生产的海量性与用户有限的注

意力之间的矛盾不断突出和显现，信息接受者所

面临的主要问题从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稀缺”

转向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过载”。与此同时，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发展应用为智

能推荐算法技术的全面崛起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

件。智能算法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为新闻

生态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中广泛应用于分发

环节的个性化推荐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基于内容

推荐，其原理是平台收集用户基本数据、记录过

往行为数据，精准描绘用户画像，分析用户信息

全貌，在此基础之上将与用户兴趣相似度较高的

信息推荐给用户；二是协同过滤推荐，通过找出

与目标用户相似的用户集群，再向目标用户推送

集群用户感兴趣的新闻。[8]

这种个性化推荐算法技术旨在实现信息供需

两端的高效匹配，为传统新闻业和用户带来一定

程度的赋权：首先，对于传统新闻业来说，个性

化推荐算法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升了信息把关的

效率，将记者与编辑从筛选、把关海量内容的重

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投身于机器无法替代的

精细化、深度化的新闻生产中。对于用户来说，

个性化推荐系统能够帮助用户大幅降低内容获取

成本，实现“人找信息”向“信息找人”的传播

模式关键性转变。相对于大众传播时代“传者本

传播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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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语境下，受众被动地在有限的内容范围中

选择，其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智能时代的个性

化算法将用户兴趣偏好作为推荐的主要依据，从

海量的内容库中寻找匹配用户喜好的内容，用户

自身的个性化需求更加变得“可见”，某种意义上

促进“受众本位”在整个传播过程的回归。

在算法技术最初嵌入的过程中，用户很大程

度上沉浸于享受新技术（算法）所带来的各种红

利，此时人与算法技术处于一种“具身”关系。

具身关系是当个体长时间地使用某一项技术时，

技术就仿佛融入了自身的知觉 -身体经验，成为

自身的一部分。无论是海德格尔所言的“上手的

锤子”，还是梅洛·庞蒂论及的“盲人的手杖”以

及“贵妇的羽饰”，技术很大程度上与人融为一

体，技术具化为人的身体，扩大了人的知觉，使

人的感觉得到延伸。

个性化推荐算法作为一个“界面”，逐渐取代

用户自主搜寻信息、选择信息的决策，成为人们

感知、经验社会的智能中介，人们通过智能算法

的中介与外部世界进行勾连，沉浸在智能算法所

推荐的满足自身兴趣喜好的信息内容以及更好的

感官体验中，如短视频平台图文视听相结合的表

达方式，不仅使用户的视觉和听觉得以延伸，更

是所有知觉的延伸。感官的延伸强化了用户对世

界的感知和体验。[9]此时的状态充分体现处于具身

关系中的技术具有了最大程度的“透明性”，“它

们‘抽身而去’，即使完全没有被注意到，也很少

被注意到”。[10]智能推荐算法在此阶段处于“抽身

而去”的透明状态，人们通过算法的界面与中介

去感知和经验外部世界，算法在其中与自身融为

一体，成为日常经验的一部分，但此时人们并没

有意识到算法本身的“存在”，而是沉浸于算法所

带来的种种满足精神需求、刺激感官体验的内容

当中。

然而，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

中所指出的那样，技术进步在带给社会便利的同

时，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和文化的副产品。[11]

推荐算法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信息内容与用户需求

的匹配问题，让信息传播的分发环节变得越来越

智能、精准和高效。但与此同时，由于高度迎合

用户兴趣与偏好，使得用户使用成瘾的现象开始

不断显现。例如，在以抖音为代表的智能算法推

荐视频平台的使用过程中，“刷抖音一时爽，一直

刷一直爽”是众多用户普遍的心理体验，反映出

用户的使用成瘾现象，即使用短视频 App过程中

产生的沉浸式体验，主要表现为集中注意力浏览

短视频 App内容，并在此过程中产生愉悦感和依

赖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12]随着抖音成为不少

用户的“精神鸦片”与“软毒品”，算法推荐机制

本身所具有的破坏性开始逐渐受到关注。

如果说算法推荐机制由于高度迎合用户兴趣

与偏好，使得用户不断上瘾的成瘾机制是外在显

见的，那么算法推荐机制本身的不透明性、算法

黑箱及其所固有的偏见则是内在隐蔽的。平台对

于算法推荐技术的推崇，对技术中立价值的标榜

以及长期以来公众所形成的认知“常识”认为技

术是客观中立的，计算机程序都是没有价值观和

立场的，因此由算法程序所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公

平公正的。对此，凯文·凯利认为，“人们在将自然

逻辑输入机器的同时，也把技术逻辑带到了生命

之中”。[13]看似客观中立的算法程序，在研发的过

程中其实带有研发人员的偏见、歧视。并且算法

运行建基于对大量数据材料的收集与分析，这些

来自社会现实的数据材料将社会本身已有的偏见

进一步延伸至算法。算法以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

固化甚至强化社会现有的偏见。[14]

吉莱斯皮指出，作为实现人工智能的算法，

在出现之初就备受争议，它“作为一种至关重要

的逻辑控制着我们所依赖的信息流”[15]，给用户搭

建了一个封闭化的、排他性的信息系统。平台为

了增加用户的停留和阅读时间，不断将迎合用户

阅读趣味的信息内容推荐至用户面前，当这些量

身订制的推荐内容开始构成用户的信息接触系统

时，这些高度同质化的信息流实际上形成一种被

过滤的“气泡”，造成“信息茧房”。[16]尽管目前相

关实证研究对于算法推荐是否会导致信息茧房并

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并且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造成‘信息茧房’的单纯信息环境很难在现实中

出现”[17]，但是对于算法推荐技术会造成“信息茧

房”的担忧始终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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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以“精准匹配”为核心特征的算

法并不如想象般的那么精准。算法推荐尽管以用

户信息需求和兴趣偏好作为目标，但其实并未满

足用户的所有信息需求，尤其是深层信息需求和

潜在信息需求。在一项针对今日头条算法推荐所

构建的健康信息环境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在算

法时代，尽管算法所推荐的信息呈现出多样化但

并未能有效满足人们的需求。例如随着时间推移，

算法推送精准度会下降，需用户发挥最大的主观

能动性才能持续获得相应信息的推送；算法会将

用户“偶然”的信息浏览行为编码为“必然”的

健康需求，频繁为其推送相关信息；标榜个性化

的内容分发算法主要解决人与内容的关联问题，

但其“个性算力”仍有待加强；并且在算法频繁

推送的健康信息中存在不少谣言和虚假信息等。[18]

算法推荐技术带来的破坏性使其从原有与人

融为一体的关系中脱离出来，不再具有“透明

性”，成为人们感知和认识的焦点，人与算法技术

从具身关系演变为诠释关系。处于诠释关系中的

技术不再与个体具身为一体，而是与外部世界同

构为一个整体，即个体所观察到的世界是由技术

所呈现的世界，技术成为世界显表、呈现自己的

一种方式，个体通过感知技术来掌握世界。在唐·

伊德看来，与具身关系中技术变得“透明”，个体

感知不到技术的存在所不同，诠释关系中的技术

恰恰是个体所直接知觉的焦点和对象，通过直接

知觉到技术来认识和理解世界。相比较于最初沉

浸于算法所推荐的信息内容，与算法处于诠释关

系的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正是通过算法这一界面

来感知和认识外部世界，所呈现的图景是算法中

介基于自身偏好所推送的“想要看到的世界”，算

法这一中介本身成为意识关注的焦点，并且对这

一技术中介可能带来的认知窄化、虚假信息、偏

见歧视等负面效应产生焦虑与警惕。

三、从“诠释”到“它异”：技术宰制下的“算

法囚徒”

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所提出的行动者网络

理论“关注作为物的‘技术’是如何进入所谓的

社会场域‘网络’，又是如何稳定化社会联结” [19]

的，他认为行动者并不单指人类，还进一步将行

动者范畴扩展到包括观念、技术等非人的物体。

算法技术在传播领域的普遍应用打破了旧有的传

播格局，形塑新的传播形态，其中最突出的变革

便是传播主体由人扩展至作为“技术物”的算法。

随着算法技术逐渐渗透到社会整体的各个方面，

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算法远不止内容分发的个性化

推荐算法，还包括各种平台的劳动管理算法、行

业决策算法和社会治理算法等。日渐占据主导地

位的算法行动者不断嵌入并重构原有的社会结构，

重塑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作为行

动者的算法其权力在不断增加的同时，人与算法

技术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到“它异”阶段，算法技

术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性，甚至能够转化场域中的

其他人类行动者，使得他们的行为跟随算法的指

引，其带来的结果便是人们深刻面临着在多个层

面上成为算法宰制下的“囚徒”风险。

（一）决策囚徒

上文着重阐述的个性化推荐算法，主要应用

于新闻分发、电子商务和搜索引擎等领域，旨在

解决信息内容或产品与用户之间的供需匹配问题，

其本质上是用户与信息 （产品） 之间的过滤器，

为用户筛选相应的信息产品。由个性化推荐算法

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对于用户的影响更多是认

知层面的。但是在算法权力不断扩张渗透的当下，

算法对个体带来的控制与钳制已远不止认知层面。

今天，算法很多时候辅助人们在不同场景下进行

决策，甚至直接替代人们做出至关重要的决策。

算法某种意义上正如贝尔所言的那样，正在

成为我们的生活代理人。[20]个性化算法推荐某种意

义上也是一种决策，人们依靠个性化算法帮助自

己决定接受什么内容，以替代自己的主动搜索。

在交通出行方面，高德地图等软件本质上也是由

算法通过计算为我们规划出一条最优路线方案，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司机，也不能确定自己非常熟

悉的路段当下的路况 （是否出现塞车或交通事

故），只能依靠算法来决定最终的行径路线。由算

法做出决策判断的情况在未来的无人驾驶技术中

会更加普遍。在购物方面，电商平台中的购物算

法决定了人们购买商品的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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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除了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之外，

也深刻嵌入到一些行业性的决策中扮演角色。在

金融领域，银行在对贷款申请人的信用状况进行

评估时，借助于算法来自动判定对不同人群的放

贷额度。 [21]在司法领域，“威斯康星州诉卢米斯”

案的判决正式承认了人工智能算法参与量刑裁判

的正当性，标志着算法已经介入到司法的实质核

心———裁判层面。[22]警务系统的算法则可以根据相

应数据快速预判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及可能发生的

暴力恐怖活动[23]。在内容生产方面，算法通过计算

得出的排行榜、热搜榜等榜单某种意义上决定了

内容生产者未来的生产方向和相关主题。[24]未来算

法还将会在就业、教育、医疗等领域发挥重要的

决策作用。

不可否认，智能算法程序在做出评估、判断

和决策时很多时候比人类更高效迅捷，[25]算法通过

建立模型，基于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趋势的数据

分析，甚至可以预见人类所不能预见的可能性，

在决策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方面显示出自己的优势。

但尽管如此，也并不意味着人类需要将与自己相

关的所有决策都交由算法程序来完成。人们在享

受算法决策给自己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如果一

味地顺应自己的惰性，将所有决策权力统统让渡

给算法，便很有可能陷入到算法的陷阱中，完全

丧失主体性，被算法牢固地囚住。

（二）劳动囚徒

自达拉斯·斯迈兹提出“盲点”之后，劳动商

品化问题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

议题。这种劳动的商品化在信息时代表现为“数

字劳动”的新形式。当下数字平台上的“数字劳

动”很大程度上受到算法的深刻作用和控制。其

中，外卖骑手等“零工”的工作过程被平台中看

不见的算法黑箱牢牢掌控。尽管平台中的算法对

效率、速度的追求能够让消费者更快速地获取订

单，但是对于外卖骑手而言则意味着更严酷的劳

动强度。

相关研究发现，数字平台对骑手的控制“从

实体的机器、计算机设备升级为虚拟的软件和数

据”，平台背后的算法通过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

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26]算

法的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

着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潜移默化地参与

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规训，疯狂

投入到“接单游戏”中完成越来越多的订单数量。

与此同时，算法对平台劳动的“规训”还表现在

情感劳动等细致入微之处，外卖员以良好的服务

态度来突出消费者的“至高无上”，并通过算法机

制的中介，使外卖员随时面临被监管、被投诉的

可能，进一步实现对其劳动的规训。[27]

在网络平台的内容生产领域，平台算法通过

浏览量、点击量、转发量和点赞量等指标，使得

流量数值成为评价体系，实现对平台劳动者的直

接控制。通过让消费者直接评价和反馈劳动成果

从而将其纳入到评价和监督体系中，表面上看似

乎赋予了消费者很大的权利，但其实在无形中转

化了矛盾，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悄无声息地

转化为消费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28]而当流量成

为衡量内容质量的唯一指标时，劳动者为了获得

更好的评价，必然会以消费者的喜好与需求作为

内容生产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内容生产者独立的

专业判断被市场逻辑和流量逻辑所取代，算法以

此种方式实现了对生产者的促逼。

平台算法通过相应数据和模型所构建的量化

评价机制，将各种简单的流量数据作为衡量劳动

成果的指标，还会促进劳动者自我管理与激励，

为了获得更好的评价结果进一步投入到更多的劳

动中。算法通过简单明了的量化指标，并没有减

轻劳动者的压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劳动者的劳

动强度。这表明算法对于劳动的介入并没有实现

劳动者的解放，而是更加成为被算法深刻裹挟的

“劳动囚徒”。

（三）隐私囚徒

算法的运行以大量的数据作为基础，随着算

法持续地在各个层面广泛应用，人的数据化程度

也不断加深。这些数据除了主动提供的基础数据

外，更多时候是被动提供，甚至是不愿意被搜集

的隐私数据。而未来可穿戴设备、传感器技术的

发展完善，将使得对人的数据搜集进入到生理深

层层面，情绪、心理状态等原本被认为是不可测

量与量化的数据指标也将成为可能。数据化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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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能够给人带来不少便利，在使用某些平台或软

件时，让渡一定的隐私数据便可以获取平台所提

供的相应服务与利益。数据化在一些特殊情境下

甚至是必要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健康码作为

现实生活中的“通行证”，以社会个体相应的健康

数据为基础。此时的数据化某种意义上成为人们

兑换自由准入权力的资本，未能实现相应数据化

的个体将会在现实社会中寸步难行，给自身日常

生活添加很大的障碍。

问题的要义并不在于数据化本身，而是当人

们将自己的数据隐私让渡给平台之后，人们并不

能完全拥有对自身数据的自主权，失去了对自身

隐私和数据的控制权。被算法程序所收集的数据

成为平台的重要资源或资本。尽管当前对于隐私

权，被遗忘权的讨论不断深化，但个体在保护个

人数据方面的弱势地位始终没有改观。个体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无法与掌握着数据、资源的平

台机构权力相抗衡。

并且，为了能够让算法提供更加符合自身需

要的相关服务，个体必须让渡更多的数据和隐私

以便让算法程序更加“懂”我。但是，“算法对人

的算计越准，就意味着它对人的了解越深，因此，

对人的监视与控制也可能越深”[29]；正如赫胥黎在

《美丽新世界》一书中所说：“人们会渐渐爱上那

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变得日益麻

木和被动。”[30]当人们沉浸在享受算法技术给自己

带来的满足与便利时，对于自身陷入到算法的囚

禁之中便浑然不觉。算法获取个体越来越多的数

据，使得个体逐渐成为透明的存在物。隐私被消

解的同时也意味着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自由和主

体性也随之消解。

由此可见，当前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被算法

完全包裹的环境之下，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这一

中介来感知世界，意味着个体对于周围事物的认

知依赖算法，由算法所建构。与此同时，人们也

逐渐将体现自身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判断决策转移

到算法，依靠算法做出未来的行动。权力不断扩

张的算法也实现了在无形中控制人的劳动活动，

并进一步激发劳动者的自我规训与激励，投入到

更多的劳动中自我剥削。算法依靠数据化作为基

础对人的隐私不断消解入侵。这时“技术不再只

是人们达成目的的手段，而是行动者，（它）与人

类互为主体”[31]。人与算法的关系已然进入到“它

异关系”中，技术成为一种准它者，或者作为它

者与我发生关系。算法技术已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运行。在行动者网络视域下，

作为行动者的算法能够转化场域中其他行动者，

使得它们的行为跟随算法的指引。这也预示着，

处于它异关系中的人与算法技术不再是一种主客

体二元对立关系，作为准他者和行动者的算法深

度嵌入到世界，打破了原有的主客体二分，人、

算法与所处世界的关系随着算法权力的不断扩张

进一步演化为它异关系。

四、理想“背景”：技术互嵌下的“算法共生”

算法这种无形的技术物深刻渗透到生活的各

个方面，对社会具有强大的形塑力量，甚至人们

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算法技术宰制下的囚徒，人

的主体地位已不再稳固。但不可否认的是，智能

时代的到来是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趋势，未来的算

法必将会进一步嵌入到社会整体与人们产生更深

层的交互。纵观技术发展史可以看到，技术的发

展尽管不是按照线性的单一逻辑前进，但无论如

何其步伐并不会停下。智能技术也同样如此，算

法在未来终究会成为像人们生存于其间的自然环

境一样地存在，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当中，成为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与算法的关系会进一步演

化为“背景关系”。

在这一关系之中，技术转化为背景，而个体

在这个背景之下去认识、理解世界，技术退居于

幕后，处于不可见的显现位置，外部世界重新回

到感知的焦点位置。人与技术的关系实质上是一

种背景关系，即人与技术的关系是一种以技术为

中介的，人与技术驱使下所变化的环境之间的关

系。当算法演变为人们感知和经验外部世界的

“背景”，像照明、供热、制冷等系统设备一样深

刻融入日常生活，成为 “理所当然”的存在时，

算法技术必然会带来环境等诸多方面要素的变革。

此时便需要深刻认识到智能算法作为时代的背景

底色。以一种广泛背景格局的思维去看待人与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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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与算法共生成为每一个

生活在智能时代的个体必须面对的课题。

（一）认知态度：从“轻视排斥”到“尊重理

解”

对于如何实现与算法共生，不少学者认为需

要培养一种与算法社会相匹配的素养，即算法素

养。学者彭兰从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理念中提炼出

对未来算法素养培育的启示，“在媒介教育中，最

主要的目的不在于评价好坏，不在于给学生们具

体的评价标准，而在于增加学生对媒介的理解”[32]。

算法素养的培养必然要以对算法机制的充分认识

和理解为前提。

当前人与算法技术可能更多处在“它异”关

系的阶段，作为准他者的算法在很大程度上对人

产生宰制，使得人们面临着“算法囚徒”的严峻

挑战。但尽管如此，也并不意味着算法就是一个

“洪水猛兽”，从而一味地对其产生排斥抗拒的心

理。因为“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纵使人类主

体不断被持续出现的全新技术力量解构，人类始

终能够找到一条与之适应的建构之路”。[33]也就是

说，“背景关系”作为人与技术之间的终极和谐状

态，将是未来人与算法技术关系演变的理想方向。

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算法将成为智能时代不

可避免的技术物。“背景”“共生”是智能时代人

与算法技术最为恰当和理想的一种关系状态。算

法技术会愈加深刻地嵌入到日常生活场景和关系

中，成为人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算法与人的互嵌、共生与融合的前提下，

人们首先需要从认识论层面上打破自己的认知惯

性。回顾漫长的东西方哲学史可以看出，技术长

期以来都处于一种被忽视、轻蔑的尴尬地位。[34]在

过去人与技术的关系中，一直都是人处于绝对的

支配地位，技术只是一种被人支配的工具，通过

对工具的利用以达成特定的目标。而未来随着算

法等智能技术不断飞跃，人与技术的关系也将发

生深刻的改写。正如马尔库塞所认为的那样，一

种新历史主体的诞生，可以抗衡人类主体的无限

制发展。[35]技术主体的出现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于以

往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与解构。

此时便不能仅仅将算法技术简单视为客体，

而是有必要思考、审视，并充分尊重算法技术的

地位。重要的是理解算法运作机制与原理，深刻

认识到算法会在哪些层面影响着我们的认知、行

为决策、生产关系、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了解

算法会对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哪些潜在的威胁

与挑战。只有在充分认识，理解算法技术的基础

上才能学会与算法共存。

（二）行动驾驭：从“役于物”到“假于物”

但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承认算法的重要

位置也并不意味着人类就此丧失了对算法的控制

和驾驭能力。正如学者喻国明所认为，智能算法

时代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应试着调适自身，更好

地与机器产生的经验世界相处，并重新唤回人的

主体性”[36]。在算法技术强大的宰制力量面前，同

样需要充分发挥人类自身的主体特性，人的主体

性依然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在人与算法

技术共存的未来智能时代，重新定位并且发挥人

的主观能动性，也是防范算法囚禁风险，面对未

来算法社会重大不确定性的重要举措。

如前文所述，算法素养的培养必然是以对算

法机制的充分认识和理解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提

高驾驭算法的能力，学会让算法为我所用而不是

成为算法“囚徒”同样重要。罗振宇在 2018年跨

年演讲中提到的“驯化抖音”的事例值得反思，

今天当不少人被抖音背后的算法投其所好，耗费

大量时间精力，沉溺于感官欲望的诱惑，沦为算

法囚徒时，仍然有一些用户将抖音驯化成为高效

率的学习工具，实现了从欲望主体向理性主体的

回归。尽管这样的现象还只是局限于少数群体，

但至少给我们展示了未来人被算法宰制之外的另

一种可能性。

理性与欲望是构成人的主体性两个不同向度

的要素，也是西方哲学史一以贯穿的讨论线索。

从这个意义上说，算法更多的是对人的主体性中

欲望部分的满足，并通过刺激更多的欲望来实现

对人的操纵与宰制。在此情况下，对算法进行

“再驯化”的媒介实践表明在欲望主体性不断扩张

之时，重拾理性主体性对于未来算法素养培养的

必要性。与此同时，批判性思维作为媒介素养教

育的重要内容，在算法素养培养中同样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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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算法技术物强大的宰制下，实现从“役于

物”到“假于物”的转变。

人类对于新技术的驾驭从最初的不成熟会逐

步走向成熟，这是符合技术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

路径。今天与算法技术更多处于“它异关系”状

态下的人类，对于算法所带来的各种宰制充满深

刻的焦虑与担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最终会促使人与算法技术向

“背景关系”演进，算法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

活当中，成为智能时代的背景底色。当在不远的

将来这一关系图景到来之前，找到一种与算法和

谐共生的相处路径，培养与未来算法社会相适应

的算法素养，不是成为算法的囚徒，而是在理解

算法的基础上更好利用，实现真正的技术赋能。

五、结语

智能时代的算法技术在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

场景，与人发生深刻互动的过程中，人与算法技

术的关系也在发生动态的变迁与交叠。本文从唐·

伊德“人 - 技”关系视角，分析人与算法技术

“具身 -诠释 -它异”的三重关系：算法技术最开

始介入时，人与算法处于一种“具身”关系，人

们更多沉浸于新兴技术带来的各种便利，例如其

所带来的迎合自身喜好、刺激感官欲望的内容。

算法技术实现“抽身而去”的透明化存在。此后，

一些智能算法推荐平台使用成瘾现象的显在（例

如短视频使用），开始使得算法技术逐渐去透明

化，算法本身尤其是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此过程中，具身关系演化为

诠释关系，人们逐渐认识到算法具有的“中介”

“界面”本质，意识到正是通过算法这一界面来感

知和认识外部世界，所呈现的世界图景是算法基

于自身偏好所推送的“想要看到的世界”，信息茧

房、算法偏见、虚假信息等问题不断涌现，引发

智能时代人们的“算法焦虑”。

随着算法技术进一步嵌入到社会各领域，人

们生活在一个被算法包裹的环境中：个体对于周

围事物的认知依赖算法；逐渐将体现自身主体性

与能动性的判断决策转移到算法；算法在无形中

控制人的劳动活动，激发劳动者的自我规训与激

励；依靠数据化作为基础对人的隐私实现消解入

侵。算法权力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人与算法技术

进入到“它异”关系，算法成为“准他者”的同

时也进一步加剧对人们的宰制，带来深刻的“算

法囚徒”风险。

或许正是因为算法技术物的强大宰制力量，

使得今天处在“它异”关系中的人们不得不重新

审视和思考算法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拉图

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不再区分“人”与“非人”，

而是等而视之。这启示我们需要在认识论层面有

必要打破传统主客体二元的思维框架，转变对主

客体关系的认知。不能仅仅将算法技术简单视为

客体，也不能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但承认算法

技术的地位也并不代表着未来人将被算法取代。

“对于社会科学来讲，最终的思考方向并不是算法

是否会取代人类，而是‘人机共生’的问题，即

算法和人类如何更加融洽地相互理解、实现共

生。”[37]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使得算法技术

在未来像空气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背景关系”作为人与技术之间的终极

和谐状态，是未来人与算法技术关系演变的理想

方向。当下，人与算法技术在从“它异”关系向

“背景”关系过渡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强调人的

主体性价值，人类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让算法技

术造福于人类，实现从“役与物”到“假于物”

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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